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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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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如果要界定自己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专门领域，我认为，无论是农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还是人口经济学，都不尽准确与全面。真正能够概括我过去30年研究历程的学科，应该是发展经济学。传统的以旧结构主义为特征的发展经济学，早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饱受诟病，并且逐渐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经历和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有望重新焕发发展经济学的青春。

我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主要是从不同的视角，特别是从人口的视角审视和探索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问题。例如，2004年以来我提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等警示及其论证，都属于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一个人口视角的努力。一旦在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加入了这个人口视角，我们不仅能够面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做到未雨绸缪，也更容易找到未来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新源泉。

根据这样的定位，本文集收录了已经发表的30余篇文章，力图反映我在过去一个时期所关心的现实经济问题。鉴于每篇文章虽各有独特的角度，却往往基于共同的理论和背景，所以有些论述和材料难免重复。对此，我仅仅做出技术上的必要处理，即只是对那些重复过多，删除部分文字、段落、图表并不影响全文结构和内容的部分做一定删改。否则的话就保留原样。此外，这些文章都曾经分别在不同处发表，在此感谢那些报刊及编辑，为简洁起见，文集中不再一一注明原发表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领导和编辑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编务的成员为文集的出版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组织和审稿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庆红担任了组稿和责任编辑，在此深致谢意。我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对我研究工作的支持与协助。不过，文集中难免存在的不足乃至错误，完全由我自己承担责任。

蔡昉


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经济增长

一 西方发展理论及其演变

早期发展理论的出发点都是提高效率、扩大生产，最终增加经济总量和人均福利水平。然而，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全体人民公平地享有发展的结果，反而带来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学者们在对增长本身带来的问题进行不同学科的观察之后，形成各种相异的发展理论。发展观所关注的内容广泛，从哲学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演进，到发展过程中个人的痛苦。但是，作为对发展现象的诠释和指导，发展观主要围绕发展的结果、目的和手段这三个问题来展开。

既然发展观是发展实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进而可以成为指导实践的关于发展的认识论和世界观，对发展认识和再认识乃至反思的逻辑是，从观察到的发展结果出发，反思发展的目的，进而重新认识和选择发展的手段。首先是发展的结果。人们观察到，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环境遭受破坏，污染愈演愈烈，一部分人群被排斥在发展福利之外，由此导致人们的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了，把这叫作“发展”是不可思议的。
 
[1]

 其次是发展的目的。由于发展的结果与初衷相反，应该如何定义发展、规定发展的本质等问题也被相应提了出来。与此同时，各种衡量发展结果的度量方法也纷纷受到质疑，新的办法不断得到尝试。最后是发展的手段。既然人们逐渐改变对发展目的的看法，对于用来促成发展的手段自然也需要进行反思。也就是说，需要对那些曾经被认为有助于促进发展的具体制度、生产方式、增长类型、资源配置机制以及发展战略等也需要重新认识，进行合理的选择和调整。

马尔萨斯最早从人口增长的制约角度反思发展。在他看来，贫困产生的真正原因是“自然法则”，即人口按几何级数比率增加，生活资料的供给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最终，人口的持续增长将会使人们陷于低水平均衡陷阱。1972年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把马尔萨斯式的人口-食物危机，扩展到人口-资源-环境危机。
 
[2]

 作为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批评，西蒙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指出在发达国家，人口增长通过知识进步和规模经济，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并从多方面论述地球资源的丰富性，指出只要政治、制度、管理和市场等多种机制较好地发挥作用，从长期看，人口的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3]



可持续发展思潮追求的是一种新的发展途径，体现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这种发展途径强调以人为本，着眼于从代际关系上解决人口与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协调，从而“使人类进步不局限于区区几处、寥寥数年，而且要将整个地球持续到遥远的未来”。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4]

 。

法国学者佩鲁把“增长”与“发展”两个概念作了区分。他认为，发展包含比人均GDP的提高更为广泛的内容，他强调的是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源都有机遇获得效力和能力”的结构变革和演进。
 
[5]

 从此出发，托达罗归纳了发展的三个核心含义——基本生活需求、自尊和自由，从而提出发展的三个目标。
 
[6]

 首先，发展必须使基本生活必需品得以不断增长。这些必需品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人的基本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从这个概念出发，营养、健康、衣着、住所和获得个人自由与进步的机会，都是发展满足基本需求的衡量内容。其次，发展必须通过扩大就业和教育机会，提高人的尊严和文化价值。斯蒂格利茨指出，发展意味着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本身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目的是使个人和社会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7]

 再次，发展意味着扩大个人和国家的经济社会选择范围。
 
[8]

 阿马蒂亚·森指出：发展是扩展人们享有真正自由的一个过程，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人谋福利。
 
[9]



按照不同的方式定义发展，就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增长与分配的关系，进而对于公平和效率关系的看法的差异。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是要对发展的福利作用进行衡量和评价。库兹涅茨发现了一个有规律性的轨迹，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有恶化的倾向，而当收入进一步提高后，收入分配状况得以改善，形成以库兹涅茨命名的倒U字形曲线。
 
[10]

 这条曲线本身所隐含的所谓规律，随后被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证明并非一定成立。同时，这种关系作为一种发展观念，也已经遭到大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人的摒弃。经济发展战略从而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被认为是产生“边增长，边分配”效应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些选择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通常能够实现最大化的就业，从而使增长的结果得以分享，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从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角度来看，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困的持续存在，是由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不同，因而社会政策倾向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既然使每一个社会群体比较均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自然要求一系列体制层面的改革。




 [1]
 参见［美］迈克尔·托达罗《发展的含义》，载郭熙保主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
 Donella Meadows，Dennis Meadows，Jorgen Randers，and Williams Behrens，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Potomac Assoc.，1972.


 [3]
 参见［美］朱利安·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彭松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4]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Our Common Futur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5]
 ［法］佩鲁（Perroux，F）：《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6]
 ［美］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第六版）》，黄卫平、彭刚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7]
 ［美］斯蒂格利茨：《新的发展观：战略、政策和进程》，载胡鞍钢、王绍光编《政府与市场》，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版。


 [8]
 参见威廉·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是可取的吗？》，载郭熙保主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9]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
 S.Kuznet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1），1955，pp.1-28.


二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内涵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既得到全面的发展，也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列宁指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就是从一般性上把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使人自身的社会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这种规律性相适应。
 
[1]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就指出了这种生产方式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值，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并且从此目的出发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不顾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基本原则。
 
[2]

 马克思还在批判的过程中，揭示了物质生产本来应该具有的人本价值，或者说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性质。
 
[3]

 恩格斯更针对人类对于大自然规律的违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4]

 恩格斯阐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界关系时，表述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在于认识和正确运用规律，在于能够预见和控制生产行为引起的长期自然后果，在于人类与自然的一体性。

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既符合人类发展共同趋势和中国特定发展阶段要求，又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色的科学发展观逐渐形成，它既以各个学科领域深入研究的成果为科学基础，又对人类社会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问题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总结，每一代领导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前六个关系的论述都是当时面临的发展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第一次关于发展观的阐述，既直接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又是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质疑。

邓小平在领导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直接确定了跨世纪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且就改革方针和发展模式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可以概括成发展目的论和发展道路论。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发，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和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等著名论断。进一步，他在不同场合指出了发展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实际上，科学发展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有针对性地系统论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十二大关系，对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系统的阐述。

在21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关键时期，以“五个统筹”为具体表述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就是“三个代表”的发展观，体现了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深刻领会这个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关系到各级党的领导和政府能否真正形成一个对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科学观点。能否真正贯彻这个科学发展观，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概括起来，中国特色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确认识自然资源国情。邓小平从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出发，提出重新认识中国“地大物博”的自然资源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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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中国自然资源禀赋。首先是从资源结构看其可用性质，只有真正可用于直接生产的资源才具有经济价值。例如，国土总面积中可直接加以经济利用的部分就相对匮乏。按照国土类型分，耕地仅占9.9%，森林13.9%，内陆水域面积1.8%，可利用草地32.6%。从矿种的储藏特点来看，许多矿种特别是铁、铜、磷等重要矿种，品质较低且储量很少，而开发贫矿则需要很高的成本。从分布来看，矿产资源在地域上的分布十分不均衡。其次是从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看其对人民福利的影响。自然资源作为国民财富的要素，只有以人均占有量来衡量才有意义。

温家宝把这种认识方法称作观察中国国情的乘法和除法。自然资源按人均占有量计算，很多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人均煤的地质储量，中国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7%，人均石油的地质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2%-64%，人均淡水资源拥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1%。把中国与其他五个国土面积大国（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进行比较，发现中国从国土面积来说处于中间水平，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生产性土地和水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则大大低于其他国家。

第二，兼顾公平与效率。早在计划经济建立初期，毛泽东就尝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既相统一，又相矛盾的辩证关系。但是，后来形成的经济体制以及在多年的建设实践中，这种关系实际上没有处理好。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关键在于如何在政策上和激励机制上处理好先富和共同富裕的关系。邓小平在倡导“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的时候，不仅强调了是让一部分地区、企业和一部分工人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而收入先多起来，还指出了这种先富的目的是产生示范力量，带动其他单位其他地区的人们，最终使全国各族人民都富裕起来。
 
[6]

 一部分人先富，是激励机制发挥作用从而产生效率的必然结果，在任何体制下都必然如此。邓小平这一“波浪式共同富裕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典范运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执政党的高度，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在理论上，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唯物观点和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在实践上，它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改革与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要课题。通过分析公平与效率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目标范畴，可以使我们得出通过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增进社会和谐的认识。同时，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是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

效率与公平两者固然存在矛盾，但也是可以统一的，即一个方面的改进有助于另一个方面问题的解决。首先，一个社会如果分配机制是公平的，这个社会就会相应地更加安定和谐，而安定和谐永远是经济发展的最好环境。其次，不同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一项旨在使穷人增加收入的政策，既是倾向于公平的，又可以拉动市场需求。再次，一个社会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于比较优势，通过采用最大化的就业政策使劳动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而不是把资本作为主要收益来源，这样无疑有利于社会公平。

第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指出了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为增长方式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同时，他还论述了两个根本转变之间的互相促进和密切关联的关系。温家宝既强调了经济增长是社会财富增加和综合国力增强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物质基础，是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又指出要全面看待经济增长，既要看增长速度，还要看增长的结构、投入产出效益以及资源和环境的代价。

在实践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转变，而是一个综合的转变，即实现从单纯追求速度到速度和效益统一的转变，从单纯依靠投入到越来越多地依靠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增加生产的转变，从单纯经济总量的增长到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化相同步的转变，从不计成本、滥用资源、破坏环境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生产的转变。实现上述转变，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而这些条件需要改革来创造，即要求经济体制实现从计划配置资源到主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变，以及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第四，坚持可持续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政策和实践，并不是受到国际舆论压力而做出的反应，而是内生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自身需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问题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了计划生育政策实践，部署了环境保护工作。1994年，为了履行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所做出的正式承诺，中国政府编制并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思想，即①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②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谋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③中国可持续发展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④强调了中国政府对待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极其认真负责的历史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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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针对国际能源价格的高涨和不稳定，国内资源、环境和生产安全方面矛盾日益突出，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在经济建设中充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重视生产安全，并且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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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学地审视发展可持续性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特定发展时期出现的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任务，也是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深层矛盾的解决所提出的正确思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连续26年平均以两位数的增长率扩大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这在人类经济史上是罕见的。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以及国际上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曾经把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部分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现称为“东亚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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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的增长表现被称作“中国奇迹”是当之无愧的。特别是，在这样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传统的经济结构得到提升，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及全世界，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民极大地提高了生活水平。

问题在于这样的经济增长势头需要维持下去才可以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从这个宏伟而长期的目标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而所有的挑战大都来自于发展是不是科学的。因此，我们需要回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

1.资源与环境的不可持续

2020年GDP翻两番的目标，要求中国在未来十几年内保持年均7%的增长速度。在速度压力巨大的条件下，增长必然与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和环境的容忍限度发生矛盾。过度依赖于高投入、高能耗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趋势、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高能耗和高污染倾向，以及生产过程的贫困恶性循环，都放大了上述矛盾的表现。在目前的增长方式下，高速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风险，导致不可持续性，也与中国政府“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目标不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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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来说，这种增长方式将带来一系列两难抉择。

首先，当前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GDP政绩观，以及增值税激励导致重化工业化的强烈动力，与中国面临的能源供给的不可支撑性之间的矛盾。近年来，许多地区，甚至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高速增长的地区，认为本地区已经到了重化工业化的阶段，鼓励重工业优先发展和人为拔高重工业比重。地方政府追求GDP的政绩观，以及由于重工业比重高有利于增加税收的增值税体制，都推动了重工业化动机。近年来，机械、汽车、钢铁等重化行业已经成为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仍然处在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而资源绝对稀缺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在这个阶段发展重工业违背比较优势原则，成本将是高昂的。另一方面，这种重工业化模式没有可持续性。在中国发展资源绝对稀缺的条件下，资源的国际政治学制约着我们的发展。依靠重化工业化的经济增长，能耗和原材料消耗都是巨大的。

其次，地方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嗷嗷待哺的饥渴症鼓励甚至顺应了发达国家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我国转移的倾向，增强了增长不可持续性的程度。中国的高速增长及其潜力，吸引了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毋庸否认，在看中劳动力丰富和廉价以及庞大的市场和潜在市场的同时，许多外商直接投资输出国家和地区的意图是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在世界能源供给趋紧、减排压力增大的情况下，这种倾向将日益强烈。2004年中国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超过630亿美元，在整个亚洲的比重已经达到65.9%。
 
[3]

 如果我们不加选择地吸引外资，世界上的污染和能耗产业将以空前的速度向中国转移，造成中国产业结构对可持续性要求的严重背离，积重难返。

再次，解决温饱和收入增长的迫切要求，使得上项目不顾环境污染，劳动行为不计伤害，造成污染事故和人身伤害以及重大事故频仍不断。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在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的情况下（2004年分别为9422元和2936元），两者差距却逐年扩大，以农民收入为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004年达到3.2。如果借鉴国外采用的人力资本法（HC）和支付意愿法（WTP），以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来估算人的生命价值的话，中国人生命价值的主观估价十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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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方面导致对污染的危害的低估，另一方面也导致在追求生产扩张的过程中，对安全的忽略，乃至对生命的蔑视。

2.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处理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是实施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涵。2006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指出，“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指出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地位。长期以来，学术界过于简单化地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例如，来自马尔萨斯传统的观点认为，人口过快增长必然造成对资源环境的危害；而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并不必然形成对立关系，人口甚至可以成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

中国处理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经验和教训表明，直接影响可持续发展结果的是经济发展方式，而后者与人口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人口转变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期以来所依靠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传统的过分依赖要素投入、投资和出口以及制造业发展的增长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

对于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来说，一个旷日持久的课题，就是探索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源泉。重农学派认为是土地，但是，土地会遇到肥力递减和报酬递减。丰富的自然资源给一些国家带来先天禀赋，但是也遇到诸如“荷兰病”一类的“资源诅咒”。资本作为一种可再生投入要素，长期为增长理论所青睐，但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也否定其作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源泉的地位。劳动力丰富固然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但这种人口红利终究是有限的，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而必然消失。归根结底，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可持续源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率。物质资本的投入快于劳动力的投入，从而企业和产业的资本构成提高，有助于改善劳动生产率。现实中，这就表现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企业采用更多的机器来替代劳动者。在出现民工荒和工资上涨之后，沿海地区许多企业开始了这个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调整过程。但是，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是有限度的，在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设备后工艺过程效率反而下降，包括人与设备的协调程度降低等情形，即所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指通过技术进步、改善体制和管理以更有效配置资源，提高各种要素的使用效率。这个劳动生产率提高源泉可以抵消资本报酬递减的不利影响，是长期可持续的，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引擎。在人口红利消失，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增加资本投入时，要求机器设备本身也包含技术进步，要求操作者素质的提高，以及体制机制的改革，以释放出更多的微观效率。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也要通过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作用。

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转变。从国际上看，国家贫富差别主要缘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别，而那些曾经经历过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其终究陷入低速增长或停滞的主要原因，也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不前。对于那些经历过人口红利期的经济体而言，抚养比停止下降就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如果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未能及时跟进，经济增长减速乃至停滞就在所难免。

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度依靠资本投入，转到依靠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驱动的轨道上，对于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的意义。如果不能改变当前投资驱动的重化工业化路径，就难以从“两高一资”粗放发展方式上摆脱出来。而如果能够确立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发展方式，则可以创造出一种内在的激励，通过技术进步、价格引导、体制创新形成一个人口均衡、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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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处理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是实施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涵。2006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指出，“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指出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地位。长期以来，学术界过于简单化地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例如，来自马尔萨斯传统的观点认为，人口过快增长必然造成对资源环境的危害；而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并不必然形成对立关系，人口甚至可以成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

中国处理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经验和教训表明，直接影响可持续发展结果的是经济发展方式，而后者与人口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人口转变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期以来所依靠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传统的过分依赖要素投入、投资和出口以及制造业发展的增长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本文从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出发，揭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日益紧迫性，提出转向生产率驱动型增长模式的政策建议。


一 人口红利的消失

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在实现了世人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经历了一场急剧的人口转变，即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显著下降的基础上，80年代以来继续下降。总和生育率在1969-1971年期间的平均水平为5.7，1979-1981年的平均水平为2.6，1989-1991年期间为2.3，1992年以后降到2.0，以后一直处在替代水平2.1之下。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多年已经低于1.5。联合国在2010年发表的《世界生育率模式2009》中，也相应地把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4，归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关于生育率水平的国际比较表明，中国在人口转变进程上，已经超过了它的经济发展阶段。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05-2010年期间的总和生育率，世界平均水平为2.6，剔除最不发达国家后，发展中国家为2.5，发达国家为1.6（United Nations，2010）。

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生育率下降，同时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16-64岁之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在时间上显现一个先上升随后下降，直至零增长的倒U字形变化轨迹。这个变化形成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的人口红利，即在劳动年龄人口上升期间，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分析表明，在改革开放期间，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的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为26.8%（Cai and Wang，2005）。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直至停止，这种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消失。根据预测，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时间大约在2013年，此后因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的显著上升而提高。换句话说，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将失去充足劳动力供给意义上的人口红利。

中国在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上发生的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可以被称作“未富先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为8.0%，2010年提高到9.4%；而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分别为4.9%和5.7%。人口转变过程及其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是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通常是不可逆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都经历过一个生育率下降的人口转变，目前也都面对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因此，中国解决“未富先老”的出路不是逆转人口转变，而是加快经济增长，使人口结构与发展阶段相适应。换句话说，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未富先老”的特殊国情出发，实现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持续经济增长。

从经济增长的视角，“未富先老”有一些重要的含义。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与高速经济增长，共同导致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工资上涨，经济发展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Cai，2010）。这时，劳动力成本提高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必然反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相对弱化。按照简单的比较优势原则，这意味着产业结构逐渐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而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必须转变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模式上，否则便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在人均收入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在物质资本丰裕程度上尚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也仍然存在着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因而总体而言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不具有比较优势。这就是说，人口转变造成的“未富先老”特征，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经济发展现象，在逻辑上存在着内在的相关性。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消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非农产业、城市和沿海地区，并伴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发挥出劳动力丰富和低成本的资源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实现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优势。毋庸置疑，迄今为止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明显获益者。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迈过刘易斯转折点，具有了日益突出的“未富先老”特征，以往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及其手段，则越来越不适用。具体来说，人口红利不再构成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在进入“十二五”时期之际，中国迫切地需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形，认识和把握中等收入阶段的特点，针对面临的重大挑战做出正确的战略性选择。


二 未来的经济增长源泉

在统计上，人口红利通常用人口抚养比，即15岁以下及65岁以上依赖型人口与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来表示。在整个改革期间，抚养比都处在降低的过程中，直到按照预测于2013年停止下降。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可以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因此，考察人口红利延续期，必须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观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2013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于2013年之后迅速消失。那么，人口红利消失究竟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呢？

对于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来说，一个旷日持久的课题，就是探索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源泉。重农学派认为是土地，但是，土地会遇到肥力递减和报酬递减。丰富的自然资源给一些国家带来先天禀赋，但是也遇到诸如“荷兰病”一类的“资源诅咒”。资本作为一种可再生投入要素，长期为增长理论所青睐，但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也否定其作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源泉的地位。劳动力丰富固然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但这种人口红利终究是有限的，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而必然消失。归根结底，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可持续源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率。物质资本的投入快于劳动力的投入，从而企业和产业的资本构成提高，有助于改善劳动生产率。现实中，这就表现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企业采用更多的机器来替代劳动者。在出现民工荒和工资上涨之后，沿海地区许多企业开始了这个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调整过程。但是，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是有限度的，在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设备后工艺过程效率反而下降，包括人与设备的协调程度降低等情形，即所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指通过技术进步、改善体制和管理以更有效配置资源，提高各种要素的使用效率。这个劳动生产率提高源泉可以抵消资本报酬递减的不利影响，是长期可持续的，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引擎。在人口红利消失，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增加资本投入时，要求机器设备本身也包含技术进步，要求操作者素质的提高，以及体制机制的改革，以释放出更多的微观效率。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也要通过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作用。

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转变。从国际上看，国家贫富差别主要缘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别，而那些曾经经历过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其终究陷入低速增长或停滞的主要原因，也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不前。对于那些经历过人口红利期的经济体而言，抚养比停止下降就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如果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未能及时跟进，经济增长减速乃至停滞就在所难免。

近年来，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从1978-1994年期间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2009年期间的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010-2015年期间的28.0%。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资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率升高。在上述三个时期，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45.3%提高到64.7%，并预计提高到65.9%（Kuijs，2009）。然而，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无论是作为需求方面的经济增长拉动力，还是作为供给方面的经济增长源泉都是不可持续的。

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度依靠资本投入，转到依靠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驱动的轨道上，对于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的意义。如果不能改变当前投资驱动的重化工业化路径，就难以从“两高一资”的粗放发展方式上摆脱出来。而如果能够确立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发展方式，则可以创造出一种内在的激励，通过技术进步、价格引导、体制创新形成一个人口均衡、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三 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

人口实现均衡发展并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需要从质量、结构和数量诸多方面加以完善，即有赖于人口本身素质的大幅度提高、年龄结构和性别比合理，以及数量上的可持续。以下，我们从教育发展、应对老龄化和生育政策三个重要角度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1.全面提高人力资本

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不仅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需要重新组合，而且对于更加长期有效且不会产生报酬递减的经济源泉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挖掘和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防止中等收入陷阱，要求显著提高国家总体人力资本水平。

首先，义务教育阶段是为终身学习打好基础，形成城乡之间和不同收入家庭之间孩子的同等起跑线的关键，政府充分投入责无旁贷。学前教育具有最高社会收益率，政府买单是符合教育规律和使全社会受益原则的，应该逐步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近年来，随着就业岗位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比较旺盛，一些家庭特别是贫困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初中阶段辍学现象比较严重。政府应该切实降低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支出比例，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完成率，而通过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让农村和贫困儿童不致输在起跑线上，也大大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完成率，并增加继续上学的平等机会。

其次，大幅度提高高中入学水平，推进高等教育普及率。高中与大学的入学率互相促进、互为因果。高中普及率高，有愿望上大学的人群规模就大；升入大学的机会多，也对上高中构成较大的激励。目前政府预算内经费支出比重，在高中阶段较低，家庭支出负担过重，加上机会成本高和考大学成功率低的因素，使得这个教育阶段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瓶颈。因此，从继续快速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着眼，政府应该尽快推动高中阶段免费教育。相对而言，高等教育应该进一步发挥社会办学和家庭投入的积极性。

最后，通过劳动力市场引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我国需要一批具有较高技能的熟练劳动者队伍，而这要靠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欧美国家适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通常在60%以上，德国、瑞士等国家甚至高达70%-80%，都明显高于我国。我国应当从中长期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出发，加大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力度。此外，应建立起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及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升学通道，加快教育体制、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实现全面发展。

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我国老龄化已经进入迅速加快的时期，到“十二五”时期末，我国仍将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5%。这种“未富先老”型的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需要应对这一严峻挑战。

首先，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广泛覆盖城乡居民和流动人口，提高保障水平和统筹水平，形成养老合力。尽快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城乡居民的制度全覆盖，大力发展社会养老服务，切实保障和逐步改善老年人特别是孤寡老人、残疾老人的生活水平。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涉及千家万户，关系社会和谐和发展可持续性。在政府确保提供相关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下，要全面提升社会、家庭、社区和老龄产业的养老合力，大力推进以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为支撑，以巩固居家养老、扩大社区支持、提升机构服务能力、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为着力点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其次，创造条件挖掘人口老龄化提供的新的消费需求，并将其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拉动力。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包括他们健身、休闲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居家和社会养老的物质需求。国家应该从财政、税收、金融和工商管理等方面给予扶持和鼓励，使这类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而产生并且容易增长的需求推动形成一些新型服务业态，并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最后，合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就业岗位，探索弹性退休制度。目前，我国人口在24-64岁之间，年龄每增加1岁，受教育年限平均减少10.2%。而越是年龄偏大，教育水平递减的趋势就越明显，在44-64岁之间，年龄每增加1岁，受教育年限平均减少16.1%。可见，提高退休年龄的条件尚不成熟，急需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来创造，以便在未来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缓解社会养老资源不足的问题，延长人口红利期。

3.逐步完善生育政策

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虽然人口转变归根结底是经济社会发展所推动的，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终究难以逆转。国际经验表明，总和生育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一种倒U字形的关系。那些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的国家，GDP增长率较低；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下降，GDP增长率上升；而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一定水平时，GDP增长率达到最高值，相应也达到了一个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随着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那些总和生育率较低的国家，GDP增长率也较低。不过，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前提下，进行生育政策调整仍然大有可为。

首先，通过政策调整促进未来人口平衡的空间仍然存在。调查显示，从目前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看，平均每对夫妻期望的孩子数大约是1.7个。而政策生育率，即生育政策允许的孩子数平均为1.5，实际总和生育率为1.4。可见，在政策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异。

其次，按照政策预期，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历史使命。1980年中共中央在正式宣布这个政策时说道：“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当年设定的这个“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的条件，即总和生育率下降到较低的水平，比当初所能预计的要成熟得多，因此，政策调整具有充分的政策依据。

最后，各地政策调整的实践提供了改革的路径图。目前，绝大多数省份已经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二胎（俗称“双独”政策）。这种政策松动并未产生显著的生育率变化。按照这一路径，一旦政策演进到夫妻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二胎时（即“单独”政策），政策调整的覆盖面就扩大到较多人群，或许会对人口均衡性产生一定的长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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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

——另类却有用的分析框架

一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其实不是一个可以直截了当予以回答的问题。这当然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值得关心，即使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作为中国人，所有个人所关心的问题最终都落脚在中国经济。另外，明白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的历程，甚至它的历史，懂得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思维框架去看待中国经济，本身是一种训练。除了我们是中国人，自然关心中国发展现象和经济前景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我们先思考一下什么是理论。理论不可能脱离实际，理论脱离实际也就没有意义了，就像是屠龙之技，只能束之高阁。理论为什么有用，是因为理论对现实做了一种抽象。有人会问，现实是实际存在的，直接观察现实即可，为什么要抽象为理论？首先，描述现实不可能穷尽所有实际事物，必须把它加以裁剪、抽象，浓缩在更小一点的框架内，这样我们的大脑才能够处理。另外，尽管可以观察横向现实，但不能观察到所有现象，也可能受假象迷惑，得到错误的结果。

其次，通过历史即别人的文献可以观察纵向现实，但这些文献可能是错的。而且历史记录可以是客观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却往往是主观的，诸如“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涉及重要人物时会进行粉饰，因此任何历史都不会绝对客观。即使历史记载可能是真实的，但也不一定是具有代表性的。需要抽象的理论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尽管文献不一定正确，但是有了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可以重新反读文献，利用现有文献，而不是受其影响。

最后，未来是观察不到的，那么如何预测未来呢？需要抽象的理论理解过去和认识当前，然后才能预见未来，只有按照理论逻辑想象看不见的未来，才可能是正确的。真正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以古鉴今、洞悉未来、见微知著、高屋建瓴，需要学会创造性思维，特别是批评性思维，甚至有时需要另类的思维。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掌握理论的抽象性质。经济学家这种洞悉力的最好例子，是凯恩斯出名之作《和平的代价》。1919年，凯恩斯曾经作为顾问参加旨在惩罚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的巴黎和会。在政治家们全力以赴要德国赔款的时候，凯恩斯匠心独具地看到过度沉重的赔款负担终究要压垮德国，并预见到这会成为未来的战争灾难的种子。他的建议并没有被政治家接受，但是后来希特勒发动罪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二战”之后，美国一改一向以来的要求赔款的做法，而实施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无疑是凯恩斯思想的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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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什么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讨论中国的发展经验，首先固然是因为我们在世界发展谱系的后端，拥有计划经济的所有弊端，具有经历了二元经济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在30余年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迅速地改变了面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上，既否定了计划经济下传统的发展战略，也没有照搬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好像创造了中国独特的模式，这些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理由，但这还不是全部理由。

重要的是，中国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浓缩历史经验，并抽象成经济理论。中国经验的优势就在于，它自身已经做了抽象。如，刘易斯讲二元经济理论，也就是说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经历二元经济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后期发生了称为转折点的变化，后来也有人称之为转折时期，一般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征。那么西方国家有没有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刘易斯在提出二元经济理论特征时用了很多欧美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西方国家也有二元经济理论。我认为，任何国家的发展过程进行抽象之后，都是共性多于个性。为什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运用其理论的也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就在于早期欧美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历程是匀质的、渐变的，每个特殊时期不具有典型的结构性特征，结构演变在非常长期的过程中形成。而发展中国家的结果是非均衡的、异质的，拥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的发展过程。

经济学家一直把有没有“二元经济”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的不同，其实我个人认为根本不同在于，发达国家本身具有很多很大的波动，但由于早期发展历程太长，以至于最后看不出阶段变化。即是说，时间太长把所有的区别与特征都拉平了。

中国经验不仅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浓缩了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历程，而且中国的发展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浓缩，浓缩的结果就是把所有特定时期的特征——转折时期的特征，各种阶段性的特征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来。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把其他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到几十年中，这样中国经验本身已经做了足够的抽象，研究这个抽象过程有助于再作进一步的抽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弗里德曼所讲，谁把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说清楚，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上去这话跟没说一样，因为无法定义是否说清楚了。我想他是说，一般而言，中国是一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人口最多，既是计划经济的受害者，又是不发达的受害者，经济学既要研究发展现象，又要研究转轨现象，然而这么重要的两个现象在中国同时出现，如果说清了，那么理论上一定有创新，因此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我们还可以从个人的功利性角度来理解为什么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经济学，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经济发展事实，固然应该当作一门公众的学问来研究，而不仅仅是为了搞纯粹的经济研究。应该超越这个直接目的。我所强调的是，学经济学，理解经济发展，对每一个人都是有意义的。

首先，作为公职人员来说，认清世界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潮流、未来的走向，对于日常工作的判断也具有帮助。

其次，对做企业的人来说，要判断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果经历一些阶段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政策含义是什么，这个含义怎么变成商机，怎么变成经营中必须避免的误区。学习经济学、理解经济发展事实对此意义重大。

再次，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个人理财也有帮助。

最后，培养一些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式，对个人在一生中做出更多正确的人生抉择都会有帮助。另外，可以利用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式认识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对社会认识得越多越透彻，能够抛开凡人琐事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更能享受得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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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阿兰·曼：《魔鬼凯恩斯》，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二 创新理论要善于批判性思考

上述关于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理由，是从一般意义上讲，或者说从纯粹的方法论上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更具有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抽象的空间。对具体的研究过程来说，从商、从政、做研究的人无疑都关心中国，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固然各有其功利目标，但是，背后有一个目的却是共性的，即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所以本文副标题就是“另类却有用的分析框架”。其实不仅仅是另类的，也是批判性的，用此思维方式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有用的”。随后，我们将说明为什么需要批判性思考的理由，以及培养这种思维方式的途径。

加尔布雷思提出“传统观念”这个概念，其核心就是，传统观念巨大的惰性是社会性的、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大家都被现存理论解释俘获了。凯恩斯也说过，政治家无论承认与否，其实他们都是某种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俘虏。

无论是作为理论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理想的状况是都应该有自己创造性的思维，自己要解释现实，哪怕是另类的理论。但是，如果不知道别人的东西，怎么知道自己是另类，如何判断自己的理论是创新的？因此，理解别人的理论与形成自己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是，要在学习过程中自己反复琢磨。接下来进入批判性思考过程，着眼于学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是为了有一种新的、更加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而不是学过且过、来单照收。

怎样形成自己的思维范式，或者说怎样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呢？一种方法是，不断研究，问题越来越深入，最后培养出自己的一套东西，培养出自己的思维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道路是异常艰辛的，存在不能成功的风险，换句话说成功概率充其量只有5%。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读博士学位目的是要做研究，若是想做具体事情（当政府官员、从商），本科毕业之后就可以，或者读MBA，读了博士之后一般是教学或科研。有人统计发现，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中，只有5%的人成为经济学家。这里经济学家的含义也存在差别，我们过去认为成名成家之后有一定影响的才被称为经济学家，但在美国，以经济学研究作为职业的人就被称为经济学家。在这5%中只有更小的比例可以有创造性成果，也就意味着，仅仅靠自己不断地做那些不能升华到创造性水平的研究，并不能达到目的。

所以，在做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回顾、总结、找路径，分析自己过去的路径对不对，然后找到下一层次的路径。我们常常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我们的研究方式也面临着转变，在疲于奔命完成课题任务的同时，我们也变成了传统研究方式的生产者，不断地投入（体力、脑力、精力），固然可以依靠这种方式养家糊口，但只是低水平的循环，提高就很有限，离真正的理论创新只能渐行渐远。


三 批判性地思考的几种思维范式

一些常见的不正确思维方式，总是把我们不约而同地推向错误思维。批判性思考的一些范式问题，来自于用平时自己使用的框架去审视自己的研究，借着这些思考一些问题，虽然非常不完整，没有讨论方法论中很多成形的、比较系统的思维框架，只是结合我自己在阅读中见到的，并于研究中进行过思考的一些逻辑要点或者误区整理于此，以帮助我们形成批判性思维方式。

（一）“于此之后，必为所致”

这句话来自于拉丁语“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
 ”，译为英语是“after this，therefore because of this”。关于该逻辑谬误的中文表述是，“既然这个事件在上一个事件之后发生，那么这个事件一定由上个事件引起”，可以把其简化为“于此之后（post hoc）”。简单地讲，这是在说明一种错误的因果假设，例如错误的原因、偶然的关系，或者是非因果关系。这种逻辑谬误与“因为如此，所以这般（cum hoc ergo propter hoc）”存在微小区别，post hoc逻辑谬误强调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之间的一种谬误关系。例如，春节和明信片之间的关系，在春节前发送明信片，按照时间顺序，错误的推论是：由于先发送明信片然后才产生春节。

这种因果关系是在思考问题时，特别是在做经济学研究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如果在早期，比如经济学研究初期，当时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人们还不知道计量，这个问题可能还少一些，尽管有人是正确的因果观，有人是错误的因果观，但是错误的因果观没有成为普遍现象。随着经济学的高度发达，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错误因果观成为普遍现象。可以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经济学家中有一半人是错误的因果观。我们的学生学了计量，特别是计量学得不错的，最容易落入这种“于此之后（post hoc）”陷阱。

另外，目前在学者中存在的一个常见现象，是阅读文献时首先看用了什么数据，发现中国有这样的数据，然后就去看模型估计方法，最后做出结果。人家都做过，做它干什么呢？把前面所有理论的分析，理论的因果都省略了。美国的学术期刊有一种不好的导向，鼓励人们在数据和估计技巧上花样翻新，误导了年轻学者，使其忘记自己的终极目标。应该反复提醒自己尽可能避免这种倾向。因为因果是客观存在的，但观察不到客观存在，如果从客观出发看因果，只能看到明信片先到春节后来。因此，只能用理论看因果，没有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因果观。

（二）“反设事实”

一种值得正面推荐的方法是所谓“反设事实”法，英文为Counterfactual。反设事实思维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描述了人们有设想实际情况对立面的倾向。人们经常有意地去思考，如果前提发生变化，事物会完全不同，去设想事物将会怎样。可以理解为，通常认为历史发生过一个变化，随后产生了因它而生的一系列变化，但是，作为逻辑起点，假如作为因的变化是不真实的，即假如没有这样的变化，那么随后的所有结论就有可能不成立了。

在思考问题时需要想一想，作为逻辑起点的那个事件到底真实不真实。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回到以前那个时间的逻辑起点。如果中国不是计划经济，当然只是一种纯粹的假设，如果计划经济不是由意识形态造成的，而是为了加快工业化，那么该怎样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仅仅是因为斯大林告诉中国要搞计划经济，那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又会是什么结果。研究中大部分时间都会与过去的事实打交道，因此有必要分析过去的事实是否成立。当起点事实发生变化后，某些原来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正确。但是如果不改变起点事实，不设想不同的起点事实，不用理论推理出这样的事实，可能后面的研究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是人云亦云，得不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因此，善于提出假设，重现假设历史，都可能是培养自己思维的一种方式。

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与诺斯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他的两个与所有现存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且经计量经济史方法检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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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美国的奴隶制。普遍认为奴隶制是不人道的、低效率的，但他研究的出发点是，假如是低效率的，为什么为了推翻它却是通过战争，花费巨大代价，而不是通过经济制度的转变来改变。他回到起点进行研究发现，奴隶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南方效率很高，反推发现，南北战争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几十年都没有回到原点上。另一个例子是，贯通美国东西的大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以来在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中，都认为东西大铁路对美国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因为它使美国经济加快西进。这里，他也回到原来的起点进行研究发现，东西大铁路的修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微乎其微，根本不能解释美国经济快速的增长。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ison）的研究（例如《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的方法论，也建立在“反设事实”的出发点上。他整理的各国经济历史数据，在实际历史上是没有的，为了发掘这些数据，在方法上必须有假设，要有一种特殊的路径才能回到原点把“没有”变成“有”，他使用的也是“反设事实”的方法。

我和同事写过一篇关于剩余劳动力估计的文章，设问“假如农业劳动力不再剩余，会发生什么”。剩余劳动力估计本身并不需要反设事实，只是一种反传统观念，但逻辑上继续推演，就是反设事实方法了：如果剩余劳动力不再是1.5亿或者2亿，而是很少甚至微不足道，那么一向为人接受的很多其他结论可能是错的，例如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被夸大；农业技术进步也不再是劳动使用型，而可能是劳动节约型。

（三）“传统观念”

加尔布雷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被主流经济学家当作另类，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批判他，甚至他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之后，有许多一流的大师级人物宣称要抵制他，不参加会。但最后这些人还是都到会了。虽然他们众口一词地进行批判，但是却不得不承认加尔布雷思的巨大影响，可以批判他不是正宗经济学家，但是不会认为他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当过总统的顾问、驻印度大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的影响却是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学家中最大的。加尔布雷思在20世纪50年代末写的《富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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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批判传统观念（或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其中第二章阐述传统观念的概念。如果说经济学家有谁创造了一系列概念，能够持久地变成全世界流行的知识分子共同语言，他是唯一的，例如传统智慧、制衡力量，等等。

加尔布雷思的意思是，当反思最经常接受的观念或理念时，很可能发现它们已经过时。创造这些概念时可能进行了抽象，反映了特定时期相对的真理、相对的规律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传统观念，这意味着他们不能解释今天。加尔布雷思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出现的时候遭到了众多人批判，尤其在美国。凯恩斯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亚当·斯密、马歇尔流传下来的古典或新古典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因此在凯恩斯的时候这些理论即为传统观念。加尔布雷思也认为，随着凯恩斯被人们接受以后，他自身也不可避免成为传统观念。不打破、不怀疑传统观念，永远都会跟在别人后面思维，甚至是在不断地试图验证这些传统观念。

传统观念最大的问题，即最容易让我们掉入这个陷阱的原因是，我们天生就崇拜前人、死人、名人、权威。如果当今有人提一种理论，尤其是他跟我是同代人、同辈人，甚至是我大学同学，那么即使是正确的，我都会说这是错的，很自然地挑战他的权威。如果这个人已经被称作大师，成为很权威的学问家，那么我就不会挑战，我接受他的观点就变成传统观念。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提到，传统观念不容易被推翻，即使做了很多工作，人们也认为是对的，但转身之后又回到传统观念。

以中国人口的数量为例。许多人动辄说中国人口将要达到16亿高峰，但是研究人口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口甚至不可能达到15亿，即使在适度调整生育政策的情况下也不可能。16亿只是最初的预测，然而预测需要随着变动不断调整。比如说世界银行最初预测中国GDP增长率在某年是8%，如果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超过了10%，那么世界银行必须立刻调整。同样，中国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就必须调整预测，调整至今无论怎样也不会有16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你无论怎么说中国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5亿，人们也承认你的权威，但下次他们遇到这个话题时，依然还是讲16亿。仅是以此作为一个例子，传统观念并不是单指是否接受新证据，更是指支配思维的观念。

如果面对有相同学术规范的经济学家，我把所有该质疑的都质疑了，你也解释清楚了，其中没有错误，我也认同是正确的，那么你的证据我可以接受，但是我的思维方式还是不变。加尔布雷思出了一部系列剧《不确定的年代》，质疑弗里德曼所坚信的自由主义，弗里德曼担心人们会改变自由主义的观念，所以急忙拍了《自由的选择》。质疑传统观念是必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学术规范不健全，很多所谓事实都是错的，从一开始可能就是错的，即使有些东西曾经是对的，但在很久之前已经错了，可我们依然当作事实来接受。

（四）“皆因一根钉”

另一个有助于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步骤，是关注逻辑细节。以一首诗作为这一段的开始：For want of a nail the shoe was lost；For want of a shoe the horse was lost；For want of a horse the rider was lost；For want of a rider the battle was lost；For want of a battle the kingdom was lost；And all for the want of a horseshoe nail。翻译成中文可以是这样：只因少根钉，蹄铁无踪影；只因少蹄铁，战马送了命；只因缺战马，大将竟牺牲；只因缺大将，战争没打赢；只因输战争，王国一命终；坏事连成串，皆因一根钉。

引用这段是要说明，在进行大胆假设之后，还要小心求证。中国传统的所谓小心求证，也是粗放型求证，努力发现为我所用的材料。在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核心依然不是表面的东西，仍是理论逻辑。数学使经济学分析更加严密，对于大脑来说，有人天生严密，有人天生跳跃，因此不用数学约束大脑时，担心缺乏逻辑性和每一步骤的高精密要求。在做了所有的创造和批判之后，并不见得一定会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对理论进行严谨的推理及至检验。

建筑理论大厦，或者哪怕只是建筑理论小屋，也是要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建起来的，没有这些材料不行，类似于没有马钉。但还要有结构，没有结构就不知道怎么建。因此，在整个逻辑中细节最重要，苛刻地讲，没有细节就没有逻辑。以我们自己为例，整个研究论证的细节远远不够完美，这需要长期培养，谁也做不到最完美，但是要逐渐提高，不断地臻于完美。达到一定研究水平的人或者一些名家，常常认为不再需要这样做了。我希望搞研究的不要走这条路，因为我们做学问不是为了混饭吃。

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完美，为了创造，就应该使细节完善，哪怕是没有人能够看出来的细节，也产生一种美感。理论上、逻辑上的完美可以使自己做研究有愉悦感。另外，我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使你是一个精英，你能挑出其他人的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但是把群众加总起来之后形成的判断力你是想象不到的。只要有正确的研究观，自己获得理论的满足，期望做出真实的贡献，就要非常注重研究的逻辑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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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经济发展的特征性事实

愿意尝试运用正确的思维方式支配自己的分析之后，理解中国经济发展，还需要从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入手，特别是有些可能涉及经济史上著名的争论，譬如说解释李约瑟之谜。可借鉴的是经典文献中关于经济发展特征性事实的概括。经济学文献中，许多大家把自己做出的一些研究结论，不轻易称为经济理论、经济规律，只称为事实（或特征性事实，stylized facts）。尽管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但是可以成为研究和观察问题的起点，按照这个“事实”进行另类研究，研究事实本身的变化，思考如何检验这些事实。如果发现某些“事实”是错误的，恰好可以提出反论。

面对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既然能把它们称为特征性事实，说明做了足够的研究分析并进行概括。因此，这些概括是非常好的起点，已有的研究要经常地放在这些框架中进行检验，这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研究方式。关注特征性事实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你尚没有足够经验的时候，可以把特征性事实作为一种参照。例如，使用中国的数据做一个计量研究，发现结论在某些特征性事实中陈述过，那么会更加确信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对相关陈述进行检验，验证它们在中国是否仍是事实，增进自己的认识。

（一）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

在我研究的早期，读得比较多，引用也比较多的，是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概括。近年来，讲刘易斯理论的时候，我们懂得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则存在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但是，达到这个转折点之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转向哪里呢？库兹涅茨研究的正是关于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

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讲中，库兹涅茨用了六个特征对现代经济增长进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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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发达国家中人均产值和人口的高增长率，两者都是这些国家中以前可观察的速率和世界其他国家地方的速率的大倍数。第二个特征，每种生产要素和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达到以往未曾有过的速度。第三，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包括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生产单位规模的变化和与此有关的企业类型变化，职业状况变化及其他方面变化，都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第四，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相应导致了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第五，发达国家借助于增大的技术力量，特别是在通信和运输方面，造成一个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世界。按现在的语言，就是全球化。第六，现代经济增长传播仍然只具有局部效应，占很大人口比重的世界其他部分，经济成就仍远远达不到既有技术潜力的最低水平，即存在发展的区域差距。

中国正在跨向刘易斯转折点，按照已有的概念转向现代经济增长，可以依据这六条标准进行参照。同时，我们也可以分析这六条标准的现代版本，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这六条标准中的某些可能已经不太准确，也许当年日本转型时可以把它作为标准来判断，但是现在它可能不是更为本质的标准或特征。

（二）帕伦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

帕伦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是这两位作者（斯蒂芬·帕伦特、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总结20多年经验所做的，特别强调收入分配的发展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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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普雷斯科特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事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差距。第二，财富差距既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1960-1985年期间基本稳定。第三，财富分配是上移的，即富人越来越富裕，但是穷人也比以往富了。不是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因此，没有绝对贫困陷阱。第四，既有发展奇迹也有发展灾难。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就是说经过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有的是经历了发展奇迹，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有的是经历了发展灾难，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这是他们概括的与收入分配状况、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有关的，或者说趋同还是趋异有关的一些基本观察。

（三）卡尔多事实

卡尔多（Kaldor）与凯恩斯同年代，他做了很多贡献可以与凯恩斯相媲美，他在经济学家中的地位颇高，但就圈子之外的知名度而言，却远远不能与凯恩斯相比。他关于经济发展的事实一共有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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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第二，人均资本也相应保持持续的增长。第三，从长期来看，利率或者是资本回报率是比较稳定的。第四，资本产出比例也是稳定的。第五，资本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稳定的。第六，在世界上同为快速发展的国家之间，人均产出增长率存在着显著差距。

其中概括了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现象，包括研究国民收入账户、增长的研究汇总，需要对资本和劳动力的份额做出假设，关心收入分配是扩大还是缩小，其背后是资本报酬和劳动报酬的分配比例究竟如何变化，增长的差异是在扩大还是缩小，差异的数量概念如何，这些都和我们今天的研究有关系。例如，在讨论初次分配时，我们就要回答过去30年中，资本和劳动相对回报率如何变化，是否资本份额提高，劳动份额下降。有意思的是，我读卡尔多学术传记时看到，在卡尔多在世时就有很多人抱怨，认为所谓的卡尔多事实根本就不是事实。或许我们可以针对中国发展的研究，通过证伪的手段检验卡尔多事实，或者否定卡尔多事实。

（四）新卡尔多事实

新卡尔多事实是查尔斯·琼斯和保罗·罗默（Jones and Romer）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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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非常值得读。新卡尔多事实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市场范围的扩大。全球化和城市化促进了货物、创意（idea）、资金和人员的流动，进而扩大了所有劳工和消费者的市场范围。第二，加速增长。几千年来，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长在加速，从几乎为零增加到20世纪观察到的较快增长。第三，现代增长速度的差异。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差异随着与前沿科技水平的差距增加而增大。第四，较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差异。生产要素投入的不同只能解释人均GDP增长差异中的不到一半（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力可以超过50%）。第五，世界各地的人均人力资本大幅度增加。第六，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人力资本相对于非熟练工人而言不断增加，但这种量的增加并没有造成其相对价格的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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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确定了“十二五”时期主题是科学发展，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议》同时提出了基本要求，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本文重点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下简称“转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论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主要着力点。


一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国内外经济学界对于改革开放30余年创造的“中国奇迹”有各种解释。经济学家常常联系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效果，进行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如华盛顿共识和北京经验；进行关于改革方式的讨论，如改革的渐进性和激进性；进行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如威权型体制和中性政府。有趣的是，针对同样的中国经验，学者们常常得出针锋相对或截然相反的结论。在利用中国经验证明“华盛顿共识”失效的同时，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的经济理论（也就是说遵循了“华盛顿共识”）（参见姚洋，2008，第1页）。实际上，这种认识混淆了治病的“处方”与“疗效”两个不同的概念。讲到中国的改革，没有证据说我们从出发点上遵循了什么理论教条，但是，令世人瞩目的是我们达到了什么实际效果。

造成上述运用概念上产生歧义和观察现象上出现矛盾的原因，在于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改革理念和实践具有以下特征，即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确定的，具体的目标模式以及达到目标的手段和方式却可以不确定，而呈现多样性和不断变化的性质。可见，如果未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即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三个代表”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对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和发展道路的指导与引导，则无法准确地理解“中国奇迹”。

从某种教条出发，在评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成效时，西方经济学家习惯于用一个固定的、先验的参照系来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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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往往发觉这个参照系并非中国改革所自觉遵循与主动追寻的。其实，这里体现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改革哲学上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改革的出发点并非先验地要达到某个既定的目标模式，而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力为最终目的，依此来选择改革的步骤和路径，进而逐步明确目标模式。

从这个目的出发，我们逐步探索出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以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并没有固定成为独立的模式，而是服从于改善民生和提高国力的目的。也正是这个改革哲学和直接出发点的不同，使中国改革的指导原则和推进方式并没有陷入任何先验的教条中。但是，改革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力，这个原则自始至终是明确的，并得以坚持。在这个改革理念指导下，改革、发展和稳定成为一个整体，改革是为了发展，也要服从稳定，而发展成效被用来检验改革道路的正确与否，稳定则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中央提出“转方式”的要求，也是党的宗旨在经济发展思想上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均GDP只有300美元，属于典型的低收入国家。因此，一旦改革焕发出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第一要务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是加快了经济发展，GDP总量和人均GDP是不是得到提高，有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检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因此，在一个时期里，发展速度至关重要，“又快又好”把“快”放在第一位。

在1978年以来的30余年中，我国实现了年平均近10%的GDP增长率和超过8.6%的人均GDP增长率。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相继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生产要素禀赋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也日渐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协调的紧迫性愈益凸显。正如胡锦涛指出：“这些年我们在加速发展中拼资源、拼环境，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当然发展仍然要快，但‘好’已成为我们的第一选择。”（转引自于连坤，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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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一本在美国出版的讨论中国改革的著作，就套用邓小平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而取名为“离彼岸还有多远？”（见Hope et al.，2003）。


二 “转方式”战略与政策的演变

很久以来，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广泛地进行了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一致认为要把经济增长从粗放型转到集约型的模式上来。在制订“九五”计划时，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提出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的要求。鉴于经济增长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是与增长模式相关，经过经济学界的长期讨论，“十一五”进一步强调了“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强调了“转方式”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意义。“十一五”规划指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结构不合理和增长方式粗放。”为此，国家制订了一系列指标，特别是约束性指标，要求实现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扩张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体界定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从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出发，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这三个方面的要求，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的角度，都更加科学、清晰和明确。把以往所用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表述，本身就体现了更加全面、协调、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温家宝总理则更为概括地把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表述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然而，迄今为止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效果仍不明显，在某种程度上，过度依赖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甚至有所强化。“十一五”没有完成的定量指标，如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以及完成难度最大的如节能减排指标，就无一不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直接相关。

回顾增长理论与国际经验可知，由于在不同的增长阶段上，经济赖以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不一样的，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方式在一定的时期也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只是当一种增长源泉从式微到耗竭时，为了开发新的增长源泉，发展方式的转变才具有至关紧迫性。有助于克服增长制约因素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上，由增长的需要所诱致形成的。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所诱导出的巨大增长冲动，已经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已经具备的增长源泉，并使其发挥作用的余地耗竭。如果不能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入扩张转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减弱乃至枯竭。

从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各种制约看，“十二五”时期，我国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标准，人均GDP在975美元以下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976-385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856-1190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190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2010年，我国按官方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跨入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一旦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阶段管用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基本上都不适用了，必须有新的发展战略，通过新的手段实现跨越。因此，中等收入阶段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定位，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而性命攸关的则在于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 “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观察世界各国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继而向高收入的跨越经验，有助于我们认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对1970年以来各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那些起步时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或者继续被困于低收入水平上，或者虽然摆脱了低收入陷阱，却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那些起步时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的国家，几十年以后大多摆脱了贫困陷阱，但是国家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有些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有些则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上最典型的徘徊于“中等收入陷阱”例子就是拉美现象。20世纪的一段时间内，许多拉美国家利用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经济发展一度非常快，但是在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增长止步不前甚至出现大幅倒退，国内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诱发大量经济社会问题，甚至还会引起社会动荡。

虽然我国在2010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已经处在典型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并不意味着从此我们可以一路凯歌前进，而是在更高的起点上，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跃升的同时，也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如果我国顺利度过这个阶段，就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果无法突破这个阶段，则会像很多拉美国家一样，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

许多研究注意到，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对收入分配高度敏感的时期，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分配状况是否公平，既影响经济激励，也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在经济发展效果上表现为大分化。然而，收入分配恶化实际上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结果和表现，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却另有原因。

经济学家在观察经济全球化中各国增长表现时发现，处于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国家，在全球化中显著获益；处于经济发展较低阶段的国家，同样是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而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从全球化中获益相对少（Eeckhout and Jovanovic，2007）。这是因为，较发达国家和较不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具有比较突出的比较优势，前者因其处于科技创新前沿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后者因其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因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则因其两类比较优势皆不突出，因而在全球化中增长表现较差，因此，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十分突出。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个解释，对于我国来说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警示意义。伴随着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我国人口转变比其他同等发展阶段上的国家来得更为迅速，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例如，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为6.8%，2010年提高到8.2%；而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分别为4.4%和5.0%（United Nations，2010）。这种在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上发生的人口结构变化，可以被形象地称作“未富先老”。

这个与一般经验相异的特征，使得我国较早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具体表现为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和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大幅度上涨。例如，在2003年出现民工荒现象之后，农民工工资每年平均增长率都在两位数，2010年更高达18%。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丰富和高储蓄率上面的人口红利也将于“十二五”时期达到顶点。例如，在“十二五”期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降到最低点，随后开始上升。

这种“未富先老”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含义在于，在失去基于丰富劳动力的传统比较优势的时候，我国经济尚未赢得基于资本丰富和技术先进的新比较优势，从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因此，靠廉价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再足以支撑我国长期平稳较快增长，“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中要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唯一的出路是提高生产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率。我们从技术创新水平和劳动者素质上的差距，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个新发展阶段特征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首先，中国在研究开发上的人力和财力投入，以及百万人专利件数，都显著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R&D投入与GDP比率，我国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1%，每万人中R&D人员，我国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7%，而每百万人的专利件数，仅为76%（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010，第420页）。

其次，我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巨大。与美国和日本相比，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在所有的年龄阶段上，我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都显著地低。而且随着年龄提高，受教育水平与美日的差异越来越大。例如，在20岁年龄组这个起点上，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仅仅相当于美国的77%，相当于日本的66%。这个比例在30岁分别下降到65%和67%，40岁为61%和63%，50岁为53%和57%，60岁仅为44%和52%（Wang and Niu，2010，p.46）。

经济发展史和经济理论都已经表明，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甚至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之后，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一路凯歌前进，顺理成章地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是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的类似挑战，集中表现为如何应对“未富先老”的困境，即一方面，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另一方面，人均收入处于较低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尚未显示出来。因此，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唯一的出路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四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党的十七大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的基础上，在五中全会《建议》中，党中央进一步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下面，我们从涉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几个主要方面，理解其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内涵。

首先，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加快“转方式”的逻辑起点。扩大消费需求，根本途径在于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居民收入不均等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在基尼系数等不平等指数中，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占40%-60%。而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应该是通过劳动力转移，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工资性收入。2010年，全部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2.3亿，其中离开本乡镇外出超过6个月的农民工为1.53亿。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尚未获得城镇居民身份，还不能均等地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

除了改善收入分配的其他诸多措施之外，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可以提高他们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程度和就业稳定性，进而显著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城镇住户的人均收入虽然仅仅比农民工家庭高26.6%，由于他们享有更好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其人均消费却比农民工家庭高1.2倍。因此，推进更加完整的城市化，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

其次，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有助于促进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服务业发展与人口规模以及居住和消费的集中程度紧密相关。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后，所释放的巨大消费需求，相应地会转化为对服务业的需求。换句话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体现在服务业上面。不仅如此，更多人更加广泛地享有公共服务，同样创造出对相关产业的需求。例如，那些具有公共品性质的社会服务项目，依靠市场机制难以获得充分供给，是应该由政府出面提供的一般性公共服务，如基本公共服务之外的公共交通、城乡基础生活设施等。政府对一般性公共服务负有责任，但是，提供方式可以有多种形式，有些内容需要政府直接提供，有些则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特许经营、委托代理、服务外包等形式，由企业、行业组织、民办或社会中介机构提供。

再次，向生产率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加快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终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优化升级上。长期以来，我国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通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和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然而，随着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模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产业结构调整，既包括制造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也包括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更加协调，同时，两者之间又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制造业的更新换代必然扩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是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在制造业比重较高且面临转型升级迫切要求的压力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传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服务所能提供的巨大空间，大力发展创意产业、研发中心、商务服务、现代物流、工程设计等新型服务业态，既扩大服务业比重，又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同时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

最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仅直接有助于扩大消费，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人力资本保障。国际比较显示，人均GDP在3000-6000美元的国家，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平均占政府支出比重为54%，我国2008年只有29.7%。这种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的现状，直接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际效果。一方面，在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城乡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受到很大的压抑。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也削弱了体现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等方面的人力资本积累，构成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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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转变趋势及其带来的增长挑战

一 引言

东亚经济大多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刘易斯理论所描述的二元经济发展，即农业中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工业化获得充足且低廉的劳动力供给，经济增长主要由此得到推动。在这个经济发展时期，由于人口抚养比不断降低，有利于充足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因而经济增长可以获得人口红利。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二元经济结构消失，即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达到相等，经济增长进入到新古典阶段，这时，经济增长速度仅仅由技术进步的速度或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的速度决定。

虽然在现实中难以观察到理论上的二元经济特征消失的转折点，不过，从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则是两个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相关的转折点，即第一，由于劳动力供给速度跟不上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出现劳动力短缺和非熟练工人工资持续上涨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从增长转而减少，人口抚养比从下降转而提高，导致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到来。一旦这两个转折点到来，既往支撑经济增长的源泉就枯竭了，必须转而依靠新古典经济增长所要求的生产率进步。

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历的高速增长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特征，剩余劳动力大规模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个劳动力转移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贡献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对劳动者和家庭而言，扩大了劳动参与率，增加了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使中国经济得以利用人口红利，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并从全球化中获益。然而，二元经济发展仅仅是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即从马尔萨斯式贫困陷阱到索洛式新古典增长的一个过渡阶段（Hansen and Prescott，2002；Aoki，2011），随着中国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到达新的阶段，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必然经过上述两个转折点而寿终正寝。

本文将揭示，中国已经在2004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最迟在2013年也到达人口红利消失的另一个转折点。这种变化标志着中国需要做好从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到新古典增长模式的准备。这些准备包括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的改变以及社会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深刻转变。


二 人口转变与两个转折点

早在197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就开始迅速降低，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前后的6左右，降低到1980年的不到3。随着1980年实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而更主要的是自那以后的改革开放所激发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推动生育率进一步降低，于1990年代初降到低于2.1的更替水平，目前只有1.4，进入全世界生育率最低国家的行列。

作为生育水平长期下降的结果，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保持增长，但是增长速度逐年递减，并预计在2013年停止增长。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降低到最低点，随后迅速提高。这一人口变化趋势，显著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模式。

在2004年中国首现民工荒现象之前，非农产业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在工资水平没有实质性上涨的条件下，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农民工支撑了经济增长和获得国际竞争力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离开本乡镇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总数，从2001年只有8399万增加到2011年的1.59亿，10年间增加了89.3%。而自2004年以来，劳动力短缺逐渐蔓延到包括中西部地区在内的全国范围，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快速上涨。例如在2004-2011年期间，农民工实际工资以年平均12.7%的速度提高。在经济增长继续保持高速度的情况下，越是临近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的转折点，劳动力短缺现象越严重。例如，招聘农民工的难度和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在2011年及至2012年年初，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可见，我们可以把2004年作为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而2013年则是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性年份。很显然，这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跨度长短，与人口转变特点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人口转变的早熟性质（或称为“未富先老”），使其处在这个区间的时间格外地短暂。

根据研究，日本经过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大约是在1960年（Minami，1968）。如果以人口抚养比开始提高的年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则是在1990年达到的，两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点之间相隔30年左右。韩国在1972年经过刘易斯转折点（Bai，1982），而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则要在2013年前后，与中国同时到达，其间相隔40余年。以2004年作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2013年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点，其间相隔充其量只有9年。中国的这个特点，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劳动力短缺一经出现，就表现得如此强烈，也警示着中国转变增长模式的挑战来得格外紧迫。


三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增长源泉

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依靠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大大缩小，潜在增长率必然下降。例如，高路易估计表明（Kuijs，2009），主要由于就业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下降，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将从1995-2009年的年均9.6%下降到2010-2015年的8.4%，并在随后的5年期间（2016-2020年）进一步降到只有7%。

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投资者和企业家首先要寻求的是，尽己所能地用机器替代劳动，而政府特别是那些“发展型政府”，也倾向于利用各种投资规划和刺激性政策，加大资本投入力度。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的情形就是这样，目前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局面。

高路易发现，中国的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1994年期间的45.3%提高到2005-2009年期间的64.7%，并预计提高到2010-2015年期间的65.9%。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上述三个时期，则从46.9%大幅度降低到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8.0%（Kuijs，2009）。其实，这种估计仍然是乐观的。日本在1990年经过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之后，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攀升到94%，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15%（APO，2008），导致其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Hayashi and Prescott，2002）。

事实上，随着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作用越来越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深化，在劳动力出现短缺的条件下，资本边际回报率自1993年以来已经处于降低趋势（Cai and Zhao，2011）。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亟需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模式。

首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通过产业转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仍然可以挖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潜力。大陆31个省份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以及户籍人口人口学特征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足以形成一个国内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雁阵模型，通过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成本较低的劳动力，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与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发展阶段上的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过高，进一步吸纳农业劳动力就业，就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为此，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为这个任务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

其次，政府应该减少直接投资和对企业的保护，创造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政策环境。通过进一步发育生产要素市场，同时让创造性毁灭机制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使生产要素在产业和行业内部，按照追逐更高效率的方向充分流动，以便让有效率的企业存活、发展和扩大规模，并淘汰掉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只有那些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好的企业能够占主导，并不断提高其份额，整体经济的健康程度才会不断增强。

最后，从更加长期的视角来看，劳动者技能的培养，或国家整体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财政资源不足长期以来构成教育和培训的供给方制约。在这一制约因素未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教育和培训的需求方制约却呈现出来。在普通劳动者工资加速上涨，并且出现熟练劳动者与非熟练劳动者之间工资趋同的条件下，家庭和个人特别是青年劳动者接受更多教育的激励下降。

根据在12个中国城市对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估算，高中回报率高出初中水平的程度，从2001年的25.9%下降到2005年的17.3%和2010年的16.9%，而高中以上的教育回报率，同期则从高于初中80.4%下降到75.3%和57.1%（Cai and Du，2011）。这意味着，在人口红利消失条件下，教育政策应该进行更加根本性的调整，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教育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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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迅速变迁的国家，中国具有人口转变速度快的特点，因此，人口红利在得以利用之后也迅速消失。相应地，“未富先老”的国情也带来空前的挑战，表现为在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生产要素的情况下，潜在经济增长率趋于降低。应对这一挑战，需要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通过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和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保持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


一 人口与增长的全球视野

正如60余万亿美元的全球GDP是以极端不均等的人均占有方式在各国分布一样，超过70亿的全球人口，也是以截然不同的特征分布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具鲜明特征的现象表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许多新兴国家正在拥抱有利的人口结构；多数最不发达国家尚不知如何应付其人口压力；中国则面临“未富先老”的巨大挑战。不同的人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态势与变化。

长期以来，在关于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上面，马尔萨斯及其追随者的理论占据统治地位。这类教条相信，人口增长必然快于人们所能生产出的食物的增长，因而人口过多、增长速度过快的现实，终究妨碍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以马尔萨斯命名的这个“贫困陷阱”理论，对于解释工业革命以前数千年的人类历史都是有效的，但是，如今总体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传统观念。这是因为，当今世界已经少有纯粹处于马尔萨斯陷阱的国家。例如，在18世纪初即大约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的时代，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每天从食物中获得的热量分别是2095大卡和1657大卡（约翰逊，2004，第273页）。而在2007年，非洲国家平均每天的热量摄入量为2462大卡，而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平均每天摄入的热量也为2162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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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口转变中的两条倒U字形曲线

资料来源：Williamson，Jeffrey，“Growth，Distribution and Demography：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No.6244，1997.

马尔萨斯理论有两个缺陷，使其不能解释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发展史。第一个缺陷是这个理论不懂得关于人口转变的规律，即人口变化绝不是没有限制的增长过程，而是经历一个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轨迹。第二个缺陷是这个理论仅仅关注了人口总量和人口增长速度，却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现在，人们开始达成共识，即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更加直接。

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概括，我们可以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变化轨迹表现为两个倒U字形曲线（见图1）。第一个倒U字形曲线是人口出生率从低到高，然后再降低，第二个倒U字形曲线是滞后于前一个曲线大约20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低到高，然后再降低。当15-64岁这个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其他年龄组人口，从而人口抚养比呈现降低趋势时，恰好是第二个倒U字形曲线的上升期，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更高的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额外的源泉，就形成了所谓的人口红利。

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抚养比正处于迅速降低的过程中。特别是撇除生育率仍然很高的最不发达国家之后，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呈现出越来越富有生产性，即人口抚养比已经低于发达国家，并且继续降低。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以中国和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显然得益于所具有的潜在人口红利。也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滞后于发达国家这一特点，反而为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从而世界经济的趋同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具有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的人口条件是一回事，能否将这种潜在的人口红利真正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则是另一回事。显然，并不是所有处在人口抚养比下降阶段的国家都具备了利用人口红利的制度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赶超发展的绩效大相径庭。可见，当那些仍然处在抚养比下降阶段的国家懂得了何谓人口红利之后，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地坐在人口机会窗口处观风景，而是要通过制度创新，为挖掘人口红利创造必要条件。以持续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和抚养比下降为特征的人口红利，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

正如发达国家的人口抚养比早已处在上升阶段一样，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正在或者很快丧失人口机会窗口，上述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人口变化第二个倒U字形曲线揭示，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终究要发生，进而人口红利迟早也会消失。事实上，大多数发达国家早已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可供利用。而接下来以人口抚养比提高为表现的人口红利消失，将发生在诸如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中国、处于高收入阶段的韩国，以及最发达国家美国等。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抚养比正处在强劲上升的阶段。人口红利在国家之间的这种时间上的继起关系，恰好是世界经济趋同的一个重要条件。

可见，因处于不同的人口转变阶段，世界各国可以被划分为三类：（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享有人口红利；（2）某些高收入国家和具有“未富先老”特点的中国，正在丧失人口红利；（3）大多数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已经不享有这种类型的人口红利。对于属于不同组别的国家来说，保持经济增长源泉的政策努力方向应该有所不同。

对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处于上升趋势，因而享有潜在人口红利的国家来说，关键在于创造出开发人口红利的制度条件。对于已经处于老龄化阶段，因而不再具有传统意义的人口红利的国家来说，仍然可以创造制度条件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这类条件包括充分的劳动力市场激励，使家庭和个人乐于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培训，大幅度改善人力资本，从而保持在创新、创意和技能方面的领先优势，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向有利于激发储蓄动机、以完全积累为基础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的转型，建立完备、健康和低风险的资本市场，保持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与马尔萨斯时代相比，今天的世界人口问题远为复杂，也更加具有多样性。关于人口与发展关系的新观察和新思维建议，在每个国家分别面对着这样那样人口难题的同时，各国同时具有不同的人口机会窗口，可以用来推动经济社会更快发展。然而，体现在人口结构上的潜在优势，并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充分条件，因而也不能自然而然地被转化为人口红利。因此，任何潜在的人口红利，要想得到现实的开发，皆需要通过艰巨的改革，以获得必要的制度条件。




 [1]
 根据世界粮农组织数据网站计算，http：//faostat.fao.org/site/610/DesktopDefault.aspx？PageID=610。


二 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

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历的高速增长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特征，剩余劳动力大规模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个劳动力转移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贡献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对劳动者和家庭而言，扩大了劳动参与率，增加了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使中国经济得以利用人口红利，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并从全球化中获益。

然而，二元经济发展仅仅是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即从马尔萨斯式贫困陷阱到索洛式新古典增长的一个过渡阶段（Hansen and Prescott，2002；Aoki，2012），形成因时而异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模式。随着中国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到达新的阶段，以往行之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模式，必然经过前述两个转折点而寿终正寝。

早在197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就开始迅速降低，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前后的6左右，降低到1980年的不到3。随着1980年实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而更主要的是自那以后的改革开放所激发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推动生育率进一步降低，于1990年代初降到低于2.1的更替水平，目前只有1.4，进入全世界生育率最低国家的行列。

作为生育水平长期下降的结果，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保持增长，但是增长速度逐年递减，并预计在2013年停止增长。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降低到最低点，随后迅速提高。事实上，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年龄在15-59岁的人口，从2010年开始已经绝对减少。由此推断，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转折点也相应到来，比以往预测的时间大大提前。这一人口变化趋势，显著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模式。

在2004年中国首现民工荒现象之前，非农产业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在工资水平没有实质性上涨的条件下，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农民工支撑了经济增长和获得国际竞争力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离开本乡镇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总数，从2001年只有8399万增加到2011年的1.59亿，10年间增加了89.3%。而自2004年以来，劳动力短缺逐渐蔓延到包括中西部地区在内的全国范围，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快速上涨。例如在2004-2011年期间，农民工实际工资以年平均12.7%的速度提高。在经济增长继续保持高速度的情况下，越是临近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的转折点，劳动力短缺现象越严重。例如，招聘农民工的难度和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在2011年及至2012年年初，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见图2）。

[image: ]


图2 农民工及其工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历年），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

可见，我们可以把2004年作为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而2013年则是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性年份。很显然，这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跨度长短，与人口转变特点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人口转变的早熟性质（或称为“未富先老”），使其处在这个区间的时间格外地短暂。

根据研究，日本经过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大约是在1960年（Minami，1968）。如果以人口抚养比开始提高的年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则是在1990年达到的，两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点之间相隔30年左右。韩国在1972年经过刘易斯转折点（Bai，1982），而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则要在2013年前后，与中国同时到达，其间相隔40余年。以2004年作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2013年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点，其间相隔充其量只有9年。中国的这个特点，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劳动力短缺一经出现，就表现得如此强烈，也警示着中国转变增长模式的挑战来得格外紧迫。

由于中国的“未富先老”特征，人口红利的收获与消失皆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在中国丧失人口红利这一经济增长源泉的同时，人口红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或者正在蓄势待发，或者方兴未艾。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由于有众多的潜在竞争者，中国终将丧失其比较优势。这无疑是对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一个严峻挑战。


三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增长源泉

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不仅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要素供给开始遭遇瓶颈，而且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出现是资本大幅度扩张的增长源泉也减弱，同时，依靠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大大缩小，潜在增长率必然下降。许多研究者对1978-2009年中国潜在GDP增长率进行了估计，并对2010-2020年情景进行了预测
 
[1]

 ，得到比较类似的结果。例如，高路易（Kuijs，2009）的估计结果是：中国在1978-1994年期间的平均潜在GDP增长率为9.9%；1995-2009年期间为9.6%；2010-2015年平均为8.4%，2016-2020年平均为7.0%。

如果我们根据中国经济最新趋势和国情做不同假设，计算得到的未来潜在增长率则更低。第一个不同是，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具有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的特点，超过60岁的人口大多难以成为在劳动力市场上有需求的劳动力，因此，我们采用15-59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而这个年龄组绝对数量已经于2010年开始减少。第二个不同是，由于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十分明显，未来资本投资的增长速度将减慢。因此，陆旸（2012）估计中国的平均潜在GDP年平均增长率，在1978-1994年期间10.4%和1995-2009年期间9.8%的基础上，在“十二五”时期将下降到7.2%，在“十三五”时期进一步降低到6.1%（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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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分时期和年度的潜在增长率

资料来源：陆旸《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及其预测》，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3——人口转变与中国经济再平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投资者和企业家首先要寻求的，是尽己所能地用机器替代劳动，而政府特别是那些对经济活动干预较多的“发展型政府”，也倾向于利用各种投资规划和刺激性政策，加大资本投入力度。这都会导致资本劳动比的迅速上升。20世纪80-90年代日本的情形就是这样，目前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局面。

高路易发现，中国的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1994年期间的45.3%提高到2005-2009年期间的64.7%，并预计提高到2010-2015年期间的65.9%。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上述三个时期，则从46.9%大幅度降低到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8.0%（Kuijs，2009）。其实，这种估计仍然是乐观的。日本在1990年经过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之后，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攀升到94%，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15%（APO，2008），导致其经济增长长达20年的停滞。

事实上，随着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作用越来越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深化，在劳动力出现短缺的条件下，资本边际回报率自1993年以来已经处于降低趋势（Cai and Zhao，2011）。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亟需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模式。从人口红利的角度看，未来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主要依靠两点：一是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二是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通过产业转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仍然可以挖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潜力。中国大陆31个省份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以及户籍人口年龄特征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足以形成一个国内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雁阵模型，通过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成本较低的劳动力，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与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发展阶段上的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过高，进一步吸纳农业劳动力就业，就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从更加长期的视角来看，劳动者技能的培养，或国家整体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财政资源不足长期以来构成教育和培训的供给方制约。在这一制约因素未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教育和培训的需求方制约却呈现出来。在普通劳动者工资加速上涨，并且出现熟练劳动者与非熟练劳动者之间工资趋同的条件下，家庭和个人特别是青年劳动者接受更多教育的激励下降。

根据在12个中国城市对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估算，高中回报率高出初中水平的程度，从2001年的25.9%下降到2005年的17.3%和2010年的16.9%，而高中以上的教育回报率，同期则从高于初中80.4%下降到75.3%和57.1%（蔡昉、都阳，2011）。这意味着，在人口红利消失条件下，教育政策应该进行更加根本性的调整，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教育更快发展。




 [1]
 估算过程及其数据和方法的细节，请参见陆旸（2012）以及Kuijs（2009）。


四 结语

对于中国这样的具有“未富先老”特征，正在丧失传统比较优势且尚未获得新的比较优势的国家来说，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并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具体包括推进世界经济的开放与合作，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发挥动态比较优势；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力供给的稳定性；加大对教育、培训和健康的投资，使人力资本与结构调整相适应；建立包括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扶助事业在内的更加包容的社会保护体系。

那些需要以深化改革为前提的经济增长源泉，能够产生实际增长效应的时间长度不尽相同，即有些改革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有些则需要假以时日。例如，目前中国城市化率虽然超过了51%，具有非农业户口的人口比重只有34%，在存在这种统计意义城市化与真实城市化较大缺口的情况下，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内涵的户籍制度改革，配合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可以明显产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效果，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

然而，像发展教育这样的人力资本积累措施，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见到增长效果。因为虽然有研究表明，企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曲玥，2009）。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却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例如，根据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即使伴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1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在1990-2000年期间仅仅从6.24年增加到7.56年，总共才增加1.32年，2005年为7.88年，5年中只增加了0.32年。

在短期内，保持经济增长适度速度，有赖于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既有潜力。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是十分紧迫且立竿见影的改革。为了防止经济增长减速过于剧烈，应将户籍制度改革置于改革日程最优先的位置。另一方面，第二次人口红利是一种绵延不断的经济增长源泉，因此，通过开发这一增长源泉，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应该过于功利地对待相关的努力，而是需要着眼于更加深刻、立足长远的制度建设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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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从出现到消失

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是紧密相关的，因此，二元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也必然伴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进而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之间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

关于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的趋势，统计年鉴发布的汇总数据很难提供整体的特征性描述，通常也没有及时更新的人口预测。虽然历次人口普查数据都可以提供人口变动的新态势，但是，由于对于诸如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等重要参数的认识不尽一致
 
[1]

 ，始终没有定期发布一个权威的、不断更新的人口预测报告。因此，一般读者通常不知道人口变动的趋势，以致许多人还认为中国人口的峰值在2040年或以后的某一时刻达到，届时人口总量为16亿。
 
[2]

 至于说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已经大幅度减缓，不了解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基础正在消失的现实，以致不愿意相信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

对于人口转变格局与趋势的认识，将有助于人们对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正确理解，更是旨在挖掘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潜力的相关政策的决策基础。本文将说明，人口转变具有与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发展阶段特征，以及在相当大程度上的时间重合，进而人口转变所促成的人口红利期，是二元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因此，论证人口红利的消失与证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实际上是同一项学术工作。我们尝试从理论和国际经验角度论证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的逻辑关系，利用统计结果描述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
 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仅为1.22，甚至低于1.51的政策生育率。许多人对此提出怀疑（参见于学军《对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总量和结构的估计》，《人口研究》2002年第26卷第3期）。自此之后，关于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总体来说，政府部门趋向于认为仍然较高，学者相信的数字偏低。即便如此，争论的幅度也在1.6-1.8之间，远远低于2.1的替代水平。而最近以来，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总和生育率只有1.44。参见顾宝昌《新时期的中国人口态势》，载顾宝昌、李建新主编《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论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2]
 如刘遵义《中国可从四个方面增加内需》，《中国新闻网》2010年1月21日，http：//www.chinanews.com.cn/cj/cj-ylgd/news/2010/01-18/2077952.shtml。


一 经济增长的人口引擎

学术史上第一位经济学教授是英国人马尔萨斯，而他则以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关系而著称于世。他关于食物以自然级数增长而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因而人口增长最终导致贫困和饥荒的论断，是否认技术进步可能性的典型代表，既作为马尔萨斯式低收入均衡陷阱理论的基础流传至今，并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也自始至终被那些相信技术进步的经济观点当作永恒的对立面，遭到旷日持久的批评。

然而，即使从理论上和经验上都越来越遭到广泛的批评，马尔萨斯理论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马尔萨斯模型终究是对人类历史上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概括，可以成为与解释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刘易斯模型，以及解释西方式现代经济增长的新古典模型并列的一个重要经济理论。其次，该理论可以说是开创了把人口作为与经济增长之间内生关系的先河，在方法论上是值得继承的。

不过，归根结底，马尔萨斯式的增长，即使在当代的发展中国家，也较少能够找到对应的例子了。例如，在18世纪初即大约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的时代，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每天从食物中获得的热量分别是2095大卡和1657大卡。
 
[1]

 而在2007年，非洲国家平均每天的热量摄入量为2462大卡，而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平均每天摄入的热量也为2162大卡。
 
[2]

 因此，把马尔萨斯的结论用来解释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现实人口与经济关系，显然是不适宜的。事实上，当代主流学者并不把人口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消极因素，并且，世界经济统计则显示两者之间甚至更多的是正向的互相促进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影响经济增长表现的因素众多，绝非仅仅人口因素。例如，在捍卫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中，经济学家先后找出上百个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解释变量，尝试揭示经济增长之谜。
 
[3]

 对于低收入国家处于“贫困陷阱”中的极为低下的稳态增长，以及高收入国家处在技术创新前沿上的低稳态增长水平，尤其需要避免以人口因素来进行解释。同时，这里我们也暂且撇开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的反作用，而仅仅关注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在做出以上假设的条件下，从人口红利的理论出发，不仅可以做出上述关于两者关系的假设，而且可以从经验上得到检验。

早在刘易斯关于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文章发表之前，自然也是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之前，人口转变理论的成熟形式已经公开发表。
 
[4]

 汤普森最早区分了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随后有人又划分了人口转变的五个阶段。但是，由于当时的文献都没有做出关于生育率下降的标准理论解释，所以，人口转变理论之父的称号被授予了诺特斯坦。

虽然我们无法断定刘易斯注意到人口学在这方面的重要文献，但是，刘易斯本人在其文章中不乏类似的人口学假定。在定义二元经济结构中的重要部门农业时，他解释说：“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很小或等于零”，因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这里所隐含的就是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即外生的人口死亡率下降和高出生率的惯性，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处在很高的水平上。又由于农业是初级的生产部门，所以过剩的人口和劳动力被积淀在这个部门。

理解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之间逻辑关系的关键，是理解人口红利的产生和获得的机制。在较早的人口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着眼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而关于人口转变的讨论，也仅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总量的层面上。因此，在这些讨论中，人们忽略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转变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人口结构及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变化。

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学家开始观察到这个转变所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后果。进而，经济学家又观察到伴随着人口转变而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影响。
 
[5]

 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阶段，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率相应提高。再经过一个时间差，当婴儿潮一代逐渐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依次上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换句话说，当人口自然增长率先上升随后下降形成一个倒U字形曲线变化之后，以大约一代人的时差，劳动年龄人口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轨迹。

因此，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因而被称作人口红利。相应地，一旦人口转变超过这个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因老龄化而在总体上不再富有生产性时，通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便相应丧失。由于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可以最综合地用总和生育率来反映，我们可以从理论上预期这样一个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上时，经济增长率也相应处在很低的（假设没有人口转变和技术进步的）稳态水平上；随着生育率下降，并由于随之逐渐形成了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率加快，因而获得人口红利；而当生育率继续下降到更低的水平上时，由于老龄化程度提高，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到较低的（不再有我们认识到的人口转变，但是技术进步处在创新前沿的）稳态水平上。相应地，在生育率下降从而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定人口转变阶段，形成所谓的“人口机会窗口”。

利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我们可以对1960年以来各国GDP年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进行一些描述性的统计刻画。在该数据库中，各国在历史上GDP的年增长率起伏极大，幅度竟在-51%-106%之间。为了避免解释那些极端值的复杂性，在此处的分析中，我们只观察GDP增长率介于0%-10%之间更反映常态趋势的观察值。根据我们所做的理论预期，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随着生育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先上升随后降低的曲线。因此，我们根据理论上得出的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以及总和生育率平方项的关系，在图1中画出了GDP增长率的拟合值，并给出95%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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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经验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数据绘制。

图1直观地告诉我们，总和生育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一种倒U字形的关系。那些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的国家，GDP增长率较低；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下降，GDP增长率上升；而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一定水平时，GDP增长率达到最高值，相应也达到了一个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随着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那些总和生育率较低的国家，GDP增长率也较低。这个简单的经验曲线，与前面的理论预期完全一致。

一旦从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上都确认了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更一般地认识人口学所认识到的人口转变过程，与人口经济学所确立的人口红利获得过程，进而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更正确地认识中国的人口转变和人口红利的获得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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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D.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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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世界粮农组织数据网站计算，http：//faostat.fao.org/site/610/DesktopDefault.aspx？PageID=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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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avier X.Sala-i-Martin，“I Just Ran Two Million Regress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7，No.2，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Hundred and Four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97，pp.17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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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ren S.Thompson，“Popul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4（6），1929，pp.959-975；Frank W.Notestein，“Population-The Long View”，in Theodore W.Schultz（ed.），Food for the World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5.关于这个领域学说史的简述，请参见John C.Caldwell，“Toward a Restatement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1976，pp.32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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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ffrey Williamson，“Growth，Distribution and Demography：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NBER Working Paper
 ，No.6244，1997.


二 中国特色人口转变

1957年，当马寅初教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表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提出控制人口的政策建议时，他所依据的是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的过快的人口增长率。马寅初正确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是增加出生率，减少死亡率的因素。但是，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他尚未能够运用人口转变的规律预见未来的人口增长率趋势。

根据许多发达国家早期的人口变动经验，人口学家总结出人口转变理论，即人口变化通常要经历一些共同的阶段。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相对应，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以及低自然增长率为特征。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对应着一定的经济发展、健康和卫生条件改善，表现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从而高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则是在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达到的，表现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从而低自然增长率。

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既完全遵循也充分印证了上述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人口转变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剔除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非正常波动后，主要表现为在死亡率大幅度降低的同时，出生率继续保持在高水平上，因而人口自然增长率过快。相应地，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总和生育率通常处在高达6的水平上（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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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分城乡生育率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1998年以前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数据库计算，1998年以后根据历次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

然而，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生育率下降只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提倡以“晚、稀、少”（即提倡晚婚、生育间隔和少生优育）为目标的自愿性计划生育，直到80年代才形成了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随后逐步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并得到越来越严格的执行。然而，总和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发生在1970-1980年期间，即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从5.8下降到2.3，共下降了3.5个孩子数。而以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4作为参照的话，1980年以后总共才下降了0.9个孩子数。

国内外普遍把中国的人口政策简略地称作独生子女政策，其实并不十分准确。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生育政策的具体规定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都有所区别，总体上看，农村宽于城市，西部宽于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宽于汉族。近年来，中国实际的总和生育率为1.4，而按照现行生育政策，从全国总体上看，政策允许的生育率为1.47左右，实际执行一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大约为60%。

一项计量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人均GDP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中国生育率的急剧下降都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三个变量在不同的时期，对生育率下降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总体而言，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的边际效果渐趋下降，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生育率下降影响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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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人口学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旦总和生育率在2.1的替代水平之下，即意味着进入了低生育阶段。中国政府从国情出发，把1.8的生育水平作为判断生育率高低的基准，并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坚持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处于这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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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坚持认为总和生育率为1.8近20年之后，官方静悄悄地放弃了这个生育率的说法，也就是说，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多年已经低于1.5（见图2）。

相应地，联合国在2010年发表的《世界生育率模式2009》中，也把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4，归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关于生育率水平的国际比较表明，中国在人口转变进程上，已经超过了它的经济发展阶段。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05-2010年期间的总和生育率，世界平均水平为2.6，剔除最不发达国家后，发展中国家为2.5，发达国家为1.6，而中国为1.4，无可争议地被列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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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和学术界也尝试探究人们的生育意愿究竟如何，换句话说，在进行政策评估或者政策调整的决策时，人们希望知道，目前的低生育率究竟是政策约束的结果，还是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的。在局部地区进行的调查发现，在假设不受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平均每对夫妻期望的孩子数大约是1.7个。具体来说，在1997年、2001年和2006年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出的期望孩子数分别为1.74、1.70和1.7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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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水平不仅大大低于2.1的替代水平，也显著低于1.8的官方期望水平。这意味着，即使将来不再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生育率回归到高水平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了。

这个事实验证了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关于人口转变规律所取得的学术共识：三个主要人口转变阶段的依次更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但是，中国人口转变也是颇具自身特色的，中国所面临的政策选择也与众不同。中国人口转变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人口转变的速度快，第二是国家政府对个人生育的强制性干预。与世界上众多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转变，即由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向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的转变，是以高度压缩的形式完成的。

例如，与几个主要欧美国家和日本相比，中国人口期望寿命从40岁上升到70岁仅用了50年左右，比欧美国家少用了一半的时间。历史上西欧国家，如英国和法国的生育率（以总和生育率为指标），从每对夫妇平均生育5个子女下降到更替水平的2个左右，用了约75年的时间。与其相比，中国所花费的时间不到30年，仅为以上比较国家的1/3。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式的人口转变即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又并非独一无二的。例如，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台湾都没有实行过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大陆一样，生育率从20世纪50年代大致相同的高起点上，到90年代以后都下降到低于更替水平以下。而印度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绩效较差，人口转变过程相对滞后，但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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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的下降及长期处于极低水平，相应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上升，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人口红利。如图3显示，在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倒U字形曲线处在长期下滑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个倒U字形曲线，在一定时间内处在其上升阶段，其间中国经济增长可以收获人口红利。




 [1]
 参见都阳《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世界经济》2005年第12期。


 [2]
 参见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上）》，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3]
 United Nations，World Fertility Pattern，2009，2010，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worldfertility2009/worldfertility2009.htm.


 [4]
 郑真真：《生育意愿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兼以江苏调查为例》，《学海》2011年第2期。


 [5]
 林毅夫：《发展战略、人口与人口政策》，载曾毅、李玲、顾宝昌、林毅夫主编《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三 分解中国经济增长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二元经济发展时期，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显著地获益于人口红利。这既符合经济理论的预期，又具有中国特色，并且可以得到统计印证。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表现在经济增长源泉的以下几个方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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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2011.

首先，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为高速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形成提供了人口基础，有利于国民经济保持较高的储蓄率。早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储蓄率即固定资产形成与GDP的比率就非常高，改革时期继续提高，近年来达到空前的水平。1995-2010年期间，该比率的名义值从32.9%提高到69.3%，提高了1倍多。而如果分别对GDP总量和固定资产形成额进行价格缩减的话，由于GDP的缩减指数大于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则该比率的提高幅度会更大。因此，在分解经济增长源泉时，这个因素表现在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之中。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并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持了明显的同等素质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国的优势不仅表现为劳动力丰富和工资成本低，而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劳动力素质较高。例如，200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印度高33%。
 
[2]

 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分析表明，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上升17%。因此，劳动力的丰富与素质双重优势，使中国得以长期享受单位劳动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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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表现为生产函数中劳动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变量的增长贡献。

再次，因农村在人口转变上滞后于城市，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累积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改革时期大规模转移出来，创造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如果把作为残差的全要素生产率做进一步的分解，则可以把这个贡献部分即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分解出来。较早的一项计量分析表明，在1978-1998年期间，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1%，而在这种分解后所余下的未被解释残差（可以被看作是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效率部分）仅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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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其他因人口转变而产生的人口红利贡献，即上述几种变量未能囊括却又与人口红利有关的因素。事实上，如果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显性代理变量，可以将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看作是纯粹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由于人口红利来源于纯粹消费型人口（15岁以下及65岁以上）与生产型人口（15-64岁）所占的相对比例，因此，在经济学文献中，无论是关于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红利计量分析，大都选取人口抚养比作为代理变量。例如，威廉姆森借此估计了在1970-1995年期间，人口红利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1/3。此外，他还利用欧洲和北美17个国家在1870-1913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新大陆人均GDP增长率优于旧大陆的部分，几乎全部可以由较低的抚养比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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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生产函数的方法，我们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可以观察到改革开放期间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这些因素分别以固定资产形成、全社会就业人数、就业人员受教育年限、人口抚养比和残差作为变量，分别代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人口红利和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结果显示，在1982-2009年期间的GDP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71.0%，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7.5%，人力资本贡献率为4.5%，人口抚养比贡献率为7.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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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资料来源：Cai Fang and Zhao Wen，“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in Masahiko Aoki and Jinglian Wu（eds），The Chinese Economy：A New Transition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forthcoming，2012。

在图4中，我们展示各种要素贡献率及其变化情况。为了显示一个连续性的趋势，我们在图中使用的数据是逐年累计的估计值，即1983年是用1年数据估计的结果，1984年是用2年数据估计的结果……依此类推，2009年是用27年数据估计的结果。因此，实际的变化趋势可能比图中显示的要更加鲜明，即资本投入贡献率逐年增大但不可持续；劳动投入和抚养比的贡献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日趋衰弱；人力资本贡献率相对稳定，但是目前作用尚微弱；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但目前的表现不尽乐观。




 [1]
 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人口红利是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储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等途径实现的。参见David E.Bloom，David Canning，and Jaypee Sevilla，The Demographic Dividend：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Santa Monica，CA，RAND，2002。


 [2]
 王广州、牛建林：《我国教育总量结构现状、问题及发展预测》，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报告No.10——提升人力资本的教育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3]
 参见蔡昉、都阳、王德文《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研究》，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报告No.10——提升人力资本的教育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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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


 [5]
 Jeffrey Williamson，“Growth，Distribution and Demography：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6244，1997.


四 人口红利消失

迄今为止人口转变的确对高速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为中国赢得了人口红利。但是，长期的低生育率已经将中国推进到人口转变的新阶段，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呈现新的特征，意味着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经济增长必然受到相应的影响。从人口抚养比这个人口红利的显示性指标看，各种预测都显示，其长期下降趋势已经在减速，并在2013年前后降至最低点，那个时候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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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人口抚养比的各种预测

资料来源：预测一和预测二分别由胡英和王广州所做，预测三由联合国（United Nations，2009）所做。

对此判断也存在相反的观点，即认为人口红利近期内不会消失。这种观点的方法是从人口抚养比的绝对水平来观察。例如，假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口抚养比就算较低水平了，则在2013年之后，抚养比上升的一段时期内，直到大约2030年前后，抚养比都算得上较低。于是，依此观点，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继续保持大约20年甚至更久。如果进一步放宽条件，例如把1990年前后的抚养比看作是可以产生人口红利的水平，则后者可以延续到2030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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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收获人口红利时期的经济增长，通常更加依赖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而后人口红利时期的经济增长必须更加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其中技术效率的提高，因此，关于人口红利是否以及什么时候消失的判断，涉及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否必要且紧迫，故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学术和政策问题。

尽管人们给予人口红利以各种解释，并以一些指标将其定量化，但是，人口红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为什么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大并且持续扩大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额外源泉，迄今为止尚未清晰地得到说明。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问题明显不属于人口学的范畴，所以，我们应该从经济增长理论出发认识这个问题。

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因此，物质资本超过一定点的继续投入，将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从而经济增长不能持续。从此逻辑出发，打破资本报酬递减规律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和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以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贡献率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二是破除劳动力短缺这个制约因素，使资本投入不致遭遇报酬递减现象，从而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方式在一定时期是可行的。而后一条件恰好是二元经济发展所天生具备的。一旦能够将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则意味着实现了人口红利的利用。

可见，理解人口红利，要将其置于二元经济发展框架内，与这个过程中的资本积累密切联系。刘易斯本人在阐述其二元经济理论时，就不厌其烦地表示，具有无限供给性质的劳动力的开发利用，要随时随地与资本积累联系在一起来理解。例如，他在其著名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整个过程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部门对剩余的使用。正是因为剩余被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资本主义部门得以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因而（二元经济发展）过程持续下去，直至剩余劳动力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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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通过图6来观察人口红利与资本积累的关系。我们用曲线D
 表示人口红利显示性指标（1-抚养比），它所呈现的倒U字形变化轨迹，恰好反映其对应的具体定量指标——人口抚养比在图4中经历的U字形变化。接下来，我们用曲线K
 表示资本积累，可以看到一个不断累积性提高的趋势。如前所述，人口红利的核心是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性质而打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劳动力短缺假设，从而保证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既然资本积累不是一个既定的量，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人口红利的动态（即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人口抚养比），恰好可以为动态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使其不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要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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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人口红利通过打破资本报酬递减律而发挥作用

因此，理解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关键在于，在人口红利变化并式微的同时，资本积累则是不断扩大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面对劳动力短缺，作为投资者的企业和政府，最直接的反应是用更多的资本投入，以替代劳动的投入，导致在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资本劳动比上升。而资本投入强度越大，则面临着越加严重的报酬递减可能性。所以，图中的K
 是一个上升的曲线（斜率大于零）。不考虑这一点，就脱离了人口红利作为避免资本报酬递减的作用实质。

在图6中，我们可以把曲线D
 与曲线K
 之间的距离看作是人口红利作用的力度。从中可以看到，假设在水平r
 上，人口红利显示性指标算是较高的，其发挥的抑制报酬递减的作用可以为ab
 。在到达人口红利显示性指标的最高点，即图中的c
 点（其为曲线D
 上面斜率等于K
 的斜率的一点）时，抚养比对资本报酬递减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大。由于资本积累不断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因此，c
 点之后人口红利作用明显减弱。例如，同样在r
 的水平上，人口抚养比就不再能够像以往那样发挥抑制报酬递减的作用了。从图中看，这个显示性指标，即人口红利的作用力度在抚养比降到最低点后，迅速递减至零即e
 点。

很显然，图中资本积累曲线K
 的斜率实际上是任意画出的。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越是在资本投入的更高水平上，越是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换句话说，假设斜率更大的K′
 是更加接近真实水平的资本积累曲线，则人口红利作用减弱的速度更快，早在h
 点上便会降为零。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得以开发人口红利始，最大限度收获人口红利发生在2010-2015年之前的一段时期内（见图4），具体来说，就是人口抚养比在降到37%-39%水平之前。从2010-2015年开始，人口结构变动对于资本报酬递减的抑制作用迅速减弱，直至人口红利消失。而且，资本积累越是迅速，经济增长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依赖投资，则人口红利丧失越快。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虽然仍在提高，但是上升的速度逐渐减缓。例如，1980-1990年期间，该比重提高了6.14个百分点，在1995-2005年期间提高了4.05个百分点，在2005-2015年期间预计只能提高1.78个百分点。相应地，资本劳动比一直增长较快。总体来说，这都是产业技术选择和产业结构选择对人口红利式微所作出的反应。其间有两个重要的拐点：1993年是第一次加速提高的起点，2004年是第二次加速提高的起点（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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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资本劳动比与资本回报率的反向变动

不过，在企业和投资者对资源禀赋变化做出反应的同时，资本劳动比的上升也有着人为的因素，即投资者特别是政府相关投资者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探索新的比较优势。应该说，在2004年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在政府不恰当干预的情况下，资本劳动比的上升完全可能是违背比较优势的表现，扭曲的色彩更重一些。正如吴敬琏等在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时所指出的，在旨在通过战略性重组改进国有经济效率的同时，行政机关的资源配置权力大大增强，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生产要素市场的干预和对所谓“战略性产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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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资本劳动比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我们的确看到了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如图7所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资本劳动比长期没有实质性提高，但资本边际报酬却保持较高水平，表现出劳动力供给充足所产生的抑制资本报酬递减的作用。但是，1993年以后，资本劳动比的上升与资本边际报酬率的下降同时发生了。




 [1]
 参见周婷玉《2013年我国人口抚养比将现“拐点”，仍有25年“人口红利”期》，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5/18/c_12115988.htm，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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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两个重要的转折点，预示其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第一个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个是以人口抚养比的止降反升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中国经济面临着传统增长源泉的消失，如果不能适时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则减速在所难免。而根据国际经验，这种不期而至的经济增长减速，也可能转变为长期的停滞。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到1970年人口抚养比达到谷底，在抚养比的最低点停顿了20余年之后，于90年代初开始提高。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20年。

近年来，关于中国是否耗尽其人口红利的讨论十分激烈并引人注目。但是，有一些特别的现象影响了讨论的质量。第一，虽然否定性的意见不绝于耳，但是这些意见大多没有付诸学术性论文，而是在报刊、网络、会议发言和新闻采访上表达，通常未提出什么可以与之争辩的论据。第二，一些争论的参加者干脆否认人口红利这个概念的必要性，甚至直接称之为“伪命题”。
 
[1]

 这种论战方法近年来成为一种时髦，即许多学者对自己不赞同的观点动辄冠以“伪命题”。

由于科学上讲的伪命题或不真实的命题，是指一种判断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理论预期，因此，回应这些不同意见的方式，无疑是继续进行经验研究，提供更多的证据。此外，还有必要从更基础的问题上进行一些讨论，即回答我们为什么需要理论。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理论的意义在于抽象，即把千变万化的现象加以归纳、提炼，放置到一个框架中，以便寻找现象背后的规律性。换句话说，这种抽象使我们可以使用地理理论和地图去把握世界，而不必走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进一步，经济学家更看重借助理论去预测尚未发生的事件。因此，预测能力越强的理论就是越好的理论。
 
[2]

 我们退一步看，理论还是一种与一系列特征化事实或经验相关的概念，并且与特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相联系，可以使我们透过表面和假象去认识事物的趋势或者本质，使我们不致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

人口红利这个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其价值，即帮助我们揭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以区别于周期性、结构性和偶发性的判断。由于人口过程表现为一个相对缓慢、长期和稳定的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各种变量中最可预测的因素，因此，抓住这个因素的变化趋势，有利于我们认识到经济增长的挑战和机会。事实上，当做出人口红利消失的判断时，我们考虑的是如何顺应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规律，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和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以及如何从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到更加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古典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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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挑战

一 早熟的人口转变与“未富先老”特征

1.作为发展结果的生育率下降

人口学是门非常复杂的学问。在对人口学的研究中，我发现人口转变理论非常重要。人口转变理论是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的结构、数量、特征发生几个阶段的变化。在国家发展最穷的时候，人口基本上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出生率很高，死亡率也很高，维持人口再生产很难，增长率是低的，这是第一个阶段。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死亡率开始有所下降，但人们生育还有一个惯性，就变成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处在这个阶段，很典型。当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养育孩子的成本会随之提高，与此同时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提高了。机会成本就是指妈妈要外出工作，否则家庭生活水平就会降低，而妇女的就业、受教育程度提高也倾向于少生孩子，因此人口转变就逐渐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人类记载的文明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三个阶段。而且只要人均达到了相应水平，通常就会进入那个阶段的人口转变，掌握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回声现象。人口的回声现象是指人口的转变的后果是延迟的、递减的，换句话说是有阶段的。比如说当我们处在“婴儿潮”时会有大量孩子出生，20年后这些孩子就变成了一个回声，反映在劳动年龄的人口上就是数量迅速增长，再过20年他们就变成中年劳动人口。40年后，他们再回声的时候，他们变成了老龄人口。比如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赶上了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出生的人口就进入了劳动年龄，遇到就业问题，到今天就变成了老龄化问题。因此我们中国的人口问题和人口转变、回声现象的规律是一致的，但是，有中国的特色。我们的人口转变过程是在短短的几十年里面，走过了早期发达国家上百年的道路，因此出现了未富先老的人口特征。

我们先看生育率。可以想象中国的一对夫妻两个人，生育多少孩子才能够实现替代自身，就是说将来我们去世了，孩子的数量正好也抵消了减少的人数，总人口是不增不减，应该是2个，但是通常孩子也是损耗的，因此以2.1作为一个替代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一般来说，人们说高于2.1的生育水平就是高生育，那么低2.1就叫作低生育水平。过去我们的政策强调，由于我国人口多、基数大，把生育率的均衡水平定到保守的1.8，那我们看看现实是多少？

20世纪60年代，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差不多在6、7这个水平上，从1970年到1980年降到了3，接下来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形成，从那以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下降，降到今天是1.4、1.5左右，远远低于2.1替代生育率的水平，也远远低于我们国家制定的均衡人口的1.8。这既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也低于发达国家1.6的平均数，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在全世界最低的行列之中。按现在的生育率来看，我们应该是发达国家，但事实上不是。我们长期处在低生育水平，加了几个回声以后，当年的婴儿就变成了劳动年龄人口，接下来他们变成了老年人，因此我们的人口老龄化非常快。联合国的定义是：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超过7%就叫作老龄化社会。我们20世纪80-90年代，就已经是这个水平，因此我们很早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只是这些年才逐渐暴露出这个问题。

大家看我们未富先老特征（见图1）。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右边的金字塔，一般来说是孩子多、年轻人多，越到上面老年人越少，是一个标准化的金字塔形状。发达国家就呈现接近于倒金字塔形状，也就是说它的老龄人口多，生育下降了。

再看中国，左边这个图，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就更接近于一个橄榄形状，说明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远远地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实力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却接近发达国家，这就是中国人口未富先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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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的“未富先老”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2001。

2010年我们进行了人口普查，一些学者根据现有的数据推测了一下，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看法。很早以前，我们希望在2050年之前把人口控制在16亿之内，后面逐渐改口为要在2040年之前控制在15亿之内。但是根据调查的结果推测，我们中国的人口高峰是在2022年，数量不超过14亿，就是13.8亿就到头了（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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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生育政策效果模拟

资料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版。

这个数字是按照现行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推算的。我们做了一个假设，假设生育政策改革变成“单独”政策，就是一对夫妻中有一个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两个孩子。那么生育高峰、人口高峰会略微晚几年，但也没有超过2030年，稍微超过了14亿。

同样，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的变化更快。从这次的普查推算，2010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已经在绝对的减少，且每年都在减少。如果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都下降了，这个时候经济再继续增长，没有新增的劳动力的情况很有可能发生，“民工荒、招工难”等问题是一定会出现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济现象背后的人口的背景。

人口影响劳动力市场，我们不看全部就业，仅仅看农民工，因为多年以来我们的新增劳动力基本上全是农民工。从城市的角度来说，大家看到一些年轻的同志参加就业，其实他们的速度还没有退休的人速度快。新增的劳动力，特别是在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中，全部都是农民工。那么，结果是什么呢？需求继续在涨，劳动力的供给增长速度减慢，供需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唯一的结果就是涨价，农民工的工资很自然就迅速的上涨了。我大概推算了一下，从2004年到现在，农民工的工资剔除了物价因素以后，增长大概达到13%，去年就更极端了，高达21%，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2.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

我们的发展经济学应该说真正成形了，发展经济学是和一个人的名字有关的，就是阿瑟·刘易斯，他提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结构上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是一个匀质的社会，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二元社会、二元经济，一头是大量的传统的经济（主要是农业），另一头是现代工业。传统农业最大特点是土地是有限的，但是人口增长很快，那么这种二元经济中发展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劳动力永远不发愁。现代经济增长的部分，你能积累多快、扩张多快，就有多少劳动力提供给你，而不会影响农业的生产水平，你就用那个足够吸引他、高于农业的工资他就愿意转移出来，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工资不上涨，劳动力无限供给，这就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直到有一天，劳动力供求关系有所变化，剩余劳动力减少，你必须涨工资，才能把他继续吸引出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刘易斯转折点。

你只要看到持续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和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就是刘易斯转折点。我们第一个转折点已经到了，在2004年。2004年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大家普遍的抱怨，说劳动力短缺，“民工荒”，从那以后一直没有断过，即使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也是如此，农民几十年不变的工资水平在2004年以后持续上涨，越涨越快（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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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农民工数量和工资变化

因此我们大家先记住：中国在2004年到达了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叫刘易斯转折点。

3.第二个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

第二个转折点更确切，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人口红利是和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相关的。当年我们有过一段大量生孩子的“婴儿潮”，在这之后我们生育率下降了。我们假设新生出来的孩子是0岁，20岁以后他们长成了劳动力，因此20年以后这部分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我们的劳动人口上又出现了波峰。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最高的。劳动力充足意味着：第一，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不用涨工资就可以得到。第二，因为劳动年龄人口多，人口抚养比是下降（见图4）。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人口红利，他们对经济增长有额外贡献。但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以后就开始上升，我们预测是在2009年到2013年之间，人口负担加重，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部分就消失了。我们假设用官方的数据预测，2013年是我们第二个转折点即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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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人口抚养比的几种变化预测

假如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发生在2004年，人口红利消失的点是2013年的话，我们只有9年的时间。但今天我们社会上还在争论，认为刘易斯转折点根本没有到来。但仅仅9年的时间，甚至不够我们讨论，更不要说应对，要做出政策的调整，去避免未来不好的结局。

我想这个特殊的因素来自于未富先老，这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国情，未富先老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我们先来看一看人口的特征怎样影响经济增长。


二 “未富先老”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逻辑

很多人听到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指到达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长期徘徊不前。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人们发现在全球化的时期，有两类国家受益比较多，一类是发达国家，一类是低收入国家，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均收入不到300美元，但是加入全球经济中之后，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有比较优势，劳动力充足、便宜。相比之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受益就比较少，想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跟中国竞争做不到，想在技术和资本上跟发达国家竞争做不到。因此，中国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意味着中国逐渐丧失过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又不能获得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将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处在一个比较优势不充足或者真空的状态，因此在这个时期的确有增长速度下降的可能性，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这是一个逻辑。

就拿我们农民工去年工资上涨21%来看，对利润的冲击是什么影响呢？20%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影响企业利润的20%-60%，这意味着你用的劳动力越多，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产业变化趋势中就会越快丧失竞争力。在研发的投入上，我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没有技术资本的比较优势，以发展最杰出的瑞士为1测算，中国大概是0.3的水平，在中国之前甚至包括了巴西、墨西哥、南非、阿根廷、泰国、智利这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我们正好处在可能会失去传统的比较优势，而不能获得新的比较优势的发展阶段，人们很自然地预测中国可能要发生经济减速的结果。

最近，有两个比较有影响的预测。

一是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做的一个预测。根据统计数据，他们发现，一般一个国家发展到人均GDP7000美元的时候（7000美元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比通常按汇率计算要高不少）增长速度会减下来，不一定每个国家都会减，但是通常有很大一部分国家在这个阶段速度要降下来。

二是由跨国的经济学家团体预测的。他们认为高速增长的国家在人均GDP17000美元的时候会减速，同样也使用购买力平价法。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是9000-10000美元。

我们把这两个预测看作是一个区间的话，中国目前正处在两者之间，也就是说我们大致处在应该减速的阶段上，我们过去维持30年接近10%的GDP增长率很可能不再维持了。


三 人口红利消失后的潜在增长率

1.经济增长源泉分解

如何保持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有很多看法。有人说我们要把出口转到扩大内需上，我们有足够大的内需了，就能保持更快的经济增长。有的人就直接地说城市化是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城市化还能给中国经济带来若干百分点的增长率。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点，同样是从需求的角度来说，需求方因素决定了你生产出的产品有没有人需要，但不决定你有没有能力生产这么多产品。所以我们讲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能力时，应该从供给方，也就是生产要素，比如资本、土地、资源和各种生活要素的生产力来看。因此在讨论潜在增长率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先撇开需求方的因素，从供给方面看一看。

我们对中国迄今为止的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做了一个分解，来看一看接近10%的增长率中，都是由哪些因素推动的。其中71%的贡献率来自于资本投入，资本投入和人口红利有关。我前面讲了人口红利我们可以用人口抚养比来代替，人口抚养比低，意味着我们可以储蓄、积累，保障资本的充足，我们有资本可以投入。同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时候，不会出现资本和劳动力比例失调，也就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劳动力和资本的关系是一样的。劳动力充足，资本就不断地投入，不会发现报酬递减现象。接下来的8%的贡献率来自于劳动力的增长、4%的来自人力资本，也就是受教育水平，也和红利资本是相关的。其他的17%我们叫残差，我们把它分解出来，发现其中有7%直接来自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就是人口抚养比下降本身对经济增长有贡献；还有10%我们把它叫作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说是效率的改进。过去有人说人口抚养比这块儿是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中有7%是人口红利，其实不然，这是直接的人口红利，而在人力资本里、劳动力里，甚至资本投入中都有间接人口红利（见图5）。

另外，全要素生产率也有人口红利，这其中的劳动力配置也和人口红利相关，它占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接近一半，因此说人口红利消失，劳动生产率中的因素也会消失，会影响到未来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人力资本的投入，也会影响生产力。

刘易斯转折点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人口红利真正消失以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全会发生不利的逆转，相应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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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分解

2.认可潜在增长率降低很重要

世界银行对中国潜在增长率有一个预测。潜在增长率就是按照你现在能够供给的生产要素来推算。大家看，1978年到1994年，潜在增长率是9.9%，每年GDP增长9.9%和实际增长率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做过比较，1995年到2009年，略有下降，潜在增长率是在9.6%，也和实际发生的基本一致。但是，他们预测的2010年到2015年，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的“十二五”时期，他们预测的增长率要降到了8.4%，我们今年就开始向潜在增长率靠近，到大致上是“十三五”的时候，是2016年到2020年的时候是降到7%（见图6），原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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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潜在增长率变化预测

这个研究很有意思，能够揭示出构成这个潜在增长率的因素组成部分，1994年之前就业增长的贡献是接近三分之一，到了1995-2009年的时候差不多是九分之一，因为人口红利消失了，直接表现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到了“十二五”时期，它就很小很小，微不足道了。到“十三五”它变成了负的，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负债，起到抵消其他经济增长因素的作用。

应该说，这个预测还是乐观的。因为前面我给大家看过，我们的总人口在2020年就会达到顶峰，只有13.8亿人口，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0年已经开始下降。所有的这些，在经济学家做预测、收集数据的时候都得不到，他们得到的都是传统数据，认为中国大概在2030年或者2030年之后才达到人口的高峰，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是在2015年、2013年以后。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些发生的人口变化的新因素加进去的话，大概是还要下降一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们是按照“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预测，比现在看到的还要悲观一些。

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不是坏事？如果仅仅从“7%”、“6%”这些数字上看，仍然是全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之一，好像并没有那么可怕，但真正可怕的是在哪儿？

我现在就想澄清一个概念，我们到底有没有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到目前为止预测的这些下降都是合理的，也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增长速度，而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在于当潜在增长率下降了以后，如果还要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的话，就有一个增长率的差距，这个差距想去填补是最容易犯错的。如果犯了这个错误，可能会长期影响经济增长。历史上有很多国家在这个时候犯过错误，比如拉美国家。日本，虽然是发达国家，但也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

这个图（见图7）比较简单，我只是给大家说明一个原理，S
 1
 这条线我们把它叫作总供给线，也就是说，社会总产品是从这个线上得到的。如果总供给继续增加，产量从O
 0
 到O
 1
 ，你发现总成本会大幅度地提高，这不仅是广义的成本，还包括因政策扭曲带来的成本增加，比如资源环境的破坏、宏观经济不稳定现象、通货膨胀，等等。也就是说在这条曲线上，如果你的产能线是这样的，那么你还要继续超过这个增长速度，你得到的结果就是高成本而且是广义的成本。但是，我提前说一个结论，就是潜在增长率是不应该超越的。如果潜在增长率是8%，不应该人为地追求到9%、10%。但是还有第二个结论是说潜在增长率本身是可以改变的。假如我们通过某种办法把这个总供给线变成S
 2
 ，大家可以看到，同样的产量增加，它的成本提高就要低得多，后边我把它用具体的经济现象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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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经济增长的成本

3.如何认识和应对潜在增长率变化

当潜在增长率下降以后，我们最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增长。保增长，人们需要“抓手”。抓手就是说有一些政策是可实施的，而且实施后能够实现实在的GDP百分点。很自然，第一个政策就是产业政策。这意味国家有大量的投资还有大量的优惠鼓励性的政策。这些政策其实有两个目的：一是保增长，二是选择新的比较优势。那么新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哪儿呢？很多国家觉得企业自身是找不到的，因此政府就采取一套措施，去鼓励、支持这些产业或者直接投资建设。其实，比较优势的选择应该是在单个的企业和投资者之间进行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有最直接的动机和最切身的利益去选择产业。如果政府选择，往往会出现潮涌现象，由于政府有优惠大家会一窝蜂地全到了那些产业，而且这些产业也会产生相应的产业链，私人投资也跟着去凑热闹，结果就是重复建设、产能过剩。

因此，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的速度会造成政策扭曲，第一个政策扭曲就是把你过去好的产业政策变成了一种赶超型的政策，这个政策造成产能过剩。还会扭曲生产要素的价格。我们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逐年下降，人口红利减少，提高一点GDP的百分点代价都很高昂。因此我们应该寻找其他方面的路径，其中一个就是挖掘劳动力转移的潜力。即使我们今天到达了第二个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的时候，我们农业中劳动力的比重仍然很高，我们有巨大的潜力继续转移劳动力。

如果说我们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把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劳动力供给这个要素的条件会得到改善，因此潜在增长率还可以有所提高。为什么要强调户籍制度改革？2011年我们的城市化率超过51%，但是这51%里面按照官方的统计定义是在城市居住了6个月及以上的人口。我们知道，什么叫农民工？农民工是离开本乡镇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意味着说我们的城市化中是包括农民工的。可见，说我们的城市化率的统计包括了农民工，但是农民工有没有得到城市的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如果按照非农业户口的比重，非农业户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只有34%，那么也就是说，这其中有超过16个百分点的差距，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工资还在改善，但他参加的社会保障的水平却非常低。所有的这些东西决定了，在城市他只是一个过客。如果说我们的退休年龄是60岁的话，他们大部分在40岁以前就退休回到土地上去了，这将造成劳动力供给不充足、不稳定，这是改革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改变潜在增长率或者提高潜在增长率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是用抓手，而是要用改革的办法，而改革的办法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直接见效的。

刚才说的是改善劳动力的供给，我们也可以改善资本的供给。我们能不能保持过去那样的高储蓄和高积累水平？这也值得考虑。

现在有一个概念叫作第二次人口红利，最初人们提出它时是从养老保障制度的角度提出来的。如果按照第一次人口红利概念，人口抚养比开始提高了以后，社会负担就重了，人们的储蓄水平就会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储蓄率越低。人口红利消失了，储蓄率要下降，未来的资本供给从哪儿来？人们就说，可以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

迄今为止，从理念上来说有两种养老保障制度，我们现实的做法是把两个东西合在一起，我们叫双支柱，一个是统筹账户、一个是个人账户。理论上说，一类叫作现收现付制度，也就是说今天从在职的职工中收缴了一部分养老保险金，现在就支付给已退休的人，不积累。我们这些工作的人老了以后，就吃我们下一拨同事的养老金，这叫现收现付制度。还有一类制度叫作完全积累制度。就是说我个人在工作时期，缴纳养老金作为我的个人账户就存在那儿，等我退休以后，逐渐把这部分钱再给花掉，这是完全积累。

我们想一想，在人口老化的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度会不会让人有储蓄动机呢？其实没有。如果我当年交养老保险养了老职工，现在我退休了自然需要下一代养，因此我不会做积累。如果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完全积累式的，那就意味着笔者未来能够领取多少养老金和我今天的积累是直接相关的。可是如果有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应该把养老金拿去保值、增值，这就变成了资本积累，也可以转变为资本投资。

目前国际资本市场上都有养老基金在里面，而我们还没开始。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还没有做好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准备，这是从资本的供给的角度看的。


四 全要素生产率：唯一可持续增长源泉

1.全要素生产率决定国家兴衰

最重要的是，在新的增长阶段，没有全要素生产率就没有GDP。我们人口红利消失以后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了，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资本报酬递减，所有的这些现象都预示着一个重要的转变，我们在从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时期，转变成一个新古典增长时期。目前的发达国家，都是处在一个新古典增长时期里，而对于新古典增长的阶段来说，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就没有经济增长。这个概念很重要，听着很复杂，解释和计算起来更复杂。

我们有几类文献，现在证明全要素生产率就是一切。

第一类文献，现代的增长理论都同意，就是认为唯一能够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是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共识，大家都承认。

第二类是苏联经验。在资本主义大危机时期，苏联经济增长一枝独秀，而且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大功，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了世界。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负的，所有的投入都被低效率给吃掉了，导致经济垮台和苏联解体。

第三类是普雷斯科特，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认为国家兴衰之谜核心在于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一样。刚才我讲到了有人预测经济发展到人均17000美元的水平上增长一定会减速，他们也算了其中有8.5%的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不再增长了。

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1990年以后日本全要素生产率表现非常差，从1990年到现在，每年的GDP增长0.2%多一点，但它的物价指数是负的，把物价指数搁进去以后它变成了0.85%，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连续20年。日本其实是一个经典的“罗马俱乐部”式的增长，高福利，人们生活好了，就不要继续增长了，这样能节约资源。我反复拿日本做我国的反面教员，因为它的情况跟我们太像了。它在人口抚养比下降过程中，有人口红利，保持了9.2%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它的人口红利降到最低点，增长的速度一下减到了3.8%，而它的人口红利变成人口负债之后，经济增长连续20年是0.85%。而对于我们来说，3.8%都是不可想象的。人们解释为，因为过去有人口红利，保持了高速增长，而当它需要靠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经济增长的时候，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概念比较抽象，其计算办法也很复杂。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呢？简单地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配置效率，就是资源怎么配置。

2.配置效应：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途径

一般来说，有三类资源配置效率。

第一种是宏观配置，比较大的三个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二元经济时期农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意味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最低的，把最低的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就带来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这是当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当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消失以后，这个源泉就不多了。

第二种是中观配置效率，比如第二产业中有各个行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这时如果允许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能够在行业之间流动，没有进出障碍和垄断，就会出现生产率低的部门会缩减，生产率高的部门增长更快，总体上也是改善配置效率，也是全要素生产来源。

第三种是微观配置效率，是指如果同一行业内部，企业之间也有效率之差，允许那些生产力高的企业去兼并或得到更多的资源扩大发展，效率低的企业被淘汰，整体的效率也会提高。这是企业之间的配置效率。

因此，根据上面的三种配置来源，我们可以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宏观配置效率靠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沿海地区减少了，但有很大的一部分转移到了我国的中部地区。这样做，还可以挖掘劳动力的潜力，当年在深圳打工的那些小伙子，今天变成了提前退休的40岁上下的农民。如果他发现在家门口又有了当年熟悉的工厂，他还是愿意出来打工的。而且他的能力也能够胜任。这样，我们的劳动力潜力得到进一步的挖掘。

中观配置效率靠产业升级。我们应该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渐去发展更多的，新的价值增值的环节，这包括产品设计、创意行业和产后的销售等很多环节。

微观配置效率靠创造性破坏，应该让做得不好的企业死掉，让好的企业去壮大，提高效率。我们来看日本的例子。日本所有的变化都是发生在1990年以后，它的表现不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政府不想让企业垮掉，没有看到增长率低的原因是比较优势变化、人口红利消失的结果，因此就命令银行继续给企业贷款，政府的保护造成了大量的“僵尸企业”，银行也被拖累成了“僵尸银行”。导致日本的金融陷入了困境。加上一系列其他产业政策上的失误，导致日本经济到现在都不能恢复。因此，微观环节的配置就是要靠创造性的破坏，没有效率低下的企业的破产，就不可能有更高的效率。

最后补充一点，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来源，现在我讲个美国和日本的例子，希望对中国有启发。

美国经济有一种现象叫作无就业复苏。就是每次经济衰退以后，经济开始恢复，GDP上涨了，但就业恢复得越来越慢，而这次的金融危机到目前为止就业还没有恢复，还是8%的失业率。无就业复苏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历经了两极化过程，最高和最低技能的岗位增长比较快，但是中间需要一定技能的岗位增长很慢。美国受教育人多，可以受到最好的教育成为顶尖人才，而剩下的人什么教育都没有，今天的美国是适龄人口的高中入学率不到50%，这些人无法从事需要一定技能的中间岗位。因此，在产业升级时就断裂，每一次经济危机打击一次它的制造业，一部分制造业转出去，就有更多的人找不到工作。

再看日本的例子。我们今天有一个争论，要不要继续保持大学的扩招。日本当年也有过一个大规模的扩招，导致如下问题：第一，大学生毕业以后，找工作难；第二，找到了工作工资不那么高了，“工资趋同”（我们中国出现了农民工和大学生工资趋同的趋势）；第三，高等教育的质量能不能保证。因此文部省决定大学扩招暂缓，有意压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结果当需要产业升级，必须站在技术创新最前沿的时候，人才的储备无法满足需要。虽然总体上来说，日本受教育程度还是很高的，但在全世界发达国家中，它的创新能力已经排在比较靠后了，这也是日本的一个重要的教训。

因此中国要培养人力资本，继续发展教育非常重要。美国有一位经济学家叫科斯，最近他接受了我国《财经》杂志的采访，他说：“我已经102岁了，我已经多年不接受采访，但是我接受你们的采访，因为我有话想对中国人说。”他首先认为中国发展非常令人惊奇，同时也表示中国保持未来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但未来增长来自哪儿呢？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呢？科斯说，我也提供一个回答，那就是因为中国缺少一个思想的市场。他说的思想也许是指创意，但是更广义的是指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技术创新，创造发明等。这就是说，年轻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不够高的话，无法实现思想的创新。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继续下去，高中教育和学前教育是我们继续提高教育水平的关键，而大学教育给高中教育提供了一个激励。

因此，能够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落在“人”上，通过我们人口结构的改变，孩子上学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它和人口红利消失是相反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高人力资本是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也是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一种具体表现。

（此文为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上的报告）


关于中国人口及相关问题的若干认识误区

思想总是先于事实。全部历史事实自始至终都作为规律在人的头脑中预先存在。每个规律依次由居于支配地位的环境所造就，而自然的局限性，使得每一时刻只有一个规律在发挥作用。

——爱默生《论历史》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特征一直被看作是中国最大的国情，许多影响到政策制定的认识，都来自于社会各界以及政府官员的人口观。但是，关于这个国情，长期以来存在着诸多的认识误区，妨碍了我们根据国情及其变化对经济发展阶段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而做出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决策。基于作者本人的长期研究结果，本文精心挑选若干关于中国人口以及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广为流行的观点，通过概述新的理论进展，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予以剖析并澄清谬误。


一 人口众多是经济增长不利因素

在较早的人口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着眼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而关于人口转变的讨论，也仅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总量的层面上。从这类视角出发，许多结论如人口众多或者人口增长快，造成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和就业机会不足，阻碍经济增长从而妨碍社会发展，大多具有想当然的成分。总体来说，这类观点被认为是马尔萨斯传统，整部经济史都没有证明其正确性。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技术对人口增长可以做出积极的反应，这样，技术变迁、经济增长不仅能够解决人口增长遭遇的资源问题，从而人口增长从来不会是一个灾难性的现象，甚至可以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这种观点没有明确地给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关键解释。总之，相当长的时间内，相关研究并没有得出确定的答案（蔡昉、张车伟等，2002）。

在这些讨论中，人们忽略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转变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人口结构及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变化。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学家开始观察到这个转变所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后果。进而，经济学家又观察到伴随着人口转变而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影响（Williamson，1997）。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阶段，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率相应提高。再经过一个时间差，当婴儿潮一代逐渐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依次上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换句话说，当人口自然增长率先上升随后下降形成一个倒U字形曲线变化之后，以大约一代人的时差，劳动年龄人口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轨迹。

因此，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被称作人口红利。相应地，一旦人口转变超过这个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因老龄化而在总体上不再富有生产性时，通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便相应丧失。由于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可以最综合地用总和生育率来反映，我们可以从理论上预期这样一个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上时，经济增长率也相应处在很低的（假设没有人口转变和技术进步的）稳态水平上；随着生育率下降，并由于随之逐渐形成了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率加快，因而获得人口红利；而当生育率继续下降到更低的水平上时，由于老龄化程度提高，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到较低的（不再有我们认识到的人口转变，但是技术进步处在创新前沿）稳态水平上。相应地，在生育率下降从而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定人口转变阶段，形成所谓的“人口机会窗口”。

利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我们可以对1960年以来各国GDP年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进行一些描述性的统计刻画。在该数据库中，GDP年增长率介于-51%-106%之间。为了避免解释那些极端值的复杂性，在此处的分析中，我们只观察GDP增长率介于0%-10%之间更反映常态趋势的观察值。根据我们所做的理论预期，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随着生育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先上升随后降低的曲线。因此，我们根据理论上得出的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以及总和生育率平方项的关系，在图1中画出了GDP增长率的拟合值，并给出95%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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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经验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数据绘制。

图1直观地告诉我们，总和生育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一种倒U字形的关系。那些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的国家，GDP增长率较低；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下降，GDP增长率上升；而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一定水平时，GDP增长率达到最高值，相应也达到了一个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随着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那些总和生育率较低的国家，GDP增长率也较低。这个简单的经验曲线，与前面的理论预期完全一致。结论是：人口数量和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是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有互为因果的促进关系（蔡昉，2010）。


二 计划生育造成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调

世界范围的经验表明，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生育政策仅仅起到外加的且相对次要的助动作用。例如，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台湾都没有实行过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大陆一样，生育率从20世纪50年代大致相同的高起点上，到90年代以后都下降到低于更替水平以下。而印度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绩效较差，人口转变过程相对滞后，但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轨迹（林毅夫，2006）。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期间经历了30年的增长奇迹，但其起步仍然晚于“亚洲四小龙”，因此，在人均收入水平尚低的情况下进入人口转变的新阶段，形成“未富先老”的特点。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6.8%，与世界老龄化平均水平相同，而2001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按照官方汇率计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3%，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3%。虽然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啻一个适度的加速因素，但是，归根结底，人口转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未富先老”产生的缺口（即人口老龄化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超过人均收入趋同的速度）也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造成的。

尽管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各国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也存在差异，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些国家由于人均收入已经处在较高的水平上，技术创新也处于前沿水平上，因此，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可持续的，迄今也足以应对老龄化危机。相应地，中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转变后果，关键在于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换句话说，由于人口转变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形下，老龄化趋势仍将继续，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应该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予以缩小，并最终得到消除。如图2所示，如果中国未来的参照系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则“未富先老”特征便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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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依靠经济赶超缩小“未富先老”缺口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2009。

人口结构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出生性别比，是指每百名出生女婴对应的出生男婴数。从生物学上，这个比例在103-107之间比较正常。我们观察0-4岁人口组的性别比可见，1990年为110，2000年为120，2004年进一步提高到123。关于这种不平衡的性别比有两个争论焦点。一是这个现象是否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二是这种失调的婴儿性别比是否会造成未来婚姻市场的挤压。根据目前的出生性别比预测，2020年中国25-35岁男子将比20-30岁的女子多4000万人左右，按照中国习惯的婚姻年龄差别，这些人将找不到合适的配偶。

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是生育行为中男孩偏好从而性别比失调的根本原因。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人们普遍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造成的老人对男孩的依赖，作为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社会经济原因。很多研究者建议通过宣传教育，改变只有儿子才能养老的传统观念。尽管这种观念的改变是有意义的，但是却不能解决养老的问题。因为在子女和年老父母的比例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养老负担的确成倍加重。假设一对夫妇仅仅具备赡养一方父母的能力，同时又没有儿子养老的传统习俗，儿子养老或者女儿养老成为随机的，养老资源仍然不足。而由习俗决定的儿子养老模式，实际上在养老资源的分配上恰好符合这个随机原则。

如果说出生性别比的偏好与养老保障问题相关，其因果关系不是子女哪一方养老的问题，而是第一，社会养老资源不足、覆盖率低下，导致对子女数量的需求，进而转化为对儿子的需求；第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利地位，导致其养老能力不足，从而诱发出对男孩的偏好。因此，在这种由于资源不足或能力不足产生的养老危机诱致出性别偏好的情况下，靠转变“养儿防老”的观念不能解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初期，随着企业用工自主权的扩大，以及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企业对女性在劳动供给上有较低的评价，或者干脆具有歧视女性的倾向。如果人力资本和其他个人特征不能解释工资差异的全部，则存在劳动力市场歧视。例如，对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进行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显示男女劳动者在就业中获得的工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根据一项计量经济学分析结果，在现存的性别工资差异中，有不到5%是男女受教育水平以及其他个人特征差异造成的，其余95%以上是由于一些不可解释的因素造成的，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性别的歧视（王美艳，2005）。

因此，解决出生性别比升高这个矛盾的治本举措是完善和规范劳动力市场，以及建立社会化的养老保障体系，根除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由于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存在，进一步诱导出家庭对女孩教育的投资偏好低于男孩，因此，随着教育层次提高从而教育成本的提高，家庭对女孩的投资倾向于减少。
 
[1]

 在贫困家庭数量增加，家庭预算趋紧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因此，关注和干预贫困家庭女孩的受教育问题，是避免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的重要内容。




 [1]
 研究表明，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男女入学率的差距逐渐扩大，到了高等教育层次，差距可高达一倍左右。参见蔡昉、王美艳（2001）。


三 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增长。由于许多改革只产生一次性增长效应（如农业中的家庭承包制），而且改革效应也要通过具体增长源泉实现，所以经济学家还要探寻30年高速增长的源泉是什么。许多人都同意，因人口转变引起的人口结构朝着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的方向变化，是一个重要源泉，我们称之为人口红利。我们的研究表明，人均GDP增长的27%来自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这个估计的系数是：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15个百分点（Cai and Wang，2005）。

那么，如果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转为上升，是不是上述系数仍然成立呢，是不是形成与人口红利相反的结果，即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降低0.115个百分点？根据预测，2013年是一个人口转变的转折点，此后抚养比将迅速提高。总之，需要回答的是：过去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源泉的人口红利是否就此枯竭呢？未来经济增长源泉何在呢？

固然，丧失人口红利意味着增长源泉的转变，但是并不意味着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不存在了，未必就不能继续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以及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即通过建立起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加强培训、深化教育、继续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可以利用变化了的人口结构特征，挖掘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源泉。即使今天这种类型的人口红利，或者说第一次人口红利，在某些方面仍然只开采了一半，尚有挖掘的潜力。

我们知道，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形成民工潮，相应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作为人口红利的体现，表现在非农产业劳动力充足供给，扩大了的城市化消费需求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社会保障需求和积累贡献，伴随人口城市化的土地开发，等等。鉴于中国城市化虽然经历了超常规增长，但仍然有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等方面的非典型性特征，这方面最有潜力可挖，另一半人口红利依然丰富。

过去30年城市化率提高速度年平均3.2%，过去20年为2.9%，而在过去10年为3.2%。这个速度不可能长期持续。首先是从世界性的规律看，我们属于超常规城市化速度。国际经验表明，在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上，城市化率提高速度应该在0.8%-1.6%之间，而我们在2%-3%之间。其次，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日渐减速，预期2015年前后停止增长。事实上，过去几年农民工增长速度已经减缓。但是，过去的城市化只是半截子城市化，是居住超过6个月的常住人口增加导致的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例如，2007年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为45%，但是，按照非农户口的人口比重看只有33%，两者之间有12个百分点的差距。

虽然，按照常住人口定义的城市化也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因为它实现了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的转换。根据我们自己的计算，这种就业转换对改革开放期间GDP增长率做出了21%的贡献（蔡昉、王德文，1999）。但是，仅仅就业转换而没有居民身份的转变，这种半截子城市化对扩大消费需求和城市建设需求，对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及对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积累等方面的贡献，仍然不足，因此呼唤完整的城市化。可见，通过把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可以发掘另一半人口红利。简单地说，即使城市化率提高速度为零，从45%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到33%非农户籍人口比重之间，现存的12个百分点的差距，也可以挖掘出巨大的新增长源泉。何况即使今后城市化速度不会保持在3%，不会保持在2%，也不可能为零。

深度城市化即农民工的市民化，只是诸多挖掘另一半人口红利手段中的一个例子。在许多其他的领域，可资挖掘的潜力都是存在的，如消除劳动力流动和利用中的制度性障碍，以促进农民工就业；减小劳动者技能的供求不匹配，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政府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促进城镇困难群体就业。此外，还有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开发机会，并通过两个手段并用，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顺利接榫，防止经济增长源泉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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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讨论，请参见蔡昉（2009）。


四 中国仍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

一个挥之不去的传统观念是：中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数量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任何学术观点或政策建议，如果认为（即便是在未来）劳动力会出现总量不足的可能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将转移殆尽，以至得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结论，都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无论是针对我的批评意见，还是对于中国人口和劳动力状况的一成不变的认识，主要是因为受到统计数字的迷惑，而统计数字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业劳动力使用的数据，正规统计制度不能充分反映迅速变化的农业生产现实，使得学者要么对最新的情况懵然无知，要么陷入“数字的暴政”（Young，1992），以致计量经济学分析的数据基础十分地不牢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改革发生得太快，以致统计改革不能及时跟进（Ravallion and Chen，1999）。例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农业劳动力为3.1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比重至今仍然高达39.6%。而由于统计口径的因素，农业普查的农业就业数字甚至更高。而事实上，农业成本调查资料所显示的农业生产实际投入劳动的数量，比上述数字要低得多（Cai and Wang，2008）。综合考虑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态势、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以及农业机械化的提高程度，可以认为农业中实际容纳的劳动力比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要少得多。因此，基于汇总统计数据得出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供转移（如Lau，2010），或者由此进行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得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很低的结论（Minami and Ma，2009），都会因为高估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而否定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结论。

第二，关于劳动力市场和城乡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许多学者无法读懂，以致得出偏离实际情况的相关结论。随着产业结构和经济成分的日趋多样化，特别是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劳动力市场冲击之后，城镇就业渠道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不仅不再是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占主导的就业结构，而且出现了规模庞大的非正规就业。与此同时，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在本地或外出从事非农就业，总量超过2.3亿，其中1.5亿进城务工。在常规统计中，城镇居民中的非正规就业和农民工的就业，除了通过汇总和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大约1亿人的总量和占城镇总就业约30%的比例外，通常没有可供进行分部门分析的数据（Cai，2004）。此外，迄今没有公开发布比登记失业率更反映现实劳动力市场状况的调查失业率数字，使得许多学者做出没有数据支撑的猜想。因此，许多研究者仅仅依据统计年鉴上的正规就业数据，以及任意性比较强的估计来判断劳动力市场状况，得出就业零增长或者失业率仍然很高的结论（如Rawski，2001），以致当全国普遍出现民工荒现象时，许多人无法接受其为真实的存在。

第三，关于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的趋势，统计年鉴发布的汇总数据很难提供整体的特征性描述，通常也没有及时更新的人口预测。实际上，历次人口普查数据都可以提供人口变动的新态势。但是，由于对于诸如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等重要参数的认识不一致
 
[1]

 ，始终没有定期发布一个权威的、不断更新的，并且得到官方和民间认可的人口预测报告，一般读者更是不知道人口变动的趋势，以致许多人还认为中国人口的峰值在2040年或以后的某一时刻达到，届时人口总量为16亿（如刘遵义，2010）。至于说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已经大幅度减缓，因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基础正在消失的现实，以致不愿意相信人口红利的式微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1]
 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仅为1.32，甚至低于1.51的政策生育率。许多人对此提出怀疑（于学军，2002）。自此之后，关于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总体来说，政府部门趋向于认为仍然较高，学者相信的数字偏低。即便如此，争论的幅度也在1.6-1.8之间，远远低于2.1的替代水平。


五 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二元经济终结

根据刘易斯本人及稍后研究（参见Lewis，1972；Ranis and Fei，1961），我把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把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称作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因此，许多以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与农业工资相等作为判别标准的研究，并不足以验证我们做出的判断。相反，只要观察到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提高，就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虽然刘易斯本人以及许多当代研究者，从纯理论的角度公开声称或隐含地表达，他们不在乎是否到达第一个转折点，但是，这个转折点到来与否，其实具有更加重要的政策含义。如果承认转折点到来，就可以预见到并有助于理解三个重要的变化：第一，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必然推动工资的加快上涨；第二，新一代劳动者的更高需求，使得劳资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第三，人口红利消失使得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

首先，刘易斯转折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最近的涨薪潮，富士康只是一个象征，其实是普遍现象，也是2003年以来工资水平上涨趋势的继续。从表1看，农业雇工、农民工和几个普通劳动力就业行业的工资上涨，在过去几年一直很快。这个工资上涨是符合劳动力供求规律的，是承受得了的，也是求之不得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目前的工资上涨同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会导致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丧失。至于那些仅仅依靠低工资、薄利润生存的血汗工厂，淘汰掉一批无关宏旨。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工资增长慢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则给我们留出了一个空间，允许在一定时间内工资上涨快一些。也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表1 2003-2008年工资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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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粮食、油料、蔬菜、棉花和规模养猪的雇工日工资年均增长率系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历年）数据计算得到；制造业和建筑业月工资年均增长率系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历年）数据计算得到；农民工月工资年均增长率系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历年）数据计算得到。

其次，欧美国家和亚洲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另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劳动关系急剧变化。伴随着劳动力供求新形势，工人要求改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的要求提高、维权意识增强，遇到企业适应能力差、意愿不足的现实，必然会形成就事论事性质的局部劳资冲突。可见，我国目前出现的停工等劳资冲突，是符合发展阶段变化的规律性现象，是必然发生的，应该被看作一种“成长中的烦恼”，不应回避也不可能回避。有经济学家建议我们不要用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办法，如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来解决问题，以避免引火烧身。这是一种无视或压制劳资冲突的鸵鸟策略。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的挑战也是痛苦的。通常，当一个社会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后，劳资冲突被诱发出来或者说显性化。一方面，老百姓对收入改善的期望值提高；另一方面，有些在结构调整中成为脆弱人群。例如，在美国，每逢经济衰退就会出现制造业大量转移的情况，往往导致无就业复苏。而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后，许多原来的非熟练工人多年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发达国家工会往往是制造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的推动者。

更一般地说，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时期，所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丝毫不亚于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提升阶段。200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700美元，已经跨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在这个阶段上，决非一路凯歌前进，而是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欧美、日本、韩国等成为高收入国家，而拉美许多国家长期停顿在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包括劳资关系在内的成长中烦恼。

简单地说，拉美的失败在于，常常采取承诺过多、引起民众更高预期的民粹主义政策。但是，既然不能也不敢损害既得利益，又难以实际兑现过高的承诺，收入分配反而恶化，只好又采取高压政策，结果常常导致社会动荡。这样的政策循环往复和疲于应付，使得无暇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而那些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则是在劳资摩擦加剧的时期，不无痛苦地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了解决劳资争议和对立的制度框架。虽然这种选择是有成本的，却是别无他途。只有用劳动力市场制度来规制和协调劳资关系，才不会把劳资对立转化为企业和职工对政府的不满。有人担心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下，谈判不成就会出现罢工。其实，没有集体谈判制度，罢工也不可避免，反而会把劳资矛盾转化为企业和职工与政府的对立。


六 承认人口新趋势导致对就业的忽视

无论是说劳动力供给仍然长期大于需求，还是断言劳动力会进入持续短缺的状态，其实都不是决定政府对待就业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制定适宜的就业政策的必要条件。在发达国家，劳动力是短缺的，历来是经济增长中的制约性要素，但是，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就业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的地位比我们要高许多。相反，只有正视我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认识到不同就业人群的劳动参与新特点，才能根据他们各自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特殊需求，有效地实施含义更广泛的积极就业政策。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我国都处于二元经济发展与体制转变的双重过程之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则表现为三种失业类型的并存及消长。基于新古典理论的宏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只面对着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关的周期性失业、受劳动力市场功能摩擦性因素，以及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的自然失业。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劳动力资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通过市场机制配置，中国的劳动者也同样面对这两种类型的失业。此外，作为一个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二元经济，中国还面临着隐蔽性失业问题的困扰，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企业冗员。较早的时候，人们对城乡劳动力富余程度的估计，分别都为30%-40%之间（Taylor，1993）。

分别经过两个历程，中国劳动力市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随着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不断得到清除，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实现了异地非农就业，农业中劳动力剩余程度显著减轻，而且剩下的劳动力中，一半以上超过了40岁。这次金融危机的经历显示，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城市对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愈益成为一种刚性需求，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不再具有回到土地上的可能性。其次，随着城市就业政策的调整与企业打破大锅饭的改革，劳动力市场加速发育，城市劳动力通过市场机制最终实现了重新配置，一度的企业冗员大幅度被消化。

上述劳动力市场的重新配置，也把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群体，按照各自的特点以及面临的特殊就业困难，做出了大致的划分。我们可以借助图3来进一步观察这点，即原来的隐蔽性失业显著减少，不再显现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性质。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冗员则分别具有了不尽相同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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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失业类型及其随改革深入消长

首先，由于农民工成为主要的劳动力供给来源，但是又没有被劳动力市场制度良好地保护，因此，他们中的主要部分进入易于受到周期性失业的行列，随宏观经济景气变化而交替表现为失业和短缺。积极的就业政策需要延伸到这个群体。同时，针对他们的制度需求，通过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冲破户籍制度设置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的制度分割。

其次，经过就业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城镇就业人员，虽然通过重新配置实现了就业模式的转换，从冗员形式的隐蔽性失业状态，甚至可能经过了下岗和失业，实现了再就业，但是，其中一部分特别是人力资本有脆弱性的“40-50”人员，常常陷入结构性、摩擦性自然失业的困扰。对于这个就业困难群体，积极就业政策应更加集中于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社会保护政策的实施则需要提高瞄准效果。

再次，扩招后的高校毕业生，由于具有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其就业预期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也存在匹配问题，因此，这个群体也将长期面对结构性和摩擦性的自然失业难题。虽然正像城市企业冗员最终是经历了下岗、失业等痛苦的历程得以解决一样，因数量扩大和人力资本不匹配引起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将长期存在，但是，适度的社会保护和积极的培训、中介等公共就业服务，可以缩短这个痛苦的过程。

虽然劳动力市场变化了的形势，丝毫也不意味着积极的就业政策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取向的确面临重大挑战。关于就业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各自面临的不同制度需求的解剖，不仅为理解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就业形势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也有助于正确划分促进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方面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并对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分工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即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着眼于应对周期性失业问题，劳动部门关注摩擦性失业问题，并与教育部门携手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部门和民政部门为劳动者提供更充分的社会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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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包容性发展的人口与就业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开始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体系，具有可持续发展和高度关注民生的特点，并于21世纪以来日益增强其包容性。以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取向的人口政策、以充分就业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为目标的就业政策，是这种包容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中作用斐然的领域。本文介绍中国的人口政策和就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特点及效果，揭示人口与就业领域面临的紧迫挑战，并对未来政策调整，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 人口政策的内涵、效果和演变

1.人口政策形成和以人为本的出发点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提倡“晚、稀、少”（即提倡晚婚、拉大生育间隔和少生）的计划生育政策，直到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形成，中国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走过了数十年的历程。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始终是从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出发的。1980年9月2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实际上就是正式宣布了国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公开信》以谈心的口吻，论证了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在进一步强调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重申了既定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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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相继制定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计划生育条例，并且经各地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作为地方法规执行。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的计划生育政策完善工作告一段落。

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颁布，实际上与邓小平制定“三步走”战略密切相关。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邓小平都在反复调研、咨询和思考“翻两番”、达到“小康”、“八百美元”等目标的可行性（杨凤城，2011）。在充分调研、论证和经济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到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接见国外客人时，阐述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党的十三大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2002年，党的十六大做出一项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决策：在原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基础上，从“第三步”即21世纪上半叶的50年中，划出其中头20年（2001年到2020年），作为“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作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而保持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关系，相应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可见，从早期的自愿性节制生育的号召，到1980年以《公开信》的发表为标志的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政策的形成，根本的出发点是配合国家战略规划的实施，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2.人口政策执行模式和激励机制的变化

因其以人为本的出发点，人口政策执行中总体上是努力做到激励相容和与时俱进的。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初期，政策目标与老百姓生育意愿差距较大，政策执行借助了更多的行政手段，一方面确有一些群众对这种工作方法不满意，另一方面计划生育行政工作也成为“天下第一难”。

随着人口出生率逐步下降，计划生育工作执行方法不断创新，即工作手段从行政性手段转向更加注重利益导向，工作内容从管理约束转向更加注重服务关怀，也更加借助宣传手段。相应地，以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少生快富”工程和特别扶助制度为主体的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初步形成。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和生育关怀行动普遍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关爱女孩行动和新农村新家庭计划深入推进。

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既有法律的统一要求，又充分考虑了各地的实际情况，并且随着人口形势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具体的生育政策体现在各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人们常常把中国的人口政策简化为“一胎政策”，其实这是不准确的。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生育政策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都有所区别，总体上看，农村宽于城市，西部宽于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宽于汉族。按照现行生育政策，全国总体政策生育率为1.47左右，全国实际执行一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大约为60%。

近些年，各地在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稳定的同时，对本地生育政策进行了小幅度的微调。例如，目前全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允许双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天津、辽宁、吉林、上海、江苏、安徽、福建7省（市）的农村居民实行了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吉林、海南、上海、甘肃、新疆、湖南、浙江、内蒙古、山西、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区、市）取消或放宽了生育间隔规定；河北、辽宁、吉林、广东、新疆等省（区）则放宽了再婚夫妇的生育政策。

3.前所未有的人口转变：生育率的下降

人口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生育率的大幅度降低。1970年到1980年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发生了急剧下降。但是，在1980年代早期，总和生育率依然在更替水平之上。随着1980年实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而更主要的是自那以后的改革开放所激发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生育率进一步降低，于1990年代初降到低于2.1的更替水平（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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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分城乡生育率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1998年以前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数据库计算，1998年以后根据历次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

其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目前，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多年低于1.5（顾宝昌、李建新，2010）。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06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4，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2.6。2005年到2010年间，世界发达地区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不发达地区（不包括最不发达国家）为2.5。中国已经进入全世界生育率最低国家的行列（United Nations，2010）。

4.积极效果：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二元经济发展时期，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显著地获益于人口红利。这既符合经济理论的预期，又具有中国特色，并且可以得到统计印证。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表现在经济增长源泉的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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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为高速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形成提供了人口基础，有利于国民经济保持较高的储蓄率。这个因素表现在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之中。

第二，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并随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持了明显的同等素质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表现为生产函数中劳动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变量的增长贡献。

第三，改革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创造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

第四，如果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显性代理变量，可以将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看作是纯粹意义上的人口红利。

利用生产函数的方法，一项研究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增长进行分解，观察到改革开放期间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这些因素分别以固定资产形成、全社会就业人数、就业人员受教育年限、人口抚养比和残差作为变量，分别代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人口红利和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结果显示，在1982-2009年期间的GDP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71.0%，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7.5%，人力资本贡献率为4.5%，人口抚养比贡献率为7.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9.6%（Cai and Zhao，2012）。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中发［1991］9号，1991年5月12日。


 [2]
 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人口红利是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储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等途径实现的。参见Bloom，et al.（2002）。


二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及其效果

获得人口红利的前提是劳动力充分就业。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流动和就业规模。其中，推动了城乡就业的积极就业政策与旨在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改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积极就业政策的形成与完善

中国通过长期的努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逐渐形成了积极就业政策的框架。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业制度改革以前，城镇劳动力市场机制主要在新增劳动力的配置方面起作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容纳了绝大部分城镇就业。当时，经济增长被认为是就业增长的同义语，因此并未单独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关注目标。在当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表述中，完全没有就业的独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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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影响，国有企业陷入空前的经营困难，不得已大规模裁员，导致前所未有的下岗和失业。为了应对这种严峻局面，保障基本民生，政府着手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政策手段。与此同时，就业也被列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其重要性不断得到提升。积极的就业政策着眼于通过培训和服务来调节劳动力供给，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调节劳动力市场需求，最大限度地开拓就业领域和渠道。

2002年9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上以“就业是民生之本”为题的讲话，论述了充分认识就业再就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并且把就业问题解决得如何，提高到是衡量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的执政水平和治国水平的重要标志、当前党和国家工作中一项重大而紧迫的当务之急的高度。同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提出国家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并将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列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中央对于就业的表述，逐渐从要求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提高到实施就业优先发展战略。

为了化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政府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通过“保就业”成功实现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目标。“十二五”规划强调了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是促进充分就业的坚实政策保障，不仅明确了就业在政府政策中的优先位置，还有利于抓住扩大就业的重点领域，瞄准政府实施就业扶助的重点人群。

2.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扩大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就业的迅速扩大（Cai，2010）。许多研究者得出就业增长未能与经济增长同步的结论，主要是由于被中国就业统计数据若干不完整和不一致之处所迷惑。首先，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没有包括在城镇就业统计中。2010年，离开本乡镇半年及以上农村劳动力的时点数达到1.53亿，其中95.6%进入城镇（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1）。其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以新增劳动者和下岗再就业为主体的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在分部门和分地区的就业统计中得不到体现，以致任何非加总的分析都遗漏了这部分就业，而其规模在2009年仍高达9000余万人，占全部城镇居民就业的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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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本乡镇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往往被就业研究者所忽视。这部分就业虽然没有显著的增长，但存量仍然不容忽视，其中稳定的非农就业者也接近1亿人。

为了获得一个关于就业和劳动力供求的较为完整图景，我们尝试突破单一统计来源，揭示城镇实际就业数量，以此作为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的代理信息。由于农业中劳动力使用的绝对数量是逐年减少的，而农村非农产业就业数量也相对稳定。所以，我们不考虑农业就业和农村非农就业的情况，仅仅考察包括进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的就业增长情况。

根据对数据的推算，我们知道在2009年城镇3.1亿就业人员统计中，有大约12.52%是农民工，约为3896万人，远低于实际农民工数量。如果假定2000年城镇劳动力调查中尚不包括农民工，此后各年，城镇劳动力调查中所包含的农民工比例以相同的幅度增长，即在2009年增长至12.52%，并于此后以相同的速度增加。据此我们可以计算出各年城镇就业统计中农民工的比例，并继而得出各年城镇就业不含农民工的数量。

另外我们还知道，2009年年底全国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为1.53亿，其中95.6%进入城镇。假设2000-2011年期间的各年中，外出农民工在城镇和乡村的分布与2009年相同。据此，我们可以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的农民工监测报告，得出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的总规模。现在，我们就可以观察这两个就业规模的每年存量，并将其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存量进行比较（见表1）。

从中可以看到，在考察的2001-2011年期间，城镇就业总量增加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并非无就业增长。相反，与城市化相伴的城镇就业扩大是不容忽视的。而作为积极就业政策成效的表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城镇失业和冗员都大幅度减少了。

表1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存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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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和都阳、胡英《分城乡劳动年龄人口预测》（未发表背景报告，2011年）数据推算得到。

3.劳动力流动：减贫增收效果

农民工获得高于务农所得的工资性就业岗位，整体上降低农村的贫困水平，即使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具有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更为扩大的效应。以土地均等分配为制度基础的家庭承包制，保证了劳动力流动是追求更高收入和更好生活的自愿选择，因此，即使工资率不变，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也足以显著增加农民家庭的收入。观察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的增收效果，可以从三个方面看。

第一是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果。除去那些家庭劳动力不足或有就业能力缺陷的家庭，许多贫困家庭之所以贫困，是由于就业不充分。而且，以往的研究表明，农村非农就业机会往往为那些有明显技能或者家庭背景有影响力的人群率先获得，而大多数贫困家庭与此无缘。因此，能够外出打工就意味着有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研究表明，贫困农户通过劳动力外出途径，可以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8.5%到13.1%（Du，Park and Wang，2005）。毋庸置疑的是，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不足的贫困家庭，也往往遇到无力克服迁移障碍的困境，不能充分从劳动力流动中获益。

第二是工资性收入对农户增收的贡献。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农民家庭纯收入来源被划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部分。外出就业机会的增加显著地提高了农户工资性收入，提高这个收入成分占农户收入的比重，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源泉。根据官方统计，农户工资性收入占比从1990年的20.2%，提高到2010年的41.1%，而在2010年的农民纯收入增量中，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为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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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被统计体系中的住户调查所遗漏的打工收入。由于官方统计系统内的住户调查是分城乡独立进行的，因此，举家迁出的农村家庭和外出打工农村家庭成员，既因难以进入抽样范围而被显著排除在城市样本外，又因长期外出不再作为农村常住人口，而被大幅度排除在农村样本住户的调查覆盖之外。虽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解释，在外居住时间虽然在6个月以上，但收入主要带回家中，经济与本户连为一体的外出从业人员，仍视为家庭常住人口。但是，常年在外（不包括探亲、看病等）且已有稳定的职业与居住场所的外出从业人员，不算家庭常住人口，这部分外出从业人员的收入，不能反映在农户收入中。

因而，农民工务工收入在相当大程度上被低估了。许多研究者注意到收入分配状况改善的趋势，并且尝试从不完善的统计体系中挖掘出相关的证据。高文书等从现行城乡住户收入统计的缺陷出发，选择一个发达地区省份浙江和一个西部地区省份陕西，通过对包括统计局记账户和抽取的其他住户进行调查，重估了被城市和农村遗漏的农民工收入。结论是，仅因官方统计系统的住户调查抽样和定义中存在的问题，就导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被高估13.6%，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被低估13.3%，城乡收入差距平均被高估了31.2%（高文书等，2011）。

4.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与劳动者权益

在解决20世纪90年代末大规模企业职工下岗、失业现象期间，形成了包括更加广泛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扩大就业为优先原则的宏观经济调控、积极扶助再就业、创造公益性就业岗位等举措在内的积极就业政策，并且，在应对2008年和2009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时，这一政策被进一步强化，相应出台一系列更有针对性的措施，被表述为“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短缺现象普遍出现在各个产业和部门，并且持续存在，加之强农、惠农的各项“三农”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务农比较收益，都十分有利于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在雇佣关系中谈判地位的提高，导致各行业工资全面上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趋同，以及各种工作条件的改善都快于以往。

2004年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立法、执法、调整政策等方式，在改善农民工进城打工、居住和享受均等公共服务等政策环境上做出了积极而且更有实效的努力。虽然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远未完成，但是，对于了解改革开放期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发展历史的观察者来说，无疑会十分赞成，2004年作为一个转折点，劳动力流动的政策环境步入其黄金时期（Cai，2010）。

与此同时，加快出台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劳动法规，加大了与劳动关系相关的执法力度，推动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地方政府则竞相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普通劳动者工资正常提高机制逐步形成。




 [1]
 这方面的综述请参见蔡昉（2009）。


 [2]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数据计算得到。


 [3]
 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三 发展阶段变化对政策的新要求

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历的高速增长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特征，其间与人口转变相伴随的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城镇就业扩大。随着中国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到达新的阶段，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必然经过一系列转折而寿终正寝。

1.两个“转折点”的到来

自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以来，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为全国性现象，2011年制造业招工难前所未有地成为企业普遍遭遇的困难。在劳动力供给增速减慢的同时，经济增长仍然保持着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城镇就业继续迅速增长。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改变了中国资源禀赋长期存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农业中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不再像理论假设的那么低下，工资不再由生存水平决定，而是更加敏感地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

农民工工资在多年徘徊不变之后，从2004年开始提高明显加速，在2004-2011年期间保持实际年增长率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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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使用较多非熟练工人的制造业和建筑业来看，这两个行业的工资在2003-2008年期间的年度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0.5%和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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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农业中雇工的工资变化看，在2003-2009年期间，粮食生产中雇工工资平均每年增长15.3%，棉花生产工资年增长11.7%，在规模养猪中就业的雇工工资年增长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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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定义，这种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和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的现象，就意味着中国已经迎来其刘易斯转折点。虽然关于这个判断以及刘易斯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存在着不同观点，但是，上述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挑战值得给予高度重视。

作为生育水平长期下降的结果，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保持增长，但是增长速度逐年递减，并预计在2013年前后停止增长。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降低到最低点，随后迅速提高（见图2）。正如研究者通常以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显性代理指标一样，抚养比变化趋势的逆转，就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

可见，我们可以把2004年作为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而2013年则是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性年份。很显然，这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跨度长短，与人口转变特点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人口转变的早熟性质（或称为“未富先老”），使其处在这个区间的时间格外地短暂。

根据研究，日本经过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大约是在1960年（Minami，1968）。如果以人口抚养比开始提高的年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则是在1990年达到的，两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点之间相隔30年左右。韩国在1972年经过刘易斯转折点（Bai，1982），而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则要在2013年前后，与中国同时到达，其间相隔4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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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抚养比停止下降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

资料来源：预测一、预测二、预测三分别由胡英、王广州和联合国所做。

以2004年作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2013年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点，其间相隔充其量只有9年。中国的这个特点，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劳动力短缺一经出现，就表现得如此强烈，也警示着中国转变增长模式和调整相关政策的挑战来得格外紧迫。

2.劳动力市场的新趋势与新任务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性质逐渐消失，成熟劳动力市场的一系列特征逐渐显现。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就业压力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的失业，即宏观经济波动导致的周期性失业、劳动者技能与用人单位需求不匹配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以及劳动者寻职时间过长导致的摩擦性失业。其中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是失业的常态，既相对稳定也十分顽固，所以也被统称为自然失业。中国未来将越来越多地面对上述三种类型的失业。

在市场配置资源和引导经济活动的条件下，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可避免，与此相对应的周期性失业现象也同样不可避免。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就业不稳定，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周期性失业冲击。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和就业的冲击，导致上千万农民工在2009年春节提前返乡，就是这种周期性失业的表现。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加速，在新的就业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一部分传统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转岗的劳动者技能不能适应新岗位的要求，则会面临结构性失业风险。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尚处于较低水平，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尚不健全，在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者还不能做到无摩擦转岗。因此，摩擦性失业现象也会经常存在。包括各类毕业生在内的新成长劳动者群体，虽然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其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有一个匹配的过程。至于那些缺乏新技能的城镇就业困难群体，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则会遇到更多摩擦。因此，上述两个劳动者群体最易受到这两类失业的困扰。

3.人口结构面临的挑战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然而，在总量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人口结构性问题却凸显出来。人口结构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以新出生人口中女婴为100衡量的男女性别平衡状况。自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以来，这一比率就大幅度超出正常水平，2009年仍然高达119.5，即男婴比女婴多19.5%。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导致人口性别失衡问题的重要原因。对此应该综合治理、标本兼治，通过推动性别平等，杜绝劳动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消除生育中的性别偏向，有效遏止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趋势。

二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口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老年人口比重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的“老龄化社会”，将是我们必须适应的社会常态。另一方面，中国的“未富先老”的确给中国社会养老能力、养老保障体系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需要积极应对。因此，应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全社会的养老、敬老共识和养老能力，实施“积极、健康、保障、和谐”的人口老龄化应对战略。

三是人口素质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中国人口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2008年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为7.8%，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8.5年。全国出生缺陷监测总发生率不断攀升，每年出生时先天性畸形和出生后逐渐显现的缺陷儿，占出生人口总数的4%-6%，年出生缺陷儿80万人左右。全国各类残疾人8296万人。生殖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




 [1]
 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2]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3]
 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计算得到。


四 着眼于人口全面发展的政策完善

以独生子女政策为特征的人口政策的形成，在当初也是与计划经济的体制，以及二元经济结构的国情密切相关的，有其必然性和时代的烙印。用现在的语言表述，其初始的意图是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释放人口红利。中国现在处在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的崭新阶段上，人口变化趋势正在发生着重要变化，新的人口国情正在形成。

思考未来政策走向，以便全面做好人口工作，逐步完善政策，仍然要从符合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出发。人口实现均衡发展并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需要从质量、结构和数量诸多方面加以完善，即有赖于人口本身素质的大幅度提高、年龄结构和性别比合理，以及数量上的可持续。以下，我们从教育发展、应对老龄化和生育政策三个重要角度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1.全面提高人力资本

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不仅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需要重新组合，而且对于更加长期有效且不会产生报酬递减的经济源泉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挖掘和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防止中等收入陷阱，要求显著提高国家总体人力资本水平。

首先，义务教育阶段是为终身学习打好基础，形成城乡之间和不同收入家庭之间孩子的同等起跑线的关键，政府充分投入责无旁贷。学前教育具有最高社会收益率，政府买单是符合教育规律和使全社会受益原则的，应该逐步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

近年来，随着就业岗位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比较旺盛，一些家庭特别是贫困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初中阶段辍学现象比较严重。政府应该切实降低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支出比例，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完成率，而通过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让农村和贫困儿童不致输在起跑线上，也大大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完成率，并增加继续上学的平等机会。

其次，大幅度提高高中入学水平，推进高等教育普及率。高中与大学的入学率互相促进、互为因果。高中普及率高，有愿望上大学的人群规模就大；升入大学的机会多，也对上高中构成较大的激励。目前政府预算内经费支出比重，在高中阶段较低，家庭支出负担过重，加上机会成本高和考大学成功率低的因素，使得这个教育阶段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瓶颈（蔡昉、王美艳，2012）。因此，从继续快速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着眼，政府应该尽快推动高中阶段免费教育。相对而言，高等教育应该进一步发挥社会办学和家庭投入的积极性。

最后，通过劳动力市场引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国需要一批具有较高技能的熟练劳动者队伍，而这要靠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欧美国家适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通常在60%以上，德国、瑞士等国家甚至高达70%-80%，都明显高于中国。中国应当从中长期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出发，加大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力度。此外，应建立起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及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升学通道，加快教育体制、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实现全面发展。

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中国老龄化已经进入迅速加快的时期，到“十二五”时期末，中国仍将处在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5%。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应对“未富先老”型的人口老龄化这一严峻挑战。

首先，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广泛覆盖城乡居民和流动人口，提高保障水平和统筹水平，形成养老合力。尽快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城乡居民的制度全覆盖，大力发展社会养老服务，切实保障和逐步改善老年人特别是孤寡老人、残疾老人的生活水平。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涉及千家万户，关系社会和谐和发展可持续性。在政府确保提供相关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下，要全面提升社会、家庭、社区和老龄产业的养老合力，大力推进以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为支撑，以巩固居家养老、扩大社区支持、提升机构服务能力、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为着力点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其次，创造条件挖掘人口老龄化提供的新的消费需求，并将其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拉动力。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包括其健身、休闲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居家和社会养老的物质需求。国家应该从财政、税收、金融和工商管理等方面给予扶持和鼓励，使这类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而产生并且容易增长的需求，推动形成一些新型服务业态，并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最后，合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就业岗位，探索弹性退休制度。目前，中国人口在24-64岁之间，年龄每增加1岁，受教育年限平均减少10.2%。而越是年龄偏大，教育水平递减的趋势就越明显，在44-64岁之间，年龄每增加1岁，受教育年限平均减少16.1%（王广州、牛建林，2009）。可见，提高退休年龄的条件尚不成熟，亟需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来创造，以便在未来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缓解社会养老资源不足的问题，延长人口红利期。

3.逐步完善生育政策

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的前提下，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虽然人口转变归根结底是经济社会发展所推动的，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终究难以逆转。不过，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前提下，进行生育政策调整仍然大有可为。

首先，通过政策调整促进未来人口平衡的空间仍然存在。调查显示，从目前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看，平均每对夫妻期望的孩子数大约是1.7个。而政策生育率，即生育政策允许的孩子数平均为1.47，与实际总和生育率相当。可见，在政策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异。

其次，按照政策预期，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历史使命。1980年中共中央在正式宣布这个政策时说道：“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当年设定的这个“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的条件，即总和生育率下降到较低的水平，比当初所能预计的要成熟得多，因此，政策调整具有充分的政策依据。

最后，各地政策调整的实践提供了改革的路径图。目前，绝大多数省份已经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二胎（俗称“双独”政策）。这种政策松动并未产生显著的生育率变化。按照这一路径，一旦政策演进到夫妻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二胎时（即“单独”政策），政策调整的覆盖面就扩大到较多人群，或许会对人口均衡性产生一定的长期效果。

4.创造性别平等制度条件

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的歧视，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造成对“养儿防老”的依赖，是造成人口性别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应该综合治理、标本兼治，通过推动性别平等，杜绝劳动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消除生育中的性别偏向，有效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趋势。

消除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的歧视，要加大就业促进法的执法力度。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的歧视，通常采取工资歧视和就业歧视两种形式。工资歧视是指，雇主支付给女性雇员的工资低于支付给那些与其从事相同工作、具有相同生产率特征的男性雇员的工资；就业歧视是指，雇主故意将那些与男性雇员具有相同生产率特征的女性雇员安排到报酬较低的就业岗位上，把报酬较高的工作岗位留给男性。针对此，要加强劳动法规执行的监督和创造平等的机会，消除在同一工作岗位上的男女的工资差异。另外，要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减少就业岗位进入的制度障碍。


五 实施更加包容的就业政策

随着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转折点的到来，中国就业的总量性矛盾逐步转变为结构性矛盾。这个转变赋予积极就业政策新内涵，提出增强其包容性的新任务。下面我们从就业政策着力点转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1.着力点从总量到结构转变

应对日益突出的周期性、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现象，首先要树立的原则是把就业置于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优先地位，以就业状况为依据确立政策方向和力度，降低周期性和自然失业风险。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央政府对于就业重要性的表述，已经从要求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升到实施就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高度。

为了把就业优先原则落在实处，在宏观调控总体要求中，不仅考虑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更要直接宣示就业增长的目标，以及能够反映周期性失业水平的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围绕就业目标和失业控制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合理确定经济发展速度，并在确定宏观调控的政策方向、手段和力度时，把就业最大化作为重要考量，以减小经济波动对就业的冲击。另一方面，要以扩大就业为共同基准，加强财政、金融、税收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更好地满足降低失业率的需要。

在劳动力市场出现总量偏紧的情况下，不能对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掉以轻心。包括各类毕业生在内的新成长劳动者群体，和那些缺乏新技能的城镇就业困难群体，最易受到这两类失业的困扰。这是最适宜发挥政府促进就业职能的领域，对劳动力市场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即要求政府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创业、转岗和在岗培训，规范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功能，从提高劳动者能力和市场配置效率两个方面降低自然失业率。

2.促进城乡一体化就业

一个能够让劳动力自由流动、有效保障劳动者合法就业权利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是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发展转变的制度保障。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仍然存在着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包括城乡分割、地区分割和户籍身份分割，妨碍了就业机会的均等化和人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要尽快破除这些制度障碍，促进城乡各类劳动者平等就业，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因此，要继续坚持城乡统筹的原则，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深化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劳动力稳定转移就业。

旨在实现制度变革的改革目标的确定和实施政策，都应该把重点放在有利于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获得平等的公共服务的相关领域。目前，中国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但是，具有非农业户口的人口比重只有34%，意味着农民工尚不能均等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要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从激励相容的改革原则出发，城市政府推进城市化的一个可用手段则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更加稳定的保障与保护。在此基础上，逐步把制度建设推进到更大范围的公共服务领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以及城市化与非农化的同步，顺利通过刘易斯转折点，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3.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和社会保护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劳动关系急剧变化。伴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新形势，工人要求改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等维权意识的增强，遇到企业适应能力差、意愿不足的现实，必然会形成就事论事性质的局部劳资冲突。面对这种“成长的烦恼”，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做出不能长期维持的承诺，都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依靠制度建设才能顺利度过中等收入阶段。

由于对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有些担心，使其成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薄弱点。其实，从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出发，构建工资、劳动条件的集体协商制度，与欧美的情况相比，更为可控，更易取得积极成果。通过工会代表工人利益，企业家联合会代表雇主利益，政府进行引导、协调、协商的机制，可以探索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格局。

社会保护具有比劳动力市场制度更为广义的功能，并且可以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把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制度相结合，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制度实现和保证“以人为本”。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随着劳动力短缺逐渐构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中国政府作为发展型和竞争型政府的激励，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可以转变为加强对劳动力和居民的社会保护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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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最大化就业

——和谐社会“民生之本”

一 实现最大化就业是社会和谐的经济基础

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就业高度重视，一方面，将其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内容，要求大力促进就业和再就业，认真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另一方面，把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主要任务，要求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同时，在“十一五”规划中对就业和保障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部署。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把“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明确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和谐与否取决于社会大多数人对自身生活状况是否具有满足感。这同时包含两层意思：从绝对意义上说，人们没有衣食之忧；从相对意义上说，人们没有感到与其他人的生活差距变大。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社会满意度就比较高，就不会形成系统的社会对立乃至社会对抗，而社会和谐的根基即在于此。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人们忧其衣食，就意味着存在绝对贫困现象；如果人们感到自己的状况与其他人之间拉大了距离，就意味着相对贫困或收入不平等的严重性，就会孕育社会不和谐。因此，防范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并且在出现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制止其普遍化，是保持社会和谐的关键。

治理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基本途径，是创造一种社会环境，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就业或创业获得挣取收入的权利和机会，并使得收入分配尽可能平等。如果这个路径是可行的话，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我们来讨论这种方式的可行性和可能的效果。

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上，资本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而劳动力是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由此，可能产生三个社会结果。第一，资本要素的市场回报相对高，劳动力的市场回报则相对低，社会收入通常有利于资本的所有者，而不利于劳动力的所有者。第二，与资本的相对稀缺相对应，具有组合生产要素能力的企业家也是稀缺的，从而他们的报酬就高。可见，在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的生产要素禀赋条件下，不仅要素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力，社会收入也偏向于要素组合者而不利于劳动要素的所有者。第三，由于企业家能力是稀缺资源，社会容易滋生有利于资本的舆论倾向，有时政府政策也偏向于保护企业家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相应地，劳动者的利益易于受到忽视甚至伤害。

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受到收入分配的构成成分的影响。如果我们把社会收入划分为资本要素收入和劳动要素收入两个部分的话，前者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大于后者。如果资本收入在全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比较大，就会形成较大的收入不平等。相反，如果工资收入在全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比较大，则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在社会收入分配中，提高工资收入的份额而缩小资本收入的份额，可以通过推进最大化就业实现。

首先，如果一个社会的就业是比较充分的，劳动参与率较高，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现象被最大限度地减少，也就是说达到了最大化就业的境界的话，在全部收入分配中，劳动工资的收入份额就比较高，资本收入份额则相对降低，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倾向于比较平等，贫困现象也较少发生。

其次，在就业最大化的状态下，不仅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劳动力所有者成为挣取工资的劳动者，同时具有一定创业能力的劳动者，还会成为小型企业所有者或自我雇佣劳动者。这样，全社会生产要素组合者当中，兼具劳动者和企业家身份的人群就会扩大，同样也会产生收入分配向工资收入倾斜的效果，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可见，最大化就业也包括了最大化创业的内涵。

实现就业最大化是缩小收入差距和防止、治理贫困的一种有效途径，可以由国内外经验加以印证。例如，许多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社会经常处于不和谐状态的拉丁美洲国家，都存在着重资本、轻劳动的政策倾向，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普遍存在。而在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社会比较和谐的“亚洲四小龙”经济体，就是通过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经济发展始终伴随着相应的就业扩大。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即改革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虽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但是，这时的收入差距扩大更多的是对传统体制下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矫正，即使那些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低端的人群，也因得益于就业机会的增加，收入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由于出现了严重的下岗、失业现象，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中，处于低端的群体遭受到收入增长的停滞，甚至绝对的恶化。而随着积极的就业政策的实施，大多数失业、下岗职工获得了再就业，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因此，追求就业最大化是实现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确立的社会和谐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目标是：通过创造有利于就业的经济政策环境和鼓励就业和创业的社会氛围，使每个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公民都能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表现在较高的劳动参与率、较低的失业率，以及不论性别、年龄和户籍登记地，每个劳动者都平等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并获得与其劳动技能和工作努力相对应的劳动报酬。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收入分配的效果受到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直接影响。因此，通过最大化就业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从而保持和增进社会和谐，不仅是一种境界，更需要靠制度规则和社会理念加以保障。


二 劳动力市场的若干事实

1.城乡就业是怎样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非农产业就业的快速增长。这个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进行减员增效改革以来并没有改变，但是，就业结构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城镇就业数字来看，1995-2004年期间，全部城镇就业以平均每年826万人的速度扩大，年度之间的波动也不大。与此同时，国有部门和城镇集体部门的就业的确是在减少，平均每年减少756万人；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股份有限、港澳台商、外商投资等新兴所有制形式的部门，也以每年平均272万人的速度为城镇提供就业机会；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则以每年386万人的速度增加。

如果单单比较上述就业变化，我们会发现，新兴所有制部门和个体私营企业等就业增长部门，平均每年创造的就业机会合计为657万个，仍然不足以抵消国有和集体部门的就业减少。那么，每年城镇新增加的就业在哪里呢？

在加总了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数之后，还有很大一部分就业没有包括其中，这部分就业者占全部城镇就业人数的38%，大约为1亿人。他们为什么没有被包含在统计的单位就业人数之中呢？首先，相当多的就业人员或者作为自我雇佣劳动者，或者在个体、私营企业就业，而这些自我雇佣和个体、私营企业没有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因此这些就业被统计遗失了。其次，包括许多大企业在内的工作单位，不再把新吸纳的就业人员以及一些再就业人员统计为本企业职工，而是列入外包劳务项目，这也导致漏报和低估。例如，在建筑行业，一个正式纳入统计的职工，通常可以带动五到十个未纳入统计的劳务工。而在许多大型国有企业，这种没有被纳入统计的工人也占到全部就业者的一个很大比例。可见，如果把这部分在统计中遗漏的就业包括在内的话，经济增长的就业效果仍然是乐观的。

2.城市失业率究竟有多高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数千万城镇职工下岗，其中一些人或处于失业状态，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中国在改革时期出现的失业现象，更多的是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而产生的摩擦性和结构性等自然失业，具有持续时间长、解决难度大以及经常反弹的特点。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字只是登记失业率，而这个指标与市场经济国家使用的失业率反映了不尽相同的内容。在中国，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常常不能确切地反映就业形势的好坏。例如，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最严重的1998-2000年期间，这个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1%。而当就业形势开始好转时，这个指标却大幅度提高了，从2001年的3.6%，2002年的4%，到2003年的4.3%和2004年的4.2%。原因是，凡是具有下岗身份即领取下岗基本生活费的，不管是否有工作，都不再进行失业登记。这样，第一是这个指标没有包括那些下岗后没有工作的人，因而低估了失业率；第二是随着从下岗向公开失业的并轨，下岗人数减少而登记失业人数增加，而这个增加可能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得更糟。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推荐的方法和定义进行调查并估计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被认为比较好地反映真实的失业状况，并且具有国际可比性。因此，只有使用这个失业率指标，才可以进行具有可比性的经验研究。根据已经公开发表的统计数据，我们估算出过去十年来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见表1）。

表1 城镇劳动力市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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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历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2005年1%人口普查。

3.农村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

在经历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成功的经济改革之后，坚持认为中国农村仍然有高比例、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的观点，已经成为缺乏经验证据的教条，且妨碍我们对劳动力市场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农村，除去进入乡镇企业就业、转移到城镇就业以及农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之外，所谓的“剩余劳动力”，实际上是就业受年龄、性别、家庭状况和其他因素制约的劳动年龄人口，他们的就业选择范围相对有限（见图1）。农村不再如人们习惯上所说的，有1/3甚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高达1.5亿到2亿。本文采取直接观察农村劳动力加总数量、年龄结构和就业分布的方法，估算出，2005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是22%，仅仅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5强。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50%是40岁及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其量只有5212万。因此，“民工荒”或劳动力短缺，并不是暂时的现象，由于有其人口结构上的依据，因而是趋势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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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转移、未转移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与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1）乡村从业人员数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2）乡村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系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所做的预测获得；（3）外出打工人员结构来自盛来运、彭丽荃《当前农民外出务工的数量、结构及特点》，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7——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三 “刘易斯转折点”与就业形势

“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经济发展概念，但是，对这个转折点本身进行判断，却与劳动力供求的长期格局变化有关，同时，转折点的到来也提出一系列与劳动力市场政策有关的深层含义。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经历“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候，经济发展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通过劳动力市场状况，对中国的这个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进行判断，揭示它对就业形势和就业政策有什么含义，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保持。按照发展的逻辑，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由于二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是由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因此，这个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即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也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以往的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而二元结构转换的关键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进行的。由于这个时期劳动年龄人口（16-64岁人口）规模大且不断增长，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高因而人口负担轻，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人口红利。在改革期间，人口抚养比（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0.115个百分点，即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改革期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达27%。然而，通过实施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总和生育率（大致可以理解为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已经低于2.1的更替水平，目前为1.7。作为人口转变的后果之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先上升而随后减缓，目前已经向零增长时期趋近。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预期在“十一五”期间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见图2）。在设定的高位非农经济增长率和高位非农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其他各种假设下，2010年之前，也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量数量的情况。根据对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到2013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转而提高，同样的逻辑是，人口抚养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人均GDP增长率降低0.11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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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非农产业劳动力供求预测

注：我们的假设是，非农经济增长率8%为低增、9%为中增、10%为高增；非农就业弹性达到1991-2003年平均水平0.297为高弹，较平均值低半个标准差的低位水平0.23为低弹。

资料来源：蔡昉、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载《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2006年版。

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基于上面人口结构的预测与分析，我们可以确定，目前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的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在这个转折点上或者区间里，已经或者预期会发生以下几个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特征变化：

首先，劳动力在城乡的普遍短缺，及其导致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从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民工荒”或劳动力短缺，并不是暂时的现象，由于有其人口结构上的依据，因而是趋势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每年都经历着两位数的工资上涨，不仅发生在垄断行业，也发生在那些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制造业等行业（见图3）。例如，在1997-2005年期间，实际职工工资增长了161.7%，而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提高速度甚至更快。根据对五个大城市的调查，2001-2005年期间，外来劳动力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比城市本地劳动者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高64%。把农民工工资在最近几年的迅速上涨趋势与以往十几年的停滞进行比较，更反映出目前的变化是一个根本性的。劳动力成本的这种变化趋势，已经对外商投资倾向和企业经营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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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若干行业平均工资的三年移动平均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历年）；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其次，长期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储蓄率将趋于降低。导致储蓄率持续居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由于人口负担轻从而经济剩余比例大导致的高储蓄率；二是由于普通劳动者家庭收入增长缓慢，从而内需不足导致的居民高储蓄倾向；三是社会保障不充分和预期不稳定诱导居民通过储蓄来实现自我保险。随着人口抚养比下降速度减缓并且不久将转而上升，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将改变整体的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上述因素都将发生方向相反的变化，从而不可避免地抑制储蓄率持续居高的趋势。

由于劳动力供给趋势的变化仍然只是增量意义上的，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低廉的，储蓄率由高到低的变化也不会发生在一夜之间，因此，中国经济很快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判断和担心仍然过早。但是，变化了的经济发展环境迫切地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可以说，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正确地判断发展阶段变化，并以此作为政策依据进行恰如其分的制度调整，是当前应该做出的合理反应。

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决不意味着可以对扩大就业的努力掉以轻心。通过清除劳动力市场障碍，延缓现有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已经得到充分的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潜力。从城市来看，改善就业、再就业和创业的政策环境，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都可以在现有格局下增加劳动力供给。事实上，就在出现了普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同时，劳动力市场状况仍然可能出现反弹。这是因为，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就业压力和再就业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和摩擦性的。针对这种特殊的劳动力市场情况，通过树立最大化就业原则，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通过促进劳动力市场功能的健全，提高政府就业、再就业服务的效率，可以降低摩擦性失业的发生。此外，在这个转折点上，特别要注意到，最低工资制度等政策手段的运用，应该立足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不应成为人为助长市场工资水平的扭曲力量。从农村来看，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增强承包土地的流动性、深化普通教育和加强对外出劳动力的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也都可以起到扩大劳动力供给、抑制工资过快上涨的效果，从而延缓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为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时间。


四 政府如何推动就业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政府积极的就业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前一节对于劳动力市场若干事实的描述和澄清，充分说明了这一成绩。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在政府积极就业政策方面，没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第一，就业扩大还没有成为各项经济政策的优先原则。普遍和充分的就业有助于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从而是保持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因此，能否保持和扩大就业，应该成为各项经济政策制定的首要依据。目前，许多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仍然把GDP和财政收入作为第一考虑因素，而这些目标与就业的扩大并不总是一致的。

第二，就业创造还没有成为引导投资方向的核心标准。在劳动力仍然丰富的条件下，全社会投资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有利于最大化创造就业，表现为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但是，地方政府的GDP动机和对税收的渴望，常常更容易通过在重化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而在短期内实现。这导致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

第三，扶助就业和再就业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一致努力和所有工作的重要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这一点通常没有什么异议。但是，作为社会和谐基础的充分就业，却主要作为劳动和社会保障一个部门或少数部门的责任。鉴于就业问题的至关重要意义，以及该问题涉及社会经济方方面面，这种工作力度是大不相称的。

第四，社会的主要就业创造行业还没有获得平等的竞争环境和公平的政策待遇。第三产业的一些部门、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以来就业的主要创造者。但是，这些行业、部门和企业类型，在工商注册和融资环境等方面，并不具备与那些就业效果较差对手的同等条件，因而它们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降低了社会整体的就业效果。

促进全社会的就业增长是一项兼具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的事业，因此，就业的创造和扩大，不仅仅是劳动者的个人行为，而有赖于全社会在各个政策层面上的共同努力。因此，就业最大化应该成为各项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即政府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定，都以最大化创造就业机会为优先原则，从而使就业机会的扩大与经济增长同步推进，就业岗位的创造与产业结构调整协调一致，就业环境的改善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得益彰。

就业最大化的含义可以从其作为社会目标和作为政策出发点两个方面来认识。作为社会目标，就业最大化是指：通过创造有利于就业的经济政策环境与鼓励就业和创业的社会氛围，使每个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公民都能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这表现在较高的劳动参与率、较低的失业率，以及不论性别、年龄、户籍登记地，每个劳动者都平等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并获得与其劳动技能和工作努力相对应的劳动报酬。可见，就业最大化不仅是一种境界，更需要靠制度规则和社会理念加以保障。

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就业最大化是指：政府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定，都以最大化创造就业机会为优先原则，从而使就业机会的扩大与经济增长同步推进，就业岗位的创造与产业结构调整协调一致，就业环境的改善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得益彰。

具体来说，政府在制定各项社会和经济政策时，要以就业为标准排定政策取向的优先序。这包括：在确定一项发展或改革政策实施的先后次序时，以有利于扩大就业的政策为优先考虑；在规划地区发展和产业结构布局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优先；在制定有关产业组织政策时，以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企业发展优先；在利用各种政策手段调控宏观经济时，将恢复和扩大就业增长作为优先的考虑因素；在规划政府投资和引导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顺序。这样，就会形成劳动力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劳动力素质得到迅速提升、周期性失业得到充分调控的良好局面，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同步才具有了现实基础。为了创造上述有利于就业和创业的社会经济环境，实现最大化就业目标，政府需要履行一系列不可替代的公共职能。

首先，政府要利用法律和其他规制手段，防止劳动力资源配置上的扭曲，维护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导致劳动力资源配置扭曲的一个最大因素，是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如果在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情下，劳动力价格被人为提高，企业就会被引导进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产业结构变动和技术的选择都会出现不利于就业扩大的倾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也受到抑制，老百姓不仅会因就业不充分而减少收入，还会同时受到经济增长减弱的不利影响。因此，政府应该把自己的职能从直接干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转变到维护生产要素市场的竞争性，为最大化就业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上来。

其次，政府要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给予政策扶助，促进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者是不同质的，无论是由于个人或家庭的原因，还是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总是有一些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地位。例如，那些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下岗工人，就经常遇到再就业困难。而他们处于这种不利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改善他们的特殊就业困境，防止他们长期陷入贫困状态，特别是避免贫困的代际遗传，从而不致使他们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政府需要提供特殊的扶助，帮助他们回到就业岗位上来。而对于那些处于劳动力市场劣势地位的农民工，则需要政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帮助他们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待遇。

最后，政府应该积极地通过立法和各种规制，保护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和权益。在劳动力丰富从而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劳动者在雇佣关系中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易于受到不平等对待，雇主违反劳动立法侵害劳动者利益的现象时常发生，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待遇也不尽如人意。虽然在微观的层次上，雇主侵害劳动者利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其带来经济利益，但是，在社会层面上，劳动者如果长期受到不平等对待，就有可能产生不满的情绪，并且这种不满会从直接针对雇主转移到针对社会。因此，劳动者利益和权益持续得不到有效保护，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诱因。作为公共政策的供给方，政府应该充当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代言人和执行者。目前，中国正在从长期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转向劳动力短缺的新阶段，这种转折阶段正是政府和社会加大对劳动者实施保护的大好时机。一个对劳动者实施良好保护的劳动力市场，就是一道保持和增进社会和谐的有力保障线。


中国如何打破减速魔咒

一 引言

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人口红利逐渐成为热门的话题，但是，围绕这个问题，特别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可以持续多久，争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个最新的流行观点，是认为人口红利将长期存在。例如，有的观察者反对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口红利可以在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之后再持续20年以上（如周婷玉，2010）。

这个观点的批评矛头所向，显然是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一些学者的判断，即在2013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跌至谷底，随后迅速上升，人口红利从那时便消失了（如蔡昉，2010）。换句话说，争论的焦点是人口红利的延续期，即中国人口红利究竟是在2013年左右结束，还是在2030年之后才会结束。

一般来说，人们把人口红利看作是下列情形，即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形成劳动力供给充足和储蓄率高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一旦能够将这个人口优势转化为就业和投资，则给经济增长赢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可见，人口红利延续期的讨论是经济增长话题，而主要不是人口问题，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生之者众，食之者少”。本文以增长理论为依据，融会二元经济理论与中国发展实际，对上述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做出初步的回答。

许多观察者认为，既然如预测所显示，人口抚养比在2013年前后降至最低点，那个时候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例如，本文作者及其合作者估算人口红利时发现，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可以导致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15个百分点（Cai and Wang，2005）。如此推论的话，2013年以后人口抚养比不降反升，下列关系，即人口抚养比每升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降低0.115个百分点会不会成立呢？这样的话，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尽管许多人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人口红利将要消失的判断，所依据的是人口抚养比的变动率。

而相反的观点则是更加注重人口抚养比的绝对水平。譬如，假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口抚养比就算较低水平了，则在2013年之后，抚养比上升的一段时期内，直到大约2030年前后，抚养比都算得上较低。于是，依此观点，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继续保持大约20年甚至更久。如果进一步放宽条件，例如把1990年前后的抚养比看作是可以产生人口红利的水平，则后者可以延续到2030年之后。

上述两种观点都可以通过图1得到表述。图中，我们把人口抚养比定义为依赖型人口（15岁以下及65岁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16-64岁）的比率。其中包括三种预测结果，分别由胡英（预测一）、王广州（预测二）和联合国（预测三，每5年一个预测值）所估算。虽然预测数字略有差异，但显示了相同的变化型式，即2010-2015年期间，抚养比降到最低点，随后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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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口抚养比不同估计趋势是相同的

资料来源：预测一和预测二分别由胡英和王广州所做，预测三由联合国（United Nations，2009）所做。

可见，如果以变化率为依据，我们所处的人口红利期已经为时不久了。然而，如果以抚养比45%为较低水平，以绝对水平为依据，则在2030年之前都可以继续收获人口红利。更进一步，如果以50%的抚养比为依据，则人口红利消失的年份，确乎还可以延长到2035年前后。

关于人口红利延续期的不同判断，分别有其政策含义。做出人口红利期仍然很长的判断的观察者，往往隐含着一个观点，即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并不十分紧迫。然而，做出人口红利为时不久的判断的观察者，却未必一定是在强调生育政策调整的紧迫性。如果人们理解了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以及人口红利消失对于增长可持续性的含义，则可以得出结论：探讨这个问题的针对性和关键点，其实不在于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而在于能否以及如何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程度。

撇开那些算命先生式的“中国崩溃论”不谈，近来研究界也出现了若干关于中国经济减速可能性的严肃讨论。有两个依据国际范围的比较进行的研究，值得给予格外关注：一是摩根士丹利研究人员提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在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这个“魔幻数字”时，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通常开始减速（王庆，2010）；二是一篇发表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上的文章发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当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开始减速（Eichengreen，et al.，2011.）。根据日本的经验，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与人口红利的消失，在时间上也高度吻合。因此，结合中国近年来发生的阶段性变化，这些关于减速的国际经验，对于中国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二 从经济增长角度认识人口红利消失

尽管人们给予人口红利以各种解释，并以一些指标将其定量化，但是，人口红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为什么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大并且持续扩大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额外源泉，迄今为止尚未清晰地得到说明。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问题明显不属于人口学的范畴，所以，我们应该从经济增长理论出发认识这个问题。

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因此，物质资本超过一定点的继续投入，将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从而经济增长不能持续。从此逻辑出发，打破资本报酬递减规律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以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贡献率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二是破除劳动力短缺这个制约因素。而后一条件恰好是二元经济发展所天生具备的。一旦能够将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则意味着实现了人口红利的利用。

可见，理解人口红利，要将其置于二元经济发展框架内，与这个过程中的资本积累密切联系。刘易斯本人在阐述其二元经济理论时，就不厌其烦地表示，具有无限供给性质的劳动力的开发利用，要随时随地与资本积累联系在一起来理解。例如，他在其著名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

“整个过程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部门对剩余的使用。正是因为剩余被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资本主义部门得以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因而（二元经济发展）过程持续下去，直至剩余劳动力消失。”（Lewis，1954）

据此，我们通过图2来观察人口红利与资本积累的关系。我们用曲线D表示人口红利显示性指标（抚养比的倒数），它所呈现的倒U字形变化轨迹，恰好反映其对应的具体定量指标——人口抚养比在图1中经历的U字形变化。接下来，我们用曲线K
 表示资本积累，可以看到一个不断累积性提高的趋势。如前所述，人口红利的核心是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性质而打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劳动力短缺假设，从而保证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既然资本积累不是一个既定的量，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人口红利的动态（即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人口抚养比），恰好可以为动态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使其不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要素条件。

因此，理解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关键在于，在人口红利变化并式微的同时，资本积累则是不断扩大的。而资本投入强度越大，则面临着越加严重的报酬递减可能性。所以，图2中的K
 是一个上升的曲线（斜率大于零）。不考虑这一点，就脱离了人口红利作为避免资本报酬递减的作用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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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人口红利通过打破资本报酬递减律而发挥作用

在图2中，我们可以把曲线D
 与曲线K
 之间的距离看作是人口红利作用的力度。从中可以看到，假设在水平r
 上，人口红利显著性指标算是较高的，其发挥的抑制报酬递减的作用可以为ab
 。在到达人口红利显示性指标的最高点，即图中的c
 点（其为曲线D
 上面斜率等于K
 的斜率的一点）时，抚养比对资本报酬递减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大。由于资本积累不断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因此，c
 点之后人口红利作用明显减弱。例如，同样在r
 的水平上，人口抚养比就不再能够像以往那样发挥抑制报酬递减的作用了。从图中看，这个显示性指标，即人口红利的作用力度在抚养比降到最低点后，迅速递减至零即e
 点。

很显然，图中资本积累曲线K
 的斜率实际上是任意决定的。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越是在资本投入的更高水平上，越是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换句话说，假设斜率更大的K′
 是更加接近真实水平的资本积累曲线，则人口红利作用减弱的速度更快，早在h
 点上便会降为零。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从其改革开放以来得以开发人口红利始，最大限度收获人口红利，发生在2010-2015年之前的一段时期内（见图1），具体来说，就是人口抚养比在降到37%-39%水平之前。从2010-2015年开始，人口结构变动对于资本报酬递减的抑制作用迅速减弱，直至人口红利消失。而且，资本积累越是迅速，经济增长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依赖投资，则人口红利丧失越快。

关于在认识人口红利作用时，为什么要把资本积累放在重要位置的问题，还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事实上，这就是经济增长经历若干转折点以及阶段，表现出具有差异的特征，提出不尽相同要求的完整故事。理解了这个故事，不仅可以加深对于人口红利及其作用机理的认识，也自然而然引申出人口红利消失的含义，从而得出如何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政策结论。

我们在表1中描述了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阶段。首先，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一决定性的特征，无论是农业还是非农产业，都以资本节约型或劳动使用型技术为主，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竞争力。在表中，我们假设每100个工人对应1台机器。

表1 在资本积累中保持报酬不递减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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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发展阶段，伴随着瓶颈要素——资本的积累，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同比例增加，并且因劳动力供给充足，不会发生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家，包括刘易斯在内，都把一定的储蓄率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有了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进行，二元经济发展就能产生什么样的绩效。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换句话说，直到用不变的生存工资所能吸纳的剩余劳动力消耗殆尽。

其次，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因普通劳动力短缺引起的工资上涨，诱致出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变化，这时劳动节约型技术开始为企业所采用，产业结构也逐步转向更加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在表中，我们假设每100个工人开始支配2台机器。在这个阶段上，因人口红利仍然存在，在提高了的工资的吸引下，企业可以继续获得劳动力供给。也就是说，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划分，这是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尚存，并且还未到达商业化点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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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人口红利的消失终究到来，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经济增长越来越符合新古典增长理论劳动力短缺的假设。就表中所示例子来看，继续增加机器，如每100个工人支配3台机器的话，生产率并不能相应增加，除非与此同时，他们的体力和脑力（都是人力资本的表现形式）相应提高，或者管理更有效率、技术更加先进，体制更易于调动积极性。而这些变化，就反映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

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下降，只是在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和地区转移，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才被转化为人口红利。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从中获益。然而，在最大化收获人口红利的这个时期，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却是递减的趋势，预计在2015年以前降到最低点。与此同时，资本积累以空前的速度进行，并且中国经济在2003年刘易斯转折点出现以来，显示出明显的资本密集化趋势。

例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率，从1998年的33.7%提高到2009年的66.0%，同期，工业中的资本劳动比（每个从业人员对应的固定资产净值）从7.1万元增加到20.3万元。同样的趋势也得到全国制造业数据的印证（蔡昉、王美艳、曲玥，2009）。根据前述的道理，我们可以来观察递减的人口红利显示性指标与加速进行的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即抚养比下降的减速趋势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趋势，标志着人口红利的式微。虽然这种观察结果仍然有待更加精密的检验，但是，我们可以得出的印象是，中国经济已经超越了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

虽然着眼点不尽相同，其他研究也得出与此相似的结果。例如，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估算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及其源泉时发现（Kuijs，2009），随着固定资产投资与GDP比率的不断提高，相应地，资本劳动比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从1978-1994年的29.9%，提高到1995-2009年的57.9%，2010-2015年的64.3%，以及2016-2020年的65.7%。而这正好是就业增长对GDP潜在增长率贡献明显下降的结果，即在上述四个时期，就业增长贡献率分别为34.0%、10.5%、2.4%和-7.1%（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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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潜在增长率及其贡献分解

资料来源：Kuijs，2009。

2010年，按照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GDP为4283美元，而按照前述关于经济增长减速的研究口径，这个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增加一倍，即超过8500购买力平价美元。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处于停止下降、即将上升的阶段，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8.9%。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减速的诸多条件，与Kuijs（2009）预测不谋而合。国际经验显示，以这个必然发生减速的发展阶段为起点，一个国家面临着三种命运。第一种命运是欧洲、北美的前景，即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上继续推进，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低，但质量明显提高，收入分配状况改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第二种命运可以日本作为参照，即在高收入水平上停滞，虽然人均收入仍处于较高水平，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却江河日下。然而，中国刚刚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阶段，一旦陷入这种状况，充其量是一个中等收入的日本。第三种命运以拉丁美洲和一些亚洲国家为代表，虽然较早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却始终不能跨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收入差距扩大，经常出现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1]
 根据文献（参见Lewis，1972；Ranis and Fei，1961），笔者把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把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称作商业化点。


三 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人口红利消失究竟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有没有办法打破这种减速“魔咒”呢？对于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来说，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就是探索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源泉。重农学派认为是土地，但是，土地会遇到肥力递减和报酬递减。丰富的自然资源给一些国家带来先天禀赋，但是也遇到诸如“荷兰病”一类的“资源诅咒”。资本作为一种可再生投入要素，长期为增长理论所青睐，但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也否定其作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源泉的地位。劳动力丰富固然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过早发生，但这种人口红利终究是有限的，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而必然消失。归根结底，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可持续源泉。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率。物质资本的投入快于劳动力的投入，从而企业和产业的资本构成提高，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现实中，这就表现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企业购买更多的机器来替代劳动者。但是，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是有限度的，可能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困扰。所谓资本报酬递减，是指在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设备后工艺过程效率反而下降，包括人与设备的协调程度降低等情形。

二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提高各种要素的使用效率，而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这个劳动生产率提高源泉可以抵消资本报酬递减的不利影响，是长期可持续的，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引擎。在人口红利消失，或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增加资本投入时，要求设备本身也包含技术进步，要求操作者素质的提高，以及体制机制的改革，以释放出更多的微观效率。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也要通过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作用。

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转变。从国际上看，国家贫富差别主要缘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别，而那些曾经经历过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其终究陷入低速增长或停滞的主要原因，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例如，前述关于在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减速的研究就发现，85%的减速可以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停滞来解释。

对于那些经历过人口红利期的经济体而言，抚养比停止下降就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如果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未能及时跟进，减速乃至停滞就在所难免。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1990年以后，正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表现欠佳，日本相继陷入“失去的十年”和“失去的二十年”。如图4所示，在抚养比下降的过程中，日本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而在抚养比停止下降时，经济增长便明显减速，进而，随着抚养比提高，日本经济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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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与增长停滞

资料来源：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GDP增长率来自世界银行和Hoshi，et al.（2011）。

近年来，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从1978-1994年期间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2009年期间的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010-2015年期间的28.0%。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资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率升高。在上述三个时期，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45.3%提高到64.7%，并预计提高到65.9%。

然而，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无论是作为需求方面的经济增长拉动力，还是作为供给方面的经济增长源泉，都是不可持续的。此外，目前中国出现的投资增长，具有政府主导和资本密集程度高的特征，容易违背特定地区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伤害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探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对于保持未来经济持续增长，打破减速“魔咒”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一个统计残差，即在经济增长率的各种贡献成分中，生产要素增长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其实，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和计量技术的改进，这个残差可以不断被分解出可以解释的部分。例如，研究者已经普遍把人力资本的贡献从残差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而目前作为残差的全要素生产率，仍然可以被看作是由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两个部分构成的。事实上，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的秘籍，就是要懂得如何保持这两种效率的改善，并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或者高度化而获得的。例如，劳动力和其他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就是部门间资源重新配置的典型形式。除此之外，部门内部也可以形成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主要表现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得以扩大，因而效率与企业规模成正比。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一半的因素来自于这种资源重新配置过程。

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期间，资源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贡献至为显著。经济学家观察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率做出的贡献在16%-22%之间（蔡昉、王德文，1999）。实际上，人们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在计量经济学的意义上，部分体现在这个贡献份额中。因此，不言而喻的是，随着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从而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将大幅度减慢。例如，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在2002-2006年期间平均每年增加6.0%，而在2006-2010年期间平均每年仅增加3.7%。

表面上看，人口红利消失所导致的“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以及非熟练工人工资的迅速上涨，似乎预示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中国的终结。其实，这个结论并不准确。至少在今后10年到20年中，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潜力仍将存在，并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个因素，将会有力地支撑这个转移过程。

第一个有助于产业在区域间转移的因素是，我们迄今为止尚看不到哪个国家或者哪一组国家，有足够的规模和力量替代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当一些记者看到有投资者因中国沿海地区工资上涨，而把投资转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地时，便尾随而至，到那些新的投资地进行采访。结果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国家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也在上涨，而且与中国工资的上涨时机十分相符，涨幅也相差无几。其实，这也算不上奇怪。既然过去20-30年中，中国廉价劳动力可以抑制全球的工资上涨，今天中国的工资上涨也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追随中国之后，等着收获人口红利的国家。

我们不妨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如果我们把不包括比中国发达程度高的韩国在内的所谓“新钻11国”（N-11）以及中国与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相加总的话，观察各国的份额会发现，与那些等着收获人口红利的国家放在一起，中国的劳动力份额仍然超乎寻常的高（见图5）。这意味着，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总规模和庞大份额，它不是全球劳动力价格的被动接收者，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全球劳动力价格的决定者。也可以说，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虽然因劳动力成本提高而有所削弱，但短期内尚没有足够大的竞争者，可以替代中国的地位。这给予我们一定的时间，推动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第二个有助于产业在区域间转移的因素是，我们可以预期在一定时期内，中西部地区工资水平将继续低于东部地区。随着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以及中西部地区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工工资在东中西三类地区之间出现了趋同的趋势。2003年，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平均工资仅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4%，而2009年这个比例提高到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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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一组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预测。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预期沿海地区工资上涨速度会逐步快于中西部地区。因为从目前劳动争议案件总数量和发生率看，东部地区占压倒性的多数。例如，目前全国立案的劳动争议有72%发生在东部地区，这里劳动争议发生率，即每一千个职工对应的劳动争议案件数为5.2，大大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5和2.0。由于劳动争议的主要争议内容是工资，这就意味着东部地区的现行工资水平更加不能使工人满意，而为了吸引劳动者，工资的继续快速上涨是可以预期的。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的现行工资水平，对本地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仍然是有吸引力的，因此，在他们被动员到非农产业就业的情况下，工资的提高可能会相对平滑。这样，我们从地区工资差异以及潜在的劳动力供给角度，看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巨大空间。

在分解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之后，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绩效的残差，可以被看作是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效率部分。这部分效率通常可以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完善激励机制、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努力获得。如果仅仅把产业结构升级变化作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度量指标，则产业内部的资源重新配置，即最富有效率的企业得以生存、发展，从而达到较大的规模，也常常包含在技术效率中。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其中的技术效率，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政府所能做的，不是在微观层次或投资领域的越俎代庖，而是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让有效率的企业存活和发展，并淘汰掉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其实，整体经济的健康程度，取决于那些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好的企业能够占主导，并不断提高其份额，因此，熊彼特所倡导的“创造性毁灭”就是提高整个经济健康程度的机制。只不过，这个机制包含的内容很多，而不是简单地把创造与毁灭相提并论。

首先，政府要舍得让那些没有效率，并且被证明没有希望回到效率轨道上的企业被淘汰出局。中国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长期以来扮演着发展型政府的角色，为许多企业的诞生和成长殚精竭虑，因此，在企业生存面临挑战时，政府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现实的GDP、税收和就业考虑，都十分地割舍不开。但是，在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时期，一部分企业垮掉是取得更高整体效率所必须支付的代价。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就犯了保护低效率企业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如此严重，形成了一批该死不死的“僵尸企业”，成为“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的微观根源。

其次，政府职责是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快建设社会保护制度，使劳动者获得能够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技能，以及一旦经历结构性冲击，能够得到必要的社会安全网的有效覆盖。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出现了非熟练劳动者短缺的现象，他们面临着一个就业机会增加、工资上涨迅速的大好时光。然而，这个“好时光”不会延续太久。如果在这个时候，劳动力市场上产生了不利于人力资本形成的激励机制的话，如更多的就业岗位和不断提高的报酬使青年人急于辍学就业，这一代劳动者群体终究会遭遇到产业结构升级的冲击。

此外，一个有效保护暂时被劳动力市场排挤出来的劳动者的社会安全网，也是创造性毁灭机制达到预期目的的制度保障。创造性毁灭的目的不是毁灭，也不是对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视而不见，而是通过这种机制提高整体经济的健康程度。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进一步将社会保护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包括教育干预、医疗援助和家庭扶持等，面临着巨大的需求和最适当的时机。

最后，政府应该把握宏观经济政策的适度性，为创造性毁灭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熊彼特认为经济危机是实现创造性毁灭的最佳方式，所以发生危机的时候也是创造性毁灭的最好时机。其实，这只是理论上的设想或者一种理想表述而已。在危机和衰退时期，金融体系变得缺乏信心和格外谨慎，企业创新和风险投资几乎无法获得任何金融支持。此外，在危机时期，政府为了稳定就业，往往不加区分地对濒死企业进行保护，所以并不是筛选有效率企业的恰当时刻。

推而广之，过于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利于勇于创新的新生企业以及有活力的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支持的，所以，这种政策环境并不鼓励资源重新配置的发生。反之也是一样，在过于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下，那些缺乏效率的企业和错配的投资，也变得容易生存和发生，因此，这时也难以发挥创造性毁灭的筛选功能。总而言之，稳定和适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力度，是保证市场行使优胜劣汰职能的合适土壤。


四 如何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在解释日本减速乃至停滞时，学术界主流观点主要从增长因素进行，认为是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因而丧失了经济增长引擎所致。而一个比较传统的观点仍然流行，即从需求因素进行解释，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国际市场缩小，内需未能相应扩大，导致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因素不足。其实，对于日本来说，供给和需求两个导致减速的因素都存在。并且，中国也隐含着相同的两种危险，即增长潜力因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因素而不足。

如果说通过经济增长劳动者增加了收入，从而城乡居民提高了生活质量，主要得益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从而就业的扩大，旨在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降低劳动者面对的就业和生活风险的社会保护水平的提高，进而显著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则有赖于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及其效果，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可。这种积极作用能否转换到社会发展领域，关系到在经济发展新阶段上，人民群众对社会保护机制提出的要求能否得到满足，从而关乎社会乃至政治稳定。

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使得劳动者不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关注重点，或者说对他们的关注仅仅通过吸引更为稀缺的投资资金，并为此而不遗余力地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从而以增加就业机会表现出来。与此同时，由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给予中央政府更充分的财力，使其有能力承担社会保护的必要职能。特别是在应对1990年代末就业冲击期间，中央政府实施了积极的就业政策，并基本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城市居民得以被安全网覆盖。21世纪以来，在均等公共服务的政策理念之下，以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为核心内容的公共服务迅速向农村延伸。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随着劳动力短缺逐渐构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对于劳动者的关注，则会越来越多地直接体现在政府政策取向上。这个倾向在地方政府身上表现更加突出。自从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并逐渐蔓延到全国以来，响应中央政府“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地方政府逐渐在关于劳动者权益等问题上具备了政策自觉性和主动性。如果说以前仅仅把对本地劳动者的社会保护作为自身职能和责任的话，政府越来越把这种保护延伸到农民工身上。中国的地方政府通过公共服务内容、水平和方向的调整，提高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其提供这类公共服务的激励，也越来越接近刘易斯转折点之前对待招商引资的程度。

在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从而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加快的情况下，如何把他们转变为新兴的消费群体，关乎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向更加依靠消费需求拉动的转变。已经进入城市务工和居住的农民工是工资提高的受惠者，应该成为这个新兴消费群的主体。农民工总数占城市就业的比重已经超过1/3。如果加上没有离开乡镇的非农产业农村工人，总规模与美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岁以上人口）大致相等。在劳动力短缺推动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情况下，其扩大消费的效应必然显示出来。

目前，这个群体消费扩大主要受到户籍身份的制约。虽然他们已经被统计在城市常住人口中，但是，在没有获得城市户籍的情况下，他们的就业是不稳定的，是周期性失业的潜在承受者。同时，又因为缺乏充分和均等的社会保护，即仍然被排除在许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项目的覆盖范围之外，他们的消费意愿受到严重抑制。因此，迫切需要加快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大规模把农民工转化为新市民，从而转变他们的消费模式，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建设和消费品生产等领域创造出更大的需求。

制约农民工及其家庭消费的因素，是城市化的不彻底性。不仅由于城乡消费模式的差异，没有归属感的农民工和家属，依然按照农村的模式进行消费和储蓄，不能发挥城市化促进服务业发展和扩大消费需求的功能，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也没有把尚未落户的农民工的需求完全地考虑在内。更重要的是，由于尚未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在就业的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的覆盖率等方面，没能与城市居民实现均等化，使得其就业和收入不稳定，消费有后顾之忧。例如，图6显示，在2008年和2009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期间，虽然农民离开乡镇外出务工的总人数继续增加，外出天数却显著下降了，表明其受周期性影响的程度比较深。因此，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要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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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农民外出务工人数与时间

资料来源：农民工总数来自国家统计局（2009）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历年），2009年数字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0）；外出时间转引自武志刚、张恒春（2010）。

虽然在理论上，一个经济体在迎来其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有望相应到达收入分配改善的库兹涅茨转折点，但是，这个转变并非自然而然实现的，需要顺应发展阶段的要求，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工资形成越来越需要劳动力市场制度与劳动力供求关系共同进行。例如，日本在1960年前后达到刘易斯转折点之前，消费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过程。而在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得益于已经建立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即被称为“春斗”的一年一度的春季劳资薪酬谈判机制，收入分配状况逐步好转，消费率下降趋势在10年后得以扭转。而韩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在1970年前后到达的。在那之后，政府多年继续严格限制工会，对劳资纠纷采取高压政策，收入分配的改善滞后。直到17年以后消费率才止跌上扬，其间付出了惨痛的政治代价。
 
[1]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达，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劳动力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的性质，在劳动力需求继续扩大的情况下，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具有更多的就业选择机会。换句话说，他们获得了“退出”或“用脚投票”的权利。在具备这个权利的条件下，是否真正使用之，实际上情况更为复杂一些。首先，以“退出”权为保障，他们更加勇于使用“呼吁”权，包括提意见和集体谈判，乃至罢工。其次，对于那些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小型血汗工厂，通常他们会直截了当地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一走了之。再次，对于那些在知名大企业工作的工人，既有对劳动报酬和工作条件等待遇的不满意，又有所留恋（即某种变形的“忠诚”），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诉诸“呼吁”手段。
 
[2]

 可见，劳资冲突的增多并不意味着工人状况的恶化，而是特定发展阶段的现象，迫切需要一个有效的制度平台来处理和规范。




 [1]
 关于日本和韩国刘易斯转折点到达的时间，请分别参见Minami（1968）和Bai（1982）。两国的消费率变化数字，可参见沈建光（2010）。有关韩国缺乏劳动力市场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还可以参见Freeman（1993）。


 [2]
 关于“退出”、“呼吁”和“忠诚”作为三种表达不满的机制的作用，请参见Hirschman（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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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须通过的减速关

中国要经过一个减速关，似乎看上去不那么乐观。因此，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减速，以及为什么说减速是个重要的关口。我们究竟是不想让它减，人为地把经济增长速度刺激起来，还是正视减速的趋势，坦然接受它，同时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这是本讲座意图回答的问题，也是经济学家、决策者和社会公众所关心的问题。所以，当前的确是一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时刻。答案应该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拍脑袋、想当然。


一 “狼来了”并不可怕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201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而党的十七大时提出的是，在200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前十年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目标。现在还剩下十年时间，如果再强调人均GDP翻番，就意味着要求更高的发展速度。因此，这次提出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再翻一番。在2010年的基础上，我们2011年增长了9.2%，今年（2012年，下同）应该在7.5%，甚至可能还会更高。再往后看，其实不需要7%的年均GDP增长速度就可以翻番。这个目标是很宏伟的，但是并不要求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意味着我们可能留出余地来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去三十余年，我们一直是以接近10%的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更是高达11.2%的速度。所以大家感觉如果降到10%以下，甚至到8%以下，显然是减速了。

今年上半年一直到现在，大家听到的都是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历来国际上总有人在唱衰中国，讲中国崩溃论。国内也有很多人经常在担心。以前喊了很多次狼来了，狼都没有来，但是截至今年9月份，狼好像终于来了。

图1是2012年1-9月份的GDP增长速度数据。从2006年到现在，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1-9月份的增长速度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低。今年我们是7.7%。看上去终于被说中了，中国经济要减速了，那些喊“狼来了”的孩子们顿时欢欣鼓舞。但是狼来了以后好像也没那么可怕。我们一直害怕经济增长速度跌到8%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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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6-2012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率比较

温总理多次讲，我们不能跌到8%以下，遭受金融危机也要保8%，因为担心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就会产生社会问题，居民的收入就会下降。今年1-9月份的增长是7.7%，真是到了8%以下了，然而到9月份，新增就业完成全年计划新增就业数的114%，不仅完成了全年计划，还超额了14%。通常我们是用城镇登记失业率来描述就业情况，1-9月份登记失业率是4.1%，和2011年、2010年都一样，没有什么变化，连0.1的提升都没有。同时我们也看到，到9月份，有18个省市自治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接近20%。提工资意味着劳动力还是不足的，招工难胜过就业难。因此从劳动力市场状况看，形势并没有像以前认为的，降到8%以下我们就承受不起了。

图2显示的是，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开办的劳务市场上，要招工的和要找工作的数据。即用岗位数做分子，用找工作的人数做分母，很显然比值大于1的话，就是岗位多，求职人数少。如果小于1，很多人就找不到工作。今年到目前为止还是1.05，岗位还是比想要找工作的人多，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当然其中的结构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大学生想找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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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1年以来的求人倍率变化

为什么我们一直怕狼来了，但狼真的来了以后，却没有显示出它的凶恶的本性？我们的就业并没有受冲击，并不是说以前我们错了，而是说今天的劳动力市场格局跟过去不一样了。基本的原因就是，如果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就不会产生对就业的冲击。潜在增长率，就是根据现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决定的正常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有一个前提，即假设所有的生产要素充分就业，如果实际增长速度不低于潜在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充分就业，甚至还可能出现招工难。2012年年初召开“两会”的时候，温总理宣布预计GDP增长是7.5%，到9月份为止，实际增长率是7.7%，仍然高于我们估算的2012年的潜在增长率7.5%。很显然就不会造成对劳动力市场上大的冲击。

再从更长期的因素来看。人们都在说，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没有人说越慢越好。其实，快当然好，但是不应该说越快越好。首先，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说谁越发达，谁的增长速度越快。高速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种赶超现象，你落在别人后头，只有快于别人的增长速度才可能赶超别人。

图3最左边是世界的平均增长速度。随后是几个代表性的穷国，它们的增长速度都很快，大概都在6%-8%的水平上。再以后是所谓的金砖国家，总体上发展也是比较快的，其中有的更快一些，有的稍慢一些。再往后是发达国家中经济比较正常健康的，像德国、美国。发达国家里头比较差的日本、希腊，都是负增长。正常健康的国家也一定是最有竞争力的，我选了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它们是正的增长速度，但是慢于赶超国家。赶超国家处在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可能缺资本，技术差别大，如果条件具备了，能够有投资增长，再多借鉴一些其他国家的技术，赶超速度就会快一些。实际上，越是发达的经济体越不可能实现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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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

为什么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在赶超的过程中，可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很多的解释。一般来说，解释经济增长重要的一条是制度。但是，如果战乱、政治腐败或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等这些因素都解决了，或者假如大家都在相同的背景下，条件不变，技术差距反而是一个后发优势。有没有人口红利也很重要。罗伯特·索罗是所谓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他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不断投入其他要素比如资本，就会出现报酬递减的现象，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会太快。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生产率的进步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表现超乎于其他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就更快一些。

在这个假设之下，克鲁格曼在20世纪90年代就批评“亚洲四小龙”，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就是说只投入劳动和资本，但是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不好。因此他预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和苏联模式一样，最终都要停滞下来。虽然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但是金融的冲击并没有伤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增长，“亚洲四小龙”无一例外进入高收入的行列。克鲁格曼预测不准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它没有看到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当代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人口红利，存在着二元经济，劳动力不断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到高生产率的部门，构成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些经济体可以不断地靠投入得以增长。可见，有没有人口红利决定了有没有赶超的机会。中国增长过程就是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之下，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所实现的。


二 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比较快，比重比较高，绝对数量比较大。因此，不用担心劳动力会短缺，永远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如果把劳动年龄人口当作分母，把其他的依赖性人口比如年幼、年老者的当作分子，会得到不断下降的人口抚养比，这可以帮助实现高储蓄率。因此简单地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就可以带来人口红利的窗口。迄今为止，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被抚养的少年儿童数量在减少，老年人口虽然也在增长，相比于劳动年龄人口较慢一些，绝对数量没有那么高，抚养比是在下降的。所以，这一段时期我们得到了人口红利。

一般讲人口红利是劳动力多、储蓄率高，其实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看。过去的三十余年，几乎在所有的增长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的因素。对此我们做了一些分解，但是把它们合并在图4中。过去三十多年，我们是每年平均接近于10%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大的71%的贡献是资本投入，就是这个资本投入也是充满了人口红利。有两点大家需要理解，第一点是我刚才说的抚养比低，人口负担轻，生产出来的剩余可以储蓄起来，可以实现高储蓄率从而资本积累，就有资本可以投入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持续不断投入资本，就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表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意味着打破了新古典假设的约束，因此不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靠投资取得经济增长也就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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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过往高速增长靠的是人口红利

说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一般人们可以无限地列举，比如推进改革、改善管理、技术进步、资源重新配置，等等。其实它主要是来自两个部分，一个是技术进步，还有一个是资源重新配置。你把劳动力、资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配置到生产率高的部门，生产率自然就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部分与人口红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分解，也反映在图4里面。跟前面不是一个模型，但是意思差不多。专门看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块，这里全要素生产率是17%，其中8个百分点是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更高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创造，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接近一半。由此看来，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基本上来自于人口红利。

当然，这并不是说体制因素不重要。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人口红利就开始下降。只有改革开放以后，以及中国加入WTO，融入了全球化经济，我们才开始大幅度获得了人口红利。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渗透于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是在制度条件已经存在的前提下，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实现高于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

不过，符合逻辑的结论是，如果人口因素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红利没有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所有源泉都会发生逆转性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和经济增长减速是什么样的关系，迄今为止还没有讨论清楚，原因是过多的肤浅研究在干扰人们深入地认识这个问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当人们还在争论人口红利是什么东西，或者争论人口红利什么时候消失时，我们发现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已经没有必要争了。

最近的人口普查是2010年。根据这次普查的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15-59岁的劳动年龄段的人口，2010年之后是绝对的减少。不是说在减速，而是绝对的减少，劳动力供给是负增长。以15-59岁人口做分母，15岁以前的人口和60岁以后的人口做分子，就是人口抚养比，2010年之后开始提高，而不再是下降了。按照我们前面说的，看劳动年龄人口和抚养比，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一个是从正到负，一个是从负到正。根本性转折很自然地意味着，从2010年开始，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当然，它还会有一些潜力可以挖掘，但总的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人口这个因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源泉。

图5中劳动力的增长率，2010年以后是负的，即今后它是负贡献。投资的增长率过去非常高，今后我们假设它一定会下降，因为将来储蓄率也不会有那么高了。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们没有说它一定会大幅度的下降，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大幅度的提高，按照趋势描画了一下，假设趋势不变。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两个问题。一是人们通常是把15-64岁的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我们为什么提出15-59岁？按照我以前的研究，我曾经预计到2013年人口红利消失，也是依据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做出的判断。为什么突然转换了概念？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退休制度，男60岁退休，女55岁退休，有一些工种女职工50岁就退休了。退休了以后，通常人们就离开了工作岗位。第二个原因是和受教育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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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变化

如图6所示，横坐标是讲15-64岁的人口，纵坐标是受教育的年限，不管受哪一级的教育都加在一起。其中美国不仅受教育程度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比我们高，他们在各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挑一个24岁的美国人，问他受了几年的教育，他会告诉你14年。如果再挑一个64岁的美国人，他也说是14年，没有变化。这意味着在美国，假如劳动力短缺，找不到24岁、34岁、44岁的人，甚至连54岁的人也找不到了，那你仍可以雇一个64岁的人，除非有重体力要求，他的技能可以是一样的。日本情况也差不多。但是，中国不仅在每一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低，更重要的是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50岁或60岁的人，基本没办法掌握劳动力市场所要求的技能。从这两个理由看，年过60岁的中国普通劳动者很难成为现实的劳动力供给，把他列入劳动力供给指标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采用了15-59岁做劳动年龄人口。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假设投资增长速度不能像过去那么快。因为我们已经超越了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至少已经离它稍微远一点了，离新古典经济增长阶段更近一点了，这意味着新古典理论所提醒的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开始发生了。我借鉴了不同的学者的估算，自己也做一些。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一直在下降，过去几年的下降幅度格外快（见图7）。如果没有政府给你补贴，“打鸡血”，你会愿意在报酬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再继续投资吗？换句话说就算你愿意，你能够保证得到盈利吗？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正常情况下，投资增长的速度一定会放慢。我并没有假设它放慢太多，只是从高峰降下来，与前些年比其实还是比较高的。我认为这样的假设还是合理的。在这个假设之下，我们可以估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怎样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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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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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研究显示的资本边际报酬下降


三 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政策含义

按照上述假设进行估计，1978-1995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10.3%。1995-2009年期间，估算的潜在增长率是9.8%，跟现实也差不了太多。在“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期间潜在增长率降到了只有7.2%。到了“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我们平均GDP的潜在增长率每年只有6.1%。无论是7.2%还是6.1%，拿到世界上大家也会说是很好的速度（见图8）。印度实现了6%、7%的增长，被称为“印度奇迹”。但是如果说这是中国，人们还觉得不够快，都认为中国应该更快些。我们“十一五”期间大概是10.5%的潜在增长率，到“十二五”期间一下子降到7.2%，这个起伏似乎很大。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划分“十一五”和“十二五”的就是2010年，正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从正到负，人口抚养比从下降到上升的关键点，因此它就是一个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了，潜在增长率出现比较剧烈的下跌也是必然的。我们面临着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要看我们应该怎么认识它，能不能在心理上和政策上做好足够的准备。

我个人认为，我们目前的潜在增长率是一个更平衡、更协调和更可持续的增长率。我的研究是在十八大之前做的。十八大没有要求我们在7%以上，但是，今后如果每年能达到7.2%的经济增长速度，到2020年人均GDP也可以翻番。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显得很慢，最后结果显示出7.7%，我们会听到企业的哭声，听到投资者的抱怨、投行经济学家的呼声，听到外国人希望你能刺激经济增长的劝告声。都说如果能像2009年实施几个万亿的投资计划，经济增长速度马上会起来，企业会高兴，解决了外需不足的问题；外国人更高兴，因为你对他的需求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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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估计的各个时期GDP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7.2%是我们的能力，是能够保证充分就业的，因此我们不用刺激出额外的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们可以知道一段时间内每年经济增长速度中有多大的部分或多少个百分点来自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的需求。近十年消费需求对GDP的拉动作用平均是4.5个百分点。内需中的投资需求拉动的是5.4个百分点，外需即出口需求是0.56个百分点。未来我们指望不上出口，姑且假设它的贡献将来为零。以往我们对国内投资的依赖程度也太过分了，希望将来能够缓下来，姑且也把它减掉一半，只剩2.7个百分点。这2.7个百分点加消费需求的4.5个，正好是7.2个百分点。就是说合理的需求拉动作用和潜在增长率是完全可以匹配的，我们不需要人为地加大投资以增加需求。人为刺激出的需求也许能把经济增长速度拉上去，但是超越了潜在增长率则产生不好的结果。

第一个结论，潜在增长率不应该被超越。当我们说中国经济要减速，或者更学术化一些，讲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时候，学者跟政府官员往往在一点上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学者提出很多点子，如加快城市化速度可以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搞很多的建设，中西部发展仍然需要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中西部“铁公机”的建设是有需求的。政府也觉得，就学者们提的这些新增长点而言，我都有手段、有抓手，而且过去干得也很成功。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一点，过去搞区域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战略，目的是为了达到区域间均衡发展。而现在在学者的鼓动下，这个政策一旦变成意图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手段，味道就变了。过去我们尝试着去占领一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摸索动态比较优势，出台了很多产业政策。对这些新兴产业给补贴，给更多优惠政策，刺激这些产业的投资，政府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但是现在也变成了超越潜在生产率的手段。遭遇金融危机，政府出台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现在我们发现这个政策也能刺激经济增长，超越潜在增长率。政府熟知这些政策，跟学者提出来的经济增长点建议也正好合拍。在市场显示出资本报酬已经下降的情况下，过度的产业政策，给钱、给补贴、给土地、给其他的优惠政策，最后的结果是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一系列扭曲。

在图9中，这条横线是中国工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图中显示出，有一些产业的产能利用率明显要低于平均值，产能严重过剩。而这些恰恰是过去受到产业政策鼓励，给予优先发展的产业，比如钢铁、汽车、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等。我们的产业政策过度使用倾向显然需要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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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受到鼓励的产业产能过剩更加严重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过度实施的区域政策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用政府引导的方式，把大量的资本投到中西部地区建设重化工业，必然造成产业的过度资本密集。我们用一个资本劳动比指标，即资本作为分子，劳动作为分母。这个比率的提高，就意味着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提高。我们比较了一下，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目前中部和西部地区已经大大高于东部地区（见图10）。这些地区资本密集度高于沿海地区，说明其已经偏离自身比较优势。本来，区域发展战略应该着眼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减贫。过度使用这种战略，就会造成实际增长率超越潜在增长率的不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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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三类地区制造业资本密集度

上述这些都是已经出现的苗头。假如学者告诉政府决策者，“十二五”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是7.2%，“十三五”期间只有6.1%。政府不喜欢这样，就会用原来熟知的办法去刺激经济增长，超越潜在增长率，眼前的这些端倪就会变成未来现实中的错误。在出现减速趋势的情况下，我们距离犯错误的目标就越来越近了，不正确的认识和政策倾向伤害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可能也就加大，离我们想纠正的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意愿也就越来越远了。

日本是一个最好的反面教员。图11中的这条曲线是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它在下降的过程中，意味着有充足的人口红利可以获得。在它下降的二十多年间，日本实现了9.2%的高速经济增长。最后降到最低点，又持续了二十年左右是持平在那里。它的潜在增长率就大幅度跌下来。对此日本民间不甘心，政府也不甘心，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刺激方案，货币政策始终松弛，财政政策保持扩张性。日本跟我们很像，不遗余力地实施过区域发展政策、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刺激方案。我们最熟知的就是它刺激房地产发展，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泡沫经济。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泡沫终于破灭了，然后，随着人口抚养比上升即人口红利消失，日本经济就陷入长达20年的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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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人口红利消失之后日本经济的衰落

图中显示出日本在1990年以后每年的增长率是0.85%，是加上了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因为它的通货膨胀率这20年是负的。如果不用调整，它只有0.24%的增长率，基本上就是零增长。所以我说日本在两个意义上是典型的例子，第一个是说它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红利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是说它尝试努力去超越潜在增长率，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不仅没有真正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反而陷入了长达20年的停滞，或者叫“失去的20年”。

刚才是一个结论，结论就是潜在增长率是不应该超越的。人们都说经济学是一个抑郁的科学，它不仅表现在经济学关心的这些事都比较枯燥，还表现在总是告诉我们一些坏消息。不管怎么样，人们还是喜欢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再来十年，最多二十年的9%或者10%的增长速度，就理直气壮地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了。潜在增长率的估算结果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现在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是7.2%，几年以后又会变成6.1%，我们对这个趋势有没有办法呢？因此我要讲第二个结论：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


四 如何提高潜在增长率

当人们在说，未来二十年中国还可以有高速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需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所指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指多少？在世界范围内说7%甚至6%也可以是高速增长，不一定是指8%、9%或者10%。第二个问题，你想要达到的高速增长是用什么办法？用前面刺激需求的办法达到更高的增长速度的办法，我认为是不可持续的，是必然伤害中国经济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也包括潜在增长率还可能因为错误的政策伤害了生产要素的供给或者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如果像日本一样失去20年，我们就成了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

如果政策得力，提高了潜在增长率会怎样？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这是正确的选项，但是我们怎么提高它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模拟。我们先从潜在增长率究竟是什么讲起。形象地说，潜在增长率就是运动员的体能和人类的极限，是科学所定义的运动员应该跑的速度。运动员的速度受到他（她）的身体能力和人类身体极限制约。而他（她）想超越潜在速度的压力是巨大的，来自于广告商、主管部门、外行的社会大众。结果如何呢？也许可以超越一时，但是受伤的概率一定会高，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受伤的频率到底有多高了。这就是潜在增长率。

因此，就潜在增长率的含义来说，我们关心的就是劳动力供给如何，资本供给如何，生产率能有多快的提高。如果你改变了这些东西，还有可能让它更好一些。比如说我们从某某临近的国家，引进一个亿跟中国农民工一样素质，一样工资水平的劳动力，我们就重新又回到人口红利了，那么回到10%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因此，我们做了一点假设和模拟。

图12显示的是不同劳动参与率下的潜在增长率，实线表示的是在前边做的那些假设下，所具有的潜在增长率。劳动力是负增长，即前面说的15岁到59岁能够作为劳动力的人口在下降，但是，如果提高劳动参与率，则可以抵消这个下降的效果。因此我们模拟了一下，假设从2011年开始到2020年期间，我们的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GDP的潜在增长率就变成虚线所表示的那样了，也就是说可以提高大约0.88个百分点的。只是这一个因素即可以改变潜在增长率。

[image: ]


图12 提高劳动参与率的增长效应

劳动参与率怎么提高？最经常提到而且有关部门也在酝酿的办法是延长退休年龄。比如本来应该60岁退休，打算延迟到65岁退休，当然就会增加劳动参与率。但是我前面说了，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到60岁上下的时候，受教育程度大幅度下降。这代表人力资本也好，学习新技术、新技能的能力也好，在这个年龄上都大幅度下降，实际上他是不能适应继续工作的，因为没有人愿意雇他。强行从法律上把退休年龄向后延，意味着这部分人失业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劳动参与率实际上并没有提高。目前这条路对中国来说走不通。有人问美国为什么能走通，那是因为美国人在各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理论上提高劳动参与率的好办法，即降低失业率。不过，我们现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4.1%，已经很低了。根据我的同事估算，这4.1%其实就是自然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是很难再下降的，因为在结构上和摩擦系数上总要有一些失业，所以也没有特别大的降低余地。真正提高劳动参与率的空间在于户籍制度改革，即推进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稳定化和充分化。目前，官方用常住人口定义的城市化率是51%。而用非农业户口人口比例定义的中国特色的一种城市化率，则只有35%，中间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就意味着有1.6亿农民工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但是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从而没有均等地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

由于这些人没有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因此他们就不可能一直干到六十岁或者五十几岁。因为家里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可能他们四十岁上下就退休回家了。他们也不享受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因此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2009年春节期间，中国经济遭遇到金融危机外来的冲击，许多农民工就返乡了，因为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是最早承受冲击的群体。因此，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这些劳动力的供给是不稳定的，他们的劳动参与率是比较低的。虽然他们回去还要劳动，但是对于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是很低的。所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产生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到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以后，农民工变市民了，很自然他就可以成为稳定的劳动力，该什么时候退休就什么时候退休。因此就改变了劳动力供给的这条线，进而改变了所有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潜在增长率直接就可以得到提高。这也就意味着，公共政策可以起到替企业家来加大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力度的作用，而不是完全靠工资上涨。目前大家为了争取雇到农民工就只好涨工资，每年农民工工资以15%的速度增长，2011年则高达21%，再涨下去企业家也受不了。农民工转移得到了户口，意味着政府在制度上给它更好的激励，市民化还会加大转移力度，带来的是资源重新配置，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改进以后，也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此外，农民工得到基本公共服务，有了社会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他们就可以像城市居民一样来消费。过去他们一直是消费的例外群体，人在城市生活，工资也在不断涨，甚至跟很多市民挣的差不多，但他们绝不会像市民那样消费，而是把钱攒起来带回老家。如果他们能像市民一样消费，内需中的消费需求会有大幅度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就变得更平衡、更协调、更可持续了。

很多人说刘易斯转折点已经过去了，人口红利也消失了，还有多大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呢？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潜力了，其实不是。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就是指你用不变的工资雇不到人了。2004年以前，所有的老板都是用几十年不变的工资招农民工，都有人来干。但是从2004年以后，你再拿六百块钱、八百块钱招工就没有人干了。但是它绝不意味着没有劳动力了。我们做了一个比较，从今天开始到2020年，中国处在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门槛跨越的阶段上，人均GDP应该落在6000美元到12000美元。我们把处在这个阶段上的国家挑出来，它们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比我们要低很多，平均要低十到二十个百分点。即按照官方统计，我们现在还有35%的劳动力在务农。我们的研究发现官方是高估了，我们给它降了十个百分点。即使按照我们的估算值，我们也仍然比这些处在6000-12000美元人均GDP的国家高十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今后十年每年降一个百分点，差不多就有800万的农业劳动力还要转出来。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继续挖掘人口红利，延长过去的人口红利，提高劳动参与水平。

我们还做了一个模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以后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假设，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比以前高一个百分点（见图13）。即到2020年之前，我们原来的趋势是全要素增长率每年增长5%，如果把它变成6%，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明显上升，潜在增长率会增加接近1个百分点，会在7.2%的水平或者6.1%的水平上再加一个百分点。这是非常现实的假设，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一条重要途径，非常值得我们去做努力。理论和其他国家经验显示，有一些我们过去认识到的或者没有认识到的途径，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看到的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条提高途径：一条是技术进步，对中国来说也有很多捷径可走。我们在技术上是和发达国家有差距的，这给我们带来一个后发优势，我们不用在所有的领域都去自主创新，这不代表我们不可以独立搞发明，而是说我们可以借鉴很多技术。如图14所示，瑞士代表的是科技最高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和国际上的科学技术前沿有多大的差距。我用的这个指标是一个国家发表论文被引用的数量作分子，分母是这个国家发表的全部论文数，反映发表的论文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高水平的。如果你发表的不是在技术前沿上就没有人引用，这个比值就是零。世界上最高水平依次是瑞士、美国、英国等，中国是在较低的水平，相当于瑞士水平的1/5。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发表科学论文的总量上来了，但是它的质量并不高，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到创新的前沿上。这个差距我们当然要赶上，目前存在的这个差距也可以说是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在每一个点上都得自主创新，而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研究出来的成果，掌握起来就要简单得多，成本低得多。这种赶超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可以算是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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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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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中国科技与世界前沿的差距

还有一条途径就是资源的配置效应。从图15中，大家可以看有三种方式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我们知道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从农业把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转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就提高了。但是，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从这个过程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会越来越少。接下来你会发现在二产内部，每个行业之间还是有生产率差别的。如果你能把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行业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行业，还能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更进一步，在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的效率也是存在差异的，有的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上持续进步，有些企业则是靠政府补贴才能苟延残喘，近似僵尸。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僵尸死掉，让有生产率进步的企业去得到更多的资源，甚至兼并其他的企业扩大自身规模，最后的结果则是整体经济的效率就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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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途径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潜力我们远远没有开发殆尽。一项研究表明中国企业之间的生产率的差距非常大。比如，我们行业内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用不同的指标表达都比美国高。如果同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非常大，这就意味着你没有把生产率低的企业淘汰掉，也没有让生产率高的部门把其他的企业资源拿来扩大它的自身规模。因此就很自然地说，如果我们达到更好的配置，比如说达到美国的水平，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还有一项研究，是以美国为代表进行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之间进入和退出、成长和死亡，这种创造性毁灭过程，所能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占到全部生产率进步的1/3到1/2。

上述两个不相关的研究得出的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数量级却是一样的，结果这么巧合与一致，说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个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途径的机会加以利用。最乐观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看到我们哪个地方差，就说明那个地方我们有巨大的潜力。因此未来让企业生生死死成长消亡，可以期待获得巨大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为此我们需要改革。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企业该死的不死，该壮大的不能壮大，因为是有各种各样的歧视和准入壁垒。我并不只是说歧视非公有经济，更多的是歧视小企业，歧视新成长企业，甚至地方政府会人为地挑选赢家，官员们总是觉得政府能判断谁有发展潜力。但是市场怎么会由你来决定呢？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各种各样的歧视仍然存在，企业不能自由进入，甚至有的时候也不能自由退出，有能力的企业不一定有机会壮大自己，濒临死亡的企业还在打着吊针维持。这种状态就会使我们损失30%-50%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清除制度障碍，必然会带来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

结论是我们要创造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制度环境。我们会把重点放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但是我不倾向于一定要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有该退出的地方，也有该进入的地方。把呼吁的重点放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其实效果并不一定好。现存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可能仍然有话语权，甚至可能有强大的既得利益在支撑，因此有些改革很难推进。我们是说所有形式的不平等的竞争环境都要把它改掉，这种改革不仅仅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它是更有一般意义的改革，是更长期的制度性建设。总之一句话，我们的改革推进的动力，就是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明显改进。

（本文系作者在《长安讲坛》的讲演整理稿，清华大学2012年11月15日）


正确认识和应对潜在增长率的降低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的下行趋势，既有宏观经济周期因素，也反映了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周期性下行与长期减速是由不同因素所造成的，因此，在认识上应该避免将两者混淆，而在应对政策上，特别要防止用刺激性手段应对长期减速趋势。把目前的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比，把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相比，8%以下的GDP增长率是可以而且应该接受的，尽管我们仍然需要探索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途径。本文将论述，潜在增长率不可以超越，但却可以通过改革予以提高。


一 长期供给变化与短期需求波动

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都影响经济增长。长期看，经济增长是受到供给方因素制约的，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及其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要素供给水平和生产率提高方式皆具有阶段性特点，构成特定的潜在增长率。在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中，得益于人口红利，我国要素供给充足，生产率提升空间巨大，潜在的和实际的增长率都达到很高水平。

根据估算，在1978-1994年期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为10.4%，1995-2009年期间为9.8%。这两个时期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0.1%和9.9%。其中贡献因素71%来自于资本形成，8%为劳动力增长，4%为人力资本积累，7%为人口抚养比下降，10%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然而，由于以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停止增长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上述贡献因素都将出现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估算表明，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分别降低为7.2%和6.1%。

可见，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固然受到欧债危机和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的需求因素制约，同时也是潜在增长率降低的表现。虽然受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影响，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周期性地分别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上或之下，但归根结底，由供给方因素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构成了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制约。

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需求因素也符合这个潜在增长率。例如，2001-2011年期间，拉动GDP增长的需求因素中，消费需求平均贡献了4.5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投资需求）贡献了5.4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了0.56个百分点。因此，即使“十二五”期间净出口的贡献为零，投资需求减半，靠国内消费需求和一半投资需求形成的需求拉动（4.5个百分点加2.7个百分点，共7.2个百分点），也足以支撑这一时期的潜在增长率（7.2个百分点）。实际上，这样的增长速度恰好符合中央的预期，即适当的低速度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再平衡。


二 潜在增长率不能人为超越

在理解潜在增长率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致命的误区，即混淆经济增长的供给方因素和需求方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常常会把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增长减速误认为是需求不足，因而主张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例如，日本在1990年以人口抚养比上升为标志，人口红利正式告罄，潜在增长率大幅度降低。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却认为，减速是需求不足导致的，多年来坚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尝试了各种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版本，政策倾向上不啻南辕北辙。由于未能抓住日本经济停滞的要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停滞，最终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20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不到1%。

尝试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工具，可能具体体现在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之中。固然，产业政策着眼于动态比较优势，区域政策旨在促进平衡发展，应对短期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必然包含刺激需求的政策意图和政策手段，但是，这类政策应用的限度是使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符，一旦应用过度，即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达到某种期望的增长速度，以刺激需求的手段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则必然导致扭曲的结果，加重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看，通过政策手段不遗余力地“保增长”，会导致欲速而不达的结果。

首先是造成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人为推动的大规模投资意味着过多廉价资本的投入，压低了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导致背离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并加剧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日本在丧失人口红利之后，用提高资本劳动比的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却忽视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其1990年以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资本劳动比的贡献率高达9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为-15%，成为其经济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造成资源的浪费，加重已经呈现的产能过剩。外在于市场力量的投资行为，容易导致资源的配置不当，投资效率降低，进而造成产能过剩的结果。例如，2010年，相对于中国工业平均水平而言，除了纺织业和轻工业中的部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之外，那些被列入产业政策扶持对象的行业，产能利用率大多显著低于中国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82%的水平。其中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还不到50%，有色金属行业只有70%略强。

最后是造成不恰当的保护。对于经营不善从而应该退出的企业和行业给予补贴等各种优惠，乃至政府进行直接干预防止其倒闭，总是以就业、GDP和税收的名义做出的，但其结果则是保护落后，使那些长期没有效率的企业得以继续生存，其结果是伤害竞争机制，造就僵尸企业。一旦这类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过大，整体经济效率则必然降低。


三 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

然而，潜在增长率却是可以改变的。通过挖掘相关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潜力，以及提高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允许经济增长实现更高的速度。对于我国来说，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诸多机会窗口，可以通过改革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标。下列相关改革应该被置于优先地位。

第一是推进深度城市化过程。加快城市化固然也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继续挖掘增加劳动力供给潜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及其稳定性，是有助于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重要举措。一般来说，在劳动力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之后，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产生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对于中国未来5-10年的时间来说，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稳定其劳动力供给，是提高劳动参与率的中国特色道路。这涉及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

第二是保持教育优先发展的趋势。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要求顺应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需要，大幅度改善和提升劳动者技能。根据中国数据估算，劳动者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1.3年；转向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4.2年。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在义务教育毛入学率达到或超过100%之后，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是增加未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关键，而高等教育发展更是建造国家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这涉及对教育体制和培训形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第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唯一可持续源泉，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随着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终将式微，今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更多地来自于以下源泉：

其一，由于各行业之间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流动，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未来10年，是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与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处在这个发展阶段上的其他国家，平均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为14.8%，比中国低10-20个百分点，因为按照学者的估算，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4%左右，而按照官方统计口径，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35%左右。这意味着在今后10年乃至20年时期中，从现有的农业劳动力出发，中国每年需要减少数百万人农业劳动力，即每年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1个百分点以上。这样的话，就能保持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进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其二，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生产率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相应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改进的企业，可以提高行业进而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研究表明，在美国，通过部门内企业的进入、退出、生存、消亡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30%-50%。此外还有研究表明，中国部门内企业间生产率差异巨大，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0%-50%。这两个数字如此巧合的含义是，迄今为止，中国尚未获得这种类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这就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拆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深化改革固然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但是，却不应该过于功利地看待改革，期待所有领域的改革都能够对经济增长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面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一方面需要把改革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为更长期的持续增长构建制度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习惯并接受较低的增长速度，把增长模式从立足于投入增长的速度型，转向立足于生产率提高的质量型。


中国经济增长的十字路口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狄更斯

多年以来，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以及不属于严肃研究者的观察家，对中国经济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预测和判断。无论其科学性如何，几乎无一例外地引起舆论界和民间的热议，也常常得到官方的反应。如果说，许多这类的预测仅仅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预言的话，简单地把所有的预测都解读为“棒杀中国经济”或者“捧杀中国经济”，也是欠缺理性的思维逻辑，并无助于我们对中国经济面临问题、挑战和出路的认识。

不过，本文讨论所引用的关于中国经济的预测，主要局限于那些严肃并且至少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讨论基础的研究，而忽略那些没有提供充分论据，从而缺乏讨论基础的观点，或者明显带有成见的，或者旨在炒作的观点。此外，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预测，因其涉及短期问题，有些观点会随着短期外部冲击的消失、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性调整，从而当事人预期的变化而时过境迁，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列。本文目的并不在于回应各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和评价，而是尝试找出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的潜在原因，争取较好的结果。


一 预测中国经济

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紧接着的问题自然是：中国何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出所料，随之出现一系列关于中国进一步赶超的预测。最引人注目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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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总量，将从2011年的11.3万亿美元增长为2016年的1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而此期间，美国则从15.2万亿美元的经济总规模增加到18.8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到17.7%。

许多国际组织和投资银行都做过类似的预测，像这样的乐观预测也不胜枚举，只不过，各种预测有的依据按照汇率计算的GDP，有的依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从而在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上有早有晚。

这样的预测结果也绝非天方夜谭，不过是根据过去对未来进行的外推。1990年，中国GDP总量在世界上排在第10位，到1995年，中国超过了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7位，到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6位。随后，在21世纪前10年中，中国又依次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到2010年终于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美国之后。

最直接的反映是，由于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比重接近1/5，对我们来说，在人均收入仍然较低的条件下经济总量排在第一位，也并非值得洋洋自得的事情。不过，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人均GDP的预测同样是相当乐观的。

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预测，204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高达123.7万亿美元，真正占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40%。在人口达到14.6亿的情况下，中国人均GDP将高达8.5万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是美国人均GDP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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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在2035年达到14.4亿以后不增反降，并且预计在2040年只有14.3亿。如果按照这个人口基数计算，届时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相当接近于美国那时的水平了。

其实，所有这些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乐观预测，从中国过去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表现看来，都无令人惊讶之处。自17世纪之后，在西方世界进步加快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便远远落在后面。1700-1820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85%，而人均GDP则没有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更是经历了无尽的内忧外患，经济停滞，民不聊生。在1820-1952年期间，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22%和-0.08%，而同期欧洲的这两个增长率分别为1.71%和1.03%。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在受到一系列政治运动和重大政策失误影响下，虽然也实现了6%的年均增长率，但是，由于排斥市场机制、过高的积累率、产业结构失调，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缓慢，不仅没有实现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赶超，反而拉大了发展差距，1978年农村尚有2.5亿人口未得温饱。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经济才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的复兴。其间实现了不胜枚举的巨大制度变迁。例如，从人民公社大锅饭到家庭承包制的体制变革；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成为资源配置主要机制的改革；从封闭型经济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获益者的变化。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有效的微观激励机制、现代企业制度、财政金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所有这些，最终都体现在国家总体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面。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即1978-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得以保持每年近10%的速度（见图1）。不仅是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增长也创造了奇迹。比较不同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上，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英国在1780-1838年花了58年，美国在1839-1886年花了47年，日本在1885-1919年花了34年，韩国在1966-1977年花了11年。而中国在1978-1987年期间只用了9年的时间，随后又在1987-1995年和1995-2004年期间分别用8年和9年时间再次两度翻番，并于2011年再翻一番，而这一次只用了7年的时间。

早在1994年，当林毅夫、蔡昉、李周出版《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第一版时
 
[3]

 ，他们在书中就按照当时显现出的中国、日本、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假定三个国家保持各自在20世纪80年代的GDP增长率的话，中国经济的总规模将在2035年前后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如果按照当时经济学家认定的购买力平价口径计算的话，中国经济预计在2015年前后超过日本和美国。

[image: ]


图1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

即使在当时，与此类似的乐观预测也并非绝无仅有。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劳伦斯·萨默斯也做出了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的预测。稍后，澳大利亚外交与外贸部、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以及世界银行等都做出了相似的预测。而如今，类似的预测越来越成为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中国能否按照这些研究预期的方向和时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超出了通常按照经济规模进行排位的意义，即关系到中国最终能否完成一个人类历史上由盛变衰，再由衰至盛的奇迹。




 [1]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


 [2]
 Robert W.Fogel，“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2040：Forecasts and Specul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No.13184，2007.


 [3]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0页。


二 从大分流到大趋同

在前面提到的《东亚奇迹》这部报告中，世界银行对东亚地区有着颇高的期待（称之为“东亚任务”），即期冀该地区保持其既有的、显著快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于2025年在经济总量上占到世界的40%。这样，东亚就重现其历史上的辉煌——1820年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就是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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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中国经济总规模和增量的贡献率，对东亚的这个期待，不仅也是，而且尤其是对中国的期待。

世界经济史学的最新进展，表现为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即欧洲及其衍生地区在科技和经济从而人均收入上所处的绝对领先地位，并非从来如此。

最初是人们围绕所谓“李约瑟之谜”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尝试回答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近现代中国不再具有这样的领先地位这样一个命题。相关的研究发现，在18世纪起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前的1000多年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经济最繁荣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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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公元9世纪直到13世纪，中国农业生产力处于世界最高水平。自汉代直到14世纪，中国的工业都处于较高水平。而城市化水平不仅是工农业生产率的结果，更代表了商业的发展。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在宋代中期，中国的城市化率远远高于欧洲的水平。相应地，与市场发展相关的一系列经济制度也得到高度发育。只是在14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才渐渐拉开了与西方国家的距离。

以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为代表的历史学“加州学派”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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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500年前后的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东方，而中国在这个“东方”概念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只是在那之后，欧洲才开始崛起，并且在18世纪较晚的时候，东西方的“大分流”才出现。也大约在相同的时间范畴里，中国与西方在经济、科技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明显拉大，中国愈益变成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不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内忧外患阻碍了经济发展，共和国成立以后也因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经济体制上的弊端耽搁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不仅全面地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与亚洲邻国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发展差距也显著拉大了。例如，根据一项研究，仅仅因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就使1993年的劳均产出降低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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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失误，使得中国没有搭上迈克尔·斯宾塞所说的1950年以后世界经济大趋同的顺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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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失去了宝贵的30年。而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终于把数百年的“大分流”逆转为“大趋同”，中国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征程，并以成为世界第二位经济体为象征，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迄今为止，能够得到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普遍认可，并广泛引用的长期国别历史数据，特别是现代统计体系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人均水平的数据，是由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系统地整理并公之于众的。使用这套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由盛至衰，再由衰至盛的曲折反复，高度浓缩了前面文字讨论中的信息（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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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30 AD，Essay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379，table A.4；p.382，table A.7.

如图2所示，就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言，中国人均收入所达到的最高点是1500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6%。而中国经济总规模的最高点则是1820年，创造了世界全部GDP的近1/3。同时，这张图也以其宏大的跨度，显示了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不再是一个倒U形曲线的变化，而将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前期呈现出的趋势接续起来观察，已经呈现出一个N字形的变化轨迹，即自19世纪以后的衰落，再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时期的宏伟复兴。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逻辑出发点是资本报酬递减，即随着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其报酬的增长率会降低。因此，从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起步的国家相对于在较高起点上发展的国家，能够实现更高的增长率。这种增长率差异维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结果，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这种理论预测的含义就是，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具有赶上并超过较发达国家的机会。

然而，大量观察和研究发现，这种趋同论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事实。而事实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除少数实现了赶超的国家和地区之外，总体上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增长得更快，在这两组国家之间，趋同并没有发生，差距反而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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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在经验上的这种失败，来自于其理论上的缺陷，即把经济增长的源泉——技术进步当作外生的因素，不能为模型本身解释。因此，一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理论陷入凋敝的境况，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尝试着在两个方向上弥补传统理论的不足：在理论上试图将技术进步等增长因素内生化，在经验上则继续收集数据以检验趋同假说。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增长理论迎来了它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在理论上，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对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特点及其在增长中的作用的研究，以及技术扩散的过程的研究，成功地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内生化，所以这种新增长理论又被称作内生的增长理论。而一旦人力资本这种具有报酬递增特点，以及技术创新、扩散这种可能和需要产生垄断的因素被内生化在增长模型中，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假设就被突破了。

从经验上，有些学者在检验传统的趋同假说时发现了所谓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即在那些具有同质性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之间、美国各州之间和日本各县之间，的确存在着趋同的趋势，而在具有异质性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差距则进一步拉大。这种与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趋同假说部分吻合、部分抵牾的经验结果，诱导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捍卫者从索罗等的理论中，发掘出一个新的概念——条件趋同。

其实，新古典增长理论很早就指出了趋同是有条件的，即人口增长率和储蓄倾向的差异会导致每个国家具有不同的长期增长率。只有在这些增长条件被假定不变的情况下，从较低起点上开始的经济增长才倾向于具有更快的增长速度，从而产生趋同趋势。坚持新古典主义注重理论与经验相吻合的传统，巴罗和萨拉伊马丁孜孜不倦地尝试把各种可能的解释变量放到经济增长模型中，以检验条件趋同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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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最为成功的理论框架，是把新的内生增长理论与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新的增长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何以能够保持持续的增长，而没有出现报酬递减现象，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则能够更直接地回答，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落后国家能够赶上发达国家。从经验上检验条件趋同假说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找出那些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包括储蓄和投资水平、基础设施条件、体制因素、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乃至人力资本和人口负担等因素。

中国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显著地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证明了只要选对了道路，即坚持改革开放促经济发展的方向，相对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实现赶超。归根结底，经济理论只有具备对现实的一致性解释力，才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因此，从迄今为止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成功中总结的经验，对于趋同假说的印证，比增长理论学家的200万次回归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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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何时以及为什么减速？

按照既往的表现所做出的振奋人心的预测，以及因之而生的更高的期望，并没有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打下包票。曾几何时，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就一直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宝座的日本，也被国际上十分地看好，被寄予了厚望。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相继陷入“失去的十年”和“失去的二十年”，最终失去了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与日本不同之处在于，直至2010年，当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仅为4382美元，刚刚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中国遭遇日本式的“失去的十年”或者更久，与日本在世界名列前茅的收入水平上的徘徊不同，中国则会成为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典型案例。

在一片对于中国经济成就的叫好声中，开始出现一系列以预测中国减速为目的，关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何时，在什么条件下，以及以何种方式减速的比较研究。

一项研究来自于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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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根据世界经济史发现，在历史规律和万有引力的作用下，一个经济体经历过高速增长后终将要减速。而这个减速的拐点，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这些作者从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中发现，过去100年间有40个经济体达到7000美元这个人均GDP拐点，其中31个经济体在拐点之后平均减速2.8个百分点。按照相同的口径，2008年中国达到7000美元这个“魔幻数字”，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和80年代末的韩国。而这两个经济体在类似拐点之后，经济增长率都有所减缓。

鉴于影响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一些因素发生了变化，如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放缓、储蓄率和资本形成开始走低、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缩小等，因此，在这个研究团队看来，既然中国的经济成就是既往“亚洲经济奇迹”的一部分，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则决定了其经济增长减速在所难免。

不过，这项研究的结论并不那么悲观，而是认为有很大的可能性和机会，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使得中国的减速不会像日本、韩国那样突然和急剧，而是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持续期内逐渐完成。与此同时，在这个过渡期内，产业结构在区域间的重新布局，以及经济增长需求拉动因素的构成等方面的调整将加剧，给中国以足够的时间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另外一项研究在数据分析上进行得更加深入一些，由艾辰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几位学者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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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同样是高速增长的经济在何时，即怎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减速，以及对中国的比照意义。他们从国际比较中发现，按照购买力平价和2005年美元计算，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高速增长的经济通常遭遇明显的减速，一般来说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幅度为2个百分点的年均GDP增长率。作者估计，如果保持9%的GDP年均增长率，2015年的中国就符合了这个口径的17000美元的条件。再加上作者所罗列的诸多经济增长中的隐患和不可持续因素，他们警告届时中国将有70%的可能性遵循这个减速规律。不过，正如有些投资经济学家所做的评论指出，这个70%的减速2个百分点的概率——即1.4个百分点，对于一个长期保持9%-10%的增长率的经济来说，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担忧。实际上，中国的“十二五”规划确定的2011-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是7%，在国家财力充足和就业压力减缓的新形势下，这个增长速度反而是更加可持续的。

人口老龄化也被看作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减慢及至绝对数量的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不再提高，而是趋于下降。相应地，经济增长开始丧失表现为劳动力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的人口红利的支撑。1990年，日本的老龄化水平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1.9%，不久之后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就迅速提高了。大约就在人口结构发生这样变化的同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急剧的逆转，从减速开始直到停滞（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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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与增长减速

资料来源：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GDP增长率来自世界银行和Takeo Hoshi and Anil Kashyap，“Why Did Japan Stop Growing？”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NIRA），http：//www.nira.or.jp/pdf/1002english_report.pdf，2011。

按照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4382美元。而将其折算成前述两项研究中的减速基准点（分别为7000美元和17000美元）的话，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的话，则大约为8700美元或更高。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增长减速的期间之中。此外，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8.9%，也已经十分接近于日本于1990年经济增长减速开始时的老龄化水平了。在大约与“十二五”时期重合的几年内（2011-2015年），中国就将像日本一样，经历迅速的人口抚养比提高。

经济史显示的经验终究是一种概率现象，对未来的预测毕竟也不是现实。前述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既没有断言中国经济必然发生最悲观的情景，也不意味着在其存在乐观情景的条件下，我们尽可以放宽心了。实际上，以“平均数”为外衣的国际经验，往往掩盖了许多特殊的情景和因素。

例如，正如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所说，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命运，与40年前的日本十分相像。实际上，从前述人口结构变化阶段看，把当今中国与20年前的日本进行类比，更具有相似性，那以后的日本经济增长经验对于中国更具有借鉴意义。而日本在最初经济增长减速之后，并没有停下来，而是一路下跌，至今陷在经济停滞的状态。正如图1、图3所显示，在1955-1975年期间，日本实现了每年9.2%的平均增长率，而在1975-1990年期间，年均增长速度降为3.8%，此后减速则成为惯性，在1990-2010年期间，年均增长率只有0.85%。

为了及时进入未雨绸缪的状态，以便避免最坏的结果，需要以史为鉴，探寻如何避免不正常减速的途径。还以日本为例，我们不是要看它是否后来的速度不如从前了，而是要探寻为什么在不可避免的减速之后，未能实现像欧洲和美国那样的增长速度。前引艾辰格林等的文章，就提供了这方面的重要信息。他们的研究发现，典型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可以解释85%的减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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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国际经验显示，以本文所述的必然发生减速的发展阶段为分水岭，一个国家面临着三种命运：第一种命运是欧洲、北美的前景，即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不像新兴经济体那样快，但是，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上继续推进，具有很高的增长质量。例如，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从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良好的教育系统、研究与开发高投入、有效的基础设施、市场内需程度以及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创新力的能力等方面，对全球125个国家进行“2011年度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结果表明，排在前10名的，除了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区之外，全部为欧洲和北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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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如果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从投入依赖型到生产率提高驱动型的转变，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了，但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可以得到明显提高。与此同时，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状况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和谐，完全可以在预定的时间表内，分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

第二种命运可以日本作为参照。日本在1990年以后，在高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停滞，虽然人均收入仍处于较高水平，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却江河日下，创新能力与其人均收入水平的排名不再对称。例如，在“2011年度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日本为第20名，远远落后于亚洲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表明，一个国家固然应该也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技术借鉴和模仿加快其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的速度，但是，归根结底，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取决于该国的综合创新能力。

与日本不同，中国刚刚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创新能力虽然迅速提升，但是，在总体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存量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巨大，要跻身高水平国家的行列，中国尚有很长的路途要走。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一旦陷入经济停滞的状况，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收入的日本。

第三种命运以拉丁美洲和一些亚洲国家为代表。虽然这些经济体较早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却始终不能跨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在蛋糕不能继续做大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分享效应日益弱化，在缺乏良好、有效制度的条件下，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即富人具有更强的谈判能力获得较大的蛋糕份额，就会导致收入和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政治家无论是出于良好的动机，还是为了选票的需要，一次次做出改善收入状况的承诺，却因经济增长处于停滞而难以兑现，从而在政治上陷入民粹主义政策困境。贫富对立导致经常出现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国家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虽然经济学家已有的共识是，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自然而然带来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但是，收入分配改善归根结底要以经济增长为前提。无论是拉丁美洲的经验还是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总体提高，有利于收入不平等的缩小。例如，在21世纪前10年，巴西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取得较好绩效，相应地，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也有明显的降低。而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低垂的果子”被摘尽之后，经济增长比以前显著减缓，居民收入差距也扩大了，有着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更大的基尼系数。

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是分享型的，虽然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不满，但在蛋糕不断做大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尚可容忍。如图4所示，中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生活性消费，在各收入组之间的发布变化，虽然显示出差距的扩大，但是分布类型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换句话说，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每个收入组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有所增长。这种情况在蛋糕不再增大的情况下则会改变，即一旦经济增长减速使得没有足够的增量可供分配，强势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进一步扩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就会强烈表达出来，则难免陷入拉美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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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洛伦斯曲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以一个较低的GDP增长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速度的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中央政府建议在“十二五”时期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比“十一五”时期的这项指标进一步降低0.5个百分点。对此，许多人表示不尽理解。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的五年计划（规划）中，无论是作为指令性指标还是作为建议性或预期性指标，通常都不高于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规定。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执行结果，最终都是实际增长速度快于规划目标。那样的话，规划指标不是与现实越来越脱离吗？

每当遭遇经济周期的冲击，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世界范围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央政府都提出要确保8%的增长率。在许多人的眼中，“保八”似乎成为一个永恒不变的最低速度要求，似乎只有保证8%及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才能确保足够的财政收入，满足最低限度的就业机会。甚至，单纯批评GDP挂帅的政府观念，也不足以遏制追求高增长速度的冲动，因为无论是对于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来说，更充足的政府财力，也是促进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更加协调的必要条件。

因此，仅仅用约束经济增长速度的办法，并不能改变政府的速度偏好和追求高速度行为。“十二五”规划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这一时期发展的主线，即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要素投入转向生产率提高，把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力从出口和投资转向国内消费需求，把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如果真正能够实现这个转变，或者在这个调整方向上有实质性进展，在政府财力充足和就业压力减小的条件下，相对低一些的增长速度，反而是更加符合发展阶段要求和更加可持续的。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出新的特征，即使以往作为保持特定高速度的约束条件，也逐渐得以放松，适度的较低速度是可行且必要的。

从另一个方面讲，当前热议的话题——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则是讨论如何避免超出合理范围的经济增长减速，乃至经济增长停滞。其含义则是防止过快的、过于剧烈的、不能满足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的，以及导致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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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兴慧：《欧洲创新能力世界领先 全球创新能力瑞士夺冠》，《中国青年报》2011年7月4日，第4版。


应对“未富先老”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确凿无疑地显示，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阶段。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据估算，人口抚养比（即少儿和老年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的下降，对这一期间人均GDP的增长，做出了26.8%的贡献。然而，根据保守的预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到2013年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意味着由年龄优势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消失。

国际经验表明，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必然发生变化，提出一系列挑战，应对不当则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因此，人口形势的新特征，不仅是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依据，更是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的严肃课题。


一 人口红利还有多少年

多年来，对于中国人口的预测，是依据20年不变的1.8总和生育率（TFR）进行的。如今，随着官方静悄悄地放弃了这个生育率的说法，也就是说，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数据，计算得出的TFR多年已经低于1.5，联合国在2010年发表的《世界生育率模式2009》中，也相应地把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4，归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

多年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根据联合国的中位预测，中国在2000-2015年期间，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量逐年减少及至停止增长的同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6.8%提高到9.6%，届时老年人口超过1.3亿。所以，人口老龄化是与人口红利的消失相伴而来的。

关于人口红利可以延续到什么时候，有不同的观点。许多观察者认为，既然如预测所显示，人口抚养比在2013年前后降至最低点，那个时候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于这些学者来说，人口红利将要消失的判断，所依据的是人口抚养比的变动率。而相反的观点则是更加注重人口抚养比的绝对水平。譬如，假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口抚养比就算较低水平了，则在2013年之后，抚养比上升的一段时期内，直到2030年前后，抚养比都算得上较低。于是，依此观点，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继续保持大约20年甚至更久。

讨论人口红利并不属于人口学的范畴，而应该从经济增长理论出发认识这个问题。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因此，物质资本超过一定点的继续投入，将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从而经济增长不能持续。从此逻辑出发，打破资本报酬递减规律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以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贡献率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二是破除劳动力短缺这个制约因素。而后一条件恰好是二元经济发展所天生具备的。一旦能够将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则意味着实现了人口红利的利用。

可见，理解人口红利，要将其置于二元经济发展框架内，与这个过程中的资本积累密切联系。也就是说，看人口红利作用，不仅仅是观察抚养比的绝对水平，而是要把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考察。具体而言，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50%的抚养比足以抑制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发生的话，在今天的资本积累水平上，同样的抚养比则不能阻止资本报酬递减。如图1所示，过去十余年中，在抚养比下降逐渐减速的同时，中国工业的资本总量却在加速积累。

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从其改革开放以来得以开发人口红利开始，最大限度收获人口红利，发生在2010-2015年之前的一段时期内（见图1），具体来说，就是人口抚养比在降到37%-39%水平之前。从2010-2015年开始，人口结构变动对于资本报酬递减的抑制作用迅速减弱，直至人口红利消失。而且，资本积累越是迅速，经济增长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依赖投资，则人口红利丧失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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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口红利随资本积累加快而式微

注：工业总资产是按照1990年不变价调整过的；显示性红利为“100-人口抚养比”。

资料来源：抚养比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没有数字提供的年份系估计数；工业总资产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


二 “未富先老”的经济增长含义

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人口逐渐老龄化是一般性规律。但是，不一般的是中国在较低人均收入的发展水平上，进入了更为老龄化的人口转变阶段。例如，根据国际上常用的统计，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8.3%，世界平均为7.5%。而同年按照现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7.7%。在2015年，韩国和泰国将与中国一道，经历人口抚养比降至最低点的转折，但是，目前韩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近4倍，泰国的收入水平也略高于中国。所以，讲中国人口问题的挑战时，与其一般地说人口老龄化，不如说“未富先老”更为准确。

未富先老直接给中国带来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考验。经济学家发现在全球化过程中，从全球化中获得比较大的收益的是两头：一头是富裕的国家，另一头是比较穷的国家。按照国家排列，各国在全球化中获益的程度，可以用一个U字形的曲线表示，尤其是把这个全球化时期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化之前的倒U字形曲线相比，就更加突出了。

用经济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就是说那些相对穷的国家，在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上有比较优势，可以生产出最便宜的东西拿到国际市场去得到全球化的红利；而富裕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有比较优势，可以在全球化中得到兑现。恰恰是处在中间的这些国家，虽然根据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它们与处在两头的国家相比，的确没有特别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这类国家在全球化中获益就少，经济增长表现不佳，及至困于中等收入陷阱。

未富先老意味着什么？首先，“先老”即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正在使中国逐步丧失劳动力充足且廉价的比较优势，在2015年的时候，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等于零，从那以后变成负增长。随着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往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必然下降。

其次，“未富”则意味着，刚刚步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中国，尚不全面具备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这个阶段就比较优势来说，我们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也可以不准确地说，我们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虽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比较优势真空，只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比较优势十分地不显著，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支撑持续增长。因此，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国不仅是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而且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三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许多先行者特别是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如果选择了正确的战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可以期待的。中国不仅仍然有着技术上的后发优势，而且可以从已有的经验和教训获得前车之鉴，应对“未富先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中国迫切地需要实现向生产率驱动型的增长模式的转变。世界银行估计，在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构成中，就业增长的贡献始终是迅速下降的，在“十二五”时期已经成为微不足道的增长源泉。资本-劳动比的提高是迄今保持高增长率的主要因素，并将在2010-2015年期间保持高位，以维持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这种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维系着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导致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当人口老龄化来临时，中国经济便越来越趋向于具有了新古典增长特征，没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经济学家的共识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人口红利消失后，恰恰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表现欠佳，因而陷入“失去的20年”。如果说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使日本陷入“高收入陷阱”的话，中国一旦步其后尘则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家研究各国经济增长减速的结果表明，85%的减速可以为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来解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仍有巨大潜力，需要在诸多方面做出努力，包括提高劳动者素质，顺利实现产业升级；进一步解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以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投融资体制，在优胜劣汰中提高企业整体效率，等等。

其次，中国应加快向国内消费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变。在传统比较优势式微和新的比较优势尚不显著的发展阶段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途径。对中国而言，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入手，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和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扩大消费的关键。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普遍化，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已经开始持续上涨，改善收入分配的条件趋于成熟。然而，国际经验表明，既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并不会自然而然得到改变，而有赖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护机制的建立。

对中国来说，在初次分配领域，加快形成劳动力市场制度，特别是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以使工资随着生产率提高而提高，是发展阶段的要求。从再分配领域，应把重点放在以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率上。近年来，虽然农民工的工资上涨较快，就业环境也显著改善，但是，他们参加基本社会保险项目的水平仍然很低。例如，2009年农民工加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只有9.8%，参加失业保险的比例只有3.7%，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为13.1%。对农民工社会保护不足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是现存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即那些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尚未成为户籍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流动性还很强，所以常常被社会保障所遗漏。因此，以农民工市民化为主要内容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应加快进行。

最后，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虽然人口转变归根结底是经济社会发展所推动的，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终究难以逆转，但是，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前提下，进行生育政策调整确实有三个充足的理由。

第一，通过政策调整促进未来人口平衡的空间仍然存在。调查显示，从目前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看，平均每对夫妻期望的孩子数大约是1.7个。具体来说，在1997年、2001年和2006年生育意愿调查，分别显示出的期望孩子数分别为1.74、1.70和1.73个。而政策生育率，即生育政策允许的孩子数平均为1.5，实际总和生育率为1.4。可见，在政策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异。

第二，按照政策预期，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历史使命。1980年中共中央在正式宣布这个政策时说道：“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当年设定的这个“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的条件，比当初所能预计的要成熟得多，因此，政策调整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依据。

第三，各地政策调整的实践提供了改革的路径和线路图。目前，绝大多数省份已经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二胎（俗称“双独”政策）。这种政策松动并未产生显著的生育率变化。按照这一路径，一旦政策演进到夫妻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二胎时（即“单独”政策），政策调整的覆盖面就扩大到较多人群，或许会对人口均衡性产生一定的长期效果。


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工资上涨及其意义

根据各种预测，中国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十二五”期间停止增加，意味着在改革开放时期对高速经济增长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这个转折点发生在人均收入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意味着中国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与此同时，劳动力短缺导致的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又提供了一个改善收入分配的机遇，迎来库兹涅茨转折点。因此，高度关注民生，刺激消费需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延续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 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对于中国人口的预测，大多是依据20年不变的1.8总和生育率（TFR）进行的。如今，随着官方静悄悄地放弃了这个生育率的说法，也就是说，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数据，计算得出的TFR多年已经低于1.5，联合国在2010年发表的《世界生育率模式2009》中，也相应地把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4，归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

多年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根据联合国的中位预测，中国在2000-2015年期间，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量逐年减少及至停止增长的同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6.8%提高到9.6%，届时老年人口超过1.3亿。

迄今为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按照作者及其合作者的估算，人口抚养比（即少儿和老年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的下降，对1982-2000年期间人均GDP的增长，做出了26.8%的贡献。然而，根据保守的预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到2015年就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意味着由年龄优势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消失。

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人口逐渐老龄化是一般性规律。但是，不一般的是中国在较低人均收入的发展水平上，进入了更为老龄化的人口转变阶段。例如，根据国际上常用的统计，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8.3%，世界平均为7.5%。而同年按照现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7.7%。在2015年，韩国和泰国将与中国一道，经历人口抚养比降至最低点的转折，但是，目前韩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近4倍，泰国的收入水平也略高于中国。所以，讲中国人口问题的挑战时，与其一般地说人口老龄化，不如说“未富先老”更为准确。


二 “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未富先老直接给中国带来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考验。经济学家发现在全球化过程中，从全球化中获得比较大的收益的是两头：一头是富裕的国家，另一头是比较穷的国家。按照国家排列，各国在全球化中获益的程度，可以用一个U字形的曲线表示，尤其是把这个全球化时期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化之前的倒U字形曲线相比，就更加突出了。

用经济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其实很简单，就是说那些相对穷的国家，在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上有比较优势，可以生产出最便宜的东西拿到国际市场去得到全球化的红利；而富裕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有比较优势，可以在全球化中得到兑现。恰恰是处在中间的这些国家，虽然根据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它们与处在两头的国家相比，的确没有特别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这类国家在全球化中获益就少，经济增长表现不佳，及至困于中等收入陷阱。

未富先老意味着什么？首先，“先老”即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意味着我们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变得昂贵了，资本似乎便宜了但并未成为丰富的要素，意味着我们在丧失原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供给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新增量，在“十二五”时期迅速降到零。我们从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这个代表劳动力供给的指标看，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正好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转移数量，不再足以补偿城市的需求的变化时期，两者相抵消，在2015年的时候，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等于零，从那以后变成负增长。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劳动力开始持续短缺，是“先老”的一个表现。

其次，“未富”则意味着，我们并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这个阶段就比较优势来说，我们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也可以不准确地说，我们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虽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比较优势真空，只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比较优势十分地不显著，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支撑持续增长。

中国是否就此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我们进行怎样的政策选择。从已经达到的人口转变阶段看，年龄结构的变化正在使中国逐步丧失劳动力充足且廉价的比较优势，随着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往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必然下降。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国不仅是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而且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不过，许多先行者特别是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如果选择了正确的战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可以期待的。因此，中国不仅仍然有着技术上的后发优势，而且可以从已有的经验和教训获得前车之鉴，应对“未富先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三 工资上涨与库兹涅茨转折点

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相一致，我们可以看到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和工资加速上涨。无论是观察一般的非农行业，即主要反映正式工人的工资水平，比如建筑业和制造业，还是单独挑出农民工的工资，还是看农业中的雇工工资，2003年以来上涨都十分迅速。例如，农民工工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农业中雇工工资上涨幅度更高。如果几个部门显示出同样的趋势的话，我们就不能说是结构性原因或者是暂时现象，结论应该很明确，工资上涨是劳动力短缺造成的，所以应该是一个长期趋势。

同时我们看到，长期以来我们缺的是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但是今天出现的则是非熟练工人或普通工人的短缺，因此这部分人的工资增长更快，以至出现比较显著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趋同。

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的收入分配出现了一个机会。经济学家过去发现，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收入差距先上升，到其峰值后趋于下降，即呈现一个倒U字形变化轨迹，也称库兹涅茨曲线。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提高，就可以逐步创造条件，迎来这个倒U字形的转折点。相应地，收入分配改善有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

在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外需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伴随着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本来可以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复苏缓慢，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也趋于降低主要进口国家的需求，美国“无就业复苏”及保护主义抬头，也将抑制中国出口的增长。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着过于紧迫的调整任务。既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要求，也为了应对这个特殊的国际经济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只有转向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才可能实现再平衡，获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内需与我们目前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资源禀赋仍然是适应的，这样使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不至于采取休克的方式，过于剧烈，从而可以避免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状态。内需扩大可以继续利用现有产能，为产业结构调整赢得时间。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分类，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日均消费在2-20美元的“中等收入者”人口占比为66%，消费总额占79.2%。这个特征显示，第一，占总人口比重很大的中等收入者仍然是一个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与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乃至出口结构的层次，即相对低端的消费品制造业，是比较适应的。第二，由于他们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较大，随着这个群体的继续扩大，其消费需求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

然而，国际经验表明，既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并不会自然而然得到改变，而有赖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护机制的建立。从2011年开始实施的“十二五”规划，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了相应的目标要求。围绕实现这些目标，制度建设格外重要。

对中国来说，在初次分配领域，加快形成劳动力市场制度，特别是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以使工资随着生产率提高而提高，是发展阶段的要求。从再分配领域，应把重点放在以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率上。近年来，虽然农民工的工资上涨较快，就业环境也显著改善，但是，他们参加基本社会保险项目的水平仍然很低。例如，2009年农民工加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只有9.8%，参加失业保险的比例只有3.7%，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为13.1%。

对农民工社会保护不足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是现存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即那些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尚未成为户籍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流动性还很强，所以常常被社会保障所遗漏。因此，以农民工市民化为主要内容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应加快进行。


劳动力供求的新趋势及其经济发展含义

一 引言

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传统，是把长期经济增长与周期性波动相分离。固然，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属于慢变量，例如人口因素决定的劳动力供给格局，通常不会直接影响宏观经济周期现象。但是，类似的慢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而增长方式影响投资活动，从而对宏观经济稳定性产生影响。特别是，当那些直接与资源禀赋相关的慢变量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时候，如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劳动力要素从无限供给转变为短缺时，增长方式与这种变化的适应性如何，就成为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的连接点。

近年来，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把增长与周期以及稳定政策相联系起来的文献日益增多，许多研究者的确已经对相对长期的投资行为与周期性的波动之间的关系给予关注，并从理论和实证上做了一些工作（如Aizenman and Marion，1999；Ramey and Ramey，1995）。但是，结合中国计划经济遗产以及转轨经济特点的相关研究仍然鲜见。在对中国的研究方面，在劳动经济学家做出人口红利即将完结、劳动力已经出现短缺的结论之后（如蔡昉，2005），从事短期宏观经济研究的研究者也给予反应，并分析了这种变化对资产价格的可能影响（哈继铭，2006）。

本章作者已经在过去几年所发表的各种文章中，反复提供并更新关于劳动力即将出现短缺的证据，分析方法也是经得住推敲的。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我们希望经济学界尽快把这个问题的研究，推进到关于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以及宏观稳定性的含义，而不要继续停留在非实证性的关于是否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的争论上面。

早在2003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开始出现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随后，这一现象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扩大到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而蔓延到中部地区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推动了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最近一两年，媒体不仅广泛关注劳动力短缺现象，而且已经注意到由此导致的一个可能的后果——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种“民工荒”现象，不仅是制度性因素引起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同时具有其人口结构根源。也就是说，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减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这种人口因素导致的劳动力短缺，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完结，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到来。

伴随着各地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工资总体水平提高较快、企业劳动力成本出现上升趋势，许多人担心，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将会被削弱甚至丧失。春江水暖鸭先知，国内外投资公司的经济分析人员和各类企业的经理人员，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个现象的敏感程度，要远远超过多数宏观经济学家。例如，黄益平、沈明高（2006）指出，近期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表明，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象开始走向终点，劳动力成本开始稳步上升。全球纺织网（2006）的一篇报道，采访了参加2006年广州商品交易会的一些企业经理，听到关于因劳动力短缺而导致人工成本上升的普遍抱怨，并得到信息：过去一年之中企业的人工成本至少上升了10%。更有甚者，一些跨国投资企业，已经开始把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资重点转向印度、越南、孟加拉国等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周详等，2005）。

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工资长期处于生存水平。当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大把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时，如果前者继续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工资则必须上涨，相应地引起农业中工资水平的提高。可见，人口转变进入一个阶段，必然导致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进而引起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本文通过考察劳动力成本上涨趋势，讨论该现象的政策含义，提出延长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以及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轨的思路，并对相关的制度性安排提出政策建议。


二 劳动力成本上涨是真实的

在以往的文章中（蔡昉等，2006），作者已经预测了在“十一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将不足以满足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从而劳动力短缺将不再是暂时性的和相对的现象，而是发展阶段的结果，是绝对的事实。以下我们分别使用宏观数据、微观调查数据和国际比较的分析，观察和判断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趋势。

首先，我们来描画城市工资水平的总体变化趋势。利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城镇总体和分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及其变化。从全部行业平均工资看，在20世纪80年代的变化特点是增长率低、波动幅度相对大，反映了经济增长在“活”与“乱”怪圈中周而复始；90年代的特点是工资上涨率不断下降，反映了国有企业效益恶化和严重冗员的情况；90年代末以后的工资大幅度增长，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反映了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式改革以及扭亏为盈的效果，随后则可能反映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在可以获得的16类行业数据中，我们选择6类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行业，将实际平均工资的变化进行描述（见图1）。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大多数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平均工资水平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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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若干行业平均工资的三年移动平均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历年），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计算。

值得指出的是，官方统计并公布的平均工资数据，是通过正式登记的单位报告制度汇集起来的。由于近年来就业渠道的多元化（蔡昉等，2004），这个统计体系对真实劳动力市场的反映有两个缺失：第一，过去10-20年期间，正式单位外的就业越来越重要，而且自90年代末以来已经成为吸纳再就业和外来劳动力的主要渠道。第二，在同一期间，正式单位使用了越来越多的非正式雇佣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工资往往不同于正式职工，但是通常没有统计在报表系统之中。因此，如果不能收集单位外就业以及单位内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信息，则工资变化趋势有可能被扭曲。

其次，我们利用工资变化的微观数据做进一步的描述。由于加总工资数据统计方法的局限，其变化趋势并不确保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全貌，因此，在利用加总数据观察了总体工资水平提高趋势之后，我们还有必要用微观数据进一步验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2001年和2005年，遵循相同的随机抽样原则，两次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市进行了劳动力调查。
 
[1]

 利用这两次调查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2001-2005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工和本地工小时工资的增长幅度，以作为宏观变化的佐证。

表1显示，在4年之间，五个城市外来劳动力小时平均工资提高了32.2%，而城市劳动力小时工资提高了19.6%。其中，即使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外来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来说，小时工资也都提高了，意味着普通劳动者短缺程度的增强，而这部分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最大。在这期间，城市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有所缩小，反映了在工资普遍上涨的同时，劳动力市场的整合程度也在相应提高。
 
[2]



最后，我们进行制造业工资的国际比较。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获得的竞争力是以低工资取胜的。目前中国制造业职工的工资水平，仍然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的3%左右，甚至低于很多被看作是中国制造业产业竞争者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可参见Banister，2005和Roach，2006）。而且，我们取得的工资数据主要反映的还是正规部门正规就业的情况，农村流动劳动力和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所在的非正规部门，实际工资水平更低。但是，在绝对工资水平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工资的增长速度却异常迅速，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或者转轨国家进行比较，都有更快的增长率。这表明，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中国的低工资成本特征正在发生变化。

表1 城市劳动力市场工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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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2001年、2005年。




 [1]
 以下简称五城市劳动力调查。


 [2]
 普通工人工资的上涨具有逐年加快的趋势。据笔者在河北保定地区建筑工地的调研，2006年一年中，建筑业小工的日工资从20元左右提高到50元甚至更高。


三 中国经济竞争力会丧失吗

长期以来，中国处于一种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其典型特征。换句话说，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或者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在这种结构特征下进行的。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提高，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并不熟悉的发展环境。如何在这种变化了的环境下保持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挑战和制度调整。除了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短缺是短期现象，尚未认识到或者不肯承认劳动力成本已经在提高这个现实外（如樊纲，2005），观察到这个崭新现象的学者对于其政策含义通常产生两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是做出中国经济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会受到削弱乃至消失的判断。这种判断属于反应过度。就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个现象来说，如果是一种人为干预的结果，例如，在某些国家曾经发生过因最低工资立法和工会活动，造成工资成本超越真实的要素稀缺性而上升，则必然产生影响竞争力的效果。相反，如果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真实地反映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是生产要素禀赋变化的自然结果，则不仅不会削弱竞争力，反而通过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长期竞争力和增长的可持续性。况且中国目前显现出来的劳动力供给倾向于减缓的趋势，只是从增量上来观察。从总量的角度观察，实际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很长时间内，都将处于很高的水平，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较高，并且在2005-2015年期间，仍然将保持年平均0.7%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和占人口比重高的特点，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见表2）。

表2 分年龄组人口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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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2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2003。

鉴于以上分析，首先，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并不会丧失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从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即使在将来劳动力出现绝对短缺，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可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即使少量国外投资者做出了把投资向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的姿态，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跨国企业并不必然都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国际投资者，其中甚至不乏靠“血汗工资制”赚钱的投机者。毕竟，与其说中国引进外资是因为资金短缺，不如说更是利用国际投资者的资源配置能力（蔡昉，2006）。因此，在资源禀赋结构出现变化端倪之际，正可以借此大浪淘沙的机会，改善中国外资企业的素质构成。换句话说，当中国的劳动者接受低廉的工资水平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人为地抬高它，而把投资者吓跑。而当劳动者不再接受血汗工资时，说明就业机会更多了，该走的投资者尽管让他走。

第二个反应，是做出中国应该开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调整的判断。这个判断也是反应过度。我们已经证明，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尚未而且在近期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这个调整还没有现实依据。从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关系的角度看，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条件是要素禀赋结构从存量的意义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不仅劳动力实质性短缺从而工资水平上涨，而且资本开始过剩从而利率水平降低。而我们目前所观察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一个转折点的到来，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尚不是存量意义上的。这时，资本密集型产业并未获得比较优势。

从人口结构优势的角度看，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使得资本报酬递减的规律没有发生。也就是说，高积累率和高投资率的背后是资本的高回报率。而且，这个资本高回报率目前尚未出现明显的递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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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中国对于出口的依赖，更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根据一项研究（Batra and Khan，2005），按照要素密集程度观察目前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中国制造业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尚没有占据任何地位，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见表3）。在1700多种产品中，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产品，主要集中在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中，居第二位的是技术密集型，随后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最后是自然资源密集型。2003年与2000年相比，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即使到了资源禀赋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中国也不必然要经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的转变。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调整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其所要求的投入资源是可以获得的，而且相对价格比较低廉。依靠重化工业化实现的经济增长，能耗和原材料消耗都是巨大的。在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转变的条件下，中国必然在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耗大国方向上愈走愈远。如果能源和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将进一步受到国际上能源争夺战和价格控制战及其导致的价格上涨的严重制约。

表3 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产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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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atra and Khan，2005。

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调整，并不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从一种要素密集型产业为主到另一种要素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变化，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在具备特定条件的前提下，通过生产者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选择，获得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结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并不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本身。从历史上看，长期处于劳动力短缺状态的苏联经济，就持之以恒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是，由于其从未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始终为负数（吴敬琏，2003），最终未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许多事实都表明，新技术和新制度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如参见Roach，2006）。这启示我们，即使在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应比较优势变化的结构调整并不仅仅指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从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转变，则是必须进行的，而且是方向确定的。

增长方式是指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在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上，生产要素和其他投入品的配置方式，最终表现为增长结果对不同效益源泉的依赖程度。在一个描述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中，在常规生产要素即资本、土地、简单劳动和人力资本带来的产出增长之外，还有一个产出增长的残差值没有被解释，这个额外的产出增加就是技术进步或者效率的改进所带来的，通常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或TFP）。该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贡献份额的大小，通常成为经济学家判别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准（Krugman，1994）。

无论是按照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趋势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把经济增长方式从单纯依靠投入转到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轨道上，都要求形成一个发育良好从而没有价格扭曲的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而这个体制条件的形成，有赖于在正确方向上的进一步改革。目前，地方政府单纯追求产值的行为，常常导致对于投资力度和方向的干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其他政策往往还会产生扭曲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效果。在新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应该避免用政策手段人为干预产业结构的形成，以及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形成，防止对传统增长方式的延续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推波助澜的倾向。因此，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准确定位并矫正政府经济职能，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吴敬琏，2003）。




 [1]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2007），中国目前的资本回报率约为20%，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并不低。与此同时，资本回报率的省际离差趋于缩小。虽然作者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推测，资本回报率的这种趋同，与劳动力资源优势在各省之间的梯度差异有关。


四 面对阶段性变化的政策选择

我们做出目前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判断，也不意味着可以对这种变化趋势无动于衷、无所作为或者我行我素。实际上，以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对于经济发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挑战，既要防止无所作为，又要避免过度反应。在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中，由于人口转变成功形成的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中国在劳动力的质量和价格上体现出来的资源比较优势，通过确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而得到发挥。

虽然伴随着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一种比较优势终究要让位于另一种比较优势，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泉；但是，毋庸置疑，长期形成并持续的比较优势固化了特定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需要时间。因此，在准确判断比较优势变化、充分认识到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的同时，也需要通过一系列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作为，让现存的增长潜力得以充分发挥。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手段，延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时间，最终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实际上，中国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一方面正处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转折区间，面临诸多紧迫而不熟悉的调整，另一方面仍然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一系列体制问题还没有理顺，经济生活中有大量的矛盾性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在劳动力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同时，大量处于边缘地位的城乡劳动年龄人口不能就业或不能充分就业。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严重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现象，在2002年以后有所缓解，但这个问题远远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今后也还会出现反复（见表4）。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发育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对于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潜力从而延长人口红利的收获期，始终是至关重要的。

表4 城镇劳动力市场现状

[image: ]


[image: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历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历年）。

首先，通过改善就业、再就业环境，挖掘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可以延缓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特征的二元经济结构，不仅表现为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野，更是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种特征性概括。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解决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障碍、就业再就业不充分和劳动者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条件逐渐成熟。顺应经济发展阶段转折时期的内在逻辑，推进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有利于促进仍然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城市劳动力资源的更充分利用，通过扩大就业面，缓解劳动力短缺对工资成本提高的压力，对于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在劳动力需求变化趋势既定的条件下，劳动力供给的大小和效率以及满足程度，取决于人口增长和年龄结构、劳动力市场功能的完善水平、劳动力流动性和劳动参与意愿等一系列因素。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性障碍，都会不同程度地对上述因素产生负面的干扰效果。而清除这些制度性障碍，无疑有利于劳动力供给能力的扩大，延缓劳动力短缺从而工资成本上升的进程，保持目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时间。

我们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为例进行分析。目前，乡村劳动力总数大约为5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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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1亿多在乡镇企业就业，1亿多已经转移到城镇，农业生产尚需要近2亿劳动力，劳动力剩余似乎还有1亿多（参见章铮，2006）。然而，根据已有的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按照一定的人力资本顺序进行的，即那些在受教育水平和年龄上面占优势的劳动者率先转移出来。这就是说，经历了多年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留下尚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实际上是从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技能和婚姻状况等一系列因素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而其中最重要的障碍是年龄。他们因人力资本的欠缺，在克服过多的制度性障碍上踯躅不前。实际上，目前流动劳动力已经表现出年龄增大的趋势。例如，从五城市劳动力调查的样本看，2001年外来劳动力平均年龄为28岁，30岁及以下的劳动力比例为68%；2005年外来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3岁，30岁及以下的劳动力比例为41%。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改革户籍制度等清除制度性障碍的措施，挖掘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供给潜力。第一是通过创造更好的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环境，降低转移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各种门槛，使那些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偏低以及在其他方面处于劣势的农村劳动力也具备一定的转移条件和转移意愿，扩大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供给。第二是通过创造更多更平等的就业机会、平等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定居条件，使目前处于不断流动状态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能够逐步稳定下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稳定性，归根结底是造成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同时，人口居住和就业的稳定性地域转移，才能根本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状况。

其次，要避免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度干预。政府规制是政府履行经济职能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这种规制的运用可以起到良好的规范经济活动、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也可以产生不恰当的干预和扭曲的副作用。从中国劳动力市场转轨和发育的角度，目前至少有两个原因，使得劳动力市场规制特别容易受到政府的青睐，而且的确是履行政府在发展和改革中必要职能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一，劳动要素与其他要素相比具有不尽相同的特点，即这种要素的载体是人本身。正如马歇尔曾经指出过的，劳动这种投入品不像砖头，后者自己并不在乎是被用去修下水道还是造宫殿。但是，对于劳动这种要素来说，在生产过程中被怎样使用却是重要的。因此，劳动的使用过程涉及如何对待劳动者的问题。特别是在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善待普通劳动者尤其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发展含义。

第二，中国正在走向其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具备了改善劳动者待遇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也改变着雇佣关系中的相对主体地位，即从长期的雇主主导型关系转向工人主导型关系。在这样一个转折时刻，政府倾向于通过把那些伤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认证为违法或违规行为，从而利用规制杠杆推动这种新型劳动关系体系的形成。

但是，政府和社会在促进劳动力市场规范化的同时，也应该防止伤害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从而导致市场不能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功能，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情况发生。毕竟，劳动力这个特殊的要素市场，仍然要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其价格信号要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

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文献中，记录了大量的过度规制损害效率的案例。首先，一些文献表明，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度规制对经济增长绩效产生负面效果。例如，对印度的研究再次证明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发现的，政府旨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劳动力市场监管措施，导致制造业投资、就业、生产率和总产出水平的下降，从而没有达到其福利初衷，反而提高了城市的贫困率，伤害了穷人的利益（提莫西·贝斯利和鲁宾·伯格斯，2006）。其次，大量对于最低工资制度效果的研究表明，要么这种最低工资没有成为有效的工资标准，一旦其得到有效贯彻，则往往产生损害就业创造的不利结果，即政策效果与初衷适得其反。一项对于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比较研究印证了这个结论（Bell，1997）。最后，如果从扶贫的角度看最低工资的效果，学者们发现在不同情况下效果不尽相同，即最低工资是否有利于减少贫困，取决于诸如最低工资相对于贫困线的设定水平、劳动需求弹性大小、收入分享机制和贫困的性质等因素（Fields and Kanbur，2005）。

可见，劳动力市场规制与政府的经济职能一样，是一门设计的艺术。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对于劳动力市场上一系列规律的理解程度，也与劳动力市场所处的阶段相关。近年来各地开始了许多与劳动力市场规制相关的政府行动，旨在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从大的方向上是符合客观需要的。但是，仍然要防止在这个规制的过程中出现损害市场机制和要素价格信号的现象。例如，2006年各地普遍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见图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也反映了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政策意图。但是，如果一些地方不顾劳动力供求的实际情况，一味追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忘记这些规制本身的意义，则可能产生不利的劳动力市场结果，不仅降低企业的雇佣意愿，也对工资成本提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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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最低工资变化

资料来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网站，http：//www.molss.gov.cn/gb/ywzn/2006-11/29/content_150969.htm。

第三，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以劳动力质量代替数量，有效扩大人力资本存量，减小劳动力成本提高带来的冲击。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实际上是供给充足的劳动力数量与其人力资本的优势。在劳动力数量优势逐渐消失的过程中，如果在人力资本存量上可以取得一个长足的提高，则具有延长人口红利的明显效果。

对五个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不论是外来劳动力还是城市本地劳动力，在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和大专及以上这三个教育阶段上，受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工资都会有显著的增长。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就是：发展教育永远是增加劳动者收入以及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要使每个人接受更多的教育，就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但是，资源是有限的。深化教育，即提高所有人的受教育年数，必须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怎样利用有限的资源，通过合理配置而获得人力资本存量的最大化，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政策选择。

如果把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2005年，外来劳动力如果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与仅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相比，工资回报显著提高。但是，如果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与仅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相比，工资回报没有显著变化。类似地，城市劳动力如果接受高中或中专教育，与仅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相比，工资回报不会显著提高。而一旦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与仅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相比，回报则会显著提高。

可见，对外来劳动力而言，首要的是要让他们中的更多人接受高中或中专教育，这将使得外来劳动力的工资显著提高。由于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回报与高中或中专教育相比没有显著差异，在扩大可用于农村教育的资源的同时，应该逐步提高高中或中专教育在农村教育发展中的优先地位。根据五个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2005年，外来劳动力中接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的比例还较低，仅为23%，提高的空间很大。而对于城市劳动力而言，仅仅接受高中或中专教育，其对工资提高的作用不再重要。城市劳动力必须接受大专及以上的教育，才会显著提高工资水平。因此，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趋势是符合资源配置效率原则的。

最后，避免重蹈赶超战略覆辙。在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中，历来就有一个旷日持久的争论。一派主张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配置资源，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这样，通过发展更快地实现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到了新的生产要素替代旧的生产要素成为相对丰富的资源时，就可以实现比较优势的转换和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升级。而另一派则主张及早预见到动态比较优势，通过主动的发展战略，形成更高级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实现赶超发达经济的目标（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

当前的比较优势不能违背，否则就不会具有竞争优势加快经济增长，实现赶超的目标也就会落空。由于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归根结底靠的是有一个信号准确、功能完善的市场机制。因此，当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时，市场上关于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信号就会相应变化，生产者自然遵照这种动态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如果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能够预先观察到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进行充分的研究，就可以在政策上未雨绸缪，更加主动。但是，如果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预见是错误的，进行不适当的引导甚至干预，就有可能从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轨道，陷入赶超发展战略的陷阱中。因此，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中发生的长期变化，要进行充分的观察和研究，避免做出错误的判断。即使有了可靠的证据做出判断，也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政策变化需要顺水行舟，而不能反应过度。




 [1]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农村没有退休制度，农村劳动力的定义范围与劳动年龄人口是一致的，即16-64岁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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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向何处去

自2004年以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招工难和涨薪潮，大幅度提高了制造业的成本，引起了人们对中国能否保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担忧。既然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制造业获得的巨大全球份额，靠的就是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那么，随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提高，因而不断削弱这一要素成本优势，许多制造业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终将丧失，产业向外转移似乎是必然的。

本文并不简单地赞成这种观点。因为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不直接在于工资水平，而在于单位劳动力成本，后者由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或人力资本存量共同决定。虽然工资水平提高无疑会改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成本，但是，劳动者素质仍然可以发挥某种抵消作用。即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既可以在较低工资和较低人力资本的组合上形成，也可以在较高工资和较高人力资本的组合上形成。特别是从长期来看，回答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的问题，不在于做出某些简单的判断，而需要分析究竟什么因素决定着制造业的长期竞争力。本文分析表明，创造人力资本条件是保持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本文拟采用一种反向思维的方式，从考察潜在的制造业转移目的地入手，看制造业有无可能，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会流出中国。


一 发达工业化国家？

许多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曾经占有巨大的制造业份额，后来相继为“亚洲四小龙”和中国沿海地区所超越。在遭遇了金融危机并且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压力下，这些发达国家当然希望能够把制造业转移回国内。例如，美国明确提出了“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等政策目标，并且成为奥巴马总统的竞选口号和竞选举措。经济学家也为此制造了充分的理论基础、经验证据和舆论材料。

例如，保罗·萨缪尔森从理论上推导出美国“无就业复苏”的受害者或者“占领华尔街”的急先锋们，实际上是国际分工的直接受害者。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热衷地推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称其是社会科学中首屈一指既正确且重要的理论，但几年前又与时俱进地证明了，全球化并不必然使加深贸易的各国均等地获益，而在受损的或获益较少的国家内，由于劳动力不是同质的，那些低技能群体则因全球化而成为受损者（Samuelson，2004）。

还有的经济学家发现，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两极化倾向，即高低两端岗位增长较快，而需要一定技能的中间层次就业岗位减少（Autor，2006），降低了低收入家庭受教育激励，进而低端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不适应产业结构变化。随着全球化深入，可贸易部门的岗位大量外流，使得这个群体被新的国际分工排斥在外，最终表现为美国社会产生大量的穷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也发现，过去20年里美国的可贸易部门没有创造任何新增岗位，并断言产业外迁摧垮了美国经济（Spence，et al.，2011）。

可见，无论是就事论事还是为了选举的需要，奥巴马总统把迁出去的岗位拉回美国的意图是真诚的，也算是合乎逻辑。问题在于是否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乔布斯逝世前曾经促成了一次硅谷企业家与奥巴马的会面，其间奥巴马问乔布斯能否把苹果在中国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乔布斯直言不讳地回答：那些岗位回不来了，除非你能够培养出3万名合格的工程师。乔布斯的话没有说完，其实他还应该补充：除非你能够找到性价比堪与中国相媲美的一线工人。那么，美国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提供出这些工程师和工人吗？

虽然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在科技创新领域继续占有领先地位，但是，前述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处于萎缩状态，一度形成所谓“从中学直接进入中产阶级”模式。许多青少年不读大学，甚至高中入学率也大大降低，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下降。此外，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涌入，也大幅度降低了美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例如，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13.22年降低到2010年的12.45年，其与世界173个国家同一指标的中位数的比率也相应降低（见图1）。至今，在美国已经找不到既接受一线岗位报酬，又胜任普通熟练程度技能的工人，遑论制造业回流。

[image: ]


图1 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变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方网站，http：//www.beta.undp.org/content/undp/en/home.html。

其实，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都仍然堪称制造业大国，其制造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远远高于中国。选举中巧舌如簧的政治家有所不知或者故意不讲的是，利用保护主义的手段抑制或伤害中国制造业，并不能把相同的岗位回流到这些国家。因此，结论是中国制造业不会转移回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实际上，以制造业立国的德国在金融危机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恰恰在于并不尝试在相同的价值链上与中国争夺制造业份额，而是来自于技术含量更高的制造业领域，反而保持了竞争力和就业的扩大，形成了值得发达国家艳羡不已的德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模式。不过，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也说明，值得探讨的问题比以往更加在于，中国制造业在攀升价值链的过程中，将越来越多地遭遇与这些国家的直接竞争。因此，所谓保持制造业竞争力的命题，实际上等同于能否在更高的价值链上获得竞争力。这种新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数量或工资成本，更取决于劳动力质量或人力资本。


二 人口红利后继者？

中国制造业固然不会流回到具有刚性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发达国家，那么会不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被认为具有潜在人口机会窗口的国家呢？中国于2004年到达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标志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预计在2013年到达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红利转折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趋于消失。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落后于中国，还可以预期要经历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增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这些国家潜在的人口红利可以转化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按照著名的雁阵模型，就具备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条件。

创造过“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集团，后来又制造了一个具有经济增长潜力并且与人口红利相关的“新钻11国”的概念。这些国家分别是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孟加拉、尼日利亚、伊朗、越南、土耳其、埃及。其中韩国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并且其人口转变进程与中国相仿，即大约在2013年到达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实际上不应该在这个分类之中。而没有包括在“新钻11国”中的印度，似乎更符合在劳动力供给潜力和工资水平上与中国构成竞争的标准，所以，我们将印度替代韩国纳入与中国的比较之中。潜在的制造业承接国家无疑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这里仅仅是以这些国家为例，想要说明的道理将会具有一般性。

在上述国家中，有的无疑在劳动力成本上面比中国有优势，如在印度、越南和孟加拉等国家，人均GDP和工资水平显著低于中国。但是，土耳其和墨西哥的人均GDP大大高于中国，工资也比中国高出很多，因此从劳动力成本角度尚不构成很大的竞争力。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劳动力大国，上述国家加总起来也无法代替中国的地位。例如，2010年在全部进行比较的12个国家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中，中国占到了38%的绝对多数比重。如果不包含印度这个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话，中国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比重更高达55%。即使到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保持很高，高于许多其他国家。

中国劳动力的庞大规模和占绝对优势的比重，决定了这些国家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可能性，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个较小比例转移到某个或某些国家，都会引起相关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强劲提高，以致劳动力供给不足，进而因工资上涨而降低其竞争力。近年来人们已经发现，在一些尝试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趋势十分明显。以印度为例。虽然该国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都十分庞大，但是，由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2010年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4年，很多人并不能胜任新兴产业岗位的要求，因此，实际上印度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并不充足。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按照某种标准，印度工资上涨幅度连续10年居于亚洲各国之首。

可见，观察劳动力供给不仅要看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还要看劳动者的技能是否符合岗位的要求。换句话说，劳动力数量与人力资本共同决定着制造业的归宿。我们来看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情况。在11个与中国进行比较的国家中，只有墨西哥和菲律宾的受教育年限高于中国，高13-14个月。而更多的国家在人均受教育年限上大大低于中国，如孟加拉比中国低33个月。如果我们把2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作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的话，则2010年中国在这12个国家中所占比重超过50%（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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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与其他竞争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份额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数据计算。

潜在的人口红利国家人力资本总量不足，也影响其经济总量和制造业的聚集效应。虽然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把生产要素禀赋从而相对价格差别，作为各国发挥比较优势从贸易中获益的依据，但是，根据新贸易理论的观察与解释，产业聚集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更是大多数要素禀赋类似的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基础（Krugman，1991）。虽然2004年以后，决定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区域分布的因素有所变化，即聚集效应的作用降低，成本效应的作用提高（Qu et al.，2012），但是，相对于上述不能形成足够规模的国家来说，中国产业配套形成的规模经济仍是难以比拟的。

根据2000-2010年期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预测，2020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8.63年，届时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将占全部12个国家总量的45%。这个预测有两个含义：其一，今后10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然将保持巨大的优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一定份额固然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作为这类产品制造者的地位不可能完全被替代，甚至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替代。其二，中国保持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关键，是人力资本积累或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人口转变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要消失，但是劳动力素质可以加快提高，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量的。


三 中国的中西部地区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的最重要特征，是地区之间在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换句话说，中西部地区可以具备所有雁阵模型要求的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撇开中国地区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不说，仅人口转变上的差异就可以为上述论断提供有力论据。由于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中国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也导致中西部地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例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为5.05‰，东部地区平均为4.68‰，中部地区平均为4.73‰，西部地区平均为6.78‰。相应地，剔除人口流动的因素之后，即主要按照户籍人口进行比较的话，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抚养比也仍然低于东部地区。可见，在人口红利总体而言即将消失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尚有潜力可以挖掘。

首先，劳动力供给潜力在中西部地区。目前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很大部分来自于中西部地区。例如，2010年全部1.53亿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民工中，中西部地区占68.2%，农民工中跨省流动的比例，中部地区为69.1%，西部地区为56.9%，其中大量的是流向东部地区。更广义地说，东部地区内部的劳动力流动，也表现为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模式。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农民工在年龄偏大以后通常退出跨地区打工的行列，很大一部分返回家乡务农，使得农业劳动力绝大多数在40岁以上。因此，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主要是依靠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进一步推动农业劳动力的区域内转移。

其次，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将保持相对低于东部地区。可以想象到，那些年龄偏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一旦在家乡就可以找到非农就业机会，一定会乐于接受大大低于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这是因为中西部地区较低的生活费用，以及劳动者无须克服跨地区流动的物质费用和心理成本，都等同于提高了实际工资率。近年来虽然出现了农民工工资在地区间的趋同现象，但是从趋势上看，未来沿海地区的工资上涨速度将快于中西部地区。例如，以工资争议为主要内容的劳动争议案件，70%以上都发生在沿海地区，超过这类地区就业的比重，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劳动者对工资的满意程度，是大大高于东部地区的。

最后，中西部地区已经具备发展制造业的条件。除去劳动力在数量、技能和成本上的优势之外，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显著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基础设施，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得以逐步消除。而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拉动作用的增大，以及中西部地区产业聚集和配套的强烈需求增长，未来的制造业越来越具有内需的性质，长距离运输的必要性和成本也会降低。这些都创造了这些地区加快工业化进程的物质条件。

根据经济理论，产业在这个地区而不是另一个地区的分布，既取决于生产要素成本的相对低廉性，也取决于产业集中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以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高度集中，既是由于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这里的源源不断流动，提供了丰富而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也是由于这里良好的产业配套能力。但是，随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近年来影响中国制造业区域布局的要素成本效应已经超过了集聚效应。相应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开始了地区转移进程，2003年以后中西部地区（主要是中部地区）的比重有了明显的提高（Qu et al.，2012）。


四 总结和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的内涵是人力资本，因此，与人口红利相伴而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仅在于劳动力数量的无限供给，更在于劳动者承载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持续改善。由这两个标准进行判断，目前集中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不会回流到发达国家，也不会大规模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主要将逐渐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据此，未来中国仍有条件保持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作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国。

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沿海发达地区加快制造业升级，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继续改善；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以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然而，正如人口红利的充分利用需要相应的制度条件一样，保持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提升制造业的价值链，需要创造与经济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制度条件。下面我们择要提出两个紧迫的政策需求：

首先，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环境。归根结底，中国已经接近于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劳动力数量不再具有绝对的优势，保持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关键则在于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不断提升。在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就业机会增加了，工资水平也上涨了，都会产生不利于继续在学和升学的导向。这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力市场失灵表现，要求政府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教育和培训的供给方面，政府应该增加公共投入，降低家庭和个人的教育（培训）支出比重。同时，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政府可以矫正失灵的市场信号，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引导家庭和个人对人力资本投资。

其次，创造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环境。正如单位劳动力成本的计算方式（即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所显示的那样，在由工资表示的劳动力成本不可避免提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高越快，单位劳动力成本提高越慢，劳动力优势得以保持。然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仅仅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即用资本替代劳动，而更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在劳动力短缺条件下，资本劳动比的提高是受到资本报酬递减规律限制的，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具有可持续性。

在这方面，日本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的经济增长状况，对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在1991-2000年期间，日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资本深化的贡献率高达94%，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15%（APO，2008）。对于超越人口红利的经济体来说，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不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经历了20年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中西部地区将会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不应该重复沿海地区早期工业化的模式，良好的政策环境是关键。对政府来说，创造一个允许企业进入和退出，并借此机制扩大有效率企业的规模，提高其比重，淘汰无效率企业，比直接代替企业进行产业或技术选择，要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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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赛跑

2012年春节后，民工荒再次成为各地热点和难点，而且严峻程度大大高于往年。令人费解的是，不久以前，人们还深深地沉迷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幻觉，何以突然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就面临着如此严重的招工难以及由此引起的前所未有的加薪压力。严格地说，劳动力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短缺，企业能否雇到所需工人，取决于能否支付工人所预期的工资水平。只是提高工资的能力，无论对企业而言还是对整个中国经济而言，都在于劳动生产率是否得到同步提高。正如有的企业家所说，不涨薪是等死，涨薪是早死。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其实，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赛跑，企业能否生存，则在于劳动生产率能否赢得这场比赛。

遭遇到动荡的世界经济负面打击，也经历了以治理通货膨胀和抑制房地产泡沫为优先目标的宏观调控影响，2011年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减速。然而，不像以往那样，实体经济增长减速并没有导致严重的就业冲击。与人们预期相反，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已经成为常态，为劳动者免受就业冲击提供了坚实的屏障。全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4.1%。周期性现象常常预示着结构性变化。因此，从表面周期现象看到背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有助于决策者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防止以短期的手段解决长期问题的缘木求鱼倾向。沿海地区部分企业的经营困境，看似缘于出口不振和中小企业融资难，但其背后却有着更根本性的问题，即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上涨，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失去比较优势，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重大变化。与此相应，则是劳动力市场从二元经济向新古典模式的转换，各种看似对立的现象同时存在，提出崭新的挑战。本文将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解析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早熟特点，对劳动力短缺现象和工资上涨的前景做出判断，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提出政策建议。


一 工资上涨压力来自何处

在改革开放以后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显示实质性的提高。这并不奇怪，因为直到2004年之前，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以民工荒现象为标志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先于2004年出现，随后就从未间断，并推动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因此，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我们把2004年看作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年份。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或就业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够说劳动力仍然是无限供给的了。

二元经济向新古典模式转换的重要起点是刘易斯转折点。发展经济学一般认为有两个刘易斯转折点（参见Lewis，1972；Ranis and Fei，1961）。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把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称作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或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

鉴于此，许多研究者愿意将其看作或者称作刘易斯转折区间。一方面，把刘易斯转折看作是一个区间固然有不方便之处，如无法具体指出转折的时间点，妨碍讨论中的措辞；另一方面，这样认识刘易斯转折也有其合理的成分，因为这样有利于观察两个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距离或者需要经过的时间。由于我们无法预测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时间，这里可以引进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转折点，即人口红利消失点。从统计上说，这个转折点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停止长期增长的趋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的人口结构变化转折点。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这个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作为参照，来理解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或商业化点，因为后者是理论意义上存在，终究需要一个具体的象征性的时间点来代表。也就是说，在劳动力供给绝对量不再增长的情况下，必然产生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边际生产力迅速趋同的压力。因此，刘易斯转折点到人口红利转折点之间，我们可以认为是刘易斯转折区间，是二元经济到新古典模式转换的重要区间，其间劳动力市场性质是二元经济特征与新古典特征并存，区间的终点便是新古典占主导的模式的起点。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脱胎于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将会经历两个转折点，一个是人们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另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劳动力不再增加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称之为人口红利转折点。如果说前一个转折点是一个警钟，其到来之后仍然可以给我们一些适应和调整的时间的话，后一个转折点则是一个事实，其到来将给一个经济发展时期画上句号。因此，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长度很重要，关系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并没有经历过明显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没有显而易见的共同轨迹可循。但是，东亚发达经济体经历过这个阶段，可以作为参照系，对我们应该有所借鉴。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和人口统计及预测，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Minami，1968），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三十余年的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Bai，1982），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见图1）。

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的调整时间。更不用说，如果像笔者的许多同行所争论的那样，中国尚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如参见蔡昉、杨涛、黄益平主编，2012），则不是两个转折点同时到来，便是人口红利转折点率先到来。不过，这在逻辑上并不成立，因为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都已经不增长了，遑论劳动力无限供给。但不管怎么说，两个转折点间隔如此之短，对中国的挑战是巨大的。分析表明，如果说日本和韩国的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关系，主要是由劳动力转移速度或需求方因素决定的话，中国则更多地受到人口转变速度或供给方因素的影响。很显然，在转折点上面的这个特殊性，给中国应对挑战带来更大的难度。这无疑可以解释为什么民工荒现象这么严重，工资上涨压力如此之大。也有助于我们做出判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压力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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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日韩两个转折点时间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日本的资料来源于Ryoshin Minami，“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82，No.3.，1968，pp.380-402及日本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go.jp/；韩国的资料来源于韩国统计局网站数据库，http：//kosis.kr/eng/database。


二 工资提高是可持续的吗

在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对劳动力的强大需求的同时，劳动力供给速度减慢并进而停止增长，必然推动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这就是劳动力供求关系法则。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相应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现状，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大，无疑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但是，工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于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提高，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滞后，不能支撑工资的增长，在微观层面上就会造成企业的经营困难，在宏观层面上导致通货膨胀。那样的话，经济增长相应也会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

那么，总体来说，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能承受得起工资的上涨吗？从数字表面看，2003年以后在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上涨之间，在工业部门基本保持了同步，农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特别是，长期以来工资上涨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近年来的工资提高也有补偿的因素。但是，如果更深入地进行分析，我们对此还是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

首先，当我们计算部门劳动生产率时，所依据的劳动者数据通常是被低估的。目前工业和建筑业企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而这些工人常常没有进入企业就业人员的正规统计中。例如，2010年城镇居民的总就业中，大约有1.1亿人没有进入企业和单位的统计报表中。而农民工没有被企业列入统计报表的比重显然更大。如果把这部分工人计算在内的话，意味着计算劳动生产率的分母会显著加大，实际劳动生产率一定会降低。

其次，目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不可持续性。通常，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来替代劳动力，表现为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二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的全面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基本上是靠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达到的。例如，根据世界银行专家高路易的估算，中国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1994年的45.3%提高到了1995-2009年的64.0%，并预计进一步提高到2010-2015年的65.9%。而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则相应从1978-1994年的46.9%下降为1995-2009年的31.8%，进而2010-2015年的28.0%（Kuijs，2010）。

由于在劳动力短缺条件下，资本-劳动比的持续提高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因此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是不可持续的。日本的教训十分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日本在1960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生产率加速提高，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也较高，如在1960-1991年期间，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在50%上下，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十分显著。然而，1991-2000年期间，资本-劳动比提高的贡献一下子提高到9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变成-15%（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2008）。与此相伴随的，则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中国近年来也显示出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如图2所示，伴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迅速上升，资本边际报酬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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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资本边际报酬和资本劳动比率

注：资本是1952年不变价的资本存量，劳动是全社会就业人数。资本边际报酬是资本平均生产率乘以资本产出弹性得到。资本平均生产率是以1952年不变价GDP除以资本存量得到的。MPK（变）是以收入法GDP中的资本报酬份额为资本产出弹性，MPK（0.55）是以资本产出弹性等于固定值0.55得到的。

资料来源：Cai Fang and Zhao Wen，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Forthcoming，2012。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快于工资上涨速度的情况下，由于两者并不同时发生，所以也会出现名义物价上涨的现象发生，即工资提高引起消费扩大，进而拉动物价上涨。虽然由于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总体上是不影响实际生活水平的，但是，整体上涨的物价水平，终究对低收入者有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今后我们不可避免地与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共舞，要形成有效保护低收入者的社会保护政策。换句话说，在预见到这种基本趋势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应对于物价上涨过度敏感，而应该在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

宏观经济高度关注通货膨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实施偏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调控对象往往倾斜地指向中小企业，造成后者在面对日益提高的生产要素成本压力的同时，还经常会遇到融资困难。在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的时期，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阻碍这种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一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能领先或同步于工资上涨速度，成本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都会上升，会伤害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和社会稳定。因此，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不仅有赖于执行适当的调控政策，更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 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有三点：第一，只要中国经济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在人口红利转折点即将到来的情况下，劳动力短缺现象将继续存在，产生对工资上涨的压力。第二，在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赛跑中，两者能否保持同步或者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一些，是工资上涨健康与否的关键，做不到这一点则会导致无法承受的通货膨胀压力。第三，单纯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的办法不能长久支撑经济增长，必须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对于任何国家的任何发展阶段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任务都是十分艰巨的。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以及陷入“失去的20年”的日本经济，都是因为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惊险的跳跃。具体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两条途径，分别要求有适当的制度环境予以开通。

第一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化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就是实现资源重新配置的经典路径。计量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对GDP增长的贡献平均为8.2%，占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34.3%。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这一贡献因素将趋于下降。不过，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转移仍有潜力，未来的转移主体，将是那些年龄超过40岁，跨地区转移有困难的农业劳动力。根据人均GDP为6000美元到12000美元的国家的平均农业劳动力比重看，中国在未来的10年中每年至少要把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低1个百分点。如果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程度上尽快从沿海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有利于挖掘劳动力转移潜力，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仍可获得。

第二是通过行业内部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集中。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要想生存就必须通过采用新技术、改善管理、改革体制、提高职工素质等手段获得技术效率。如果存在一种竞争环境，效率高的企业得以生存、发展和扩大，效率低的企业相应萎缩乃至被淘汰，整体经济的健康程度就能够得到明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就会良好，因此有利于支撑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农业比重已经很小，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已经微不足道，因此，其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主要表现在技术效率的提高，并通过竞争淘汰低效率企业。例如，对美国的研究表明，制造业内部表现为企业进入、退出、扩张和萎缩的资源重新配置，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高达1/3到一半（Foster，et al.，2001；Foster，et al.，2008）。

妨碍中国经济通过上述两条途径实质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在于探索动态比较优势过程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介入。在一个国家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从而面临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投资者和企业必然对此做出必要的反应和调整，相应地，也要承受转型的成功和失败后果。要激励投资者和企业将这种探寻健康地进行下去，需要构建一个“创造性毁灭”的环境，即让失败者退出，把成功者留下并由此生存、发展和壮大；同时形成一种适当的风险补偿和分摊机制，帮助投资者敢于和甘于承受创新的风险。如果这种创造性毁灭机制不存在，社会的这种旨在探寻比较优势的风险投资，相比其应有的水平就会低很多。这时，探寻动态比较优势的努力，就会呈现出一种假象，似乎这是一个具有外部性的活动，单个的投资者和企业缺乏激励去做，因而，政府取而代之或者介入其中，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正如可以看到的，这类政府干预可以体现在一系列政府战略和政策之中。首先，在诸如实施产业振兴规划、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等产业政策，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等长期发展政策中，政府实现着干预投资领域乃至直接进行投资等意图。其次，在应对宏观经济周期现象时，政府通过出台经济刺激方案等宏观经济政策，引导或直接投资于自己确定的优先领域，并存在把刺激政策长期化、常态化的倾向。再次，政府通过对企业、行业、产业进行补贴等保护性政策，实现自身的投资与扶持意图。现实中，上述三种政策手段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和协调执行的。

这类政策手段潜在地具有妨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首先，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加速，具有与这类地区比较优势相背离的倾向，不利于实现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例如，2007年，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0.1%和25.9%。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化程度更高了。其次，不利于创造性毁灭机制的形成，妨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政府投资比重过高，国有经济仍然具有垄断地位，相应地，中小企业遇到进入障碍以及其他发展条件如融资方面的歧视对待。在国有经济受到更多的保护，并且相应地形成对非公有经济的相对抑制的情况下，创造性毁灭的机制不能发挥作用，而且必然产生对新技术应用的阻碍。

因此，为了防止出现没有劳动生产率根基的工资上涨趋势，保持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增长，既不是要违背劳动力供求关系抑制工资上涨趋势，也不能人为推动工资上涨，而政府应该着眼于创造良好的优胜劣汰政策环境，让各类企业充分竞争，达到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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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变与就业变化

一 导言

相比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中国由于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人口的转变。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人口的转变体现为出生率的迅速下降，青年人口比例的快速缩减，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以及老龄化的加剧等各个方面。我们知道，当青年人口比例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老龄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时，中国可以享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富有生产能力的人口结构。而随着人口的转变继续进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愈来愈慢，同时老龄人口比例的增长速度也开始提高。这些变化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许多方面的挑战。在本文中，我们旨在研究人口转变过程及其与就业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回顾了近年来人口变化的总体态势并对未来几年劳动年龄人口的状况做出初步的预测。接下来的第三部分，我们分析了人口转变对劳动需求、劳动供给以及工资水平等劳动力市场各个方面的影响。进而在第四部分我们把目光转向经济和产业发展方面，分析劳动力短缺和工资的快速上涨对制造业的影响，同时提出了一国国内的“雁阵模式”假说。进一步地，在第五部分，我们从人口和经济两个方面讨论了中国区域间的发展差异，并且提出可以尝试在发展相对落后具有相对充裕人口并且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内陆地区延续人口红利。最后，第六部分对全文的分析和测算进行了总结，并且对中国在当前转型阶段合理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


二 人口转变和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关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二元经济阶段具有无限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就是说，现代部门可以以不变的工资水平获取源源不断的农村转移劳动力（Lewis，1954）。因此，在这个发展阶段劳动力市场方面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劳动供给超过劳动需求的就业问题。随着二元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当现代部门在现有的工资水平上的劳动需求超过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时，经济的发展就到达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Lewis，1972）。尽管这一理论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和认可，但是关于人口发展的状况在二元经济的发展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到达了这个转折点的时期经济会面临怎样的变化和挑战却很少有一致的认识。
 
[1]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的人口状况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总体生育率始终下降。首先，当前中国的生育率处于1.4的一个很低的水平（和日本接近）。其次，农村人口的转变过程落后于城市。农村和城镇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导致了城市部门通过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获得其所需求的劳动力。再次，其实早在1970-1980年之间，1980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开始快速下降。在那之前，每对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即生育率已经从6-7个下降到少于3个。这就说明，生育率的变化不仅仅受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

那么，这样长期持续的低生育率水平固然会导致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当然，持续的低生育率所导致的人口转变需要一定的过程。这体现在，劳动年龄人口首先快速增长，接着增长放缓，最终停止增长。相关估算表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会加速下降，直至2015年下降到零左右进而开始负增长（胡英，2010）。这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知道，日本的抚养比在1970年达到最低点，然后在这一水平上持续了20年左右。而中国的情况则是，抚养比在到达最低点后仅会停留短暂的一段时间然后就会迅速丧失人口红利。那么人口态势如此的变化将直接导致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如果我们把人口扶养比（抚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反映人口红利水平的指标（反向指标，及抚养比越高人口红利越小）可以发现，抚养比始终在提高（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在2010-2015年之间我国的抚养比会到达最低点，然后开始快速提高。近年来城市部门始终通过农村转移的劳动力获得了其劳动需求，有相关较详细的预测通过考虑到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的情况（胡英，2010），发现到2015年，城市劳动年龄人口增加的数量会少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数量，那么届时总的劳动年龄人口会开始缩减（见图2）。联合国的相关预测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工资上涨或者其他方面的激励的话，农民工的数量将难以满足城市劳动力需求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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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农村和城市总和生育率下降

资料来源：1998年前的总和生育率由中国人口信息中心的数据计算，1998年后的全国生育率由各年的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得到。

经验研究已经证明人口红利是驱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Williamson，1997）。人口转型的快速进行首先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丰厚的人口红利，推动其在改革期间高速的经济增长。接下来，随着人口态势转变和经济逐渐发展，中国经济会逐渐接近刘易斯转折点，这就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出了挑战。本文通过全面分析人口转变过程，试图说明在这样的转型阶段中国正在或者将要面临怎样的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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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农村和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胡英2010年的预测数据计算。




 [1]
 在20世纪60年代，刘易斯的理论非常盛行，大量文献探讨日本在当时是否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如Minami，1968）。然而，讨论韩国和中国台湾是否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的研究较少。而届时讨论东亚奇迹的新古典主义的论断开始盛行（如世界银行，1997）。这可能正是因为缺乏对于东亚国家和地区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后劳动力市场将面临怎样的挑战，进而经济在到达转折点后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态势将面临分化的相关研究所致。


三 人口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强劲的增长势头，那么这就必然会进一步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然而人口的转变会使劳动供给方面逐渐短缺，劳动供求两个方面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些就会对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带来挑战。首先一个方面，就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

（一）劳动供给停滞，劳动需求仍然强劲

人口的转变和经济发展会改变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格局。如果我们把16-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年的增长看作劳动供给方面，同时把城市就业数量看作劳动需求方面，那么两方面的比较就可以清晰地表明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态势（表1）。由于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始终在减少，农村的非农就业也不会再增加，那么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就业就代表中国经济的总体劳动力需求。如表1所示，从2003年开始我国的劳动需求方面就已经超过了劳动供给。

表1 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增长

[image: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中国农户调查年鉴》（各年）和《中国人口年鉴》（各年）计算。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单位产出增长可以带动的就业增长，即就业弹性的情况（就业增长率/产值增长率）。我们发现，在2004-2009年，总体的非农就业弹性平均为0.32，其中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38，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26。也就是说GDP平均每上涨1个百分点，将带来0.32个百分点的就业增加。这样简单估算的就业弹性的含义为，产出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应就业增长几个百分点，其中并未考虑工资的变化带来的影响。然而我们知道，工资的上涨会导致劳动需求的减少，故而更为精确的就业弹性应该通过估计完整的劳动需求方程来获得，方程的被解释变量为劳动力数量，解释变量为产出水平和工资水平。那么进而，我们可以依据制造业的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估算制造业的需求函数来获得就业需求弹性。我们的估计方程是这样设定的：

lnLi

 =β
 1
 lnQi

 +β
 2
 lnwagei

 +year
 +εi



其中L
 为就业数量，Q
 为产出水平，wage
 为工资水平。表2是对2000-2007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进行估计劳动需求函数的结果。我们看到，在加进了工资成本变量的模型估计的结果显示，就制造业而言，这样估算的需求弹性和前面估算的第二产业的简单需求弹性基本吻合。对于整体的制造业，其就业弹性约为0.37，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较高，约为0.39，非劳动密集型产业略低，约为0.36。从这里的结果中我们还看到工资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可能给就业需求带来的影响，总体而言，工资上涨1个百分点，劳动需求会下降4.2个百分点，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这一弹性更小些，约为4个百分点。

表2 劳动需求函数（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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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00-2007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测算。

注：***
 代表在1%的水平上显著。

（二）工资快速上涨

那么有了对劳动供给情况和劳动需求情况大致的了解，我们可以据此粗略地预计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基本表现。我们知道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在未来的2015年左右将达到最高值并随后开始负增长。如果我们简单地假定在劳动需求方面就业的产出弹性不变，我们可以大致模拟在未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弹性在不同的水平的组合情况下，就业的需求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们计算得到，在经济增长在7%、8%和9%的三种情况下，以及就业弹性在0.32-0.38之间的各个情况组合下（前面各种计算结果的较低水平和较高水平），就业的需求的增长在2%-3.5%之间（即经济增长率*就业弹性）。而与此同时，劳动供给将停止增长，这样供求两方力量的影响自然会导致工资水平的上涨。如图3所示，进入21世纪以来，图中所示的几个行业的平均工资年增长率（3年移动平均的水平）均超过了8%，工资上涨的速度位居世界其他国家的前茅。而工资如此快速的上涨自然会提高企业所需承担的劳动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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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部分行业工资增长率（三年移动平均值）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各年）。


四 劳动密集型产业何去何从

接下来，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第二个方面的挑战就是，持续的劳动力短缺引起的工资上涨会改变中国经济原有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能否在新的发展阶段，在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且尚未获得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新的比较优势的时候保持当前的增长态势，也就是国际经验显示需警惕的“中等收入陷阱”（Eeckhout and Jovanovic，2007），成为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冲击

应该说，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给不同类型的企业造成影响的程度会有所差别，比如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非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劳动成本所占企业总成本上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而在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时受到的冲击也不同。我们知道，虽然劳动密集型产业采用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少的资本来从事生产，故而从这个角度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可能更大；但是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雇佣的更多的是低端的劳动力，其工资水平也低。特别是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劳动力的供给相对是无限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长期停滞在低水平上，低端劳动者和高端劳动者的工资差异显著，从图4中可以看到在2004年之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反而低于资本密集型产业。

如图4所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技术的升级，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点对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尤为明显。但是有意思的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则是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逐渐接近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候，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求的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摆脱了长期停滞的状态开始快速上涨。我们看到，在2004年之前，鉴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甚至少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在那之后，由于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快速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份额开始超过了非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从劳动力成本与企业利润的比值上可以看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这一指标始终高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二者的差距还在逐年扩大。总体上而言，在未来面临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的影响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总成本会有更大幅度的提高，同时其利润水平也会受到更为严重的侵蚀。

如果我们进一步看东中西部各自的情况则可以发现（表3），在2000年，东部沿海地区其劳动成本占总成本和总利润的比值显著低于中西部，有较为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但是伴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后来对中西部提供的一些投资倾斜政策使得中西部的综合经营成本有所下降，同时沿海地区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推动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我们看到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无论是占总成本还是总利润的份额在2008年也显示出了很大程度的下降，而东部沿海地区则不断提高。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在2008年劳动成本占利润和总成本的份额已经开始超过了中西部地区，故而中西部地区愈发显现出其在劳动力成本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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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劳动成本占总成本及利润的比值（分区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计算整理。

表3 劳动成本占总成本及利润的比值（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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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计算整理。

（二）一国内的“雁阵模式”

那么在面临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冲击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何去何从呢？许多证据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改变，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会逐渐淘汰落后的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型产业）至更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同时升级自身的产业结构以获求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源泉，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雁阵模式”（Okita，1985；Kojima，2000）。我们知道，沿海地区具有便利的地理条件方面的优势，因而成为中国制造业产生的发源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依靠交通、外资、政策扶植等方面的便利条件，同时依赖源源不断的充足低廉的劳动力的供给，我国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发展壮大，此外借助于产业集群效应的发挥，使得沿海地区逐渐发展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格局（路江涌，2006）。然而，在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日益发展的同时，我国经济也逐渐接近刘易斯转折时期，劳动力的供给开始不再是无限的。我们看到，近年来沿海甚至内陆地区不断出现“用工荒”现象（蔡昉，2010；Zhang et al.，2011）。这就为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演化以及在区域间重新布局提出了挑战。蔡昉等（2009）通过对2000年至2007年中国各区域的劳动力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分析，认为中西部地区有条件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理论上论证了“雁阵模式”在中国内部发生的可能性。阮建青等（Ruan & Zhang，2010）也从省级区域水平上验证过中国纺织行业雁阵模式发生的事实。

事实上我们了解到，面对区域发展的差异，以及比较优势的变化，企业已经开始寻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我们依据对规模以上企业数据的计算和整理，得出了制造业全部产业的就业、资产以及产值在1998-2008年之间在东、中、西三类地区的所占份额情况（图5左列出了产值的情况）。
 
[1]

 同时我们也给出了我们所选择的12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分布情况（图5右，产值的情况）。
 
[2]

 我们看到，虽然我们观察到制造业及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1998-2008年间是更加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然而同时我们还发现，产业在集中的过程中似乎存在“转折点”。首先，对于总体的制造业，我们看到其产值的份额在2004年左右达到最高点，之后则逐年有所下降；而我们整理就业和资本的情况同样表现出了存在增长放缓的趋势。而如果我们观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折”的趋势更为显著。三个指标中，除了就业之外，产值和资产两项指标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份额都是先上升后下降，“转折”点在2004-2005年之间。也就是说，在2004-2005年的时候，制造业已经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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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制造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1998-2008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计算整理。




 [1]
 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西部内陆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2]
 12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别为：纺织服装鞋帽（18）、皮毛羽毛制品（19）、木材加工（20）、家具制造（21）、文教体育用品（24）、塑料制品（30）、金属制品业（34）、通用设备（35）、专用设备（36）、仪器仪表（39）、通信设备计算机（40）、电气机械器材（41）。


五 在内陆地区延续人口红利

事实上，在面临工资快速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一个自然的答案就是由具有更低劳动力成本、拥有较丰富年轻劳动力的邻国承接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10-2015年，中国开始逐渐丧失人口红利的时候，印度和越南等国家可能成为潜在的产业转移目的地。然而，我们发现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转移到印度和越南等邻国，而是从国内的沿海地区转移到内陆地区，如前文所述。通常我国可以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中国的不同省份和不同地区间在GDP、教育、基础设施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等其他方面发展差异巨大，其差异程度之大甚至不亚于国家间的差异。这就意味着中国可以首先在一国国内实现资本和产业的重新配置之后才开始产业向国外的转移。

（一）中西部内陆地区拥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更好的盈利表现

首先，我们看到不同区域间的工资差异很大。我们计算了沿海和内陆两个区域的工资劳动力成本的水平。
 
[1]

 看到对于整体制造业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初始的劳动力成本始终高于内陆地区，在2008年沿海地区和为3万元，在中西部地区分别为2.7万元和2.9万元。进一步地，我们通过观察三个区域要素的成本和收益的情况（见图6），发现从2005年开始内陆地区的盈利能力快速赶超，其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开始缩小，并且于2006年发生了重大转变，在2007年内陆地区的总资产利润率和人均利润均反超了东部沿海地区。而特别地在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沿海地区的盈利情况大幅下滑，与此同时，内陆地区遭遇冲击的影响并不明显。蔡昉等（2009）的研究也表明内陆地区比沿海地区有更快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和贡献率。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要素的收益情况可能会诱致我国的产业在区域间布局的调整和变化。

[image: ]


图6 区域要素成本和收益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1998-2008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计算整理。

（二）中西部地区拥有相对充裕的人口和劳动力资源

从经济的指标上我们已经看到，沿海地区面对其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和表现渐差的要素收益，产业已经开始呈现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除此之外，在人口和劳动力禀赋方面，区域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具体来讲，从人口资源和劳动力构成的情况上看，中西部地区仍然存在一段时期的人口红利上的潜力。虽然我们看到我国总体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且处于较低的水平上，由此带来了老年抚养比的快速提高，并且根据相关预测，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在2015年达到顶点后开始下降，也就是我们获取显示性人口红利将趋于终结。但是我们知道，对于地域广泛且区域发展程度差异巨大的中国而言，其东中西部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同时还体现在人口的发展和增长上。

虽然我们无法得到各区域在各个年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具体变化，但是我们可以基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来观测两个时点上不同区域的出生率和老年抚养比等主要决定劳动年龄人口状况的变量的情况，以此可以对区域间人口红利状况做出大致的推断。图7的上半部我们给出了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各自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并且依照东、中、西三个区域计算了各自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我们看到如果从分地区的情况上看，东部地区有更低的人口增长率，西部地区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6.7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68‰）。那么接下来，人口发展的这个差异更是体现在了老年抚养比的情况上，图7的下半部显示，中西部地区的老年抚养比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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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区域间人口差异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注：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老年抚养比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整理。

具体来看，对于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的一些省份，其水平有的在7‰左右，这一水平和我国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1世纪初的水平相当，也就是说，如果简单地假设这些区域的人口发展遵循和全国相似的发展路径的话，自现在起仍有5-10年的人口红利期。如果我们观察老年抚养比的情况，其基本结论也是一样的，中西部地区在2005年平均的老年抚养比分别为9.75%和9.52%，这一水平和全国在1996年和1997年的水平相当，那么这样看来，其人口红利将较之全国多延续8-9年。同理，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老年抚养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其人口红利结束的时点也要相应地早于全国其他区域。同时，我们知道，由于目前的调查制度采用“常住人口”的标准，即把部分转移劳动力（在所在地居住6个月以上）纳入其流入地的统计，那么考虑到这个因素，由于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到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中更多为年轻人，所以如果按照户籍标准计算的抚养比的话，那么中西部地区的水平可能更低。




 [1]
 我们对劳动力成本的度量为工资、福利之和。


六 结论与讨论

根据相关预测，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于2015年达到顶点后开始减少，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转移殆尽，因此，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所对应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转向新古典经济模式。从就业的问题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存在大量的劳动力但是缺乏就业岗位，然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就业问题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问题。故而从政府责任来看，我们过去的二元经济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扩大就业，消除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障碍，但是到了新古典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应对的目标应以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对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

然而同其他国家经历的从二元经济到新古典经济的转变过程有所不同的是，作为区域间的发展程度存在很大差异的国家，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区域继起方面的优势，更好地完成这一过渡。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工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提高，那么在沿海地区实现产业的升级无论是从应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角度还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角度都是顺应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而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鉴于其经济乃至制造业发展相对落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还相对较低，其具有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条件。同时对于具有相对较高出生率以及较低老年抚养比的中西部地区，其还具有相对充足的劳动力禀赋，那么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无疑可以进一步地挖掘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而要让邻国来承接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还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因此有望首先将一国国内的“雁阵模式”和产业重新配置。另外，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新钻11国”（包括印度但不包括韩国）的40%左右，那么中国在世界的劳动力市场上很大程度上是扮演了劳动力价格制定者的角色。单单从劳动力的规模上看，中国的劳动力队伍庞大因而很难被取代，并且其他国家也需要时间来承接这些产业。同时，我们看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区域间的重新配置正在进行，并且将继续进行下去。

另外需要考虑到的一点是，中国全部劳动力中的24%依旧在从事农业就业。这一比例与大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很庞大，这就表示仍有部分潜在剩余劳动力可供挖掘。但是，当前的很大的问题是，5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的年龄都超过了40岁。这样的人口构成很难继续提供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劳动力。事实上，大部分退休的农民工选择返回家乡照顾家庭。然而我们认为，如果部分的非农产业可以转移到劳动力所在的当地地区，或者是当地省份的城市，那么这些年纪较大的劳动力可能愿意离开其从事的农业而继续从事工业生产部门的就业。这些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潜在的劳动力供给。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推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惠及农民工。同时我们还应该更注重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规范户籍制度改革。当经济逐渐接近刘易斯转折点时，总体上人口红利逐渐式微，迫切需要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看到了城市化的潜在贡献，故而形成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强烈动机。在劳动供给变为短缺的时候，只有赋予其更多的城市社会服务和福利才能更好地吸引农民工和转移劳动力，户籍制度改革应该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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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失业、周期失业与宏观政策选择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经常遇到的、主要的矛盾也会发生变化。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劳动力过剩是常态，因此，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是如何通过加快非农部门的增长，为源源不断产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而一旦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劳动力市场上经常遭遇到的失业现象，则主要是由于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所造成的自然失业。与此同时，周期性失业现象的发生，也打上了转折点的烙印。本文针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劳动力市场的新特征，提出与保持就业稳定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 “奥肯法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人们常常会引用奥肯法则来引证经济增长与就业或失业的关系。因此，研究这个法则在中国的适用性，可以加深我们对就业或失业现象本质的认识。在经济学中，奥肯法则实际上是一个拇指规则，即仅仅反映在经济增长率变化与失业率变化之间的一种相关关系，与其说它是个法则，不如说它是一个特定国家、特定时期的经验表述。撇开增长率与失业率孰因孰果不说，奥肯根据美国的经验发现，1个百分点的失业率下降与3个百分点的额外产出增长率相联系。目前美国的这种关系则被改写为1个百分点的失业率下降与2个百分点的额外产出增长率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奥肯法则中发挥作用的失业率，主要是指反映宏观经济周期性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与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相关的自然失业率。换句话说，如果失业率主要由自然失业率构成，上述关系就不会十分明显。

我们用城镇调查失业率进行“奥肯法则”的检验，即观察在1979-2004年期间，中国是否存在实际GDP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动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统计检验表明，这两个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图1清楚地显示了实际GDP增长率和失业率变动之间关系，在中国和美国的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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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中美比较

资料来源：美国图形引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Okun’s_Law；中国图形系根据回归结果绘制。

我们所得出的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化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的经验结果，一方面说明中国目前的失业率构成中，最主要的成分是由于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自然失业率，另一方面说明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微小的周期性失业因素所能反映出的促进经济增长效果，在统计上并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通过观察失业率的变化来做出货币政策方向的决策，是因为奥肯法则有效。但是，在中国这一经验关系不存在的条件下，仅仅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取得直截了当地治理失业的效果。因此，治理失业的更重要领域在于发育劳动力市场，完善其功能，提高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缩短劳动者陷入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状态的时间。


二 自然失业：劳动力市场主要矛盾

失业通常由三个部分组成：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前两部分构成自然失业，仅仅与诸如就业服务和就业培训等劳动力市场功能有关，而与经济增长及其周期关系较小，所以这部分失业率不依经济景气的变化而变化。周期性失业是与宏观经济景气密切相关的。一个经济中总体失业由自然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构成的相对比例，决定着治理失业和促进就业政策的主要方向和效果。可见，理解失业的性质，对于我们认识劳动力市场状况，提出正确的政策建议至关重要。

我们从城镇劳动力市场可以看到，按照国际通行的口径计算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从2002年开始，官方统计的登记失业率从2003年开始，都是逐年下降的。这种失业水平相对于中国所处的发展和转轨阶段而言是较低的。而现实中仍然存在的失业现象和找工作难的现象，则绝大部分可以归结到自然失业中。在以前的一项研究中，作者曾经估算在1995-2002年期间，自然失业率为4.43%。如果假设这个水平是相对稳定的话，我们可以将其与1998年以后的调查失业率相比较（见图2）。从中可以看到，在全部失业率中，自然失业率越来越占主导的地位，而周期失业率的构成部分越来越小。主要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不利于就业扩大的规制而产生，并且不能通过宏观反周期政策予以消除的周期性失业，是当前发展阶段失业的主要表现，主要得依靠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予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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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城镇调查失业率构成

资料来源：自然失业率的估计见蔡昉、都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按照定义，周期失业率系城镇调查失业率减自然失业率得出。

自然失业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但诸多可变因素都可以影响到自然失业的水平。例如，如果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幅度和速度较快，就可能比较经常和较大幅度地引发自然失业；但是，如果信息传递、职业培训、政府规制状况等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和运行效率的条件良好，就可以通过劳动者对变化的更快适应而降低自然失业率；此外，社会保障覆盖率和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可能会通过影响劳动者寻找岗位的激励，而影响自然失业水平和持续时间。


三 周期失业与潜在就业冲击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周期性失业也是存在的，特别是在经济增长遭遇冲击而速度减缓的时候。因此，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与稳定，对就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经济结构中的原因，仅仅靠经济增长也不能完全治理和防范周期性失业现象。对中国投入产出表的计算发现，在中国经济中，拉动经济增长效果最明显的部门，与拉动就业效果最明显的部门是不一致的。在图3中，产出乘数表示一个部门使用一定单位的最终投入所创造的总产出，而就业系数表示一个部门直接和间接带动的全部就业。从中可以看出，部门对于总产出做出的贡献与其对就业拉动的贡献，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两者之间呈现某种程度的反向关系。由于这样一种关系的存在，在地方政府有着追求GDP的强烈发展动机的情况下，着眼于总量的宏观调控中，常常会产生压增长、伤就业的结果。

金融机构的行为也助长这样的倾向。在银行系统存在大规模存差的情况下，由此导致，它们在对货币政策信号做出反应或执行上级银行指令时，一定会按照最有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原则进行，这就是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项目结构和企业结构，具有一种二元的性质，即一端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和大型项目，单位投资的就业吸纳能力比较低；另一端则是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和小项目，是当前创造就业的主要力量。而在一个从紧的货币政策下，特别是配合以行政手段进行信贷控制时，中央银行的政策信号和指令，就会与基层银行的激励相悖。后者面临的两难处境便是：由于货币政策信号的导向和上级银行的强制要求，贷款规模必须压缩；同时，由于庞大的存差规模的存在，又不能不贷，贷款质量必须绝对保证。“理性”选择的结果则是，一方面压中小企业和小项目贷款，既满足政策要求，又保证贷款安全；另一方面给大型企业和项目更多的贷款，以相对安全的贷款实现“堤外损失堤内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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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增长与就业：替代抉择还是平衡兼顾

资料来源：根据朱剑《重化工业的就业联系》，《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年第3卷第2期计算。

每一轮宏观经济调控，中央政府都会强调不要“一刀切”，要“有保有压”。但是，中央调控当局与基层银行激励不相容及其产生的目标不一致，最终必然导致压的是符合比较优势、有利于就业的小项目和中小企业，保的是投资周期长且处于产业链条上游的大项目和大企业，甚至是一些违背比较优势的不善投资（mal-investment）或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项目和企业。宏观调控的结果最后与其初衷南辕北辙，并非仅仅一种担忧，而是人们在历次宏观调控时期经常会观察到的实际情形。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性质消失的情况下，周期性因素可能恶化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经营和生存状况。在转折点到来之前，不善投资形成的产业结构和生产能力，虽然造成结构性矛盾，但是，从积极的方面说，也还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而在转折点到来的情况下，虽然长期来看，这类部门和企业，因其所遵循的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而难以为继，但是，在实际中，由于这类企业有其特殊的垄断地位优势，反而把不利因素转嫁给那些符合比较优势并潜在地符合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求的中小企业。

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以及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一系列提高企业生产成本的因素，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从2007年开始显示出来的制造业成本提高，逐渐演化为所有工业部门的成本提高趋势，主要表现在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除了通过企业提高技术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弥补这个成本提高因素之外，通常，这需要通过两个出口来解决：一个是靠通货膨胀外部消化，即产品涨价；一个是靠挤压企业利润内部消化。实际中两种情形都发生了，但针对不同行业的企业来说，消化的方式和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由于上游行业垄断性强，依靠通货膨胀消化的可能性大一些。同时，上游行业劳动密集程度低，受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影响也比较小。下游行业多是竞争性的，又是劳动密集程度比较高的部门，受冲击比较大，主要得靠挤压利润来消化。在以下情况下，这种趋势表现为对下游产业中的中小企业利润的挤压。例如，在PPI提高而尚未传导到CPI，或者难以传导的情况下，意味着下游企业承受生产成本的提高，却没有能够通过价格的提高加以消化。当工业企业的利润水平整体下降，但下游部门的企业利润下降幅度明显大于上游部门的企业利润下降幅度时，意味着下游企业承受更加严重的生产成本提高压力。由于这类部门没有外部化解上升成本的出路，其利润必然受到挤压。

如果我们大体上按照上下游的区分，来对部门和企业进行排列的话，恰好吸纳就业最多的企业大多在下游，其利润减少就意味着其中的一部分已经难以为继，表现为许多中小企业倒闭，导致就业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利润下降通常是就业冲击的先导，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利润下降所导致的缩减生产甚至倒闭，则直接表现为就业减少。处在上游的部门受到的伤害较小，虽然有助于维持增长速度，但是由于其劳动密集程度低，所以也无助于就业的扩大。


四 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政府积极的就业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政府的努力和市场机制逐步发挥作用，中国城乡就业的增长是十分迅速的，大幅度推进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在政府积极就业政策方面，没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除了我们熟知的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抑制或刺激需求的作用影响周期性失业之外，也可以通过一系列其他措施改变自然失业的水平。面临的问题在于，一个应对常规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机制尚未在中国形成。从劳动力供给的趋势性变化看，中国大规模、突发性、冲击型的失业高峰已经过去，未来需要应对的主要是结构性和摩擦性的自然失业现象。

在中国，财政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目标的表述中都没有就业的地位。但是，由于这两个宏观政策手段是为宏观经济总目标服务的，所以，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和国际收支也是其遵循的目标。但是，在如此众多的目标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之处，面对目标之间冲突时，就难以保证就业目标的高度优先序了。特别是，许多地方政府仍然把GDP和财政收入作为政策制定的第一考虑因素，而这些目标与就业的扩大并不总是一致的。

一个值得改进并能够及时获得效果的方面是，政府各个部门在积极就业政策中的职能可以更加明确地划分。一方面是政府劳动或人力资源部门职能的回归。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遭遇到了严峻的劳动力市场冲击后，劳动部门把所有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但是，一个部门根本不可能履行这么多的职能。在常规就业越来越属于劳动力市场功能问题的新形势下，真正旷日持久存在的、持续不断产生的失业现象，并且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长期关注点的失业现象，就是由结构性原因和摩擦性原因造成的自然失业。

归根到底，降低自然失业率才是劳动主管部门的唯一责任。而与经济增长和周期现象有关的失业、就业问题，则是宏观部门的责任。这种重新定位将有利于而不是削弱政府在就业扩大中的责任和作用。同时，这也将进一步扩大劳动或人力资源部门在就业中的责任。例如，在图2中我们看到，自然失业率在总体失业率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如果简单地把这个部分看作是主要应该由劳动部门解决的任务，而越来越小的周期性失业部分是宏观经济部门的责任的话，劳动部门更加任重道远。


认识和应对招工难

2012年春节后，民工荒再次成为各地热点和难点，而且严峻程度大大高于往年。直至不久以前，人们还深深地沉迷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幻觉，突然间，无论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日益面临严重的招工难以及由此引起的前所未有的加薪压力。如果说在劳动力过剩条件下就业困难关乎民生的话，在二元经济尚未消失条件下出现招工难问题，则既关乎民生又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对于如何认识和应对招工难现象，应该给予多年以来对待就业难现象同样的重视程度。


一 为什么招工难来得如此迅速

我们需要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转折，来认识何以从就业难到招工难的转变如此迅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这是因为直到2004年之前，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冗员的存在，抑制了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提高。以民工荒现象为标志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先于2004年出现，随后就从未间断，并推动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因此，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我们把2004年看作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年份。

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创造了人口红利，因此这个转折点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所以也称作人口红利转折点。根据最新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自那时以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再增加。而且，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够说劳动力仍然是无限供给的了。

中国招工难现象之所以一经发生就如此迅猛，是因为上述两个转折点之间的间隔时间很短。根据研究和统计，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的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

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的调整时间。可见，两个转折点到来之间的时间短暂，使得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之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演变为严重的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中国的这一转折特点，也给劳动力市场性质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二 转型期劳动力市场的双重特征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二元经济所对应的模式转向与新古典经济相对应的模式，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既存有二元经济特征又表现出一定的新古典模式的特点。因此，在认识二元经济下劳动力市场性质的基础上，也需要把握新古典模式下的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特征，因为过去阶段的一些特征仍然存在，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转型的目标所指。我们可以尝试借鉴这两种分析框架来认识当前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我们先把新古典模式的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劳动力市场类型进行对比（见表1）。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可以了解到当前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既不是纯粹的二元经济结构，同时也不是典型的新古典模式。

表1 劳动力市场的新古典和刘易斯类型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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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来看工资决定的问题。在刘易斯模式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农业中劳动边际生产力极端低下。务农收入远远低于非农产业的工资水平，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工资，受到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制约而长期得不到提高。户籍制度等体制因素，使得农民工的工资并不由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理论上劳动者工资是基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通过市场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作用而决定。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和劳动力短缺普遍出现，各类产业和行业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与此相伴随，农业和非农产业工人工资自2004年以来持续大幅度提高。

接下来我们看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情况。在刘易斯模式下，既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也由于存在着劳动力部门转移和区域转移的制度障碍，劳动力供求关系不会通过工资水平的调节而得以出清，所以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供大于求是一种常态。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在理论上或趋势上，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工资调节结清供求差异。

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之前，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表现为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和城市的企业冗员，没有表现为失业率的上升，经济波动也没有反映在失业率变化上面。而在1997年通过改革打破铁饭碗的情况下，城市则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下岗现象。根据估算，2000年调查失业率一度高达7.6%。随着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形势逐渐转好，2002年以后登记失业率保持在高度稳定的状态。

进而，从就业的问题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存在大量的劳动力但是缺乏就业岗位，因此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所有的就业政策都立足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前提而制定，其目标旨在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以扩大就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就业问题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地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解决。

最后，从政府责任来看，二元经济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扩大就业，消除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障碍；但是到了新古典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应对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了，即以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对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


三 应对招工难的政府对策

认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的特殊性之后，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的政策建议也就呼之欲出了。总体来说，我们应该抓住招工难现象背后的劳动力市场新特征，改变传统政策思路，消除认识上的固化和偏颇，防止决策失误。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出现总量偏紧的情况下，不能对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掉以轻心。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加速，在新的就业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一部分传统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转岗的劳动者技能不能适应新岗位的要求，则会面临结构性失业风险。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尚处于较低水平，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尚不健全，在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者还不能做到无摩擦转岗。因此，摩擦性失业现象也会经常存在。

包括各类毕业生在内的新成长劳动者群体，虽然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其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有一个匹配的过程。至于那些缺乏新技能的城镇就业困难群体，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则会遇到更多摩擦。因此，上述两个劳动者群体最易受到这两类失业的困扰。这是最适宜发挥政府促进就业职能的领域，对劳动力市场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即要求政府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创业、转岗和在岗培训，规范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功能，从劳动者能力和市场配置效率两个方面降低自然失业率。

其次，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要更加关注经常性发生的周期性失业现象。在市场配置资源和引导经济活动的条件下，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可避免，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对应的周期性失业现象也同样不可避免。在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就业不稳定，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周期性失业冲击。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和就业的冲击，导致上千万农民工在2009年春节提前返乡，就是这种周期性失业的表现。

从一般经验和中国特殊性看，应对这种类型的失业有两条途径：第一，借助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熨平经济周期。为此，宏观经济政策要把就业置于优先地位，以就业状况为依据确立政策方向和力度，降低周期性失业风险。第二，通过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周期性失业的放大效应。为此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按属地原则均等供给的进程，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失业保险、就业扶助等公共服务范围，降低他们面对就业冲击的脆弱性。

最后，在非熟练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迅速的情况下，要防止形成人力资本培养的负激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转向更多地依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转向依靠消费需求，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明显提高。这一系列转变都主要以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要求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抵御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必然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要求。按照目前相应产业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估算，如果劳动者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1.3年；转向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4.2年；即使仅仅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也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0.5年。

近年来，随着就业岗位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比较旺盛，一些家庭特别是贫困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初中阶段辍学现象比较严重。例如，调查显示，2010年部分贫困农村地区的初中三年累计辍学率高达25%。从家庭的短期利益着眼，这种选择似乎是理性的，但是，人力资本损失最终将由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这部分劳动者会在产业升级加速的将来处于缺乏竞争力的状态，成为新一代就业困难群体。因此，政府应该切实降低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支出比例，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完成率，而通过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让农村和贫困儿童不致输在起跑线上，也大大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完成率，并增加继续上学的平等机会。


农民工市民化的紧迫性和推进路径

一 引言

人们通常在一般规律上了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份额下降和劳动力部门转换的现象及其必然性。但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人们对于这样的转变实际上是怎样表现的，每个阶段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哪些变化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哪些标识可以用来判断根本性的变化，却不是认识得十分清楚。首先，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解说和预测不尽相同，观点莫衷一是。例如，刘易斯从其做出转折点描述和判断的意义上，说明他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持续并且单向的过程；而托达罗则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看作可以是一个有来有去的双向流动过程。其次，先行国家和地区中不同的时期实际表现各异，似乎看不到完全相同的变化轨迹。再次，中国的变化十分迅速，如果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往往使人在认识上应接不暇。此外，诸如中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等传统观念，也常常干扰人们从新的角度去认识新的情况。

不过，中国长期以来的劳动力转移路径及其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及其转折点的描述十分吻合，启发我们可以把相应的理论概念借鉴来比照中国的实践。虽然中国的人口转变因其受政策的影响及完成得较早，但是，其产生的人口结构改变后果，却恰好验证了刘易斯转折点的主要特征。
 
[1]

 刘易斯在对日本转折点作出判断时，就把生育率的下降作为一个重要观察点（Lewis，1958）。由于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都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迅速增加且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通过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Cai and Wang，2005）。然而，目前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量全部来自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预计到2015年转为负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也开始大幅度提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消失。目前出现的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和经常性的民工荒现象，就是这种人口结构变化与高速经济增长保持对劳动力强烈需求之间产生矛盾的体现。

上述人口转变的趋势也反映为外出农民工的增量已经开始逐年减少。虽然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人数从2000年的7849万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1.4亿，但是增长速度却已经显著地降低。另一方面，不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就业总量却继续增长，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见表1）。如果我们把城镇就业增长趋势作为经济增长对于劳动力需求的显示性指标的话，则意味着不断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具有其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关系上的根源。对于二元经济发展来说，这种新趋势虽然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枯竭或者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但却预示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即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2]



以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作为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里程碑，从理论的角度认识中国二元经济终结并揭示其相应的政策含义，有助于我们认识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保持社会和谐的关键领域。而农民工无疑是这个理论认识和政策关注中的一个主题词。
 
[3]

 可以说，农民工的地位和身份如何变化，决定着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前景。在2030年之前的20年中，中国人口转变的后果将进一步显现：2015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2030年前总人口将达到峰值。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依靠丰富而便宜的劳动力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来说，应对这些重大转变带来的挑战，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并未雨绸缪，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保持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

表1 农民工与城镇就业的数量与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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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9）；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历年）。

本文的以下部分是这样组织的：第二部分揭示作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中，已经日益显示出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愈发确定。第三部分讨论“托达罗悖论”的政策含义，指出继续目前农民工“有来有去”的模式，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已经没有合理性，而从社会发展方面更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恰当的政策选择应该是按照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推进城市化进程。第四部分讨论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中，或者更一般地说，把他们纳入城市公共服务对象的迫切性和可行性。最后部分对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做简单总结。




 [1]
 我们把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可以称作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参见Lewis，1972；Ranis and Fei，1961）。


 [2]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迎来其刘易斯转折点，国内外的学术界存在争论。笔者关于该转折点已经到了的证据，可参见蔡昉（2008）和Cai（2008）。


 [3]
 “中国工人”被选为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年度人物，并被排在第三名位置上，表明中国农民工不仅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对于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二 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

虽然刘易斯转折点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把前后发展阶段截然切断的分界线，而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连接两个发展阶段的转折区间，或者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长期历史趋势的起点（Minami，1968），但是，我们仍然借助这个转折点的分界，对其到来前后劳动力市场及其相关表现进行分析。在距离刘易斯转折点较远的情况下，农业中劳动力剩余程度高，劳动边际生产力趋近于零，劳动力转移出来并不影响农业生产，因而农民外出打工并不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此外，由于这个时期非农产业只是在边际上，并且不稳定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仍然作为一个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而在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或者这个起点开始之后，情况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首先，农业生产方式对于劳动力大规模稳定外出做出了长期的调整。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向外转移是持续大规模进行的，数量每年有稳定的增长，推动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对此做出反应，即农业技术变化逐渐从早年的不重视劳动生产率，转向以节约劳动力为导向。从农业机械总动力来看，改革开放30年期间始终是以比较稳定的速度在增长，在基数增大的情况下，近年来并没有减慢的迹象。而更为显著的变化是农用拖拉机及其配套农具的增长趋势和结构的变化。在1978-1998年的20年中，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总动力数年平均增长2.0%，小型拖拉机总动力年平均增长11.3%，而在1998-2008年的10年中，大中型拖拉机总动力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2.2%，小型拖拉机动力增长率则降到5.2%。拖拉机配套农具的增长消长也类似，大中型配套农具年平均增长率从前20年的0.0%提高到后10年的13.7%，小型配套农具增长率从12.1%降低到6.9%。按照农业技术诱致性变迁理论（Hayami and Ruttan，1980），这种农业机械化加快过程中的劳动节约倾向，反过来印证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实质性减少。

其次，城镇非农产业对农村转移劳动力依赖日益加深，或者说对农民工形成了刚性需求。从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看，城镇这个年龄组的人口增长已经停止，所需劳动力净增量完全来自农村。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打工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总量为2.25亿人。其中，跨乡镇外出流动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为1.4亿，占农民工总数的62.3%；在本乡镇范围之内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工人数是8500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37.7%。在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常住户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为1.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49.6%；举家外出户农民工人数为2859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12.7%（盛来运，2009）。

从这两个变化趋势，可以观察刘易斯转折点前后劳动力转移的不同特征。在转折点之前，城镇或非农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周期性变化，通常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反向增减，即农业就业规模不是由自身需求决定的，在统计意义上是一个余项，农业仍然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而在转折点到来的情况下，城镇和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波动，则较少引起农业劳动力的反向变化。即一方面农业不再具有消化剩余劳动力的功能，另一方面城镇和非农产业调节劳动力市场短期供求变化的能力也增强了。其结果是，农业不再作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图1表明，大约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转折，此前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与滞后一年的农业就业增长率都波动比较剧烈，统计上有较大的变异程度。由于劳动力总量在继续增长，两者多数年份都是正增长，并且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要求与受非农产业就业的约束都很强烈，两个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在转折点之后，两个就业增长率变异程度明显降低的同时，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1998-2008年期间两者相关系数为-0.748，农业就业以负增长为主。也就是说，只有到了这个发展阶段，非农产业就业的增长和农业就业的减少才成为常态的和密切关联的。

中国遭遇金融危机后农民工就业的调整，也验证了前面揭示的这种劳动力市场性质的根本性变化。普遍的看法是，在遭到出口减少、部分外向型企业倒闭冲击的情况下，农民工大规模失业，因而被迫返乡。其实这是个牵强的说法，缘于就业冲击与春节在时间上的重合。由于农民工在城市没有户籍身份，因此，他们仍然以农村老家为根，回乡过春节是每年惯例，春运期间的交通紧张程度即为证据。不仅如此，农民工在有工作时休假并不规律，而就业不稳定的特点使得他们一旦失去工作，或者就业和收入不满意，也会常常以暂时回乡休息作为一个阶段性缓冲。诚然，2008年年底的出口状况跌到谷底，造成部分农民工失业以及整体制造业就业形势不好，由于这时农民工通常也不愿再找工作，所以出现了提前返乡的现象。因此，人们广为引用的大量农民工因金融危机返乡潮，实际上很可能是正常回乡过年加部分提前返乡现象的误读。春节后绝大多数农民工回城并基本就业的事实（回城率为95%，就业率为97%），就是明显的证明。更不用说很快就在各地出现了民工荒，即劳动力短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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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农业就业与非农就业的数量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三 “托达罗教条”的终结

托达罗因其对于迁移动因的研究而广为人知，而他的理论中最具影响的莫过于所谓的“托达罗悖论”。在代表性文献中（Todaro，1969；Harris and Todaro，1970），他提出吸引农村迁移者的是城乡预期工资之差，即把城乡实际工资差由城市失业率进行修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即所有改善城市就业状况从而降低失业率的努力，则因扩大了城乡预期工资的差距，而加大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动机。或者进一步，所有改善迁移者状况的努力，都会进一步引起迁移者的涌入，反而恶化迁移者在城市的就业和居住环境。与此相应，“托达罗悖论”则因而转化为“托达罗教条”，包括对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要加以控制，劳动力流动模式应该是“有来有去”，从而只是把迁移者作为临时过客等一系列政策倾向。

“托达罗悖论”的一个假设是农业中不存在失业现象，背后的含义是，农业仍然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与此相对应，“托达罗教条”寄希望于通过保持城乡劳动力迁移的两极在推力和拉力上面的平衡，发挥农村作为化解社会风险的功能。从经济发展的层面，这个假设是缺乏动态的，没有把农业份额下降规律乃至二元经济发展的内涵充分考虑在内。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打破“托达罗悖论”乃至改变“托达罗教条”所隐含的政策倾向，是客观的必然性。如果说在我们今天观察到的这个转折点之前，随着城市经济周期性波动农民工经常性返乡，把承包地作为一种后备就业机制，可以起到防止流动劳动力在城市遭遇失业风险从而陷入绝对贫困的作用，在缺乏对农民工的社会保护机制的条件下，不啻为一种经济和社会泄洪渠。但是，一旦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劳动力流动不再是“有来有去”式的，从终极方向上看，推力和拉力的均衡终将要打破，因此，这种以迁移劳动力的间或返乡为表现的风险防范机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历史上日本在经历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之后，当代欧洲发达国家的外籍工人，在遭遇经济危机或经济低迷周期时，都没有出现劳动力大规模倒流的现象，而是通过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正规部门到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调整应对风险。金融危机时期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反应，已经显示出与国际经验的类似之处。如他们返乡过春节随即回城后，经历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以及建筑业的就业调整，实现了相对充分的就业
 
[1]

 ，以至不久后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这充分意味着，用“托达罗教条”和“有来有去”的传统观念进行劳动力流动的管理，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

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住和工作的意愿及倾向
 
[2]

 ，与其缺乏稳定的市民身份的现实发生了抵牾。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导致劳动力市场趋紧，也给农民工就业及工资带来冲击。虽然农民工中在城市居住6个月以上的，已经在统计意义上算作城市人口，构成了46%城市化率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在企业面临困难时，农民工往往首当其冲，就业和收入都不稳定，加上社会保障覆盖率低，成为城市里的边缘人和脆弱群体。据调查（汝信等，2009，第7-8页），2009年全国法院系统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上年同期增长30%，在沿海地区增加幅度更高达40%-150%。其中，农民工是提起劳动争议最多的群体，而且他们的维权重点已经开始从讨回欠薪转向社会保障等问题。这一方面表明由就业和收入引发的社会风险的存在，另一方面显示需要改变传统管理观念，转向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把农民工的市民化作为新的战略思维，推进城市化进程。

“托达罗教条”终结的一个表现，是以农民工为主要构成部分的城市常住人口的加速扩大，从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但是，这个城市化速度与统计口径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在严格实行户籍制度，没有自发性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计划经济时期，如1964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和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都是把非农业户口统计为城市人口，把农业户口统计为农村人口。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规模越来越大，既然户籍制度调整的进程未能与这个人口流动保持同步，户籍身份不再能够准确地反映城乡的实际居住状态。针对这种新情况，1990年进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采用了常住人口的概念，即那些离开家乡进城超过一年的流动人口，也被算作城市常住人口。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随后被国家统计局用来作为基础，对1982年到1990年的所有数据进行了调整。到了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时间只要达到半年，即使没有改变户籍，也被作为城市常住人口。国家统计局也据此对1990-2000年期间的城市化数据进行了调整。从此以后，城市人口被定义为：在城市居住6个月或以上的居民，而无论其户口登记地在哪里。其结果是，城市化率与非农化率产生了较大的差距，2007年城市化率比非农化率高出12个百分点（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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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人口的城市化率与非农化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有人认为，由于现行统计中的城市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务农者，因而城市化率略有高估，即被高估了10%（Chan，2009）。其实，城市化固然与产业特点有关，但更主要是按照人口的集聚程度来定义的，因此，部分人口从事农业倒并不应该成为判断城市化是否被高估的依据。由于户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现象，背后具有丰富的福利含义，因此，我们仍然应该从户籍制度的角度来判断和认识真实城市化水平。与计划经济时期严格执行人口迁移和流动控制的情形相比，农民工现在可以进入城市，不限期地自由择业和居住，应该看作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由此形成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不应该简单地被说成是高估。
 
[3]



但是，从公共服务的均等性来讲，这种城市化模式的确具有非典型化的特点，即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没有享受到与城市户籍人口相同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的覆盖，在诸如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其他公共服务方面，他们也没有获得均等的权利。这种非典型性的城市化，妨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抑制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这种城市化模式首先导致城市化进程的不稳定性。无论是因经济周期因素还是最终预期，没有获得正式市民身份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仍然把农村老家作为自己的归宿。由于城乡消费模式的差异，没有归属感的农民工和家属，仍然按照农村的模式进行消费和储蓄，不能发挥城市化促进服务业发展和消费需求扩大的功能。因此，未来的城市化应该从单纯的人口比率提高，转向更加关注公共服务覆盖面扩大的内涵上来，通过消除46%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与33%的非农户籍人口比率，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1]
 例如，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对就业潜在影响的一项措施，城市政府放松了对于走街串巷摊贩的管理，首先使农民工就业转向生活服务业。随即，中央政府投资带动的经济刺激方案，投资结构更加向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倾斜，也为农民工进行就业转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参见Cai，Wang and Zhang，2010）。


 [2]
 调查表明，在农民工中，有接近70%在城市居住已经超过3年，有39%超过8年（张秀兰，2009）。


 [3]
 相应地，从前述农民工就业、居住权利和实际规模的扩大看，笔者也不赞成陈金永教授（Chan and Buckingham，2008）关于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甚至有所倒退的判断。


四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条件

刘易斯转折点还隐含着另外一层含义，即地方政府对于外来劳动力的态度的转变。中国政府是一个发展型政府（Oi，1999；Walder，1995），而地方政府还可以看作是竞争型政府（Breton，1996）。更准确地说，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的条件下，有着强烈的发展本地经济的动机，因而尝试以有效率的方式最大化发挥政府职能。这种关注经济发展的政府类型，对于政府所履行的职能，包括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和提供公共物品，其最为关心的部分是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领域。蒂布特（Tiebout）通过构造一个迁移者“用脚投票”（vote with their feet）的模型，解释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尝试找到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市场解（曹荣湘主编，2004）。这个假说的含义是，由于迁移者对于由地方政府支出提供的公共服务有特定需求和偏好，他们会根据一个地区或社区的公共服务提供水平，选择自己的迁移目的地。反过来，地方政府如果对本地居民的数量具有特定的需求和偏好，则会通过调整自己的公共服务供给行为，尝试吸引或排斥迁移者。

虽然对于蒂布特模型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也并不需要承认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够获得市场均衡解。但是，该假说为地方政府看到农民工对地方经济增长重要性的情况下，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具有了内在的激励相容因素。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前，二元经济所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决定了非农产业发展可以在不提高工资等就业待遇的条件下，劳动力需求得以充分满足，劳动力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要素，因而，地方政府的主要干预领域不在劳动力市场，而是集中于招商引资。经济发展一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短缺经常性地发生，一方面，企业通过提高工资、改善待遇和工作条件等方式逐渐展开对劳动者的竞争，另一方面，从地方政府的行为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倾向，通过某种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干预，或者提高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覆盖水平，帮助本地区获得更好的劳动力供给环境。

表2 城市最低工资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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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根据城市最低工资数据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收集）计算得到。

例如，制定和调整本地最低工资，就是地方政府干预工资水平的一种机制。自1993年当时的劳动部发布《最低工资条例》和1994年通过《劳动法》，地方决定的最低工资制度开始实施。在早期时间里，该法规实施的特点是标准较低、调整较少、较少应用于农民工。但是，随着2004年以后民工荒在各地普遍出现，意味着劳动力短缺成为经常现象，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各地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整；另一方面，各城市政府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压力，竞相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见表2）。与此同时，最低工资水平与市场工资水平同步提高。
 
[1]

 此外，许多地方政府还通过与劳动力输出省份的协作，帮助企业联系劳动力的稳定和定点供给；许多城市逐步放松关于农民工落户的条件，如规定了购房面积标准、劳动合同年限，以及社会保险累计缴纳年限等落户标准，并且这些类似的标准逐步得以降低；地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灵活地掌握社会保险缴费水平，以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所有这些政府努力，表现出地方政府对于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的激励相容。

对农民工来说，最必需且最为欠缺的公共服务是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从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上讲，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是城市农民工的权利。然而，实际中他们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迄今为止仍然很小。据2009年的调查，在城市打工6个月以上农民工的养老保险覆盖率为9.8%，失业保险覆盖率仅为3.7%（盛来运，2009）。既然农民工加入各种社会保险没有法律障碍，现实中覆盖率低的问题在于农民工个人和企业的缴费意愿，以及地方政府的相应制度安排。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在社会保障领域享受充分而均等权利的条件也已经成熟。

首先，从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农民工的条件看。目前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即统筹的部分和个人账户部分。社会养老保险资金是按照现收现付的原则征缴和支出的。在1997年开始实行现行制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历史欠账的原因该资金账户严重亏缺，只好与个人账户混账管理，以后者弥补前者的不足，形成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所谓的历史欠账，核心是如何以现行的职工缴费支付在改革之前没有资金积累的退休人员养老金，难点在于抚养比。如果把主要由年轻人构成的农民工纳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则意味着大幅度降低抚养比。与此同时，随着辽宁省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试点的完成，以及试点地区扩大到了11个省份，个人账户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反映在每年的社会养老保险资金收支中，出现了显著的结余。农民工的加入不仅可以增强社会统筹能力，也能通过个人账户的积累为自己未来储蓄。可见，农民工加入养老保险不仅不加重负担，而是一种积极的贡献力量。至于农民工加入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则需要该制度的不断完善，特别是提高可携带性和降低缴费率。

其次，从失业保险制度覆盖农民工的条件看。迄今为止，农民工加入失业保险的比例微乎其微，除了关于农民工“有来有去”的“托达罗教条”的传统观念影响之外，一个担心是农民工就业不稳定、流动性大，可能形成贡献不充分而受益的现象。其实，失业保险的性质是现收现付，农民工参保，作为受益者与作为贡献者的意义是同等的。目前失业保险的最低缴费期规定是1年，受益期为12个月到24个月。农民工的就业状况丝毫没有超越这个制度框架的特殊之处。根据一项调查，除去占全部调查对象11%的外出不足1年的农民工，一年之内岗位变动和城市变动次数较多外，农民工总体上一年的岗位和城市变动次数都少于1次，而且外出时间越长，变动频率越小（见表3）。此外，农民工通常具有较低的保留工资和岗位预期，一旦失业找到新工作的时间周期较短。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完全可以满足最低缴费期和规定受益期的要求。

表3 农民工外出年限与就业流动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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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张秀兰等（2009）。

此外，失业保险作为一种现收现付制度，意味着当年的基金收入不应该显著大于当年基金支出，更不应该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累积结余。而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失业保险基金收入显著大于支出，每年结余规模巨大，2008年已经达到332亿元，累积结余达到1288亿元，累积结余为2008年支出额的5倍。这种过度结余，意味着参保人贡献与受益的不对等，降低了参保意愿。通过调整这个制度安排，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参保激励，不仅可以扩大农民工的失业保险覆盖面，还能进一步完善劳动者的社会保护机制。




 [1]
 关于农民工工资的增长情况，请参见Cai，Du and Wang（2009）。农民工的工资可以作为非熟练劳动者和市场决定工资的代理指标。


五 结语

引起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不仅表现为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增长率，还表现为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较为完整地走完了西方国家在更长期时间里才完成的各种转变，包括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跨越。这样一个浓缩的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为发展经济学观察二元经济向一体化经济转变中的阶段现象，以及转轨经济学检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需要的条件，印证相应经济学假说，提供了良好的案例。特别是，中国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跨越了刘易斯本人在理论上预见的第一个转折点，为该理论模型注入了新鲜养分。反过来，借鉴相应的分析范式和概念，判断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也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工具。

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民工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供给来源，非农产业对农民工的需求成为常态，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再是“有来有去”式的。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城市化应该与非农化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步进行。然而，过去10年、20年乃至30年的超常规城市化速度，是在没有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的条件下，仅仅把居住超过6个月的农民工统计为常住人口的结果。既然现存的城市公共服务的排他性来自于户籍制度，相应的改革逻辑顺序则是放开户籍制度。但是，由于城市政府在面临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公共服务，特别是创造社会保障覆盖、子女义务教育和升学、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均等机会时捉襟见肘，虽然一些地区进行了改革户籍制度的种种尝试，但总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迄今为止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不过，一旦我们认识到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而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在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会利用公共服务供给覆盖水平的扩大，加速农民工实际上市民化的进程，以此保持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性。当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享受相同的公共服务时，户籍制度就不再具有原来的社会排他性功能。

既然以均等化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的嚆矢，旨在实现制度变革的改革目标的确定和实施政策，都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些有利于把扩大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获得平等的公共服务的相关领域。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明确要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从激励相容的改革原则出发，城市政府推进城市化的一个可用手段则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设，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更加稳定的保障与保护。在此基础上逐步把制度建设推进到更大范围的公共服务领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以及城市化与非农化的同步，顺利通过刘易斯转折点，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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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

2011年，按照常住人口统计口径的城市化率超过了51%，但是非农业户口的比重大概只有34%，中间至少有17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个差距体现在公共服务均等享受的差距。我们城市的功能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一条，人口聚集在这里，要为他提供生活服务、生产服务，但是政府首先要做的是公共服务。


一 经济增长现在处在什么阶段，对城市化提出什么要求

我们首先要讲到两个转折点。第一个是刘易斯转折点，就是普通劳动力出现了短缺，普通劳动者工资出现持续上涨。从2010年开始，就业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绝对下降了，这必然导致劳动力转移速度要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还在继续，对劳动力需求还在继续扩大，因此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工资必然上涨，而且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据此判断，中国大概在2004年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

第二个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表现为人口抚养比下降到最低点，随后就不下降了，转而继续往上涨的时候，人口红利就消失了。按照官方的预测，大概在2009年到2013年之间，保守地说2013年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

这两个点之间的区域可以叫作刘易斯转折区间。这个区间多长？相应也提供了调整和反应的时间。按学者研究，日本1960年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此后工资上涨较快，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30年后到1990年到达了人口红利消失的那个点，即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此后人口抚养比就开始上升，转折区间经历了30年。韩国1972年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的时点则跟中国完全一样，即2013年，两个转折点之间经历了40多年。

如果中国2004年到达转折点的话，2013年到达另一个转折点，中间只有9年，调整的时间很短。因此中国首先将面临未富先老带来的挑战，是以前任何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因此，这就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这个时候，人们判断中国有可能要减速。根据国际上的研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GDP在人均7000美元和人均17000美元之间为减速区间，经济增长减速的可能性最大。按相同口径计算，中国目前人均GDP在10000美元左右，恰好落在减速区间，同时又处在刘易斯转折区间。因此，未来经济发展更可能是处在减速阶段。按照我们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安排，速度将减到7.5%，这跟“十二五”规划、节能减排以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是一致的。


二 解决未来经济增长可持续的问题需要一些条件

转变传统的依靠大规模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要求产业结构升级，要从劳动密集型向创新驱动型，技术含量更高、人力资本含量更高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此就对人力资本提出更高的需求，不仅是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更是对高技能的熟练劳动者。而推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中国最迫切要解决的则是教育的公平问题。

人口高度聚集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思想和创意高度密集的地方，对于更快、更优先地解决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问题，城市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加快深度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消除城市化面临的制度障碍，是进一步延长人口红利，释放尚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要着力点。

这些制度需求都意味着，未来的城市化不应该是以土地开发为中心的，而是以人口聚集为中心的，城市化要体现城市本身的功能，要为聚集的人口提供社会化的生活服务，包括推动服务业的更快发展、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创造有利的就业和创业环境，以及搭建思想和创意交流沟通的平台。


三 重新认识城市的功能，实现城市职能回归

城市的功能是什么？产业聚集导致人口的聚集，城市本身要为聚集的人口提供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在内的生活服务，这是城市本来的功能。城市需要有密度，欧洲、北美、东亚等发达国家的人口密度都是很高的，其中含义是人口集聚度越高，提供服务的规模效益越明显，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效益也就会更高。

城市化需要与服务业同步发展。第三产业比重没有达到目标，除供给制约外，还有需求制约的因素。过去人口没有聚集到这个程度，没有足够的真实的城市化，就不能产生足够多的服务业需求。现在虽然城市化率达到51%，农村人口已经流入并聚集在城镇了，但是他们没有享受城市市民的均等待遇，因此只是城市的生产者，还不是城市的消费者，需求仍然没有产生出来。从生产型服务业的角度也是一样，我们过去所长期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价值链比较低端的制造业，既不需要产前的设计创新和技术创新，也不需要产后的营销等各种过程。因此，产业结构升级也是生产型服务业的巨大需求之一。

我国城乡差距依然很大。除了收入差距之外，更重要的城乡差距还是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差距。这些都导致了人们还要大规模地流动。除了遵循更高收入进行经济流动这种比较理性的选择之外，人们其实还有寻租性质的流动，也就是说仅仅为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福利待遇而进行流动和迁移。更加均等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城市化更加有序的一个重要条件。

政府管理是稀缺性的资源。过去，这种资源在相当大程度上用于发展经济和发展产业上，而较少用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能。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严峻，现在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越来越把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当作自己重要的政府责任。因此，城市应以吸引、容纳和服务人口为中心，相应的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不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在传统体制下，城市变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行政区域。城市政府把职能扩展到了发展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真正想推进城市化，保持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应该放弃以产业为中心、以GDP为目标的发展理念，而变成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市本身的基本功能。对级别低的城市和其他城乡地区，应更多辐射，而非行政管辖。


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城市化道路

我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如何准确引导这一城市化过程，走一条既符合共同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促进人的发展为内涵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城市化首先具有一般性规律，因此，我们可以从城市化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不同国家走过的城市化道路中汲取大量的借鉴。同时，由于中国具有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偏低、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悠久，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等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以及全球化、市场化和本土化都对中国城市化施加独特的影响，中国更需要走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把国际经验教训与中国实际加以比较，更有利于我们自觉地走一条“以人为本”、节约土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一 城市化水平与速度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银行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判断是，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一致（王慧炯、杨光辉主编，1984）。但是，考虑到中国工业比重特别是重工业比重大大高于低收入国家，因此，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相对滞后于工业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一份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报告，认为中国对城市人口的界定过窄（Kamal-Chaoui et al.，2009）。根据这个判断，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套用国际通常使用的城市人口界定标准，在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实际城市化水平，不是像官方统计所显示的那样只有45%左右，而是要比这个比例高出20个百分点，显然超过了60%。与此相反的观点也大有人在，甚至有人认为真实的城市化比官方统计数字低10%左右（Chan，2009）。

总体来看，虽然一直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越来越多的观点则认为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或者说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化加速，城市化与非农就业水平之间的偏差呈逐步缩小的趋势。更主要的是，中国的城市化速度究竟是快还是慢，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呢？

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发展时期，城市化速度不尽相同。虽然以往有的研究曾经指出，长期来看，世界各国和各种分组的国家，虽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相异的经济发展状态，城市化速度却十分接近（Kelley and Williamson，1984，pp.136-137），但是，从世界城市化变动的数据分析来看，在一定的时期，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时期相同类型的国家，城市化速度的确是有差异的。图1显示的是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分组的城市人口比重与城市化速度之间的关系，时间跨度为1950-2050年期间的100年。每5年有一个城市化率的数字，与之进行对照的是随后5年平均的城市化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就是说，我们把时间和空间糅合在一起观察长期和短期的城市化速度规律。从图中可以看到，两个变量之间高度负相关。即越是城市化水平较低，随后的城市化速度越快。整体来看，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化速度始终在年平均0.5%以下，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年均增长率，迄今为止保持比发达国家高接近1个百分点，预计在2030年以后降到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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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速度关系

注：观察值分别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 1950-2050年期间每5年城市化率（城市人口比重），所对应的随后5年城市化速度（城市人口比重的年均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UNESA（2007）。

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比除韩国外的所有经合组织国家都快。在过去55年来，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以每年2.1%的速度增长，仅次于韩国2.4%的增长速度，也是智利和法国的3倍，印度的2倍（OECD，2010）。在1978-2008年期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的年平均提高速度，在整个30年间为3.2%，在过去20年为2.9%，而在过去10年为3.2%。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8%，到1988年的26%，1998年的33%，乃至2008年的46%，整个过程中的城市化水平提高速度不仅都大大高于图1中拟合曲线所代表的常态增长速度，而且显著超过了各组别在整个期间的最大城市化速度。很显然，这是一种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化进程缓慢的补偿性增长速度，按照常态规律很难长期保持。

除去图1中显示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会减缓城市化速度的表面关系外，还因为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异常之快，而使得今后的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减速。随着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逐步进入低生育阶段，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开始放慢，目前正呈现递减速度日益加快的时期，而且全部来自农村的贡献，预计到2015年全国作为整体达到零增长，以后则为负增长，意味着农村不再有净增劳动力可供大规模转移。事实上，随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除了2009年的特殊情况，2003年以后农民工外出人口增长率都是逐年下降的。

由于城市化进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没有改变户口性质的往日农民，按照定义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的结果。他们像城市人一样就业和生产，由于两个原因，他们的消费模式与城里人却不尽一致：一个是他们预期仍然要回到农村老家，所以他们的收入是为回乡而准备的，是按照农村模式消费和储蓄的。一个是他们不能享受全部城市公共服务，包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所以他们的消费有更多的后顾之忧。而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也没有把他们的需求完全地考虑在内。因此，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并不能从这种城市化模式中充分发挥出来。

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要求把简单的城市常住人口的增加，改变为尽享城市公共服务的市民的增加。换句话说，就是把已经进城的农民工身份转换为市民。设想作为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庭已经发挥了一半的城市化功能，进一步以市民化为内涵的城市化可以在城市化数字不变的情况下，发挥另一半城市化功能。这样，即使今后城市化速度低于过去，只要是符合这个更深刻内涵定义的，反而可以事半功倍，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速城市化战略，达到高度城市化的目标。


二 城市化方针与城市形态

世界银行（2009）指出，大多数国家人均收入达到3500美元时，人口城市化的“重头戏也就结束了”。但是，城市化仍然进行，主要表现在城市形态的调整上面。城市形态的内容涉及城市由村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到大城市的演变规律，以及城市内部结构及演化规律。广义地说，城市形态还可以包括城市结构和空间分布等问题。从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来看，似乎处在“重头戏结束”的发展阶段上，因此，未来的城市化进程可能更多的文章不是做在速度上，而是城市形态的调整。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国城市化方针，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选择适当的城市形态。

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城市化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围绕这个方针，关于城市化道路的争论，主要形成了小城市论、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多元发展论、城市体系论等主张。在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小城镇被认为是“适合我国国情、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虽然也有主张发展中等城市为主的观点，但严肃的研究并不多见，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主张重点发展“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和“中心城市”，从而形成促进中小城市发展的“极核”的观点却不少见，有些研究还运用外部性概念，实际验证了大城市具有远大于小城镇的规模效益。例如，王小鲁（2002）等提出适合国家当前条件的100万-400万人口的优化城市规模区间。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赞成一种多元化的城镇化模式，或大中小城市互相协调，东中西部差异化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一种城市体系。如周一星提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镇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镇组成的，而各级城市都有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城市化的模式应该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逐步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城市化方针和道路的新思路，可以说是深入城市化研究的政策反映。但是，在城市化道路和城市形态选择问题上，认识并没有统一。

在发达国家城市化“重头戏”结束之后，城市发展的主要趋势是集中。例如，从经济集中度（5%经济最密集地区的GDP比重）来看，法国在1801-1999年期间由3点几提高到9点多，日本在1900-2000年期间由3点多提高到接近9，加拿大在1980-2006年期间由3上升到5，荷兰在1850-2006年期间由1点多上升到4（世界银行，第9页）。世界银行还用三个国土面积基本相同的国家，进行经济集中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比较，加纳、波兰和新西兰的经济集中度分别为27%、31%和39%，而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600美元、9000美元和27000美元。这鲜明地揭示了经济集中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提示了城市形态选择的方向。在OECD国家，小城市（人口规模在10万到50万之间）居住的人口量低于其他任何城市，并且其增长速度也较为缓慢（年均增长仅为0.4%）。中等城市的增长率比小城市快得多，但仍低于大城市，并且这些城市居住的人口少于那些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越大的城市，人口增长率越高。

获得聚集效应本来就是城市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经济学家把聚集效应的源泉总结为共享、匹配和学习（Duranton & Puga，2004）。共享机制是指企业和个人可以共享具有不可分性的设施，共享多元化的投入品供应，更加细密的分工以及分担可能面临的风险。其中，城市化得以使企业分享具有不可分性的大的基础设施，被认为是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源泉（Mills，1967）。基于匹配的微观基础是指，城市化可以提升匹配的质量或匹配的概率。而学习机制则是指城市化有助于知识的产生、扩散和积累。聚集效应的逻辑延伸则是城市集中的好处。最近的研究表明，城市区域扩大2倍将产生3.5%-8%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且，这些聚集经济同样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OECD，2010）。

虽然中国的城市化方针一直具有抑制大城市发展的倾向，但是，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与聚集效应相关的城市自身发展规律，仍然显示出经济集中度提高的趋势。OECD（2010）的研究揭示了1998-2004年中国53个大都市地区中，所有大都市的GDP占全国GDP份额的变化（见图2）。其中，上海、广州及深圳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增大，每个城市与1998年相比，2004年占全国GDP份额都提高了一个百分点。非常重要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八个大都市地区，2004年GDP占全国GDP的17%，高于1998年的13%。与之相比，珠江三角洲的三个大都市地区GDP从1998年占中国GDP的5.3%增加到2004年占7.5%。

然而，由于城市集中产生的诸如较高的运输成本、拥挤的街道，以及由于较长上下班交通时间、较高的健康成本、更高的碳排放及环境恶化引起的生产率降低一类的负外部效应，城市集中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为个体和社会共享的聚集效应，而需要实施相应的公共政策，以便最大化聚集的积极效果。OECD国家的经验表明，一旦这种负外部性开始起作用，城市规模便会影响经济表现。经合组织报告“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城市”（2006年）表明，当达到极限并且规模不经济性比聚集经济更重要时，收入及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变为负面关系。总体而言，非常小及非常大的城市比经合组织中的平均城市区域经济增长率低。

其实，图2也显示出，中国大都市地区的经济动态并不相同。1998-2004年期间，28个沿海大都市地区中的6个在GDP中的份额下降；东北6个大都市中的4个GDP份额下降；在华中7个大都市地区中只有一个所占份额下降；而在西部的12个大都市中只有2个下降。虽然解释这种区域差异性可能涉及多种因素，但是获得聚集效应，尤其是在已有城市化水平上继续集中的规模优势，并非是无条件的。成功的政策，特别是社会政策，无疑可以确保城市扩展使正面聚集效应利益最大化，并将空间成本及拥挤的影响最小化。因此，在土地资源稀缺、大城市发展长期受到抑制，以及人口城市化快于土地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应该以促进人的发展为前提，更加向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倾斜，提高经济集中的程度。

然而，经济集中并非城市越大越好，而是需要通过城市群的规划和发展，形成合理的城市分布格局。城市化不仅描述了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进程，城市规模的分布在城市化进程中也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城市经济学家认为，城市规模的分布是反映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过程的作用的重要指针。Ades和Glaeser（1995）就认为，在那些经济集中化程度高的国家，特大型城市的规模较之市场化国家的大型城市规模更大。而对于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国家，城市规模的排序和城市规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即所谓的“城市排序-城市规模”法则。
 
[1]

 该法则指出，第二大的城市人口规模是最大的城市的一半，而第三大城市则是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的1/3，依次类推。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们发现，该法则和很多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吻合（Brakman，et al.，2001；Soo，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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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大都市地区GDP份额的变化（1998-2004年）

资料来源：OECD，2010。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城市排序-城市规模”法则为什么会引起很多经济学家的思考。Krugman（1996）认为，自然资源的分布也符合该法则
 
[2]

 ，因此，只要城市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配置资源，那么其大小的分布也会符合各自的自然资源等禀赋结构的优势。Axtell和Florida（2001）认为，由于企业会根据资源禀赋和要素价格选址，城市规模也就相应地因为企业的产生而形成。在上述诸多假说中，无论对“城市排序-城市规模”法则做出何种解释，市场配置资源都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我们可以利用中国和美国的数据进行对比，来观察中国的城市发展是否符合一般的规律。图3是利用1991年美国135个城市区域的数据绘制的，该图的横轴是每个城市的人口的对数，纵轴是城市规模排序的对数。从该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的数据和拟合的直线非常吻合，拟合优度（R
 2
 ）达到0.986。Gabaix 等（2004）认为，数据自动地展现出如此一致的关系令人颇感惊奇。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中国的城市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画面。中国的城市人口统计体系包括两个口径的统计，其一为户籍人口，即取得城市本地户口的居民；其二为常住人口，不仅包括户籍人口，还包括在城市居住6个月以上但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口。

由于近年来人口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户籍人口无法准确反映城市的实际生产、生活的人口规模，相形之下，常住人口则是更加合理的指标。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提供了关于城市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比较权威的数据，我们以该数据为基础，对全国664个城市的规模和排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拟合，所得结果见之于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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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美国135个城市区域人口规模和排序的关系

资料来源：转引自Gabaix and Ioannides，“the evolution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s.” in Henderson ed.Handbook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Vol.III，North-Holland Press，2004.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模式和市场经济国家有比较大的差异，我们看到用中国的资料所绘制的图4和图3明显不同。图3中，实际分布点基本在拟合直线的附近，而图4则散落在拟合线的周围，拟合优度明显低于图3的情形。可见，中国独特的城市管理体制和城市化战略的确对中国城市发展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image: ]


图4 中国664个城市人口规模和排序的关系

资料来源：《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1]
 排序-规模法则是Zipf法则的近似描述。后者可以这样来表达：用Si

 表示城市i
 经过标准化后的规模（城市i
 占总的城市人口的比例），如果对于大于一定城市规模S
 的城市，能够满足下述条件，P
 （size
 >S
 ）=[image: ]
 ，其中α
 是个常数，而且ζ=1
 ，则表示城市规模的分布符合Zipf法则。


 [2]
 Krugman所举的例证是河流规模的分布。


三 城市紧凑度：面积与人口

与集中型城市化相类似，针对中国国情，着眼节约土地、转向低碳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城市发展要求，是走紧凑型的城市化道路，即通过紧凑型城市（compact city）的发展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交通效率。紧凑型城市至少包括三个特征：较高的人口密度、更为集中的城市服务、土地的综合利用和公共交通的良好连接。“紧凑型城市”这一概念作为一种空间发展战略，在很多发达国家所普遍采用，特别是在欧洲和日本。例如，欧洲委员会鼓励各欧洲城市在环境与生活质量目标的基础上变得更加紧凑。英国政府已将城市紧凑化作为其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个核心要素，而荷兰政府也采取了类似行动。日本政府引入了“生态紧凑型城市”的概念，作为其最优先的城市政策之一。实施这种战略的措施包括增加居住密度、居住集中化、混合土地用途、指定区域外的开发限界等措施来强化城市土地使用、城市服务和交通运输设施的集中化，以及很高程度的土地使用规划控制措施（OECD，2010）。

虽然紧凑型城市有诸多优点，这种城市化模式并非完美无缺，也不是可以自然而然享受其紧凑效应的。需要一系列有效的规划和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正面效应，防止出现因人口密度过大产生的交通堵塞、污染增加、地价和房价高涨等负面效应。例如，从OECD国家经验看，紧凑城市与高密度开发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紧凑型开发优先考虑靠近城市中心区并从中心区向外辐射的开发，而高密度开发的概念则主要基于住宅单元的集中，不考虑是否靠近城市中心区或城市便利设施。紧凑型开发战略强调从每个城市核心区的辐射。

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把握紧凑型城市特点及政策要点，有助于中国从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紧凑型城市化道路。不过，从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实践看，由于土地扩张过快，当务之急仍然是处理好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的关系。由此作为出发点，选择和借鉴紧凑型城市道路经验十分具有针对性。

按照经济合作组织（2009）归纳的城市标准，城市可以从区域、人口和经济活动几个方面来定义。可见，城市化本身即包括人口的城市化，也包括面积的城市化，城市的发展必然引致建成面积的扩大。那么，究竟空间的扩大与人口的扩大有怎样的关系，中国的土地城市化是否超越了人口城市化的要求呢？我们可以利用国际一般经验进行一番比较。

各国城市化都意味着大量征用土地和城市的空间扩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如此。经济合作组织（2009）指出，OECD国家的城区面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翻了一番，但同期世界其他国家的城区面积则增长了4倍。我们以1955-2005年为观察期，发现按照城市人口比重定义的城市化水平，在此期间与城区面积的扩大速度是类似的，即在这个时期中，OECD国家城区面积增长了1.1倍，其他所有国家的城区面积则增长了4.2倍（United Nations，2007）。

如果把这个用众多国家城市化过程中面积与人口的关系作为一个参照系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确具有土地城市化超越人口城市化的特点（见图5）。诸多观察显示，由于城市政府需要依靠土地出让收入进行城市建设，从而热衷于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思路下扩大城市土地面积，因而使得城市的面积扩张领先于人口的扩大，成为城市化过程中面积与人口之间关系一般规律中的一个例外。在1981-2007年期间，城市建成面积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2%，而城市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2%。在2000-2007年期间，在城市面积年均增长率提高到6.8%的同时，城市人均增长率则下降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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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国土地城市化领先于人口城市化

资料来源：城市建成面积数据来自于刘守英（2009）；城市人口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历年）。

另一方面，中国当前这种城市化模式还造成土地利用的低效率。按照胡焕庸最初划分的“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该分界线东南部分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3%，1990年居住者占全国94.2%；而该线西北部分面积占57%，1990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8%。因而在人口居住集中的广大地区，人口密度大，土地特别是耕地稀缺这些特征，是在城市化过程中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国情。也就是说，在推进城市化时，应该妥善处理好城市土地的合理有效利用，农村宅基地的恰当处置，以及农村耕地的节约和保护等问题。

由于中国城市化的不彻底性，即在以农民工为主要推动力的城市常住人口增长的同时，这些人群仍然处于一只脚在打工的城市，另一只脚在农村老家的状态，即他们在城市的永久居住权利和预期问题并没有解决。由于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仍然把家庭留在农村，自己也预计在劳动年龄偏老的某一时期返乡居住，因此，打工收入被用来在农村建房。2008年，农村住宅投资总额为4365.2亿元，其中农户投资3711.5亿元，虽然这反映了农民收入提高后对住房需求的正常提高，但是，随着外出常住人口的增加，总体上农村人口已经日益稀疏，许多新建房屋被空置，还占用了有限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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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城乡人口增长与住宅投资增长

注：城乡人口皆为常住人口；由于缺少住房建设价格指数，城镇房地产和农户住房投资额均使用现价数据，但是，由于这期间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动并不显著，图中显示的趋势仍然是说明问题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9）。

如图6所示，在1996-2008年农村常住人口始终处于负增长的同时，农户住宅投资总额继续增加。把这个结果与城市的土地扩张领先于人口扩大的现象进行比较，可以进一步揭示出农村土地利用的效率潜力，以及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对于经济增长的潜在刺激作用。


四 城市病：如何避免贫民窟

关于是否真正要推动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不仅在中国始终众说纷纭，在国际上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中国的理论界、舆论界和决策界对大规模的人口城市化的疑虑，与早年国际上关于城市化的怀疑思潮以及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一些城市化的负面现象密切相关。其中一个现象就是贫民窟或棚户区的大量涌现。例如在印度，主要城市都有贫民窟。孟买的贫民窟最多，全市1200万人口中有60%的人居住在贫民窟里，早在奥斯卡获奖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拍摄之前，就已经闻名于世。

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和产业的聚集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也使得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但并不必然产生“城市病”。除了否定城市化必然性的极端观点外，还有许多人着眼于城市规模来认识城市病问题，同样是缘木求鱼，我们可以借鉴社区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理论，来理解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例如，社区的影响是城市内贫困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贫民窟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社区效应的集中体现。

城市社区之所以对城市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在于社区状况是影响个人行为的重要因素。这其中，公共财政对社区教育的投入是重要的环节（Hussar and Sonnenberg，2001）。Murray（1998）等就发现美国城市的社区之间，小学的生均支出有明显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会在未来传递到劳动力市场上，成为造成不平等的根源（Hanushek，1986）。这一点，对于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如果公共财政难以在城市不同的社区之间公平的分配，那么城市贫困就有可能在城市内部持续存在，形成所谓的“贫民窟”。

社区效应理论还通过“群分效应”（peer group effect）解释城市贫民窟的存在。该理论认为，如果城市社区在一开始就是由贫穷的成员构成，那么社区成员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的效果，而且这种效应还会跨期存在，并有可能在代际传递。从国际经验和教训看，贫民窟和棚户区的普遍存在与否，与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因素相关，虽然在很多国家成为一种历史遗产，积重难返因而长期挥之不去，但是，归根结底这种现象是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决定的。

首先是土地制度从而土地的分配和管理状况。较早的研究和观察就显示，土地分配是否平均或者农村居民是否有稳定的生计，决定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有序性。土地兼并从而高度集中所造成的大量失地农民，只好进行超出其理性决策的向城市迁移。在进入城市后没有良好就业和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只好集中居住在破陋的棚户区。此外，城市的土地和住房管理也助长了贫民窟的出现。例如，印度贫民窟成之初，主要都是从非法占用公共或者私人土地开始的。比如，孟买世贸大厦旁边的一片贫民窟，显然是当初参与大厦建设的工人居住的地方。政府的房租控制导致缺乏建房户出租房的积极性，是造成贫民窟蔓延的重要原因。孟买已经十五年没有建设新的出租房，当700多万人挤在恶劣的贫民窟里时，孟买却有40万套住房空置。

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虽然面临着一系列改革要求，也因为征地、人口变动、转租转包等造成了部分失地农民，但是，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下的承包土地制度，却保障了农村居民每个人的基本就业和生活需求；宅基地供给也保障了农民的住房需要。迄今为止，这个制度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理性的重要根基。随着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市场化的建房、购房和租房正方兴未艾，保障性住房在许多城市也发展很快，农民工未尝不可以加入到建房、购房、租房和享受保障性住房的行列之中。

其次是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增长的正规程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规模的扩大是在工业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发生的，大量新移民不能在制造业部门找到正规工作，而过度发展的第三产业水平低，只能提供非正规就业，甚至许多移民在地下经济部门从而非法或半合法地工作。移民的这种低收入状况，使得他们只能承受得起聚居在极端恶劣的棚户区中。

而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即中国工业化程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领先于城市化，由此导致不断扩大的就业规模，足以保障新移民的收入持续得到提高，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遭受就业制度改革、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低迷等冲击，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在再就业过程中形成非正规就业，加上农民工就业的非正规化，形成了一定的非正规就业规模（见表1）。

表1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和类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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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三次产业产值比重来自IMF（2006，Chapter 3）；中国非正规就业比重来自蔡昉、都阳、王美艳（2006），括号内为农民工与城镇就业人数的比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非正规就业比重来自Jutting and de Laiglesia（eds.）（2009）。

但是，除了对于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和估算在口径上的不同，使中国的情形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外，在拿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时，还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中国城市居民的非正规就业在性质上是属于就业机制转变中的调整，在就业形式更加灵活的同时，他们的居住和享受城市社会保护的状况并没有恶化。第二，随着21世纪初以来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好转，非正规就业规模有所缩小。在政府通过立法和社会保护项目的覆盖等形式，显著改善农民工就业和生活环境的情况下，后者的就业非正规程度也大幅度降低。

最后是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均等程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整体公共服务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对于移民存在严重的歧视，社会对他们的包容程度低，使得这些新移民在居住上也处在被排斥的状态。归根结底，贫民窟的核心是经济贫困和社会排斥。在中国，农村劳动力是比较了城乡收入和生活质量差距而进行的理性迁移。自21世纪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断改善农民工工作和居住的制度环境，并且正在逐步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框架中。

从国际城市化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贫困和社会排斥现象，归根结底是政策选择问题，贫民窟并不必然出现，也不会自然消失，而是因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健康程度而异的。健康的经济增长模式、合理的产业结构、适宜的政府行为、包容式的社会结构，都可以在制度层面保证不会出现普遍的贫民窟现象。随着当前均等化公共服务政策的继续推进，并且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未雨绸缪，贫民窟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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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城市化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即1978-2011年的30余年，中国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或者说城市常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每年提高3.2%，属于世界上最快的城市化速度。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3%。但是，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如果以非农业户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城市化水平的话，同年这个比重仅为34.7%。这两个指标之间存在的16.6个百分点的差别，具体表现为1.59亿外出农民工进入城市却没有获得市民身份。

据此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近年来表面上突飞猛进，而没有伴随户籍制度改革实质性跟进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不完整的城市化。这种不完整性表现在，它不能胜任解决完整意义上城市化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没有伴随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化，不能充分履行中国现阶段所迫切期待于城市化的必要功能。本文将逐一分析这些功能，并提出实质性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一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有人把表现为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描述为追逐“城市之光”的过程。这里所谓的城市之光，并非仅指城市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更是指城市所能提供的更好、更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表明，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安全网、更好的教育和更强的社会凝聚力，无不与包容性的城市化相伴而来。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没有城市本地户口，农民工在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社会救助项目、子女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上的覆盖率，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和户籍就业人员，其中许多项目甚至在制度上就把农民工排斥在外了。例如，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五类基本社会保险项目应该以就业身份而不是户籍身份予以全覆盖，但是，户籍制度仍然发挥着阻碍农民工获得充分覆盖的功能。2011年，在这些基本社会保险项目中，农民工覆盖率相当于城镇户籍就业人员覆盖率的比率分别为：社会养老保险为23.2%，工伤保险为47.9%，基本医疗保险为31.6%，失业保险为20.1，生育保险为14.5%。

2011年，全部城镇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已经占到35.2%，而新增城镇就业人员中，农民工比例更高达65.4%。也就是说，没有城市户籍、未能均等地获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的农民工，已经是城镇就业的主体。作为劳动力供给的主体，尚未能够充分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农民工，一旦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脆弱性，必然给中国经济整体带来风险，以至诱发社会风险。

首先，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加速进行，行业竞争和企业竞争的加剧，许多现存的岗位将不断被破坏掉。虽然新的岗位也相应被创造出来，但是，由于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许多劳动者会遭遇一段时间的失业。就个体而言，能否应对这种就业冲击，取决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状况。由于平均而言，目前中国农民工只具有略高于初中毕业的受教育程度，因此，他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经历结构性失业的概率将较大。

作为一种规律性现象，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将提高。例如，目前作为农民工集中就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岗位，分别要求平均受教育年限9.1年和9.6年，而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和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岗位，则分别要求平均受教育年限10.4年和13.3年。根据2011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估算，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6年。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平均人力资本尚不能适应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加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因此，如果没有社会保险项目的充分覆盖与保护，面临可能的劳动力市场冲击，将来会有一批农民工处于十分脆弱的劳动力市场地位。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是进城农民工的主体，所占比重已经超过60%。这些人绝大多数没有务农经验，也没有回到土地上的意愿，而且他们中相当大一部分，实际上是在城镇长大且受教育的。据2010年调查，在16-30岁的农民工中，有32.8%在16岁以前生活在城市、县城或镇，有38.4%在城市、县城或镇上小学。因此，他们即使失去了工作，也不会走他们父辈“有来有去”的老路。如果以他们为主体形成新一代城市边缘性群体的话，社会风险将是巨大的。


二 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

中国长期处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享受到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人口抚养比持续降低，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转化为人口红利。首先，劳动年龄人口的长期上升趋势，加之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必要的人力资本条件。其次，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发生的时间，人口抚养比的长期降低则维系了高储蓄率。这使得中国在较长时间里可以依靠资本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再次，劳动力大规模从生产率低的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创造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改革期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源泉。

唯其如此，一旦人口结构向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生变化，即人口红利消失的话，潜在经济增长率必然下降。事实是，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于2010年到达峰值，随后开始负增长。伴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资本边际回报率也已经开始降低。即便生产率提高速度保持不变的话，中国GDP的平均潜在增长率，也将从“十一五”期间的10.5%下降到“十二五”期间的7.2%，并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下降到6.1%。

潜在增长能力是一个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相关的概念，因此，靠以刺激投资为抓手的需求拉动，并不能改变潜在增长率。然而，从供给方因素入手，提高潜在增长率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根据我们所做的一项模拟，至少有两个变量的改变，可以显著地提高未来的潜在增长率，而这两个变量都可以通过农民工的市民化产生有利的变化。

第一，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把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的话，这一期间的年平均GDP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在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仍有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办法，那就是提高劳动参与率。农民工没有城镇户口，社会保险覆盖率低的现实，意味着他们作为城镇所需劳动力的主要供给者，就业预期不稳定，从终身来看，非农劳动参与率也较低。

这表现在，一方面，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农民工常常受到周期性失业的冲击，许多人甚至不得已而返乡；另一方面，由于不能享受相关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特别是不能预期在城市颐养天年，他们在较低的年龄上就主动退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11年，在本乡镇就业的农民工中，40岁以上的占60.4%，而在外出农民工中，40岁以上仅占18.2%。可见，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无疑可以稳定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提高他们的实际劳动参与率，产生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积极效果。

第二，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提高速度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话，这一时期的年平均GDP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99个百分点。固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诸多途径，但是，在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较高的情况下，推动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即刻消失，而只是以不变的生存水平工资，不再能够吸引劳动力转移。

2003-2011年期间，农民工工资的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12%，并且呈现逐年加速的趋势。这个增长速度是符合中国经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预期的。但是，工资增长如果继续加快，超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以及超过企业的承受力，就可能演变成休克式的结构调整，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借助政府公共政策的调整，即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既可以达到推动农村劳动力继续向城市转移的目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又能够给企业留出必要的时间进行调整与适应。


三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一国的经济增长，除了依靠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支撑之外，还需要与潜在增长能力相应的需求拉动。针对2012年经济增长减速，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受世界经济低迷特别是欧债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放缓是外需不足所导致，如果外部环境不能得到恢复，中国经济可能会遭到更大的冲击。这种观点倾向于建议政府采取必要的刺激措施。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把外需不足当作倒逼经济转型的动力，逼其转向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笔者在赞成第二种观点的基础上，拟补充一句：出现外需孱弱的现象可能是好事，避免了过于强劲的需求把增长速度拉到潜在产出能力之上。

实际上，中国潜在增长率的降低，为实现经济增长供给方因素与需求方因素的平衡，创造了宽松而有利的环境，是经济增长可以不再过度依赖投资需求。例如，在2001-2011年期间，拉动GDP年度增长率的需求因素中，消费需求贡献了4.5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投资需求）贡献了5.4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了0.56个百分点。因此，即使“十二五”期间净出口的贡献为零，投资需求减半，靠国内消费需求和一半投资需求形成的需求拉动（4.5个百分点加2.7个百分点，共7.2个百分点），也足以支撑这一时期的潜在增长率（7.2个百分点）。

不过，通过改革特别是通过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潜在增长率将有所提高，因此也需要更强劲、更可持续的需求因素与之适应。今后，无论是世界经济的复苏乏力，还是中国比较优势所发生的变化，都难以使我们预期更乐观的出口需求。同时，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的传统增长模式也需要转变，所以我们也不寄希望于过快的投资需求增长。因此，说城市化蕴含着深厚的内需潜力，实际上指的是，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所创造的国内消费需求。

在农民工成为实质意义上的城市市民之前，由于他们的终身收入流缺乏稳定性，其消费充满了后顾之忧，并不能成为像城镇居民一样的正常消费者。通常，农民工需要把收入的1/4左右汇回农村老家，作为个人的保障手段以平滑自身消费。这意味着，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很大一部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能够达到城镇居民水平的话，即便在收入不提高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列入消费预算的收入至少也可以增加1/3。可以预期的是，市民化的过程必然会进一步增强农业转移劳动力的收入稳定性，扩大其劳动参与率，收入增长也是自然而然的，这将大幅度地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我们可以粗略地算一笔账，看农民工市民化所产生的需求收入效应，或可能创造何种数量级的消费需求。如果农民工像城市户籍职工一样筹划自己的收支预算，也就是把原来汇寄回家的1/4工资留在手里，他们可支配的工资可以提高33.3%，提高幅度相当于从城镇居民收入五等分组中的“较低收入户”提升到“中等偏下户”，而通常这个收入组的提升可以将消费支出提高29.6%。换一个角度看，如果他们不再把工资的1/4寄回家，1.59亿农民工按照2011年平均工资计算的工资总额，将达到3.9万亿元，相当于这一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16.49万亿元的23.6%。或者说，如果农民工把这1/4工资用于消费，可以把全国居民消费支出提高约6%。

不仅如此。根据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在国内最终消费支出中，大约3/4是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1/4是政府消费支出。后者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以及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提供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一方面由于为农业转移劳动力提供了更稳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又因强化了政府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可以合理地扩大政府消费规模。这两个效果进而都将表现为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更加平衡、更加协调、更可持续。


四 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进入到21世纪，中国的“三农”事业经历了黄金时期，主要表现在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明显倾斜，以及实施一系列“多予少取”和“只予不取”的政策措施。例如，在2001-2011年期间，在国家财政总支出增长4.8倍的同时，财政对农林水事务的支出增长了9.8倍。2011年农民拿到手里的各类直接补贴即达1407亿元。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虽然农村年轻人大规模外出导致农业劳动力年龄偏大，但是，由于农业机械化速度加快，市场化和社会化农业生产服务体系日臻完善，农业劳动生产率未出现下降的情况，粮食生产实现了九年连续丰收。

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目前“三农”事业仍然是建立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而不是靠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以及价格激励机制。国家各类种粮补贴逐年增加，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不断提高。许多“三农”问题学者和政策研究者，仍然把农业看作是一个天生的弱质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从而不能完全自生自立。与此相应的政策倾向，出于对农业产业式微和农村经济社会凋敝的担忧，希望继续把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保持为一个“有来有去”的候鸟型模式。这应该是造成现今没有市民化的城市化的政策根源。

其实，羞羞答答的城市化，并不能造就一个建立在价格激励和规模化经营基础上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在缺乏稳定的定居预期的情况下，外出的农民工不敢转让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更不愿意放弃已经闲置的宅基地，造成在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土地的生产和生活利用率却有所下降。

例如，2011年农民工总规模为2.53亿，其中9415万在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这些劳动者从就业性质来看，无疑已经离开土地，但是，他们中很多人仍然兼营农业，承包土地和宅基地无疑也继续保留。同年，外出农民工即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为1.59亿，其中1.26亿属于住户仍在农村的外出家庭成员，他们无暇从事农业生产，但承包地和宅基地并不会放弃。此外，还有3279万举家外迁农村人口，已经完全脱离了农村生活和生产活动。但是，他们名下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权，在很多情况下也没有放弃。有些在把承包土地转包他人耕种的情况下，却享受着政府给予的种粮补贴。

由此可见，在务农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同时，农业经营户总数，即或者全业或者兼业或者仍然实际拥有承包土地经营权的农户数量，并没有实质性减少。这导致农业经营规模不能随着农业就业比重的下降而相应扩大，妨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一个结果，中国农业土地分布具有零散、细碎、经营规模小的特点。在劳动力总数减少的情况下，如果未能根本改变这种土地经营状况，不仅不利于机械化耕作，土地边界和田埂还浪费土地，较小的经营规模，更妨碍生产者对价格激励做出积极的反应，不利于形成专业化和职业化经营。

虽然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但是，真正具有可持续性和竞争力的发达农业，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农业本身的自立能力基础上的。诚然，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仍然需要实行城市支持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但是，着眼于未来，构造现代化农业的生产方式基础，已经越来越具有紧迫性。而这个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需以农业人口转移的彻底性为前提条件。


五 结语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载体。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全国上下对于推进城市化的热度前所未有地高涨。但是，推进城市化的澎湃激情，需要建立在基于一般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对城市化内涵的准确理解之上。从经济发展阶段出发，中国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并落户于城市，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普照之光。因此，推进城市化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首先，中央政府要提出改革目标和实施时间表。即把以户籍人口为统计基础的城市化率作为指导性规划下发给地方政府，分人群有条件地设定完成改革的截止期。大致来说，在2020年之前分步骤、分人群满足目前1.59亿的落户和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消除人户分离的存量问题；同时按照每年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的节奏，可以在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5年的时间里，解决户籍问题。即到2030年前，大体上使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化率达到70%。

其次，明确区分中央和地方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中的财政责任。中央要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界定，据此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责任，同时也可以避免不顾国情无限扩大覆盖范围的现象。建议由地方政府为社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生活救助项目中补贴部分埋单，而中央政府承担全部各级义务教育责任。这样，也可以同时解决长期存在的义务教育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不均衡问题。

最后，地方政府根据中央的要求制定改革路线图，按照既定时间表推进改革。对于尚未纳入市民化时间表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地方政府有责任尽快为其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根据问题的紧迫性，区分先后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大体上，均等化的顺序应依次为：基本社会保险（其中顺序应为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其中基本社会保险和义务教育的充分覆盖，应该无条件地尽快完成。


劳动力短缺对农业的影响及政策含义

一 刘易斯转折点与农业生产方式

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研究三农问题，当我考虑说我们出现劳动力短缺，它对三农是什么含义的时候，也有一些犹豫，就觉得也可能是人家讨论过的事情，所以只能把想到的，包括已经用经验方法证明的，以及还处于假说状态的，先说出来，然后大家给我补充，欢迎大家与我争论。

本文的主题是“劳动力短缺对农业的影响及政策含义”。首先来看，我们如今所说的劳动力短缺是一种什么现象？不是美国发生的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关的劳动力短缺，也不是过去偶尔有过的季节性的或者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我想把它和我们对发展阶段的判断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在争论的刘易斯转折点，这里我就不再全面回顾人口的变化，因为那个工作以往已经做得太多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分城乡预测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净增量，即16-64岁人口的增量变化（见图1）。

这反映的是农村的变化。显示出来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全是负值，从21世纪开始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新增量全是负值，包括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这两个加起来是负的，也就是说它是增加的少，但是转移出去的多，保证了目前我们城市的劳动力还有新的供给。同时我们也预测了，大概在2013年前后农村的转出数量大概700万左右，城市新增数量正好相等，也就是说，一个负，一个正，之和就等于0，意味着从2013年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是负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不仅说全国劳动力没有那么多，供给上没有那么多，而且农村老早就是负的。

相应地，我们看到的就是工资的上涨，劳动力的短缺。过去我展示过很多各行各业的农民工工资的迅速变化，因为我们很多同志都知道，过去也没有想到国家计委当年做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延续到今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了农业中雇佣工人的工资水平，这样我们把它用价格指数调整以后，看到粮食、油料、规模化养猪、蔬菜、棉花，从2003年以后都是迅速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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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增量预测

资料来源：胡英（2009）《分城乡劳动年龄人口预测》，未发表背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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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农业中雇工工资的上涨趋势

资料来源：粮食、棉花和规模养猪的雇工日工资年均增长率系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历年）数据计算得到；制造业和建筑业月工资年均增长率系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历年）数据计算得到；农民工月工资年均增长率系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历年）数据计算得到。

过去我们都说刘易斯转折点是不是到来了，如果是到来了，很多人会问是哪一年，过去我们总是回避这个问题，往往顾左右而言他，说刘易斯转折点也可以是一个刘易斯转折区间，是好多年中发生的，我们不一定非要指出具体的年份。但是，现在如果非让我指出，我可以说是2003年或者2004年。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经验研究，所有结果显示，在2003年一下子发生了许多变化，大家看农业中雇工的工资也是发生在2003年，从那以后迅速上涨，剔除物价因素后，雇工工资每年都是10%-20%的增长速度。因此一定让我说转折点是在哪一年，我现在就说是2003年。

因为农业中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劳动力投入自然会减少，我们看到几种粮食作物在2003年以后，投入减少了接近30%左右。值得指出的是，劳动投入减少了并不意味着农业就不增长了，而是用机器替代，用资本替代了劳动，因此我们用物质费用与用工的比来看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这个比率近年来是迅速上涨的，而且同样是在2003年之后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折。这就提醒我们，农业中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投入相应减少，以及资本或机器替代了劳动，就说明农业的生产方式必然发生变化。所有这些，都是按照经济学所说的人们要对经济激励做出反应这么一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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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农业中物质费用-劳动比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历年）数据计算得到。

相应地，我们看一看农业中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任何统计资料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劳动生产率的实际提高速度很快，特别是在2003年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更快一些。

为了判断一个产业的生产方式到底是不是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我们还要看全要素生产率。我的同事尝试各种方法，包括重复过去别人做的，以及改进式的方法，估计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见图4），特别是看TFP1和TFP2这两条线，一直到2008年，大家也可以看到，农业中全要素生产率也是明显提高，而且也是在最近这几年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跨越。这和过去很多研究是一致的。因为我注意到大概在21世纪初的时候，国际上有两个研究，一个是摩根士丹利的，一个是学者个人的，他们都曾经证明：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的表现比工业要好。它在一贯良好的基础上，在21世纪以来有了一个更大的提升。因此，我们应该可以说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不应该再被看作是一个小农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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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转折点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资料来源：赵文《刘易斯转折阶段的中国农业政策》，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1年。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农业生产的波动性其实也是在降低的。我们知道，过去农业常常经历大幅度的波动，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波动逐渐地减弱，当然应该排除一个东西，就是蛛网理论中一个著名的例子——猪周期，现在通货膨胀率都是靠猪肉的价格推动着上涨，这是另一个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业生产率无论是土地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在迅速地提高。但是趋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农业，它是侧重于在土地生产率上提高，还是侧重于在劳动生产率上提高，其实取决于它的生产要素禀赋，从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所以，各个国家都按照它的资源禀赋特征，特别是土地的禀赋，来发展它的农业生产率，可能是偏向劳动生产率，也可能是偏向土地生产率。

图5显示了各国在特定时期农业生产率提高的方向和程度。对于中国，图中的数字还比较早，只到了2003年，而如果2003年是刘易斯转折点的话，在这一年以后应该是越来越偏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图中，横坐标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纵坐标是土地生产率）。但在这个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农业并不是一切都好。作为一个土地相对稀缺的国家，我们的土地生产率还比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低很多；在今天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我们力图再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用资本替代劳动，但是，我们与欧洲和美国相比，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又差得非常多。因此，虽然总体上来说，中国农业生产方式是有了一个显著的提高，但是仍然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既不符合我们的资源禀赋，也没有在现代化路程上更加大幅度地靠近，所以应该说还是任重道远的。任重道远是指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同样应用到劳动力转移，也是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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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农业（土地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尚有空间

资料来源：赵文《刘易斯转折阶段的中国农业政策》，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1年。


二 劳动力转移仍然任重道远

我们讲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候，其实是假设有两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就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前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从农业中可以随意吸纳掉多少劳动力，农业中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因此农业的供给不变。但是到达这个转折点以后，虽然农业中劳动力还有，但是要把它吸引出来而没有相应的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就会出现农业的萎缩，所以发展经济学家又把刘易斯转折点叫作食品短缺点。从前面关于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看，我们不会出现总体上的食品短缺问题，换句话说，农业的供给及其方式并没有严重的问题。

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这就意味着我们跨越了速水佑次郎所谓的食品问题阶段，与此同时进入了一个具有更棘手问题的阶段，这就是解决收入问题的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按照速水佑次郎的这个框架，很自然地，中国进入了一个解决收入问题的发展阶段，如果要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推动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一方面是增加收入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其实劳动力进一步转移，也是进一步地改善农业生产方式，能够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劳动力转移的现状是，2010年报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总数是1.53亿，即离开乡镇半年以上的农民工。从国家统计局微观数据中还可以看到，许多人过去其实也转移，但是在半年以下，所以没有统计在通常报的农民工数量中。但是随着就业机会增多，时间突破6个月这个点以后，人数就大幅度增加。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外出劳动力的总数，还可以看外出劳动力的就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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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农民工数量和外出就业天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武志刚、张恒春（2010）。

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农民工外出就业时间的长度也是越来越长的，但是也能看到它的波动性，看到农民工就业对宏观周期性的反应。2008年和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虽然外出的人数还增加，但是他们外出就业的时间，无论男女都下降了，而且下降比较显著，也说明了农民工越来越成为一个周期性失业的受害群体。从目前来看，虽然城镇职工当中也有受周期性失业影响，但是比较少，因为我们从登记失业率的变化就能看见它是稳定的，通常在4%-4.3%，只是在0.3个百分点之间波动，但是，农民工受周期性失业的影响则非常突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仍然有一系列制约农民工进一步转移的制度因素存在。

大家都知道，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信息，中国城镇化水平又大幅度提高，已经超过50%了，意味着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与按照户籍统计的非农业人口比重，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其含义是说，大量的农民工离家半年以上，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但是并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因此不能享受到城市相应的社会保障。

从几种社会保障的覆盖率看，农民工都显著低于城镇居民，因此，他们的消费就有后顾之忧。我们现在把农民工看作劳动力供给的来源，作为劳动力供给的功能它做到了，虽然有周期性和不稳定性，而更重要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是，经济增长需求拉力越来越转向消费需求，由于社会保障的覆盖率非常低，农民工还没有转变他们的消费模式，因此，作为消费者的这种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其实他们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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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市民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资料来源：根据Chun（2010）提供的数据，以及CULS数据计算。可以通过图7进一步观察，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消费需求。这里，我借用了亚洲开发银行对中国的收入组的划分。从中可以看到，代表农民家庭的平均收入的这一组，即每天3.6美元，能够通过转移而成为农民工家庭，平均收入是每天9.4美元，消费相应提高。但是，作为农民工家庭，如果能够通过户籍改革成为城市居民，虽然收入仅仅从一天9.4美元提高到一天11.9美元，幅度并不是太大，但消费提高的幅度则是117%左右。也就是说，这里不仅仅是因为增加了收入而增加了消费，更主要是转变了户籍身份，得到更充分的社会保障，有了更稳定的生活预期，他的消费就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因此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主要内容的进一步的城镇化，应该成为我们未来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三 在东中西之间形成“雁阵模型”

现在有一个政策悖论，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还有很多很有名的例子，比方说重庆、成都、广东等，都有很好的、具有操作性的办法。但是细看他们的改革办法，几乎都没有把省外农民工包括在内。中国1.5亿农民工里，至少有一半是跨省流动，主要来自于中西部地区。如果这部分人都没有被沿海地区的户籍制度改革纳入范围，他们将来应该怎么办？但是，以地方政府为启动者的改革，又的确难以指望能够惠及省外农民工。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关于如何推进城镇化的一个政策悖论。

为了打破这个悖论，我们要通过产业转移，形成在东、中、西三类地区之间的所谓“雁阵模型”。雁阵模型是日本人的概念。日本当年搞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就把产业转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收入水平高了，劳动力成本高了，这类产业又转到了东盟，以后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因此，这种雁阵模式，表现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

我一直坚信，“雁阵模型”一旦到了中国这里，就应该变成国内版本，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地区差异太大，有地区之间的工资差异。不仅如此，更重要的一条是，最近我发现一个新的现象。根据国外《金融时报》的报道，在中国的投资者一旦面临中国劳动力成本迅速提高的情况，就迫不及待跑到越南和印度投资，因为他们听说那两个国家在等着收获人口红利，劳动力多的是。结果投资者发现，那两个国家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跟中国是一样的，中国工资不增，它们那里也不增，中国工人工资一提高，它们那里相应也提高，而且提高的幅度差不多。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如果任何人算一下数，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也就不难理解了。国际上现在有几个国家分类概念，一个叫作“金砖五国”，最近又概括出“新钻11国”（N-11），将其中比中国发达的韩国、巴西、俄罗斯去掉，加进印度，结果发现所有这些国家，它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中有39%是中国的（见图8）。这个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是价格的决定者，而不是价格的接受者，因为哪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合起来，都不足以替代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因此，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国内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未来发生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产业转向国外，转向国外肯定会有，但不会有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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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中国成为世界劳动力的定价者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2011）。

虽然近年来在东、中、西地区之间，农民工工资水平在趋同，但对这个趋同我有一个解释。我们看到，在中国各个地区的职工劳动争议中，主要争的是工资。而劳动争议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而且在东部地区，劳动争议的绝对数、比例和劳动争议发生率都非常高。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沿海地区，目前的工资水平，农民工是难以接受的。而在中西部地区，目前的工资他们是可接受的，而且非常乐意在家门口从事非农就业。因此，未来的趋势很可能是，沿海地区工资上涨会继续，并且更快一些，中西部地区工资上涨会相对平缓下来，因此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还在，产业转移还是有希望的。

关于中国农村还存在多少剩余劳动力，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农村有的是剩余劳动力。他们说“有的是”是指哪些劳动力呢？40岁、50岁以上的剩余劳动力的确有的是，但是，他们只是潜在的劳动力供给，由于年龄的因素、人力资本的因素以及家庭的拖累，目前根本转移不出来。然而，随着将来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中西部地区，对这些剩余劳动力来说，产业转移到他们家门口（省会城市、地级市甚至县里），对他们的吸引力就更大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还有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供给的潜力，是可以通过产业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户籍制度改革被调动出来。目前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出现了沿海地区的资产占比增速为负的趋势，意味着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已经发生了。


如何进一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自2004年以来，在就业形势这个话题之内外，民工荒、用工荒、招工难等现象日益成为媒体和各地政府、企业关注的问题。即便是讨论严峻的就业形势，也越来越转向结构性和关注特殊的就业群体，而对于就业总规模的问题讨论力度则相对减弱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其来龙去脉，即劳动力短缺是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变化趋势的结果。在以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中，作者已经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论述。本文则主要关注在微观层面招工难对企业经营产生严峻影响，在宏观层面对经济增长模式提出新挑战的情况下，如何挖掘劳动力供给制度潜力的政策问题。


一 劳动力短缺成为普遍现象

有趣的是，作为近年来一个惯见现象（即许多学者对自己不赞同的观点动辄冠以“伪命题”）的例子，有人称“民工荒”为伪命题。我不是逻辑学家，只能去查名词解释看究竟什么叫作“伪命题”。查询的结果是，“百度百科”上说：“伪命题是指不真实的命题。所谓不真实，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不符合客观事实；其二是不符合一般事理和科学道理。”

不过，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毕竟，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什么叫作“命题”呢。还是“百度百科”：“命题是指一个判断所实际表达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可以被定义并观察的现象。命题不是指判断（陈述）本身，而是指所表达的语义。”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一个企业经理表达自己的担忧，一个新闻记者想引起社会的关注，一个研究生想由此出发选择一个论文题目的时候，“民工荒”还仅仅是对一种观察到现象的描述而已。固然，判断或者陈述的背后是有语义的，但是，用伪命题批评别人的那些人，往往并没有深入到概念或者语义的层次，或者干脆没打算那样做。

我的意思是说，对于民工荒现象，我们可以不去看背后是否与人口转变阶段性变化有关，可以不将其与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挂钩，更假设其与人口老龄化无关，而只需看一看现实。所以，应该做出的判断，不是民工荒是否为伪命题，而是民工荒是否为伪现象。

归根结底，劳动力是否出现短缺，不应该从逻辑学出发，而是走出办公室，到企业、村庄，甚至街头，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先从形而下的层面观察民工荒问题。事实上，民工荒现象产生于2003年，从那之后成为全国普遍现象。世界金融危机虽然一度造成农民工返乡潮，但随后很快复归为民工荒。2010年随着中国经济从金融危机阴影中走出来，民工荒变本加厉，最终导致农民工工资实际增长了19%。

2011年上半年，虽然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在历年不断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到1.6亿人，然而，民工荒现象继续发展，许多地方甚至形成“招工比招商难”的局面。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传统的中部劳务输出大省和大市，已经在劳动力需求方面，与沿海地区构成实质性的竞争。表1对2011年各地劳动力短缺的呼声进行简单的概括，并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只是试图说明民工荒并不是经济学家拍脑袋想象出来的，而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发生的。

表1 2011年各地缺工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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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劳动力短缺影响企业接受订单，导致开工不足，工资成本的上升也影响了许多行业中企业的盈利水平。一项调查显示，除去那些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外，在竞争性领域，劳动力成本每提高20%，净利润下降幅度为20%到65%不等，越是劳动力成本占主营业务比重高的行业，劳动力成本提高造成的利润降低幅度越大。
 
[1]

 这无疑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构成严峻的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新挑战，无疑是未来经济政策的重点。不过，我也并不否认农村仍然存在着一定规模、具有某种人力资本特征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尚有挖掘的潜力。




 [1]
 参见李慧勇、孟祥娟《劳动力成本上涨将改变企业利润格局——劳动力成本与通胀、企业利润的比较研究》，《专题研究（SWS Research）》，2010年7月1日。


二 现存的劳动力供给制度障碍

根据官方统计，2009年农业劳动力为2.97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比重至今仍然高达38.1%。而由于统计口径的因素，农业普查的农业就业数字甚至更高。基于汇总统计数据得出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供转移，或者由此进行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得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很低的结论，都会因为高估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而否定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结论。这种高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统计方式不能恰当区分劳动力的实际务农时间造成的。因此，如果能够把务农时间更加准确地区分出来，无疑会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有一项基于农村住户调查资料的研究，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1]

 该研究突破了以往只能对劳动力就业按照年度进行分类的局限，把农村劳动力在不同经济活动中的劳动投入，以人月进行了划分，得出务农劳动力总数为1.92亿的结果。可见，官方统计把农业劳动力总数高估了1亿多，高估比例为54.5%。根据这个重新估计的务农人数，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中国城乡就业总人数7.9亿为基数的话，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城乡就业的比重，就不是38.1%，而只有24.7%。

即便如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4300美元，如果按照改革开放30余年期间的增长速度推算，预计到“十二五”结束时，可以超过6000美元，而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可以达到12000美元。在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并逐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也应进一步加快，以便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这就意味着农业的劳动力比重需要继续降低。

农业劳动力转移仍然面临着制度性的障碍。这种制度性障碍虽然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根源则在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工虽然能够自由地进入城市务工与居住，却因没有本地户籍而被排斥在许多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之外，包括极其低下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难题、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就业扶助等政府服务。

此外，遭遇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经历还表明，农民工不完整的市民身份，还导致他们就业的不稳定性，以及在周期性冲击面前的脆弱性。在2008年和2009年，虽然反映劳动力转移大趋势的农民工外出总规模继续扩大，但是，由于就业波动导致外出务工的总天数出现明显的下降。例如，在2003-2007年期间，农民工每年外出的就业天数是持续增加的，而随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就业天数却不增反降（见图1）。

因此，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挖掘劳动力供给制度潜力的重要举措。这要求城市化的推进应该真正以人为中心。为了引导和利用城市政府启动户籍制度改革的激励，应建立“人地”挂钩机制，即根据各城市吸纳农民工人口定居的数量，每年增加一部分用地指标用于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后的用地问题；建立“人钱”挂钩机制，即根据各城市吸纳农民工定居的规模，每年定向给予财政补助。这样，随着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与劳动力供给下降速度之间矛盾的加深，加快改革进度，尽快解决数亿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进城和落户问题，使他们享受与城市原有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
 
[2]



[image: ]


图1 农村劳动力外出规模和外出天数

资料来源：农民工总数来自国家统计局（历年）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历年），2009-2010年数字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报告；外出时间数字转引自武志刚、张恒春《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特点与变化》，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2——“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
 都阳、王美艳：《中国的就业总量与就业结构：重新估计与讨论》，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2——“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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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新型城市化战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三 中西部产业发展与深层次转移

不过，从目前最受关注和认可的户籍制度改革试验中，如在重庆和广东，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局限性。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受益者主要是本市户籍的农民，广东省实行的“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办法，也只是针对拥有本省户籍的农民工，改革都还没有惠及外地农民工。目前在1.6亿跨乡镇流动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中，在城镇居住和工作的占95%以上，在县级城市的占80%以上，跨出省界的占51%。因此，就中国总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急需破题的是如何实现跨省流动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

这里似乎产生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对于不同地区来说，政府完全可以也应该从不同的动机出发，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激励不同自然会形成做法各异的制度设计和推进方式，进而形成户籍制度改革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如果全国各地都采取局限于本省户籍人口的改革模式，则意味着流入沿海地区务工的中西部农民工，被户籍制度改革所遗忘。破解这一难题的出路是区域间产业重新配置，即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

对大量经历了增长由快到慢国家的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可以解释减速原因的85%。
 
[1]

 日本在1990年人口抚养比提高以后，年均GDP增长率只有0.85%，也是由于没有适时淘汰掉那些全要素生产率表现欠佳的企业，造成大批“僵尸企业”并拖累银行体系，造成“僵尸银行”。因此，保持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提高各种要素的使用效率，而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引擎，通常由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两个部分构成。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或者高度化而获得。劳动力和其他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就是部门间资源重新配置的典型形式。表面上看，人口红利消失所导致的“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以及非熟练工人工资的迅速上涨，似乎预示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中国的终结。其实不然，至少在今后十年到二十年中，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潜力仍将存在，并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我们可以称其为“区域间雁阵模型”。为此，中西部地区应着眼于改善政策环境，吸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而不是过度依赖政府主导型的重化工业发展。

这种区域间产业转移将产生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效果。首先，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西部地区落户，将对农村年龄偏大的劳动力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促使其实现转移。以往的分析表明，农业中虽然仍有潜力进一步向外转移劳动力，但是，由于构成农业劳动力主体的是40岁以上的人群（见图2），而这些人显然不再能够应对跨省、跨地区转移的各种障碍。而一旦他们发现可以在省会城市或者本市获得就业岗位，则会大幅度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其次，这些本地就业的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分享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加速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果。由于农民工转市民的结果必然是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因此，这种产业转移从宏观上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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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务农劳动力的年龄构成

资料来源：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10期。




 [1]
 Barry Eichengreen，Donghyun Park，and Kwanho Shin，“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NBER Working Paper，
 No.16919，2011.


四 劳动力转移的展望

如果一定要指出一个年份，作为刘易斯转折点的话，我愿意把2004年作为这个标志性的时间点。道理很简单，即分别依据转折点定义、与转折点相关并相伴而生的变化，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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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政治经济学逻辑做出了一个判断，以1978年的城乡收入差距为基点，当这个差距回归到该水平上面时，一场深刻的政策调整将再次发生。以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民收入的比率衡量，剔除城乡价格变动差异因素之后，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为2.6，2006年回归到这个水平。实际上，改革是1979年开始的，这一年的城乡收入差距为2.4，回归到这个水平的年份，恰恰是2004年。

首先，刘易斯转折点的定义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伴之以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而民工荒恰恰就是从2004年广为人们所知，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即使2008年和2009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也仅仅将其暂缓数个月而已。同时，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工资，自2004年开始，一反此前十数年徘徊不前的局面，持续上涨至今。

其次，既然这个转折点对于经济发展型式会产生诸多方面的影响，则2004年这个年份应该在许许多多指标上反映出转折的特征。事实上，产业中的资本劳动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农业生产效率和生产方式、生活费用涨幅，以及一系列相关指标，都以这一年为转折点，在方向上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

最后，2004年以后的政府政策倾向，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发育，都越来越有利于工资的继续提高。其实，前述一系列具有转折点意义的经济社会指标的变化趋势，说其中一些是发生在2003年也是可以的。但是，政府的重大政策调整，不仅集中地发生在2004年，而且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上，政策变化无疑是对这些趋势的反应，其中不乏许多具有戏剧性色彩的事件。
 
[2]



许多人不愿意承认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与他们不情愿看到未来不再有庞大的劳动力供给不无关系。其实，这种疑虑是不必要的。农业中剩余劳动力转移，无疑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主要推动力，而这个转折点到达之后，并不意味着劳动力转移速度必然减慢。从经历过刘易斯转折点的三个东亚经济体经验看，在到达转折点之后，农业劳动力下降速度反而快于转折点之前（见图3）。如分别观察转折点前10年、转折点前后各5年和转折点之后10年的农业就业比重变化，可以看到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动力转移速度，在转折点之后平均加快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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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转折点前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

注：各时期的取值为该时段内各年取值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日本的资料来源于Minami，Ryoshin，“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82，No.3，1968，pp.380-402及日本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go.jp/；中国台湾的资料来源于Chia-Yu Hung，“A Discussion on the Lewisian Turning Point in Taiwan”，2010；韩国的资料来源于韩国统计局网站数据库，http：//kosis.kr/eng/database。

姑且不与发达国家的农业就业比重相比，即使与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任务也仍然是艰巨的。当我们汇总2007年世界一些处于这个阶段国家的资料时，发现平均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为14.8%，比中国低接近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今后十年中，我们要从现有的1.92亿农业劳动力出发，每年需要减少近200万人，即降低一个百分点。这样的话，才能保持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进而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2]
 参见Fang Cai，“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China’s Migrant Labor Policy”，in Zhang，Xiaobo，Shenggen Fan，and Arjan de Haan（eds），Narratives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How Does China Cross the River
 ？New Jersey：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Pte.Ltd.，2010，pp.71-90。


应对农民工周期性失业现象

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经历新的变化，在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内将呈现一种更为复杂的就业局面。由于我国已经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人口年龄结构相应发生了变化，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减缓，劳动力供给总规模将于近期达到最高点。根据最新预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5年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9.96亿，随后即转为负增长。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长继续创造着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仍将以加快速度扩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就业矛盾从此就缓解了。未来就业压力大、就业形势复杂、就业任务繁重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同时，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和日益与国际经济接轨，就业受经济周期影响的程度愈益加深，会经常性地产生周期性失业现象，而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经济波动较大的行业就业，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周期性失业冲击，需要政策给予高度关注和及时应对。


一 农民工面对周期性失业的脆弱性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就业压力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的失业，即宏观经济波动导致的周期性失业、劳动者技能与用人单位需求不匹配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以及劳动者寻职时间过长导致的摩擦性失业。其中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是失业的常态，既相对稳定也十分顽固，所以也被统称为自然失业。我国未来面临的就业挑战，既有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长期面临的就业岗位不足的问题，也将越来越多地面对上述三种类型的失业，其中周期性失业尤其需要给予高度关注。

在市场配置资源和引导经济活动的条件下，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可避免，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对应的周期性失业现象也同样不可避免。宏观经济学有一个表现为“菲利普斯曲线”的著名原理，即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交替取舍的关系，其中的失业率实际上指的是经济周期引起的失业率。因此，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关注周期性失业的动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断增强，经济波动振幅趋于缩小，但是，经济增长率变化与就业及失业水平的变化关系却更加密切了。特别是那些主要通过市场配置就业的劳动者，更多地感受到周期性失业或就业困难。这种周期性失业现象，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意味着人力资源的浪费以及国民经济损失；而从民生角度看则表现为对居民收入和生计的负面影响。并且，由于在经济周期中失去就业岗位的，往往是那些在人力资本方面处于劣势的劳动者，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随后会继续陷入长期的结构性失业状态，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

在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在劳动力市场上往往遭遇到歧视性对待，劳动合同签约率也较低，就业不稳定，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周期性失业冲击。虽然目前城镇登记失业率因不能涵盖非户籍人口而不能完全反映周期性失业的状况，但是，从就业状况变化也能够看到，周期性失业现象是存在的。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和就业的冲击，导致上千万农民工在2009年春节前夕遭遇失业和就业困难，不得已而提前返乡，就是这种周期性失业的一种特殊表现。在2008年和2009年，虽然反映劳动力转移大趋势的农民工外出总规模继续扩大，但是，由于就业波动导致外出务工的总天数出现明显的下降。例如，在2003-2007年期间，农民工每年外出的就业天数是持续增加的，而随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就业天数却不增反降。

农民工经常性、非自愿地大批返乡，影响了农民收入的稳定提高，加之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城镇成长和接受基础教育的，已经与农业没有密切的联系，他们返乡并不意味着能够回到土地上。据调查，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中，32.8%的人在16岁以前居住在城市、县城或镇，在城市、县城或镇上小学的比例也高达38.4%。新生代农民工这种两头不能落地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将会成为一个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周期性失业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国家，应对和治理这种失业现象也有成熟的政策手段。但是，在一个处在二元经济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如何认识周期性失业的特殊表现，实施有针对性和有效的治理政策，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根据周期性失业的一般性质和在我国的特殊表现，周期性失业应该主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包容性的社会保护政策两条途径予以应对。


二 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周期性失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周期性失业的通行办法，是借助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熨平经济周期，降低这种类型的失业水平。例如，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力度时，通常以周期性失业水平作为最主要的决策依据，据此调整货币政策信号和杠杆。例如，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6个基本目标及其排序是：高度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利率稳定、金融市场稳定和外汇市场稳定。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放弃就业优先的宏观经济政策原则，而是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唯一政策目标，并美其名曰“通货膨胀目标制”。这种政策方向的转变，使得许多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出现了美国的“无就业复苏”和欧洲的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等严峻情况。

因此，我国应对周期性失业现象，首先要树立的原则，是把就业置于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优先地位，以就业状况为依据确立政策方向和力度，降低周期性失业风险。中央对于就业重要性的表述，已经从要求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升到实施就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高度。为了把就业优先原则落在实处，在宏观调控总体要求中，不仅考虑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更要直接宣示就业增长的目标，以及能够反映周期性失业水平的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围绕就业目标和失业控制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合理确定经济发展速度，并在确定宏观调控的政策方向、手段和力度时，把就业最大化作为重要考量，以减小经济波动对就业的冲击。另一方面，要以扩大就业作为共同基准，加强财政、金融、税收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更好地满足降低失业率的需要。

我国目前公布的失业率指标，是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获得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提供公共服务和制定扶持政策的依据。我国登记失业率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以来，为国家相关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登记失业率是依据行政记录统计得来，覆盖范围不够全面，许多失业群体特别是与经济周期相关而失业的人群，往往不能为这一统计项目所涵盖。如进城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就很少被登记在内，因此难以全面反映失业状况和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特别是难以反映周期性失业的变化动态。

例如，自2002年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在4.0%-4.3%的微小幅度内浮动，即使在遭遇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出现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的2009年的某些月份，城镇登记失业率也只有4.3%，与经济周期造成的实际就业起伏和失业变动不相一致。此外，由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做法，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标准进行调查失业率统计，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监测的通行做法，因此，我国仅仅公布登记失业率，也难以进行国际比较。实际上，我国早已通过劳动力抽样调查获得调查失业率，评估失业和就业状况，但是目前尚未公开发布这个失业率指标。

因此，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需要，我们建议适时发布能够反映农民工等各类劳动者就业状况的调查失业率。考虑到“十二五”规划已将登记失业率作为预期性指标，目前可先采取两种失业率并行的办法，以登记失业率作为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和开展公共服务的依据，以保持就业工作评价的连续性。与此同时，也需要尽快转到以调查失业率作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参考依据的机制上。


三 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护网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经济周期从而周期性失业具有不可避免性，这已经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长期经验所证明。对于一个处在产业结构加速调整的国家来说，劳动力资源按照更加有效率的方向进行重新配置，常常也是在“就业-失业-再就业”的过程中实现的。今后10年内，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每年至少需要减少1个百分点，即转移约800万农业劳动力。然而，今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并不会再像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那样，简单地遵循从农业到非农产业，或者从农村到城市的单方向路径进行，而是在产业结构的剧烈调整中发生，即劳动者伴随着资源在产业、行业和企业间的重新配置而不断转岗。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加速，在新的就业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一部分传统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转岗的劳动者技能不能适应新岗位的要求，则会面临结构性失业风险。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尚处于较低水平，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尚不健全，在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者还不能做到无摩擦转岗。因此，摩擦性失业现象也会经常存在。而这两种自然失业现象，往往是在经济波动的低谷中，最先以周期性失业的形式出现的，在我国的情况下，则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被加以放大并集中在农民工身上。

因此，治理具有中国特色的周期性失业，需要通过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周期性失业的放大效应。如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失业保险、就业扶助等公共服务范围，就可以降低他们面对就业冲击的脆弱性。直到2010年，农民工加入基本社会保险的比例仍然十分低，基本养老保险为9.5%，工伤保险为24.1%，医疗保险为14.3%，失业保险为4.9%，生育保险只有2.9%。应该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出发，尽快提高农民工在各项社会保障中的参与水平。

从农民工个体来说，较高的人力资本素质是防止周期性失业的法宝。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要求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抵御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必然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要求。目前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整体上还较低，增强了他们面对经济周期时的风险。2010年，农民工中文盲占1.3%，小学文化程度占12.3%，初中文化程度占61.2%，高中文化程度占15%，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2%。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的情况下，我国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增加，工资增长也比较快，部分青少年不愿意升学甚至辍学，提早进入就业市场。在贫困农村，初中3年累计辍学的比例高达25%。这部分劳动者会在产业升级加速的将来处于缺乏竞争力的状态，成为新一代就业困难群体。

一个能够让劳动力自由流动、有效保障劳动者合法就业权利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是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发展转变的制度保障。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仍然存在着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包括城乡分割、地区分割和户籍身份分割，妨碍了就业机会的均等化和人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要尽快破除这些制度障碍，促进城乡各类劳动者平等就业，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因此，要继续坚持城乡统筹的原则，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深化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劳动力稳定转移就业。要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将农民工纳入各地创业扶持政策范围，支持他们在城市创业或返乡创业，带动更多劳动者就业。


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路径

一 引言

长期处于低生育的人口转变阶段，使得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迅速的变化。根据人口普查，2010年开始，15-59岁年龄段人口已经开始绝对减少，预计在2010-2020年的10年间，这个年龄的人口将减少2934万。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中国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将保持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例如，在2001-2011年的10年间，包括城市劳动者和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就业，总共增加了约1.15亿，今后的10年即使劳动力需求减半的话，也远远大于由劳动年龄人口决定的劳动力供给。

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和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导致劳动力短缺持续存在，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不断迅速上涨。自2004年以来，民工荒以及农民工工资的上涨成为持续性现象。由于这一转折点从理论上早已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刘易斯所预见，我们可以把2004年看作是中国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的年份。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短缺成为经常性状态，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趋势。在此前可以收获人口红利的年代，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保证了劳动力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而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劳动力供给受到制约，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发生，生产率提高的难度加大，因此，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明显减弱。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收益下降和生产率改善速度减慢等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的表象背后，是中国潜在GDP增长率的降低。潜在增长率是指在价格稳定的假设下，资本和劳动等各种生产要素达到充分利用，并且生产率按照正常速度提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可以达到的正常增长速度。根据测算，2011-2015年即中国的“十二五”时期，GDP潜在增长率将从1995-2009年期间的9.8%降低到7.8%，2016-2020年即“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到6.3%（陆旸，2012）。

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继续保持乐观固然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寄希望于政府出台各种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刺激手段，达到保增长的目标，则不可避免地会看到各种扭曲的结果，欲速则不达。那些旨在达到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速度的政策，通常会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通货膨胀、产能过剩，以及对低效率企业和行业的保护。因此，我们需要向政策制定者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潜在增长率是不应该超越的。

然而，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也就是说，通过创造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更好条件，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在此基础上保持长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因此，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潜力需要在更深更广的领域进行挖掘，包括调整退休年龄以开发老年劳动力资源。例如，上述同一研究表明，如果在今后的两个五年规划期间，每年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分别可以在“十二五”期间提高潜在增长率0.92个百分点，在“十三五”期间提高潜在增长率0.87个百分点（陆旸，2012）。

在理解人口老龄化原因时，人们通常着眼于观察人口转变从最初的少年儿童人口减少阶段，进入相继而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阶段，从而老年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提高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往往忽略由于寿命延长带来的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设想，即使人口年龄结构不发生在少儿年龄组、劳动年龄组和老年组之间的消长，如果老年人活得更长，按照定义的老年人在全部人口中比重这个指标来观察的老龄化程度也会提高。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已经从1982年的67.8岁提高到2010年的73.5岁。在健康寿命延长的条件下，老年人不啻宝贵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因此，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也只有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观察，才具有显著的意义。本文揭示中国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的特殊性，结合国际经验和教训，提出与发达国家延长退休年龄政策不尽相同的特殊路径。


二 延长退休年龄的国际经验与争论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一个政策手段，是提高退休年龄以便扩大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例如，有大约半数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已经或者计划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其中18个国家着眼于提高妇女退休年龄，14个国家着眼于提高男性劳动者的退休年龄。2010年，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62.9岁，女性为61.8岁。按照目前的趋势估计，到2050年，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男女平均退休年龄将达到65岁，即在2010年的基础上（见图1），男性退休年龄提高接近2.5年，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大约4年（OECD，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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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0年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退休年龄

资料来源：OECD，Pensions at a Glance 2011：Retirement-Income Systems in OECD and G20 Countries
 ，Paris：OECD，2011。

然而，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并非没有争议，实际执行中出现的情况远比政策初衷要复杂得多。近年来欧洲国家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在一些国家遭到民众的抵制。导致这种民众意愿与政策意图相冲突的原因，有着来自劳动者和决策者的不同解释。

反对此类政策调整的民众，往往认为政府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调整，动机是减轻对养老保险金的支付负担。与此相对应的政府解释则是，劳动者长期耽于过于慷慨的养老保险制度，以至因为不愿意失去既得利益而加以反对。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速，养老金缺口成为现实的或潜在的问题。特别是在劳动年龄人口尚高的时候形成的现收现付模式，最终会因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日益捉襟见肘。因此，政府的确要从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角度出发，考虑退休年龄的问题。这种认识和利益的冲突，使得退休年龄的变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政治决策，受到人口老龄化之外因素的制约。

也有一种官方解释，认为政府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出发点是提高劳动参与率，以应对老龄化加剧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然而，这一说法在许多欧洲国家，并不能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不过，日本为了解决1947-1949年出生的人口集中退休可能导致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在2004年开始实施《改正高龄者雇用安定法》，要求企业采取法律规定的措施延长工作年限。实施的结果，明显改善了60-64岁老龄人口的雇用环境，提高了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促进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三菱东京UFJ银行（中国）有限公司，2012］。

值得考虑的关键问题在于，提高退休年龄并不必然意味着老年劳动者可以自然而然地获得就业岗位。即使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上依然存在着年龄歧视，造成老龄劳动者就业困难。在许多国家，在青年失业率高和就业难的压力下，政府某些政策甚至还纵容了提前退休的情形，旨在让老年人给青年人“腾出”岗位。虽然此类政策的实施结果表明，其在降低老年职工劳动参与率方面，部分地达到了效果，对于降低青年失业率却丝毫无济于事（Magnus，2009，p.108），但是，这个政策倾向至少反映了社会上流行的一种观念，即认为延长退休年龄不利于青年就业问题的解决。


三 中国人力资本年龄分布的特殊性

把身体健康长寿的因素与人力资本积累（包括教育、培训和干中学）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有效工作年龄理应伴随预期寿命的提高而延长。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可以通过把实际退休年龄向后延，从而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不仅增加劳动力供给数量，而且可以降低每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的退休人数。图2显示了把实际退休年龄从55岁延长到60岁及至65岁时，可以达到的降低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效果。以2030年为例，延长实际退休年龄，可以把每百名20岁以上的工作年龄人口需要供养的老年人口，从55岁退休情形下的74.5人降低到60岁退休情形下的49.1人，进而65岁退休情形下的30.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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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实际退休年龄具有不同的抚养比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2010。

值得指出的是，法定退休年龄与实际退休年龄是不一样的，即在法定退休年龄既定的情况下，实际退休年龄可能因劳动力市场状况而产生巨大的偏离。例如，虽然法定的退休年龄大多数采取男60岁、女55岁，但是在就业压力比较大，特别是受到劳动力市场冲击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实际退休年龄经常会大大低于法定退休年龄。据调查，目前中国城镇劳动者的实际退休年龄只有53岁，远低于法定退休年龄。可见，真正能够改变人口工作时间从而对老年人供养能力的，是实际退休年龄，而与法定退休年龄无关。如果单纯改变法定退休年龄而劳动力市场却无法充分吸纳这些人口，则意味着剥夺了他们在就业与退休之间的选择，使他们陷入严重的脆弱地位。

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成为应对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养老基金不足而广泛采用的手段，但是，由于与发达国家在两个重要条件上相比，中国的情况有显著的不同，使得这个做法不应成为近期的选择。

首先，劳动者的不同群体在退休后的预期寿命不同。预期寿命是反映人口健康状况的综合性指标，在总体水平上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在个体上与不同人口群体的收入、医疗乃至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在同样的退休年龄下，不同群体退休后的余寿是不同的，从而导致能够享受养老金的时间长短各异。

例如，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整体收入水平和医疗水平都较高的国家，1997年67岁年龄组人口在65岁上的余寿，在全部人口达到17.7岁的同时，女性高达19.2岁，而低收入组的男性仅为11.3岁（Weller，2000）。中国预期寿命的差异应该更加显著，从地区差距来看，2000年上海为79.0岁，而贵州仅为65.5岁。虽然我们没有分人群各年龄组的预期寿命数字，由于中国有比美国更大的收入差距，并且社会保障覆盖率低，基本公共服务具有某种程度的累退性，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退休人口的预期余寿差异会更大。一项公共政策，只有在设计的起点上就包含公平的理念，才具有操作上的可行性。

其次，以人力资本为主要基准来衡量的劳动力总体特征不同。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延缓退休年龄以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可行前提是，老年劳动者的教育程度与年轻劳动者没有显著差别，加上前者的工作经验，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具有竞争力的。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通常是事实，如在美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中，20岁的受教育年限是12.6年，而60岁反而更高，为13.7年。目前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例如，受教育年限从20岁的9年下降到60岁的6年，而与美国的差距则从20岁比美国低29%，扩大到60岁时比美国低56%（见图3）。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延长退休年龄，高年龄组的劳动者会陷入不利的竞争地位。在西方国家，由于劳动力市场需要一个追加的劳动力供给，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可以为劳动者提供更强的工作激励，而对中国来说，类似的政策却意味着缩小劳动者的选择空间，甚至很可能导致部分年龄偏大的劳动者陷于脆弱境地：丧失了工作却又一时拿不到退休金。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情况下，劳动力短缺现象不断发生，就业总量压力也明显减缓，但是，劳动力供求中结构性矛盾反而更加突出，与劳动者技能和适应能力相关的结构性失业及摩擦性失业愈益凸显。这表明，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对高年龄组劳动者的需求，并没有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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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分年龄受教育水平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王广州、牛建林（2009）。

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城乡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45岁就开始下降。例如，城镇的劳动参与率从35-44岁的85.9%降低到45-54岁的69.3%，进而下降到55岁及以上的23.1%。对于那些年龄偏大的劳动者来说，劳动参与率的降低显然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缺乏的结果，即“沮丧的工人效应”的表现。


四 政策建议与中国特色路径

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在劳动者中，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因而临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学习新技能的能力不足，适应产业结构变化遇到更大的困难。如果这时不能退休，就意味着把他们推到脆弱的劳动力市场地位。劳动者不是同质的。在雇主感受到年轻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同时，他们并不愿意雇用年龄偏大的劳动者；当具有高教育水平和高技能的老专家受到劳动力市场青睐时，年近退休的普通劳动者仍然面临就业困难。

可见，至少就中国目前条件而言，单纯提高退休年龄并不是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唯一出路。扩大劳动力总体规模和降低社会对老年人的供养负担，恐怕不应该在当前的临近退休年龄人口身上做文章，而是需要创造条件，把当前的这一代年轻人逐渐培养成为拥有更充足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使得他们不仅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要求，而且能够在未来具备能力延长工作时间。中国应该选择一个有差别和选择自由的退休年龄制度，在近期内主要着眼于提高实际退休年龄而不是法定退休年龄。这个制度框架应该包括以下内容，通过立法和严格执法、发展教育和培训，以及广泛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安排逐步推进。

首先，严格执行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制止提前退休现象。在遭遇经济冲击和就业压力大的时期，企业在政策的默许之下推动许多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提前退休，导致实际退休年龄大大低于法定退休年龄。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宏观经济低迷时期，大量职工提前退休导致实际退休年龄一度降低到平均只有51岁。而在2009年遭遇世界性金融危机期间，返乡农民工中那些年龄偏大的，虽然往往只有40岁左右或者以上，但许多人从此不再回到城市打工。因此，严格执行现行退休年龄，并将其适用性延伸到农民工，有助于防止实际退休年龄低于法定退休年龄的现象再度发生。

当然，保持农民工劳动参与率的制度保障是多方面的，其中特别有赖于户籍制度的改革。目前，在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1%的情况下，具有非农业户口的人口比重只有35%，不仅难以稳定农民工劳动力供给，还失去了这个年轻群体可能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做出的净贡献。一方面，要通过推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内涵的深度城市化，把各种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延伸至新移民，使目前候鸟式的农民工的就业更加稳定，使他们更加乐于接受教育和培训，为将来延长退休年龄做好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以农民工为主要对象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扩面，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大幅度增加个人和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缓解养老金支付危机的效果，从目前来看要明显高于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其次，对于就业者具有受教育程度高、技能需求强的特征的部门、行业和企业事业，如政府部门、社会团体、高科技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和文化事业单位，应该实行具有弹性的退休年龄制度，允许在单位和劳动者都有意愿的条件下，适当延缓退休时间的制度。女性职工与男性职工退休年龄的统一，也可以从这些部门着手进行。养老保险制度应对此做出必要的调整，形成合理、适度的激励机制，让那些提高劳动参与率的自发性制度安排，能够得到正规制度的允许、鼓励和激励。譬如可以允许企业适度降低雇用成本，同时使延缓退休人员从工资和退休金的平衡上总体增加收入。

再次，国家通过发展教育和在职培训，提高新成长劳动力教育水平和在职劳动者的技能，并使其具备根据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更新技能的适应力，为未来整体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做好人力资本准备。由于这是一项关系长期增长潜力和具有未雨绸缪性质的事业，政府应该承担主要的财政责任，不断加大投入。近年来，随着就业岗位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比较旺盛，一些家庭特别是贫困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初中阶段辍学现象比较严重。从家庭的短期利益着眼，这种选择似乎是理性的，但是，人力资本损失最终将由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因此，政府应该切实降低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支出比例，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完成率，而通过把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让农村和贫困儿童不致输在起跑线上，也大大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完成率，并增加继续上学的平等机会。此外，应当从中长期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出发，加大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力度。

最后，加强对就业促进法的宣传和执法检查力度，制止和消除就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和户籍身份歧视。由于导致劳动者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呈反方向变化关系这种人力资本不足现象，是一种历史性的政策遗产，即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不足，是教育发展大环境造成的，而不是家庭或个人受教育激励不足的结果，因此，解决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问题，需要政府来埋单。政府公共就业服务特别应该向那些临近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倾斜，为他们提供技能培训以及更加积极的就业保护和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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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该不该保持继续扩大的势头

作为当时缓解就业压力的一个重大举措，我国高校从1999年开始大规模扩大招生，扩招后的高校毕业生于2002年和2003年先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目前每年高校毕业生已经超过600万人，预计2020年超过900万人。近年来，社会上对于高校扩招有种种议论，指出了一些负面效果，如大学毕业生数量庞大导致就业难，进而造成起薪低；高校规模扩张过快导致教学质量降低，高校负债严重甚至出现债务风险，等等。

然而，上述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教育体制改革加以解决的操作层面问题。高等教育发展加速带来的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变化是，新成长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素质得到显著改善。如果我们把各级学校毕业后未升学的总人口粗略地看作新成长劳动力的话，1999年这部分人口中高校毕业生比重为5.6%，高中毕业生比重为17.8%，而2010年这两个比重分别提高到36.0%和22.8%。也就是说，目前新成长劳动力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比重已接近60%。这个成就与高校发展目前遇到的问题相比，显然是更加主流的，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和长期的积极影响。因此，笔者建议，我国高等教育应该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甚至应该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一 保持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

首先，显著改善劳动者人力资本素质，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向生产率驱动型的必然要求。迄今为止，我国利用丰富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率，以增加要素投入为驱动力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随着我国于2004年跨过了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也将于2013年随着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而消失，保持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通过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资源重新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获得增长的驱动力。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一个关键的跨越，没有人力资本的显著改善是难以实现的。

日本在这方面有沉痛的教训。在日本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曾经发展很快。但是，日本社会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关注和对于教育质量的批评，促使政府有意放慢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高等教育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距离拉大，就劳动年龄人口中人均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限来说，日本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从1976年的45.3%下降到1990年的40.4%，回到了1965年的水平上。在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经济增长因未能转向创新驱动而陷入持续的停滞状态。例如，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对平均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1985-1991年的37%跌落到1991-2000年的-15%，导致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

其次，高等教育发展及其诱导形成的高中阶段教育的扩大，是提高受教育年限的有效手段。经济学家通常采用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作为表示人力资本的指标，并发现其对于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与否，同样有赖于劳动者素质的显著提高，即要求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普及义务教育达到的。随着义务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百分之百的水平，继续提高受教育年限必须通过高中和大学的普及。

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例如，即使伴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1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在1990-2000年期间仅仅从6.24年增加到7.56年，总共才增加1.32年，2005年为7.88年，5年中只增加了0.32年。因此，为了达到未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要求继续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并由此诱导高中入学率的提高。

再次，培养具有与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的能力和高端就业技能的劳动者，也是保持经济增长持续动力、防范经济社会风险的必然要求。按照目前相应产业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估算，如果劳动者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1.3年；转向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4.2年；即使仅仅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也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0.5年。这就是说，人力资本含量低的产业将逐渐减少，受教育水平低的劳动者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

在这方面，美国可以作为前车之鉴。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一度表现为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处于萎缩状态，导致许多青年人不上大学甚至不上高中，形成所谓“从中学直接进入中产阶级”模式。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低端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日益丧失竞争力，实体经济相对萎缩，每一次经济衰退都会永久性地丧失一部分就业岗位，形成“无就业复苏”，那些受教育水平与产业升级不相适应的劳动者群体，则容易陷入失业和贫困状态，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也日趋扩大。


二 普及高等教育任重道远

长期以来，在科学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我国赶超发达国家的一种后发优势。在某种程度上，人力资本差距形成的后发优势也得以充分利用，例如，我国占有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巨大国际市场份额就是其体现。然而，随着我国二元经济特征的逐渐消失，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不再是比较优势，必须大幅度地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一般认为，毛入学率在15%以内即为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在15%-50%之间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阶段。我国在2002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下一个目标就是普及化。发达国家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到普及化，通常用25-30年左右的时间。与此相比，我国高等教育扩张的速度其实不算快。从2002年扩招后第一批专科生毕业开始，我国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此后一直到200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年增长两个百分点。从2006年开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长速度下降，年均增长0.8个百分点。假定以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按照目前的速度增长，我国要到2042年才能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

很显然，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不能等那么久。根据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就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意味着单纯以劳动力数量衡量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将丧失。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通过扩大人力资本存量，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任务十分紧迫。而加快高等教育普及速度，无疑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关键抓手。2010年我国三级教育总入学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8.7个百分点。由于我国小学毛入学率已经超过100%，初中毛入学率已达99%，因此，这个教育差距主要是高中和大学入学率低造成的。要缩小这个差距，需要付出持续的努力，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只能加快而不能减慢。


三 政府责任与开放办学并重

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持续存在，社会上出现了对高校扩大招生的质疑声音，甚至有不少叫停高等学校扩招的言论。还有人主张通过加大职业教育发展力度取代发展高等教育的努力。如前所述，高等教育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适应能力，有利于保持制造业竞争力和就业稳定性，无疑应该得到大量发展。但是，职业教育并不能替代大学教育，也没有必要与高等教育相对立。下面，我们可以从教育的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政府在各个教育阶段责任论述这个问题。

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技能等素质，可以提高劳动者通过就业获得的回报率，通常被称作教育的私人收益率。此外，教育有着巨大的正外部性，表现为社会收益率。因此，社会收益率越高的教育阶段越是需要政府的投入。相反，在社会收益率较低而私人收益率较高的教育阶段上，家庭和个人的投入积极性比较高。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在学前教育阶段最高，依次为基础教育、较高阶段的普通教育，最后是职业教育和培训。相应地，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低，恰好呈现与此相反的顺序。根据教育的社会收益率规律以及我国现阶段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可以得出关于政府责任的若干建议。

首先，义务教育阶段是为终身学习打好基础，形成城乡之间和不同收入家庭之间孩子的同等起跑线的关键，政府充分投入责无旁贷。值得指出的是，鉴于学前教育具有最高社会收益率，意味着政府买单是符合教育规律和使全社会受益原则的，应该逐步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近年来，随着就业岗位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比较旺盛，一些家庭特别是贫困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初中阶段辍学现象比较严重。从家庭的短期利益着眼，这种选择似乎是理性的，但是，人力资本损失最终将由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因此，政府应该切实降低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支出比例，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完成率，而通过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让农村和贫困儿童不致输在起跑线上，也大大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完成率，并增加继续上学的平等机会。

其次，大幅度提高高中入学水平，推进高等教育普及率。高中与大学的入学率互相促进、互为因果。高中普及率高，有愿望上大学的人群规模就大；升入大学的机会多，也对上高中形成较大的激励。目前政府预算内经费支出比重，在高中阶段较低，家庭支出负担过重，加上机会成本高和考大学成功率低的因素，使得这个教育阶段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瓶颈。因此，从继续快速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着眼，政府应该尽快推动高中阶段免费教育。相对而言，高等教育应该进一步发挥社会办学和家庭投入的积极性。

最后，通过劳动力市场引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我国需要一批具有较高技能的熟练劳动者队伍，而这要靠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欧美国家适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通常在60%以上，德国、瑞士等国家甚至高达70%-80%，都明显高于我国。我国应当从中长期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出发，加大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力度。由于这个教育类别具有私人收益率高的特点，劳动力市场激励相对充分，因此，应该更多地依靠家庭和企业投入的积极性，政府投入的力度应该低于普通高中。此外，应建立起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及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升学通道，加快教育体制、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实现全面发展。


遏制资产性收入分配不公趋势

随着中国到达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日益紧迫。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际，相对于此前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改善收入分配已具备较为成熟的条件，理论上可以期待一个收入差距从峰顶上开始下降的库兹涅茨转折点。不过，收入差距缩小的转折点不会自动到来。本文概括库兹涅茨式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若干新事实，综述和评说关于中国收入分配趋势的不同判断，解释收入分配现状，提出如何为库兹涅茨转折点创造条件的政策建议。


一 新库兹涅茨事实

经济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是指收入差距随经济发展水平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基于库兹涅茨假说，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多种多样，并且依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发展阶段、政策取向不同，主导因素也不尽相同。

我针对中国收入分配现实，概括出库兹涅茨式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若干新事实。第一个新事实是，该转折点与刘易斯转折点在发展阶段上重合。与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潮力量相关的因素，都可能有利于改善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相对收入状况。这种发展阶段正是剩余劳动力显著减少导致工资上涨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个新事实是，收入分配改善抑或恶化，与政府意愿和政策以及相关制度安排密切相关。收入分配问题并不是自由劳动力市场的自然结果，而是受到政策和制度的影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会显著降低收入不平等。第三个新事实是，收入分配状况受到产业和技术结构特征及其变化的影响。技术进步引起的产业机会或者服务业发展，都会使收入分配格局改变成为可能。第四个新事实是，以再分配政策为重心而忽视经济增长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缩小收入差距效果方面远不如经济增长绩效本身。拉丁美洲国家一度实行民粹主义经济政策，仅着眼于增长与再分配，无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风险、外部制约以及经济当事人对积极的非市场政策的反应，这对收入分配毫无助益。


二 隐性收入恶化收入分配

既然中国已经跨过了刘易斯转折点，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应有所显现。然而，关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是继续恶化还是有所改善，以及什么因素主导收入分配状况变化，仍存在较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收入分配状况趋于改善。有学者经研究证实，一旦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迁移障碍，现存的收入不平等则会全部消失。所以，如果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正在不断消除，并且取得进展，那么，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便指日可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肯定了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政策的积极效果，得出中国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的结论。

然而，另一种观点却认为中国收入差距仍在扩大。一项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尚未出现库兹涅茨转折趋势。计算得出的全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47。2002年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455，2007年上升为0.478。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比也趋于降低，标志着不利于普通居民收入增长的态势。还有研究证实，中国居民收入中存在规模庞大的隐性收入，完全游离于常规统计体系之外，并且是以极端不均等的方式分配的。

以居民收入为研究基点来考察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正在加快。例如在1997-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9.1%，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年均增长率为7.3%。人均收入或人均消费十等分中最高10%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率，以及最高10%与最低10%的比率，均经历了2005年以前的上升和随后的下降，表现出收入分配改善的转折迹象。

然而，这一转折迹象与老百姓的感觉并不一致。在中国二元经济和体制双重转换阶段，居民收入来源与渠道较为复杂，收入取得的方式也五花八门。因此，城镇居民收入在现行统计制度下被大幅低估，并且低估的隐性收入部分并非均等地分布于各收入组。

首先，这种收入来源趋于大规模产生和大幅度增长。为提高长期以来没有成为收入来源的各种自然资源和资产存量的使用效率，通过体制转型进行了国有资产的让渡，在资源重新配置中将矿产等自然资源转到个人或集团手中，在土地开发中把土地收益权变成个人或企业所有。这导致形成长期持续性收入流的各种资源和资产被切割和分配，从名义上的国有制和实际上的无人所有，转为个人或集团所有，继而形成个人收入。

其次，这种资源和资产的分配中存在着缺乏监督、操作不规范、不透明，甚至违法违规现象，因此产生的收益具有灰色收入性质。许多这类资源及其收入流，来自土地出让、国有资产让渡、公共建设项目招投标、直接和间接投融资活动，不平等、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占有各种资源所得，如垄断信息、国有资产、土地、矿产资源等带来的收入，或者不正当经营如偷税漏税、违法违规违纪所得等，显然会被瞒报。

此外，获得能够产生持续收入流的活动，无异于旨在获得独占权和特许权的寻租活动。由于存在不透明、不公开、不公正，资源分配过程滋生出大量不合法交易并形成不合法收入。这种灰色收入的规模和扩大趋势，取决于资源分配和占有方式能否被置于有效的法律监督之下。在实质性的监督生效并遏止这些活动之前，各种各样的灰色收入将不断产生。

既然上述过程所产生的收入与权力和寻租行为有关，其分配自然是以极端不均等的方式进行，构成扩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力量。统计报表中的家庭收入主要是劳动所得和合法获得的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而隐性收入却外在于住户调查收入。所以，把隐性收入纳入统计的居民收入分组中，以考察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必然得出收入不平等趋势尚未得到遏制的结论。

如果剔除特殊的体制转型中的不正常现象，以劳动所得为主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符合库兹涅茨转折点伴随刘易斯转折点而来的理论预期。然而，把体制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考虑在内，居民真实收入有巨大部分来自资产性或财产性收入，且这部分收入的分配严重不均等，则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库兹涅茨转折点远未到来。居民和社会所感受到的分配不公，恰好源自这部分数量庞大且来自于机会不平等的收入。


三 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建议

从理论出发认为库兹涅茨转折点已经到来，而无视现实中存在的严重不平等及其可能引起的社会反应和经济后果，会降低研究的政策针对性；如果仅仅看到收入差距存在的现实，却未触及问题根源，也会导致错误的政策导向。例如，如果不能揭示导致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资源和资产的分配不公，就可能把政策引向工资均等化的轨道上，过度依赖在劳动报酬为主的常规收入上进行再分配，不仅对于那些不合理地大规模占有资源的群体并无触动，反而会伤害中等收入者，并且忽视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所造成的弊端和潜在的风险。

既然导致中国收入分配继续恶化的主导因素是资产性和财产性收入的严重不均等，解决收入不公问题，应从增量、存量和收入流三个角度着手。解决增量形成的不公问题，应着眼于在土地、矿产资源的开发过程中依法执法，通过规范的程序，从制度上杜绝权力的介入。为防止土地农转非过程中对农民利益的剥夺，要加快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确权，严禁任何形式的对农民物权的侵害。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和集团手上，需要明确和严格界定产权，规范产权变动。最大限度消除领导干部个人的资源分配权力，加强监督和加大反腐、防腐力度是更根本的解决办法。解决已形成的不合理分配的存量问题，应着眼于利用税收手段，旨在调节收入分配的遗产税和房产税等税种应尽快出台。鼓励和推动企业职工持股，也具有一定资产占有均等化的效果。解决由资源不平等占有形成的收入流问题，应逐步解决中国税制结构是间接税比重过高，直接税比重过低的特点，提高税制的累进性质，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此外，还应在以下方面进行具有长期效果的制度建设。首先，劳动力市场变化对收入分配改善仍然非常重要。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创造了工资性收入差距缩小的基本条件。增加就业岗位、均等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将始终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途径。然而，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实质性缩小有赖于包括政府劳动法规在内的一系列劳动力市场制度，如最低工资、工会、工资集体谈判等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其次，有关收入分配和改善民生的政府政策对缩小差距仍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高度关注民生的政策已取得良好效果，但是，政策效果也部分被资源分配的不公现象所抵消。因此，改善收入分配政策应有实质性调整，即在继续实施推动结果平等的各项政策的同时，更多地转向消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收入分配政策的影响，使资源分配、占有和使用摆脱权力的干扰，实现机会平等。

最后，更加包容和均等化的教育发展是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办法。提高全民素质和劳动技能，要更加注重公平和均等，解决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公平问题。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潜在地存在排斥低技能劳动者倾向，而提高整体教育水平，保证所有劳动群体人力资本不断提高，是防止出现这种现象的最有效屏障。

最后，政府改善收入分配的努力，要着眼于在经济增长与再分配政策之间形成恰当的平衡。中国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欠债太多，要求在一段时间里大幅度增强体现在政府公共服务中的再分配力度。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需要政府发挥更积极、更主导的作用。但是，保持经济增长的适宜速度仍是不可回避的重要目标，实施再分配政策时要依照法律规定有效调节高收入、培养中等收入群体和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状况，同时防止政策的随意性，避免伤害劳动就业、合理消费、资本积累和投资积极性。


改革优先序和切入点在于社会领域

以普通劳动者短缺和工资上涨成为普遍现象为标志，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发展发生了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已经迎来其刘易斯转折点；从实践上，我们看到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正在改变着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终将逐渐丧失。与此同时，由于我国仅仅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尚未获得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因此，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取决于能否稳定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这必然要以进一步的改革为前提。


一 导致政府失灵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一个国家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从而面临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投资者和企业必然对此做出必要的反应和调整，相应地，也要承受转型的成功和失败后果。例如，它们会改变投资部门和地区，以便按照动态比较优势的方向，探索形成新的竞争力。通常，在比较优势变化情况下的这种微观调整是痛苦且风险巨大的，投资可能选对方向，也可能选错，因而被淘汰出局。要激励投资者和企业将这种探寻进行下去，需要构建一个“创造性毁灭”的环境，即让失败者退出，把成功者留下并由此生存、发展和壮大；同时形成一种适当的风险补偿和分摊机制，帮助投资者敢于和甘于承受创新的风险。

一旦这样的机制不存在，社会的这种旨在探寻比较优势的风险投资，相比其应有的水平就会低很多。这时，探寻动态比较优势的努力，就会呈现出一种假象，似乎这是一个具有外部性的活动，单个的投资者和企业缺乏激励去做，因而，政府取而代之或者介入其中，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政府在比较优势变化加快的时期，介入直接的投资活动，以寻找具有潜在竞争优势的部门、地区等新增长点，在赶超型国家是一个常见现象。正如在我国可以看到的，这类政府干预可以体现在一系列政府战略和政策之中。首先，在诸如实施产业振兴规划、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等产业政策，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等长期发展政策中，政府实现着干预投资领域乃至直接进行投资等意图。其次，在应对宏观经济周期现象时，政府通过出台经济刺激方案等宏观经济政策，引导或直接投资于自己确定的优先领域。再次，政府通过对企业、部门、产业进行补贴等保护性政策，实现自身的投资与扶持意图。

但是，无论多么高明的政府，都不能保证此类干预所引导的投资方向是符合动态比较优势的，因为虽然政府出发点是代替企业和单个投资者进行选择，而其对价格信号的反应，实际上并不比每一个和千千万万个企业更加敏感，更不要说这种政策的实施中，政府往往会有意扭曲生产要素价格，还会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在其他国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越俎代庖和各种干预曾经导致诸多失败，有着大量的教训可供我们吸取。如日本重化工业化战略及其他产业政策的实施，从未选择出比市场脱颖而出新兴部门更具竞争力的产业；自日本经济陷入停滞，各种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方案推出了大量投资，也依然回天乏力；而日本政府对缺乏竞争力企业的保护，反而造就了大量僵尸企业，降低了整个经济的效率。


二 靠投入和支出责任约定政府职能

其实，即使不讨论政府的比较优势选择是否可以比企业更加准确，这种政府干预活动也必然导致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政府介入的产业政策手段，通常只是提高资本劳动比，即加速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因为政府在这个时候乐于深深介入投资活动，但却不是直接经营者，因此这类投资与日常经营活动的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是脱节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就只剩下提高资本劳动比这一种了。过快提高产业结构的资本密集程度，通常会发生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事实上，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减慢的情况下，物质资本投资增长率相应加速，而资本边际回报率则持续而显著地降低。新古典增长理论证明，一旦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增长的可持续性就受到了制约。

第二，投资活动一旦有了政府的显著介入，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投资的“潮涌现象”。实际上，在千千万万单个投资者进行选择的条件下，在理性预期假设下，我们应该看到多样化和风险对冲的动态比较优势选择，而不会出现“潮涌现象”。而只有在政府介入投资活动的情况下，不仅政府及其引导的投资规模较大，更是以其引导性和产业关联放大这种投资影响，引领投资涌向同一方向或同一地区，从而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在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的发展阶段上，新的产业结构选择正确与否，与谁作为选择的主体密切相关。单个投资者和企业的风险投资行为，在个案上是可能犯错误的，但恰好这种独立的风险，使得产业结构成功率在总体上保证最大。而政府过度干预行为，几乎从未成功地选择准确对应比较优势变化的新兴产业。经济史表明，在这个关键的发展阶段上，政府干预现象经常出现，因而选择失误的例子俯拾皆是。只有把投资和承担其风险的职能归还给单个的企业，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话虽如此，如果政府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它也就不知道不应该做什么。有三个原因使得中国的政府尤其如此。其一，政府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积极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并且被公认为是十分成功的；其二，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府通常认为自身可以大有作为，因而在许多经济活动领域中都跃跃欲试；其三，中央和省一级政府有充裕的财力在手，旨在探寻新比较优势的投资似乎是恰当的出口。鉴于此，转变政府职能要因势利导，即不是简单限制其活动，而是将其引入适合政府作用的领域，使其从此乐此不疲、心无旁骛。


三 社会领域——改革主战场和突破口

为加强社会事业发展而进行投入，如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和培训、构建基本公共服务网络等领域的投资，最符合政府职能定位。这是因为这些领域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因涉及民生而有利于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因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而具有报酬递增性质，因此，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要求的投资领域。更重要的理由则是，社会事业是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瓶颈领域，长期以来投入不足及至欠账甚多。

如此重要的发展领域，何以竟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呢？原因是体制的严重制约。社会共识是，这些社会发展事业的管理体制，是改革的滞后领域，存在着诸多改革未曾深入触及的盲点乃至死角，有时还会被称作传统体制的最后堡垒。因此，政府在社会领域施展身手，必须以相关体制改革为前提，把激励搞对。更重要的是，这类改革还符合选择改革优先序的几个基准：

一是有最大的改革紧迫性。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无疑有赖于社会领域改革以清除体制障碍。在探寻新的比较优势的发展阶段上，相关改革尤其紧迫。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对于挖掘劳动力供给制度障碍，以及提高劳动者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的紧迫性；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对于保持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保护劳动者权益、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的必要性；形成社会保护体系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中职工转岗的保护的重要性。

二是有最强的改革共识。如果一项改革能够在从顶层到中层，一直到草根形成全面的共识，就具有最大的政治合法性。社会事业领域体制建设，特别是有利于改进民生的体制改革，在中央文件里面可以反复看到，在“十二五”规划中篇幅最大，不仅是其重要性的标志，也最容易实施推进。

三是具有帕累托改革的性质。中国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那些使某些群体在改革中有所失的改革是最难推进的。特别是，当“有所失”的这些人是对改革决策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改革更是走不通的。因此，我们要尽可能选取那些对既得利益伤害少，但能让更多人获益的领域进行改革。社会事业最接近这种性质的改革。

四是对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有重要意义。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靠增加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投入，不再是经济增长可行的驱动力，而未来的经济增长源泉只能来自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技术进步等方面促成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在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改革，直接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科技生产率的释放。


在社会发展领域收获改革红利

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人均收入达到7000-17000购买力平价美元时，有很大的减速可能性。如果这个减速程度很深，而且不是暂时性的，这个曾经的高速增长经济体还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按照同等口径计算，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恰好处于这个减速概率最大的区间，因此，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过渡到高收入阶段，是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紧迫任务。

虽然大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同意，通过深化改革保持增长可持续性，是应对这一挑战的重要途径，但是，现实中推动改革却遇到两个难题：其一，迫切需要推进的改革领域可以列出一个庞大的清单，而究竟如何确定优先序则始终没有一锤定音；其二，很久以来政府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产业政策和投资项目上，改革没有被放在优先的议事日程上面。作者认为，在众多的改革任务中，社会领域的改革具有优先序，不仅本身是极其紧迫和重要的，对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引领作用，还可以指明和引导政府积极介入的投资方向。


一 投资主体转换导致的“潮涌现象”

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成因，就是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传统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而尚未找到赖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比较优势产业。具体表现是，大多数减速后不能保持可持续增长的经济体，通常都遇到过缺乏有效益的投资领域，从而整个社会缺乏投资冲动的难题。一些国家对此做出的反应就是反复推出刺激方案，力图通过政策诱导的大规模投资打破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但是，许多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验都表明，这种努力往往不能奏效。例如，尽管尝试了各种刺激政策，日本经济增长率还是从1955-1975年的平均9.2%降至1975-1990年的3.8%，进而跌落为1990-2010年的0.85%，减速变为了长达20余年的停滞。

一个社会的投资，通常要求在纯粹的“私人产品”到纯粹的“公共品”这个广大的“光谱”中形成一种平衡，但是，由于不同类型投资的主体是不一样的，每个时期的私人储蓄率、技术可得性、宏观经济景气、需求强度以及政府财力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现实中不同类型的投资往往会集中发生，即在某一时期此类投资可能起主导作用，另一时期其他类别的投资占主导，这样就形成了投资的“潮涌现象”。在实施刺激性方案或战略的情况下，如果人为刺激的投资未能选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还导致资本报酬递减，这种投资“潮涌现象”不仅无助于促进可持续增长，还会造成宏观经济的失衡。

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可以从私人产品到公共品做一个性质排序，把社会投资粗略地分为三个类别。类别Ⅰ是这样一种投资，通过形成私人产品的生产能力和实施生产，追求即时的、私人的回报。由于这类投资的回报是排他的，因此，投资诱因是市场化的，投资主体为独立自然人或法人，如个人、企业和其他营利组织。类别Ⅱ是这样一种投资，通过在或多或少具有公共品性质的领域如基础设施投资，追求获得长期的，并且具有共享性质的回报。这种投资的回报可以通过制度设计而具有排他性，但是与前一类投资相比，具有更明显的外部性。因此，政府往往以某种方式介入或干预这类投资。类别Ⅲ则是这样一种投资，回报是长期的，并且具有更为显著的外部性，以致常常不能明确地界定受益者。这类投资领域包括政府、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基础教育、基础研究，等等。据其性质，政府更深地介入这个类别的投资过程。

在迄今为止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包括各种经济成分在内的投资主体，在类别Ⅰ的投资活动异常旺盛，在一定时期投资回报率也很高，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十分显著的贡献。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国有企业进行抓大放小的改革，国有经济部门在拉动投资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力显著增强，这类投资的政府介入愈见明显。特别是在包括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区域发展战略的推动下，以大型制造业项目、产业振兴项目和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对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即投资类别Ⅱ，也越来越成为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出台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中达到顶峰。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因素中，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也到达无以复加的程度。


二 刘易斯转折点后的投资报酬递减

政府和国有企业在投资中占据日益增大的份额，不仅加重了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而且导致资本报酬递减。投资的“潮涌现象”与比较优势变化的趋势有关。虽然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标志的刘易斯转折点，只是在2004年前后才显示出明确的到来，但是，在此之前比较优势的变化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逐渐发生的。应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式微的对策，无疑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资本投入增长加速的势头。但是，如果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也呈现下降趋势，这种资本深化的结果不可避免地是资本报酬的递减。因此，自90年代初以来资本增长加快的同时，资本回报率相应下降了。

新古典增长理论在劳动力短缺的假设下，预见到了资本-劳动比不断提高必然导致资本报酬递减。在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使中国经济增长在一段时期内免除了这个资本报酬递减律的困扰，获得了人口红利。但是，劳动年龄人口虽然至今仍保持增长，事实上早在90年代初已经开始减速，而这与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在时间上是吻合的，可以看作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先兆。因此，虽然上述投资“潮涌现象”反映了寻求新的比较优势的尝试，以及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改善劳动生产率的努力，也算是符合经济逻辑的。但是，资本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表明，通过更为密集的资本投入这个途径保持增长可持续性，似乎并非畅通无阻，因而需要另辟蹊径。

政府主导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大规模投资，看上去好像可以逃脱资本报酬递减的命运。因为投资于公路、铁路、航空、港口、能源，以及城市建设等领域，回报具有长期性和外部性，需要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价其效益。或许是出于这种理念，这类投资大有成为新的“潮涌现象”的势头。但是，这种效益的不同评估方式并不改变投资需要回报这个根本要求。即使在投资类别Ⅱ这种需要适度超前的领域，因为用于投资的资金归根结底是有成本的（实际融资成本和机会成本），如果过度超前，同样会导致产能过剩从而报酬递减现象。在地方政府的这类建设投资高度依赖土地财政或者负债的情况下，建设效益显现出来之前也可能就出现了债务危机。许多经济体减速的长期趋势，往往是以周期性的事件作为拐点的。中国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探寻新的比较优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良好愿望，便会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三 报酬递增的投资与社会领域改革

提高资本-劳动比固然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之一，但是，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为这一途径设置了限度。只有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不竭源泉。这个道理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改善全要素生产率并保持其持续增长的秘籍，却是由如日本这样经历过因全要素生产率徘徊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的国家用惨痛的代价换来的。即便这些经验和教训如此弥足珍贵，却仍然鲜为人知或者被包括日本的决策者在内的人们所忽略。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通过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非农产业）转移，可以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增长，已经获益于这个效率源泉。通过变革体制、改善管理、积累人力资本、激励当事人、创新技术和更新生产流程，可以获得全要素生产率的另一个源泉，即技术效率。这个道理也是不言而喻的。关键在于如何使这些事件在现实世界里发生，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才有助于这种效率的实际获得。

简单的答案是：政府减少对直接经济过程的介入和干预，转而着力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并创造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环境。很显然，这涉及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这时，投资类别Ⅲ就闪亮登场了。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为目标的社会事业投资，不会发生报酬递减的现象，因而是不会犯选择性错误、具有可持续性的投资领域。并且，教育、培训、科学研究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因直接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和预期，发挥其生产和创新的主动性，也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不过，这类投资看似市场回报不那么直接，价格信号也不那么明显，有时还会遇到激励不足的难题，非要有良好的制度安排，不能引导充足的投入。因此，我们需要一系列相关的改革。

具体来说，这样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一些领域和突破点。第一，教育体制亟待一个脱胎换骨式的改革，核心是实现“政教分离”，即政府集中于管理、规范和公共教育资源的均等性分配，而给予教育事业更充分的空间实现自主发展。当务之急包括放松对社会办学的制度禁锢，同时实现高中教育和学前教育的义务化。第二，通过接纳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以及消除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均等性，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第三，社会保障制度要在提高覆盖率努力的同时，理清并确立总体思路，避免保障项目的碎片化倾向，在人口加速老龄化的条件下保持其可持续性。第四，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为重点，推进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设，实现劳动者报酬和工作条件决定的良性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上述改革领域不仅是进一步深化整体改革的重点，这些领域的改革也是众多改革选项中“低垂的果子”，已经显现出可以迅速切入的改革突破口，因此应该给予最高的优先序。首先，社会领域的改革有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的管理能力也是稀缺资源，一旦在社会领域明确了政府的责任，特别是与政府管理和服务有关的支出和投入责任的硬化，不仅有利于直接引导政府职能向这些方面的转变，也会因为优先序的变化，降低政府部门干预直接经济过程的机会。其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也表现在社会领域改革的相对滞后上面，因此，不仅这些领域的改革越来越紧迫，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同时也使这些领域的改革边际收益最大，相对而言，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推进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

人们习惯于从需求方认识经济增长源泉。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可以指出许多经济“新增长点”，关注的主要是城市化和中西部地区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的投资需求；政府想到的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抓手”，如实施推动投资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经济刺激计划。毋庸置疑，投资永远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在一定限度内也是必要的。但是，在今后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中，这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思维和实施方式可能不再奏效，甚至可能产生欲速不达的后果。

然而，从供给方着眼，通过改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条件，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进而支撑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则是一条可选和必选的途径。许多人以为经济体制改革只可能在较长的时间里见到促增长的效果，其实，从中国实际出发，有诸多领域的改革的确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换句话说，改革固然有一个更加理想化的终极目标，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其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效应才能推动。因此，围绕提高潜在增长率推动改革，不啻一种充分的激励和强大的动力。


一 经济增长减速趋势

改革开放至今，人口红利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而且贯穿于高速经济增长的每个因素之中。例如，对经济增长做出主要贡献的资本形成，不仅得益于抚养比下降促成的高储蓄率，而且因劳动力无限供给阻止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使得投资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有效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此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当然，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如果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减速就是必然的。

2010年便是中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之年。根据人口普查数据预测，201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随后绝对减少；据此计算的人口抚养比同时达到谷底，随后迅速提高。因此，在预测今后潜在增长率时，劳动力供给这个变量是负增长。此外，由于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发生，近年来资本边际回报率显著下降，今后资本形成的增长率也必然减缓，即假定2012-2020年中国平均投资增长率约为13%。因此，即便在假设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不发生大幅度跌落的情况下，潜在增长率也会以较大的幅度下降。

在上述假设下，我们做出的估算是，潜在GDP年增长率将由“十一五”时期的平均10.5%，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2%和“十三五”时期的6.1%（见图1）。潜在增长率是在资本和劳动都得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在一定生产要素的供给制约下，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限度内，可以实现的正常经济增长率。这个定义有两个含义，即在充分就业的假设下，只要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第一，就不会产生周期性失业现象。这就是为什么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不能达到8%，劳动力市场上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就业压力，民工荒和招工难反而继续成为企业发展瓶颈；第二，也不需要额外的需求刺激。2001-2011年期间，拉动GDP增长的需求因素中，消费需求贡献了4.5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投资需求）贡献了5.4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了0.56个百分点。因此，即使“十二五”期间净出口的贡献为零，投资需求减半，靠国内消费需求和一半投资需求形成的需求拉动（4.5个百分点加2.7个百分点，共7.2个百分点），也足以支撑这一时期的潜在增长率（7.2个百分点）。而且，这样的增长速度更符合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立在更加平衡、更加协调和更加可持续的基础上的要求。

对于我们做出的这种判断，一个可能的质疑便是：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这一个因素，是否足以推论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必然下降。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泛化也没有夸大人口红利，而只是恰如其分地以其实际作用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不过，我们的确需要扩展对于人口红利的认识。即它并不简单地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上面，甚至可以说，充足劳动力供给是人口红利一个相对不重要的作用方面，而最重要的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一性质，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经济）没有陷入“克鲁格曼的魔咒”（Krugman，1994）。那是因为东亚经济有一个蕴含潜在人口红利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特定的人口转变过程（Cai，2010）。因此，人口转变阶段变化了，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也随之发生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和模式也必然变化。

[image: ]


图1 估计的GDP潜在增长率（1996-2020）


二 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空间

一个从二元经济发展向新古典增长转变的国家，随着传统增长源泉如人口红利的式微乃至消失，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由于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付出艰难的努力，不再有捷径可走，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从上一个五年规划期的10.5%到7.2%这样的下降幅度，则是由于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所致。在成熟的经济体，由于没有显著且突兀的结构变化，因此，潜在增长率通常反映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而对于二元经济发展到新古典增长的根本性转折来说，潜在增长率发生的变化必然是急剧而陡峭的。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戛然而止的转折点，延伸为一个相对平缓的转折区间，以便赢得时间予以应对呢？换句话说，按照自然趋势，潜在增长率到“十三五”后期将会降到6%以下，以后会进一步降低。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仍然处在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我们还需要保持适度、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是否可行呢？

答案是肯定的。潜在增长率是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现有生产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达到的合理经济增长速度。可见，改变生产要素供给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都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在估计潜在增长率时，我们曾经假设了劳动力供给逐年减少，同时假设劳动参与率不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相对稳定但略微下降。但是，这些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变量并非一成不变。事实上，无论是经济史还是我们的模拟都表明，改变上述一些假设，即按照经济发展的逻辑，加大激励提高劳动参与率，创造条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模拟表明，在2011-2020年期间，第一，如果每年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使平均每年的潜在GDP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第二，如果每年都能够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平均每年的潜在GDP增长率将提高0.99个百分点。毋庸置疑，这种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提高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在图2中，我们描述了这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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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潜在增长率的提高途径

毋庸讳言，这样的模拟就如潜在增长率估计本身一样，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自然会在经济学家中引起诸多的争论。不过，如果我们不拘泥于精确的数字，而立足于接受其传达的政策含义，这种研究无疑是有价值的，至少是聊胜于无。也就是说，虽然模拟总是以一些不尽精确的假设和数据为基础的，但是，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能够积极且显著地改变潜在增长率，无疑是正确的、符合理论预期的结论。

理论界和政策界的一个共识是，深化改革是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根本途径。在很多情况下，也许不该过分功利地看待改革，以追求短期GDP作为改革动因和改革目的。不过，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未富先老”，这既带来格外严峻的挑战，也创造独一无二的机遇。换句话说，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的确存在着一些改革领域，如果得到实质性的推进，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产生立竿见影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


三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便是这样的一个领域。现行的户籍制度仍然起着一种阻碍劳动力充分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作用。虽然目前已经有1.6亿农村劳动力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但是，由于尚未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市民，他们作为城市产业发展所需的主要劳动力供给，却处于不稳定和不充分的状态。另一方面，缺乏社会保障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的充分覆盖，农民工也难以发挥其本来应有的消费者作用。所以，一旦通过改革消除这一制度性障碍，可以产生一石三鸟的效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即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同时，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和农民工市民化，既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可以通过消除制度障碍疏通劳动力流动渠道，继续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未来10年，是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与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处在这个发展阶段上的其他国家，平均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为14.8%，比中国低10个百分点到20个百分点，因为按照学者的估算，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4%左右，而按照官方统计口径，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35%左右（见图3）。这意味着在今后10年乃至20年时期中，从现有的农业劳动力出发，中国每年需要减少数百万农业劳动力，即每年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1个百分点以上。这样的话，就能保持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进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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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农业劳动力比重与中国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都阳、王美艳（2011）。

户籍制度改革还通过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扩大其消费水平。由于农民工尚未获得城镇本地户籍，他们的就业和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险的覆盖水平还十分低下，并且不能产生长期的和确定的居住预期。这种状况导致他们的终身收入流缺乏稳定性，从而使得他们并不能成为像城镇居民一样的正常消费者。

例如，在2011年外出的1.59亿农民工中，加入社会养老保险的比重为13.9%，加入工伤保险的比重为23.6%，加入基本医疗保险的比重为16.7%，加入失业保险的比重为8%，加入生育保险的比重为5.6%。虽然这已经比几年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仍然大大低于城镇劳动者的覆盖水平。同年城镇劳动者的上述社会保险覆盖率分别为60.0%、49.3%、52.8%、39.9%和38.7%。在这种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农民工只好把收入的1/4左右汇回农村老家，作为个人的保障方式以平滑自身消费。也就是说，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很大一部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能够达到城镇居民的水平，即便在收入不提高的情况下，他们的消费至少也可以增加1/4，中国消费需求将显著地扩大，可以明显促进中国经济再平衡。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在党的报告中，这是第一次做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并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要求，是城乡统筹、城乡融合的一个崭新目标和顶层设计。同时也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三条并行的路径，即第一，吸纳农民工成为城市户籍人口；第二，为尚不具备条件成为市民的农民工，努力提供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第三，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对城乡居民的全面覆盖。

从某种程度来说，上述户籍制度改革路径似乎早已确定，许多地方政府甚至探索了一些有地方特色的实施政策。但是，这一改革在实际推进中可谓步履艰难，整体来说进度并不理想。地方政府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既有动力也有顾虑。虽然总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触动紧密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上似乎容易达成共识，但是，仍然有两个原因使得地方政府犹豫观望、踌躇不前。

第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缺乏为接受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埋单能力。在目前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和财政能力之间已经不对称的情况下，扩大覆盖范围无疑会使地方财力更加捉襟见肘。在农民工对税收的贡献没有被地方政府清楚地识别，或者乐于以外来人口贡献“补贴”户籍居民的条件下，易造成由地方推动实质性的户籍制度改革的激励不足。

第二个原因是，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冲动十分强烈，但是，在今后中国面临的风险越来越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时，地方政府具有免费搭车的倾向，有意无意地把最终责任推给中央政府。固然，在党中央新的领导班子形成后，各级党和政府领导在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过程中，也将更具战略性眼光和思维。但是，推进改革始终应该依靠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

由于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难以单独靠地方政府达到实质性推进。因此，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局部推进，需要遵循三个重要原则。第一，中央政府要提出改革目标和实施时间表。即把以户籍人口为统计基础的城市化率作为指导性规划下发给地方政府，分人群有条件地设定完成改革的截止期。例如，举家外迁的农民工家庭目前超过3000万人，应该尽快使他们成为市民。第二，明确区分中央和地方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中的财政责任。建议中央政府承担义务教育责任，由地方政府为社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生活救助项目埋单，同时尽快实现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第三，地方政府根据中央要求制定改革路线图，按照时间表推进改革。对于尚未纳入市民化时间表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地方政府有责任尽快为其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仍然有着巨大的潜力。即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生产率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相应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改进的企业，可以提高行业进而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研究表明，在美国，通过部门内企业的进入、退出、生存、消亡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30%-50%（Foster，et al.，2008）。此外还有研究表明，中国部门内企业间生产率差异巨大，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0%-50%。这两个数字如此巧合的含义是，迄今为止，中国尚未获得这种类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

这就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拆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通常，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往往盯住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强调国有企业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但是，鉴于这个改革领域深深地触及既得利益，不仅要做到十八大报告要求的“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还应该从策略上把改革转向不针对任何所有制，着眼于创造公平竞争制度环境。允许各种类型（不论大小和所有制）企业平等进入所有竞争性行业，获得同等竞争条件和待遇。在竞争性领域，让任何长期缺乏效率的企业退出经营，而无论以前的贡献如何。


参考文献

都阳、王美艳：《中国的就业总量与就业结构：重新估计与讨论》，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2——“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Cai，Fang，“Demographic Transition，Demographic Dividend，and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China Economic Journal
 ，Vol.3，No.2，2010，pp.107-119.

Foster，Lucia，John Haltiwanger，and Chad Syverson，“Reallocation，Firm Turnover，and Efficiency：Selection on Productivity or Profita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8，2008，pp.394-425.

Hsieh，Chang-Tai and Peter J.Klenow，“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CXXIV，Issue 4，November，2009，pp.1403-1448.

Krugman，Paul，“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1994.

（此文系与陆旸合著）


转折点之后的就业挑战

一 引言

2012年对于研究劳动经济和人口问题的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第一次降到了8%以下。对于以往经济增长率坚持保八，温家宝总理的解释是，如果没有8%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无法解决每年2400万新增就业的要求。然而，2012年，这个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逻辑被打破了。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是7.8%，这一年仍然超额完成新增就业任务；城镇登记失业率4.1%，与上年持平；103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市场上的岗位数与求职者人数比率也高于上年；实际工资水平继续上涨。工资上涨的一个附带结果是，全国有23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从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的220个城市看，名义平均提高幅度为14.4%。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应该如何刻画这个变化及其政策含义呢？

一个长期经历二元经济发展的国家，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通常会跨越两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即出现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这个转折点发生于2004年。从那时之后，民工荒和工资上涨从未停止。但是，这个转折点终究不意味着劳动力的绝对短缺，只有到达第二个转折点，即以人口年龄结构的实质性变化为特征的转折点之后，劳动力绝对短缺才逐渐出现。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中国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了345万。其实，我们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已经看到，很可能从2011年就开始了这个人口组总量的减少，预计在2011-2020年期间将绝对减少近3000万。不管怎么说，2011年或者2012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这个劳动力的基础人口绝对减少，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也开始升高。这都是以往从未发生过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口红利就正式开始消失了。

在争论中国是否迎来其刘易斯转折点时，鉴于经济发展阶段具有长期特点，其变化也反映在一定的时间区段内，因此，有人建议用“刘易斯转折区间”的概念代替刘易斯转折点。这个建议是有道理的，但是也要防止把“区间”无限延伸，以致失去“转折”本来所具有的含义和内在规定性。这样看来，我们把上述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及其间隔，作为刘易斯转折区间是比较恰当的（见图1），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经验对发展经济学的一个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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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区间

资料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版。

我们说在经济增长率低于8%的情况下没有出现就业冲击，实际上是指没有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根据经济学理论，如果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话，则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根据估算，2012年中国潜在增长率应该为7.5%，这一年的实际增长率为7.8%，因此没有周期性失业现象发生。当然，失业现象仍然会有，但是，那主要是因为劳动者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不匹配，或者人们找工作需要一个摩擦的过程所造成的失业，也就是说，自然失业总是要存在的。

长期以来，我们不断地被告知，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大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劳动力市场将长期处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状态。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强调意在提醒政府和社会不要忽视就业的优先地位。在一段时间内，为了防止出现对就业问题的忽视，否认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似乎成为善意的谎言。但是，这个国情和状态，以2011-2012年为转折点，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在相继经过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之后，是不是就业不再成为问题了？劳动力市场长期以来已经开始偏紧，农民工短缺的现象反复出现，而且即使在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降的2012年，我们听到的主流呼声仍然是招工难，而不是就业难。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是不是可以高枕无忧呢？我觉得其实恰恰在这个时候，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担忧。本文着眼于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问题的考察，借此揭示劳动力市场未来的风险，尝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 潜在的劳动力脆弱性

正如中国社会所普遍关注的，中国就业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群体身上：进城农民工、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和高校毕业生。我们可以从这三个群体，看结构性和摩擦性的就业困难和自然失业问题。

目前官方的城镇就业统计主要涵盖城镇户籍人口的就业，大部分外来农民工被遗漏了。如果进行一定处理从而把农民工算在内的话，2011年城镇就业人员总量有4.3亿，其中35%为进入城镇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而在当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里面，有65%是农民工。也就是说农民工已经是城镇就业的主体，未来增量将越来越大了。

从2011年看，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6年。这个人力资本状况使他们恰好适应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要求劳动者有9.1年的受教育年限），以及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要求9.6年的受教育年限）。但是，未来中国经济的趋势是，经济增长速度减慢而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按照岗位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即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岗位10.4年，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岗位13.3年。显而易见，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尚不足以支撑他们转向这些新岗位。

在经历了刘易斯转折点，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并且普通劳动者工资提高速度很快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似乎不解就业困难的愁滋味，常常在初中毕业之后不愿意升学，高跳槽率也意味着放弃了许多在职培训的机会。更有甚者，许多农村青少年甚至未完成义务教育就急于外出打工。但是，劳动力市场的这个黄金时光并不会延续长久。那些人力资本不能适应未来劳动力市场对技能需求的农民工，就会遇到结构性失业的困扰。

传统上，“有来有去”的劳动力迁移模式，是一种解决农民工失业的手段。但是，劳动力迁移越来越是单向的，这一手段在今后不再奏效。2011年，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的61%，他们中有33%在16岁以前生活在各级城镇而不是农村，有38%是在各级城镇上的小学。可以说，他们大多从未有务农经历，更没有回到农村务农的意愿。不仅如此，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已经越来越依赖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变迁，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

可见，防止未来农民工面对就业风险的根本办法，在于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鉴于农民工是一个不断地被新成长劳动力所更新的群体，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和激励机制，使新成长劳动力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尽可能多地接受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应该成为政策应对的关键点。

与农民工的情况相反，具有城镇户籍的劳动者群体，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老龄化趋势。实际上，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入，城镇劳动力的年龄会比实际显示的要老化很多。例如，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城镇常住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中，20-29岁组的比重，外地户籍人口为35.0%，本地户籍人口为21.6%；而50-59岁组的比重，外地户籍人口为7.2%，本地户籍人口为19.3%（见图2）。

根据年龄与受教育年限之间关系的特点可知，具有城镇户口的劳动力中，有一个较大比例的人群，人力资本禀赋明显不足，表现在年龄偏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对技能的更高要求。这部分劳动者被政府识别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作为重点扶助的目标人群。城镇劳动者的这种人口构成，决定了总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经常处于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状态，构成劳动力市场上典型的自然失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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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城市常住劳动年龄人口年龄构成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估算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自然失业率大约为4.0%-4.1%
 
[1]

 ，与多年以来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一致。众所周知，城镇登记失业的统计对象仅为具有本地户籍的城市居民，也就是说，本地劳动者仅仅承受结构性和摩擦性的自然失业。很显然，农民工成为周期性失业的唯一承受者。伴随着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农民工返乡与民工荒反复交替出现的现象，就可以证明这个结论。

说到城镇劳动者面对的自然失业风险，还要再次提到这个群体人力资本构成的一个特点。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发展成就显著，异常迅速地增加了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分布特点相应表现为，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少。由于城镇劳动力年龄偏大，所以人力资本不足人群的比重也较大。在产业结构变化十分迅速的条件下，很大一部分劳动者难以符合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要求，很容易陷入结构性失业状态。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以及他们的工资与低端劳动者趋同，越来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并且成为一些质疑者批评高校扩招的依据。应该说，高校扩招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是急剧的和根本性的，使得人们未能充分理解和良好应对。这个根本性变化就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中国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1973年，一位美国学者马丁·特罗（Martin Trow）提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指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在15%-50%之间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阶段。按照这一理论，在2002年即在扩招的第三年，中国便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之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一些特有规律性现象逐渐显现出来，认识不到其背后规律的话则会误导舆论和政策。

劳动经济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特别是接受过大学本科以上教育之后，寻职者实现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要找到相对理想的工作，需要花费较多的寻找和转换时间。因此，单纯用大学毕业几个月之后的就业率，以及毕业生的起薪水平进行判断，并不能得出关于这个群体人力资本优势的正确结论。事实上，在经历了较长的寻职时间并实现初次就业之后，具有较高学历的劳动者仍然会处在寻职过程中。此外，较优越的人力资本条件也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获得职业发展，从而最终处于劳动力市场的有利地位。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双重的。一方面，高校毕业生面临的结构性困难，虽然具有规律性，但是，仍然需要劳动力市场功能和就业政策给以帮助。另一方面，专业和课程设置不当、教学质量低等问题，无疑也增加了大学毕业生面临的结构性就业困难，给改革和调整高等教育体制提出了诸多课题。不过，这显然不能成为减缓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理由。




 [1]
 都阳、陆旸：《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及其含义》，《世界经济》2011年第4期。


三 教育可能过度吗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时期，中国的教育发展成就可圈可点，不仅巩固了以往的教育成果，而且通过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扩大招生，实现了教育的大幅度跃升。教育发展被转化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重要贡献因素。

粗略地，我们可以把每年各级学校毕业未升学的青少年，看作是该级教育水平的新成长劳动力。在新成长劳动力中，仅具有小学毕业程度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显著下降；相应地，初中毕业生比重大幅度提高，在90年代以后尤其突出；而自从21世纪初以来，高校毕业生比重迅速提高，继而高中毕业生的比重也提高了。这个变化趋势表明，伴随着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递减，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表示的人力资本反而大幅度增加了（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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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新成长劳动力的教育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然而，中国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良好势头，并不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延续下去。迄今为止，教育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突出的政策，即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学校扩大招生产生的积极效果。未来教育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一方面表现为这两项政策本身面临着新的挑战，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新突破上面尚未取得应有的政策共识。

普及义务教育的政府努力正式启动于1985年。虽然由于产生过一定的消极因素，如为了达标而造成乡村的过度负债，一度出现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最终，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具有远见的政策举措，对于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效果十分显著。然而，随着小学和初中入学率已经很高，目前已经显现出政策效应递减的趋势，即总体来说，义务教育不再能够对于明显提高人口受教育年限做出很大的贡献。

高校扩招始于1999年，初衷是延缓青少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以缓解当时的就业压力。出乎意料的效果，则是中国高等教育由此进入大众化阶段。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从1999年的85万，大幅度跃升到2012年的680万。高校扩招还有一个意料之中的附带效应，那就是拉动了高中入学率的提高，两者共同增加了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

正像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往往伴随着毕业生就业难和工资相对降低等现象，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发生了。这导致形成一股批评浪潮，认为扩招带有某种盲目性，以致政策上也开始变得谨慎，2008年之后招生数量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

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存在着教育可能过度发展的担忧。当然，正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人们才会做这种猜测：是不是我们本来不应该如此大规模地扩大高等教育？从经济学的角度，也就是说，根据人力资本回报率来判断高校扩招是否盲目，或者回答过去十余年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导致教育过度的问题，是简单且直截了当的。无论是使用扩招前的数据还是扩招后的数据，计量经济学研究都表明，高等教育比较低教育阶段的回报率更高。

在这些研究中，使用扩招后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更有意义，因为扩招之前由于大学毕业生比重很低，物以稀为贵，得到较高的劳动力市场回报是在情理之中的；而如果在扩招之后，高等教育仍然得到更高的回报率，则意味着这个扩招是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李宏彬的研究做出了肯定的结论：在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拥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凭的雇员，平均工资高于高中毕业生雇员的幅度继续提高，2009年达到49%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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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们还有必要跳出即时回报率这种功利的考虑，从更长远的视角回答：我们为什么需要高等教育的大力发展。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不需要担心中国，因为这是一个只能制造洗衣机和电冰箱，而不能创造思想的国家。对于国人广泛引述这句话，也有人颇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中国拥有灿烂文化遗产，并在改革开放时期继续取得文化繁荣成就的事实。的确，我们对待自己的成就和老祖宗创造的文化遗产，绝不应该采取妄自菲薄或者虚无主义的态度。何况，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惊艳世界、上海高中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勇拔头筹、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诸种表现不过展示了中华民族创造力的沧海一粟，确实值得为之骄傲。不过，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对待诸如撒切尔夫人式的批评，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首先，撒切尔夫人批评中国不能创造“思想”，本意是指缺乏创造性。这里，我们翻译为“思想”的英文词，通常是idea，也可以理解为创意，并不仅指文化，而包括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产工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更指与创造力有关的人力资本。例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得更直接。他断言中国的GDP总量终究要超过美国，但创造力永远无法与之匹敌，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自由交流和思想竞争。

其次，中国古训中的“兼听则明”，应该推及来自外国人的批评。何况在国际比较方面，外国人的哪怕是肤浅的观感，也是一种参照系。一概嗤之以鼻，不符合中国应有的大国心态。新加坡是个小国，当20年前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群起批评其经济增长模式，认为其高速增长只是生产要素积累的结果，而缺乏技术进步推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时，领导人也的确颇感没面子。但是，他们还是采取了“宁可信其有”的态度，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设立了国家目标。多年来，新加坡在全球竞争力指数的排名上名列前茅，位次年年攀升，与这种兼听则明的态度应该不无关系。

最后，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表明，受体制制约因而缺乏创造力，的确是中国的现实。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直至去世之前，在病榻上仍然思考着，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不能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而一位美国的百岁老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提供了自己对“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他认为原因在于：中国缺少一个思想（ideas）的市场。在这里，市场代表的是一个舞台或者平台，思想或者创造力借此得到孕育、诞生、哺育、激励和成长。因此很显然，大学的健康且快速的发展，是产生这样一个市场的前提。中国的大学体制存在诸多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予以解决，但绝不应该成为因噎废食的理由。




 [1]
 李宏彬：《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2年10月18日，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news/564656.htm。


四 人力资本积累的国际教训

其实，如果可以有“教育过度”这样一个命题的话，其本意应该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功能和教育质量等方面的因素，导致人力资本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不当，而不是人力资本总量的过度。国际经验表明，因短期内的教育回报率降低，迫于社会上不恰当的压力而抑制教育发展，或者政府未能弥补人力资本回报率下降的市场失灵导致教育停滞的结果，通常是灾难性的。

首先，我们来看深陷债务危机的南欧国家。自2000年开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每隔三年在一些国家或城市进行一次主要针对高中学生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英文缩写为PISA）”测试，并进行地区之间的比较。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多人了解并为之自豪的是，在2010年的测试中上海学生独占鳌头。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历次的测试中，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学生连续表现不佳。凑巧的是，这三个国家也是在欧债危机中最为灾难深重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表现为青年人就业率最低，失业率居高不下。

这个测试项目的本意是评价各国学生的学习表现，然而，既然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归根结底是一系列与教育发展相关因素的函数，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测试结果间接地观察政府推动教育发展的政策力度、个人和家庭接受教育的热情，以及社会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教育激励。在西班牙也一度出现就业形势好，从而相对降低了教育回报率的情形。曾几何时，受岗位增加及工资上涨吸引，西班牙年轻人提前离开学校，大多进入建筑业找到工作。这个故事是怎么结尾的呢？当危机来临，人人看到了这个国家持续存在着高达25%的青年失业率。

其次，我们来看美国无就业复苏的根源。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一度表现为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处于萎缩状态，导致许多青年人不上大学甚至不上高中，形成所谓“从中学直接进入中产阶级”模式。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低端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日益丧失竞争力，实体经济相对萎缩，每一次经济衰退都会永久性地丧失一部分就业岗位，形成“无就业复苏”，那些受教育水平与产业升级不相适应的劳动者群体，则容易陷入失业和贫困状态，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也日趋扩大。

乔布斯在去世之前，曾经安排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湾区一些知名企业家会面。座谈中奥巴马问乔布斯：能不能把苹果公司在中国创造的就业岗位搬回美国？乔布斯直言不讳的回答是：“不可能，除非你能够给我培训出3万名称职的工程师。”他的后任迫于国内压力，也趁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之机，2012年开始尝试在美国建厂。即便有这样的举动，他本人对此前景也并不乐观，因为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不是工资水平问题，而是合格的雇员。

最后，我们来看“失去二十年”的日本。在日本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曾经发展很快。但是，日本社会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关注和对于教育质量的批评，促使政府有意放慢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距离拉大，就劳动年龄人口中人均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限来说，日本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从1976年的45.3%下降到1990年的40.4%，回到了1965年的水平上
 
[1]

 。不无相关的是，在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经济增长因未能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而陷入持续的停滞状态。例如，全要素生产率对平均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1985-1991年的37%跌落到1991-2000年的-15%，导致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
 
[2]

 。迄今为止，日本经济已经失去了20余年。




 [1]
 Yoshihisa Godo，Estimation of Average Years of Schooling by Levels of Education for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1890-1990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2]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APO Productivity Databook 2008
 ，the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1-2-10 Hirakawacho，Chiyoda-ku，Tokyo 102-0093，Japan，p.23.


五 政府投入转向人力资本

在教育发展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人们寄希望于国家财政对教育支出的大幅度提高。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达到4%的目标，直至2012年才终于实现。说到政府买单，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当公共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即按照2012年的GDP总量计算，公共教育投入规模超过2万亿元的情况下，这笔宝贵的资源应该如何配置，才可以达到最有效率呢？同时，这个数字足以解决中国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吗？要回答这样的疑问，我们需要先来弄清楚，有哪些因素已现端倪，并可能在未来阻碍中国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先来设想一下，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占到GDP的4%，被落实到每一级政府意味着什么？拿许多大银行总部所在地，因而集中了全国GDP一个很大比重的北京市西城区，与不发达省份贵州省最穷的城市六盘水市相比，常住人口人均享有的公共教育支出，前者至少是后者的十几倍。这样的公共投入差别能否做到既公平又有效率，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让我们再回到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来。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是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是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配置资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海克曼于2003年指出，中国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投入，都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既缺乏公平性，也不符合效率原则。
 
[1]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相应地，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已经愈演愈烈。而好消息则是，在物质资本回报率下降的同时，人力资本则愈加显现其报酬递增的优势。所以，社会资源从物质投资领域更多地转移到人力资本投资领域，必然带来巨大的资源配置效率，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虽然从长期的观点看，在特定教育阶段上的人力资本投入也会出现报酬递减的现象，但是，此时此地的有限教育资源如何在各级各类和各地区进行配置，也存在效率差别。例如，相同水平的公共教育支出，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投入效率，要大大低于这笔钱配置在六盘水市的情形。此外，教育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如果把教育的社会回报由高到低排列的话，依次是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较高阶段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很显然，私人回报率高的领域，则应该更多地引导家庭和个人的投资，而社会回报率高的领域，适合由政府更多埋单。因此，我们依据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从各级各类教育面临的问题出发，对中国教育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义务教育阶段是为终身学习打好基础，形成城乡之间和不同收入家庭之间孩子的同等起跑线的关键，政府给予充分的公共资源投入责无旁贷。值得指出的是，鉴于学前教育具有最高社会收益率，意味着政府埋单是符合教育规律和使全社会受益原则的，应该逐步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

自从中国跨越刘易斯转折点，随着就业岗位的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比较旺盛，一些家庭特别是贫困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初中阶段辍学现象比较严重。从家庭的短期利益着眼，这种选择似乎是理性的，但是，人力资本不足可能导致的经济损失，最终将由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因此，政府应该切实降低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支出比例，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完成率。而且，通过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让农村和贫困儿童不致输在起跑线上，也大大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完成率，并增加继续上学的平等机会。

其次，大幅度提高高中入学水平，推进高等教育普及率。高中与大学的入学率互相促进、互为因果。高中普及率高，有愿望上大学的人群规模就大；升入大学的机会多，也对上高中构成较大的激励。目前政府预算内经费支出比重，在高中阶段较低，家庭支出负担过重，加上机会成本高和考大学成功率低的因素，使得这个教育阶段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瓶颈。因此，从继续快速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着眼，政府应该尽快推动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凡事预则立，为了防止真有高等教育过度的情况发生，一个有益的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逐渐让家庭承担更多的大学教育支出，即进一步发挥社会办学和家庭投入的积极性。

最后，通过劳动力市场引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中国需要一支具有较高技能的熟练劳动者队伍，而这要靠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欧美国家适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通常在60%以上，德国、瑞士等国家甚至高达70%-80%，都明显高于中国。因此，中国应当从中长期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出发，加大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力度。

由于这个教育类别具有私人收益率高的特点，劳动力市场激励相对充分，因此，应该更多地依靠家庭和企业投入的积极性，政府投入的力度应该低于普通高中。此外，应建立起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及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升学通道，加快教育体制、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以实现全面发展。




 [1]
 James J.Heckman，“China’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16，pp.50-70，2005.


六 结语和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在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点之后，劳动力市场开始加快了从二元模式向新古典模式的转型。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摩擦性矛盾并存这一现实，提出了一系列制度需求，应该成为顶层设计和综合配套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更加积极就业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总量上创造就业岗位，更多转向帮助更广泛的劳动者群体解决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治理顽固的自然失业现象，以及构建劳动力市场制度。未来加速的产业结构调整，会对职工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劳动者则很容易陷入就业困难，需要政策给予积极的扶助，也需要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保护。一般来说，结构变化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如果以保护岗位的理由妨碍这个过程，则难以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作为一个人，劳动者应该受到应有的保护，而这就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功能。

其次，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农民工面临的劳动力市场脆弱性。农民工面临的特殊就业风险与他们在城镇就业却没有户籍身份密切相关。例如，每逢遇到宏观经济的下行，他们就要承受周期性失业；因户籍制度导致的家庭成员不能生活在同一地点，使数千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义务教育难以良好解决；缺乏就业稳定性使新生代农民工过早离开学校，也不愿意接受必要的培训。因此，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使他们在基本社会保险、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均等的待遇，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加强对这个群体的社会保护。

最后，通过改革教育体制，加快教育发展速度，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效果。这个领域改革的核心，是实现教育主管部门作为监管者职能与教育供给者职能的脱钩，消除教育领域的垄断，发挥社会办学的积极性，通过竞争提高教育质量。根据不同的教育阶段和类型，教育事业分别具有基本公共服务（义务教育）、一般公共服务（更高阶段教育如高等教育）和商业活动（培训等）等性质，应该允许多种办学方式存在和竞争。即使在作为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活动，也可以采取多样化的供给模式。例如，瑞典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上的多元办学，并借助教育券的方式实现了自由择校，既没有失去教育的公益性，也充分发挥了民间投资积极性，还扩大了选择和竞争，大幅度提高了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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